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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9年起，我就计划撰写明代的漕运。当时在亚利喿那 大学任教、目前在奥克兰大学工作的贺凯教授，从那时起就不断 给予我帮助和鼓励。贺凯教授在图森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建议 列出一个文献目录，弄清研究方法与目的，他到密歌根后，把他 个人收集的有关明代历史资料提供给我利用.对我来说，这些 资料非常宝贵此外，在许多场合，他舍弃了自己非常宝贵的时 间，耐心地倾听我的想法，并给予我有独到见解的评论。因此， 我从内心里对贺凯教授要表示深深而诚挚的谢意^

对于在明史研究领域走在前列的许多学者，虽然我同他们 的联系并不像同贺凯教授那样频繁，但他们也像贺凯教授一样， 对我的研究关怀备至.除了密歇根大学为我组成的博士学位论 文答辩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不厌其烦地帮助我外，还有一些学 者阅读了我论文草稿的全部或一部分，作出评价并提出改进建 议。这些学者包括：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和扬联陞教授、耶鲁 大学的约翰• W.霍尔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的约 翰•梅斯基尔教授，以及明史文献研究项目小组的L,卡里托* 古德里奇教授.我要对他们表达深深的谢意。尽管他们提出了 许多良好建议，论文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当然要由 我自己负责;这一惰况并不能说明我在最后定稿的论文令所表 达的观点，都得到了他们的赞同。

1959年冬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期间，我有机会拜访了外 交学院的韩丁教授。他热情地接待了我。虽然我们俩人在漕运 的功能以及令国历史其他问题上看法不同，但这丝毫影响不了 我个人对他的钦佩。我对他的尊敬具有深深的含义——他很早 就在明史研究领域令跋涉，而我f才刚刚涉及，只是一个初入者。

在我论文写作期间，还有许多人帮助了我。这些好心的人 包括:吉非尔斯与罗塞蒂有限公司的丹尼尔*丄博恩先生，他不 断地鼓励和激励我完成明代漕运的研究；博恩夫人，她阅读了论 文全部初稿，提出许多如何改进英语表达的建议；密馱根大学远 东图书馆的铃木彦先生，他帮助我安排论文中的日文标题，并将 之翻译成拉丁语;安* A.科尔蒙内小姐^她帮我打印了初稿；罗 斯玛丽赫里恩夫人，她帮我打印了最后的定稿.我还要感 谢如下人员：吉非尔斯与罗塞蒂有限公司的卡尔* A，吉非尔斯 先生，他是我现在的雇主，正是由于有了他的帮助和理解，这篇 论文才得以完成；霍勒斯•拉克汉蒙研究院的拉尔夫• A.索耶 院长和弗里曼• D.米勒院长，他们俩人同意在W59年和1963 年设置研究生研究基金，资助我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其他大学

图书馆査阅资料。

迄今为止，明朝历史仍然存在许多争议，而且复杂。而一般 说来，明代漕运问题涉及明代的许多因素，例如皇帝及大臣的性 格和个人风格、政府机构、官场惯例、重大的全国性事件、财政制 度、国民经济、流行看法、地理和工艺技术，等等。关于这些问题 的原始资料虽然很多，但其中大多数已经被现代学者重新整理 和加工过^由于在许多领域中仍然缺乏对此种整理加工的估 价，因而在写作这篇论文时，我每时每刻不得不依靠自己的主观 判断，匆忙翻阅，快速选择。由于明代漕运是一块尚未被人研究 的处女地，而我又是刚刚涉及这一领域，因而论文中所提出的观 点不可避免地存在问题.我充分地意识到会出现许多错误，也 认识到会忽略许多重要问题，因此，任何使我能注意到某些特定 错误的建议或评论，我都十分欢迎&

为了方便阅读，我尽可能把中国度量衡单位换算为西方式 的.不过，“两”和“石”除外，因为它们是中国的常用单位，是中 国式的“盎司”和“蒲式耳'

黄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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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京杭大运河的背景

和本文研究的目的

一系列连接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人工水道被认为是大运 河〔1〕后，错误看法就常常出现。大运河是由几个不同的河道 组成的，它们各自流经的地域小同，各自拥有的历史起源也不 同，因而并不具备共同的特点。如果把不同的河道视为一条运 河，那么就会忽略许多相关而又必要的细节。如果我们进一步

〔1〕作者在不同情况下分别使用了 ihe Grand CanaK the canal、the canals、 the canal system和TV ao Ho。后者毫无疑问指的就是漕河D至于其 他i作者虽然有时用词并不严格》甚至随意使用，比如the canal和the canals不分，the canal和the canal system也不分，但基本思路是：the Grand Canai指的是北京到杭州的京杭大运河t the canaA指北京到瓜洲 的运河，印丁HoT the canals指由京杭大运河及其他小运河威分运 河组成的运河体系，the canal system指因漕运而改置起来的体系。因 此，我们在翻译时推新作者意思，分別将the Grand Canal、the canal、the carm丨s、the canal isysiem译成“京杭太运河”、“漕河’V‘运河”和“漕运体 系”□有时1由于作者对丄e canal和the canal system不分，所以the ca-nal system有时也译为“漕河' -译者

研究，就会发现有理由怀疑把运河称为“大运河”是否合适.虽 然大运河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水利工程，但是它并不总是具有 其名字所赋予的辉煌和壮现^

不过，这并未给制图者带来什么严重困难.实际上，即使在 今天每种质量较好的地图上，大运河都被汇为一条连接京师和 南方的杭州的船道运河而存在〔1\惟一的变化出现在漕河北 部上.由于槽河北段沿着两条河流的自然水道而延伸，因而有 些地图把它们视为自然河流，而另一些地图则视为人工水道，标 上了人工运河的图例.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制图 者有权利在上面作出技术处理^

在许多文字资料中都可发现，有关大运河记载的不一致 更为严重。在一些有水平的参考著作中，不仅关于大运河长 度的叙述差异极大，居然从850英里到1，200英里不等，而 且关于其最早的历史起源的看法也极不相同，有的认为是公 元前5世纪，有的认为是公元7世纪。一般认为，把大运 河开凿成为一条整体的漕运运河，是隋朝的隋炀帝（604 — 617年在位）、元朝的忽必烈汗（1260—1294年在位）和明朝

〔飞〕参见：{商此地图集和市场指南M CommemW AWaj Artrf 心，山）<纽约，1961年版页532。

《世界时代地图集XTTie    (中世纪版，伦敦于

1955年再舨〕，页1、2】一22。

I兰德*麦克纳利全世界地图集CoiTnopo川an 组约和]日金山，1962年版）t页34。

《世界地图册莫斯科年隞：1，贾153—154、147—

《美国牛津地E集M rk Amerk仙O_r/od A^z.0 (纽约和牛津，1SS1 年版），页61—53,

《格罗塞尔*赫傅尔地图集Hpr办r Aaw)(弗敍堡，1058年 版），页16^页171。

的永乐帝。由于这些观点来自各种不同说法，非常混乱，许 多重要信息就在这混乱中丟失。在即将进人20世纪之前，有一 位学者就观察指出：

就许多方面来说，世界上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大运河。 它也是所有其他运河中，我们了解得最少的。〔U

本文虽然并不打算否定大运河这一已经为世界广泛接受的 名称，但是强烈地感觉到该名称所表达的含义是错误的，如果未 加保留就接受使用，是会被引人歧路的。

〔1〕从下列几段不同著作中可以瞥见相互矛盾的记述：

《百科全书，中(伦軟，1917年版）在第216页 中认为，大运河全长1，200英里：“虽然人们常常认为完成大运河开凿 的是忽必烈汗，但是，大运沔的一部分此前已经历了〗，〇〇〇年……两条 太河印贲河和卡:江之间的一段运河，最早开凿于调輞时期的太约公元 前485年......”

4：哥伦比亚百科全书>(77w CohmWu    組约，195&年版）

在第804页中圮述说大运河……长约S50英里……它最古老的一段 连接黄河和长江，是在鲭场帝在位—年在位）期间完成的，其 余部分（包栝连接京师、今天为水覆盖一段>是在元輞（UH —1368年） 时期开凿而成的……”

《百科全书，美® >( 丁心AmeriomaM纽约，”52年版）在 第5484页中记载说，中国同样开凿了大批水道，其中包括大运河。它 长约1,000英里，大约于1289年究成。”

《百科全书，不列期》)C芝加哥、伦敦和多论 多，196]年版）在第4728页t说：“……中国的大运珂，连接了白河、黄 河和扬子江。它在公元7世纪建成使用，

F, H.金（F. H. King)在《 国家地理杂志 K NaH⑽d

年10月，23.10: 940)上撰文《中国的运沔，人类的奇

遗XThe Wcnderftd CanaUi China)火负，......簦个太运河……其中

段据说是约在公元前6世纪开墉而成的，

〔2〕J.斯蒂芬斯■吉恩斯（J. Stephens Jeans)】《世界各国的水道和水运》 OVazertyays A/id Wo化r TVartsport in    〈伦教，

1890 年版页 232。

由于这种原因和其他原因，我们认为在开始探讨本文主要 研究问题之前，应该把某些问题澄清^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中 国开凿运河的历史悠久。不必说那些认为早在文明开端之前就 已经开凿运河的真伪参半的历史文献，可靠的历史资料清楚表 明，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中国就在利用运河进行运输了.战国 期间<前481—前221)，好几条人工运河就出现在今天的江苏、 安徽、河南和山东等地自这以后，我们完全可以说任何一 个标准意义上的王朝，都有关于运河幵凿情况的历史记载。在 更多的著名项目在军事需要下投人建设的同时，另一些项目因 运输、灌溉和治水等需要而投人建设a于16世纪晚期来到中国 的一个天主教传教士就评论指出中国这个国家完全为一套相 互交叉的江河和运河所组成的水网所覆盖，无论何地，都可以通 过水路到达。”〔2〕

通过上述事例，我们完全能够了解到，许多地方的地方性运 河沿着这个那个方向前进是早就存在的。伟大的运河开凿者， 无须一开始就涌现出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修整现存 运河，提高运河质量，将之体系化。其结杲是，任何一条运河的 最早开凿日期，都很容易往后推算或往前追溯到某个世纪的某 个时候^

华东地区的地形特别，属于另一种情况，必须给予考虑.虽 然这种情况在下一章中要充分讨论，但我们可以在这里指出这

〔1〕史念海：《中国的运河K重庆，1944年版），页16—23，

〔2〕尼古拉斯•特加尔特（Nicholas Trigauk):《中国概况K CAina 几扣), L. J.加拉赫（L. 1 Ga〖Ugher)的拉丁文译本，密尔沃基 (Milwawkee)，1 942 年版 T 两 19。

一种事实，即大运河流经的几个地方，在地理特征上是不同的。 适合于开凿并维持运河的地形，从十分令人满意之地形延伸到 完全令人失望之地形^不必说，这种极端使棍乱变得更加复杂。

比如，在长江二角洲，地下水位非常高，开凿运河并不是一 项震撼世界的工程，非常平凡。来自欧洲国家的早期天主教牧 师和使者，经过这一地区时就注意到这一点近来的记述也 证明这一观察是正确的。乔治•贝比科克•克里西在描述华东 地区时就说道，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运河。那些运河取代了道 路，只有少数村庄不坐落在可以航行的运河上。另一个旅 行者注意到，在上海南面至杭州62英里的地方，不少于324条 支运河流人和流出主干运河，这些支运河的宽度平均达到19至 22英尺，在南京和上海之间]S2英里的地方，这种支运河数量 达到593条由于华东地区的水源非常丰富，河床又相对稳 定，所以维持主干运河的水量并不困难。王朝编年史和古籍 文献在详细记录运河、江河中所出现的问题时，很少提到分布在 长江以南的运河干线。

不过，从长江到淮河，湖泊、沼泽和溪流共同构成了一个奇 怪的迷宫。这一地区的地理看起来在过去的岁月里经历过无数

〔]〕安龙龙*弗防科斯*普雷沃斯特（Anto丨no Francois PrevoslJ :《耶稣会 士的历史性旅行》（Histori'e    de Voyages aWS年版，以及其他

版本），卷 5,页 337—343;页 42 7—43 4,

〔2〕存治*贝比科克•克里西（George Kabcock Cressey):《中国的地理基 础》i    F⑽，纽灼，1934 年版），页 292。

F.凡金中国的运河，人类的奇连h页931。

〔4〕史忠海：《中国的运沔》，页176。

次变化古典著作所提到的地形特征，已经消失很长一段时期 了 按照记载所说，这一地区至少有6条把长江和淮河连接 起来的运河用于航行在这些运河中f最著名的几条开凿于 公元前485年和公元587年^今天，这几条运河只能从地图上 找到痕迹。现在的大运河沿着同它“祖先”假想中的路线非常平 行的路线前进，如果把它认为是一条从未干枯、一直在奔腾的运 河，那么它的全部历史就要另外延伸一千年.

过了淮河往北，大运河系统就进人了黄河流域。只有中国 学生才非常熟悉黄河的特征。黄河由于携带着大量流沙，不但 要把自己的河床填满了，而且把它所接触到的其他地方变成淤 泥4最糟糕的是，黄河改道而出，大面积泛滥。一般认为f从古 代到1937年，黄河有6次改道。然而，这只是黄河的主要改道 次数，那些规模较小的改道和地方性决堤并未计算在内。近年 来，学者们开始从王朝编年史中整理有关记载这种规模相对来 说要小的泛滥的文献，因此而重新得出的画面看起来相当令人 吃惊。举例来说,在明朝统治的277年时间里，研究表明，在56 年里，要么由于自然灾害，要么由于明政府所采取的错误控制水 利措施，黄河改变其流程达到不同程度另一项研究表明， 黄河在同一时期里仅仅是因为自然灾害就改道58次由于

〔1〕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页13。

〔2〕有关坐落在长江、淮河之间地区的A条运河，可以参见D.盖达CD. GamiaiO牧师的大作《运河帝国Imptrriel)》（上海：《汉芈研究 (Vadetes Sinol〇giques>>，No. 4，1S94) 41 的插 E(未标明页码），

〔3〕岑件勉=<黄河变迁史K北京，1947年版），页468—487。

〔4〕申丙：《黄河源流及历代河患考》，《学术季刊》第&卷第1期，195S年 11 月，页 &9—90。

大运河不得不穿越黄河流域，要维持航行，一直是一个令人痛苦 的难题，盖达牧师就概括指出：

大运河的危险地段就在黄河流域。它很快就要在这1消 失，它的河床很容易被泥沙填满„沟渠会被折断，航路会被 阻断。整个大运河会因此而被彻底抛弃6〔_L〕

仅仅是一瞥此点，我们就足以认为大运河并不是一个稳 定、持续不断、统一的体系。它的一些组成部分一直令人棘 手。而且最重要的是，它的状况每时每刻，从这段到那段，都 在变化。

中国人传统地认为隋炀帝是大运河的最早开凿者。隋炀 帝所设计和连接的大运河水道，同今天的大运河路线有所不 同.人们常常认为此点无关紧要，可以不予考虑。但不幸 的是，隋朝大运河在什么环境下开凿的，我们最不清楚.隋朝 历史极为简短，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可以重新勾画隋朝大运 河图景的记载。比如，就大运河连接黄河和淮河的一段来说，

C 1〕D.盖达：《运河帝国:L

〔2〕关于隋朝运河情况，除了可以参考D.盖达的大作外，还可以参考如下 学者的大作：

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Needham):《中诨的科学与文明》（

AW    h d如）（釗桥，1954 年版），页 1123—1124;

伍德布里奇，th汉姆（Woodbddge Bingham ):《康朝的建立K T/ie 心叹Me Ta叫Djyna砧J )(巴尔的摩，1941年版），贵]6 f 阿伯特•餘尔曼（Albert Herrmann) : C中国的历史与商业地图集》 (ffisruricaZ Am/ Ojmmertitii    )(马許请塞州剑桥，1935

年版页16;

ac特威切特（aaTwi1：chett>:《唐朝的财政金融管理制度KF1«Cm-cia』17以作 TTip 丁⑽足    (剑桥，1963 年版），位

于页84—85间的图^

我们仅仅知道：它是605年开凿沟通的陏政府投人了包 括妇女在内、人数达100多万的劳力。难以相信，整个工程在 短短的5个月里就完成了〔2\除此之外，我们实际上再也找 不到什么有关记载了4由于隋朝大运河完工非常迅速，有学 者就认为整个工程一定是利用、采取了已有的渠道然 而，我们并无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此点6据说，隋朝大运河水道 宽度为1〇〇英尺到200英尺不等，但是至干深度和水位， 我们知之甚少，也不能确定是否使用了闸门和船闸^《隋书》 中记载隋炀帝下江南时说，船队由六种不同的船只组成，其中 一些船只是双层的〔5\我们只能从此点记载推断认为，既然 隋朝大运河是在短时期内怏速开凿而成的，自然是一项相当重 要的工程。《隋书》中反复提到船夫，这表明他们可能是推动船 只前进的主要动力a

在隋朝大运河整个体系中，淮河和长江之间的一段是隋炀 帝的父亲于587年开始开凿的，目的是为了征服江南土地 由于这是在军事征服行动中临时开凿的，开凿结杲显然令人完 全不满意。隋炀帝继位以后，不得不进行大量改进，其中一些河 段的路线是重新设计的〔7

〔1〕《隋书>(商务印书馆1937年百衲本卷3页卷24页1S—17,

〔2〕S隋书:K卷3页6。

〔3〕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页79f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上海 年版页U

〔4〕全汉笄：S唐末帝国与运河：K贺1£4;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页129a 〔5〕这六种船是：龙舟、凤艏、貲龙、赤规、楼船、篾舫参看《隋书卷3页 5;卷 24 页 17d 〔6〕《隋书》，卷1页23b

〔7〕参见盖达：《运河帝国:K瓦8—13,以及未指明页码的#图^

连接洛阳和今天北京的华北运河，是608年开始开凿的， 此段运河的完工，表明整个隋朝运河网就形成了，608年可以 充分地被视为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年。从这年起，不仅隋炀 帝统治下的每一个行省都可以从水路到迖，而且到上一个世纪 即]_9世纪，中国任何一个统治者都离不开利用运河所建立起来 的漕运制度。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动机是什么呢？古籍文献的记载一致 认为，洧炀帝对长江三角洲的富庶和魅力的向往，激发他决定开 凿大运河&但是，如果把所有事实都考虑到，“个人兴趣”理论现 在看来不再有说服力即使是《隋书》中的分散记载，也能证明 这种解释是行不通的6

隋炀帝于604年继位后，就马上把首都从长安迁到洛阳，其 迁都圣旨说（洛阳）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 很难相信，这些话会出自于一个小人物的脑袋，他的个人享乐超 越了政府的需要。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虽然隋炀帝为追求舒 服、奢侈而下江南，但除此之外，下江南有着更重要的目的。 迹象表明，隋炀帝企图把长江下游一带的人力和物力组织起 来，以建立一个更伟大的帝国〔2〕。而这一带土地是隋朝新近 征服的，长期以来，这一带居民生活在独立于北方的南方朝廷统 治之下^我们可以理解，他们对兴起于北方的新的中央政府抱 着怀疑的眼光，在605年下江南之前，隋炀帝就宣称关河重

阻，无由自达a朕故建立东京……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眷

求谠言/，u〕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些话听起来是在唱高调，不能当作具有 重要意义的事情来对待。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这 些话同隋朝中发生的其他历史事件非常吻合.正如前面所指 出，华北地区的运河于608年开凿而成，接着在610年，隋朝编 年史就特别提到，隋场帝举行了一次宴会，招待来自淮河地区和 长江地区的年长者，授予他们荣誉，赠送他们礼物。与此同时， 由于扬州因地处大运河和长江之间中间运河汇合地段上而地理 重要，隋炀帝将扬州太守（the magistrate)的官品提高到同京兆 尹（the magistrate of the imperUl capital)—'样的品级〔2〕。611 年，由于要对高丽用兵，隋炀帝在今天河北省进行军事集结。这 些士兵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来自淮河地区和长江地区。一支拥 有船只排列起来好几百里（1里大约等于0.35英里）、装满军粮 的水师，驶越渤海。进攻战争于次年爆发后，武装起来的士 兵总数达到1，133,800人，后勤物资供应数是该数的两倍 虽然我们无法弄清战争期间是怎祥利用新近开凿而成的运河来

〔I〕5幻年，隋炀帝为江南军車统帅，坐镇杭州a是时，他就已经开始设想 如何安慰南方人，如何在全帝国颔土上重组政府机构。正如亚塞_F. 赖特〔Arthur F. Wnght)所指出总之，隋炀帝设想如何使江南富庶 之地成为隋帝国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才能统治这片土地，这一事业， 占据了他后来的9年岁月，参见赖特：£隋炀帝》其性格与老套>(SW Fan於士■    )，见《儒家思想主张》（Con/wcian：

斯坦福*1卯0年版），页5K57.

〔2〕S隋书》，卷3页15.(在隋朝官制中，扬州为上郡，太守为苁三品。京 兆尹为首都所在地的父母官，为JE三品——译者）

〔3〕《漪书》，卷24页H C4〕《洧书》，巷14 W 17a

运送士兵和物资的，但是，如果这些水路所起的作用并不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是难以令人想象的D显然，从一开始，大运河就 为维系中国的统一和征集军事资源这一重大目的而服务。

十分清楚的是，隋炀帝开凿的一系列运河对后来的历代皇 帝来说是一种颇有价值的遗产。在唐朝统治时期（618—907)， 杜佑指出：“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在宋朝时期 1279)，卢襄补充说:“今则每岁漕上给于京师者，数千百艘，舳舻 相衔，朝暮不绝。盖有害于一时，而利TT百载之下者。天以隋 为吾宋王业之资也

全汉昇在其大作《唐宋帝国与运河》中阐述r相同的观点。 他从当时的历史资料中不但引用了 一套经济数据，而且摘录了 一些历史记载.以证明长江下游在唐宋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中国 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中央政府是否能成功地统治全国，依赖 于是否能够有效地利用长江下游的经济资源，是否能够将这一 地区的物资迅速通过运河运输到首都通常所在的华北地区.他 甚至进一步认为，在唐宋时期的六百多年里，不仅王朝的兴衰， 而且地方势力的暂时高涨和中央政府的暂时软弱，都能够反映 运河的实际情况，一系列无穷无尽可以说明真实情况的历史事 件，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D. C特威切特所持观点与此类 似。在他的大作《唐朝的财政金融管理制度》一书中，有一章专 门讨论中国历朝首都和长江之间的水路运输。这清楚地表明他 〔1〕杜佑：《通典K万有文库本），卷员56。

〔2〕转引自全汉昇的太作《唐宋帝国与运诃》，页13。 C3〕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页4、1U

认为运河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上述情况在蒙古人征服了全中国并将北京定为中央政府所 在地之后就没有多大改变a国家仍然依靠长江下游的供应；只 不过是运输支线此时往北进一步延伸。隋炀帝所开凿的华北运 河，未能好好地维持几个世纪，到元朝统治时期，不知能否使用. 即使是淮河和长江之间的河段，由于完全被忽视，致使河昧上房 垦林立，长满麦子因此，征服者不得不重新开始开凿大 运河a

蒙古人对重新开凿大运河的兴趣也极为浓厚。建立一条连 接华北和江南的运河干线的打算，一直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在 这背景下，忽必烈于]279年灭掉南宋f成为全中国的皇帝4年 后，他就下令在山东半岛上开凿一段运河。12S9年J庇清和东 平之间的济州河开挖。此段运河对直穿越一系列已有自然河流 和人工水道，从而可以通过它直接从北京旅行到江南^这条主 干线形成以后，就未发生什么变化，构成了目前大运河的基础.

忽必烈所开挖的济州河（它是大运河最后开凿的一段> 虽然 不过250里长,但是其工程所涉及的技术困难极大。地形起伏 决定了必须要在运河上安装mru水源供应问题看起来也是一 个难以克服的难题.但是，尽管存在这些困难，济州河开挖第一 阶段迅速开始。在投人2,510,748个劳力、开挖6个月后，地面

〔1〕D. C.特威切特：《唐朝的財政金融管理制度》，页84—

〔2〕罗荣邦：《忽必烈统治时期的谷物运输争论》，见《远东季刊》，第13卷 第3期，页2641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页123D岑仲勉：《黄河 变迁史》，頁464—465。

基础工程虽然完成了〔〗〕，但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到1325年，或 者说在36年之后，整个济州河开凿工程才得以完成.在1296 年、1299年、1302年、1321年和1391年，安装了许多闸门

正是存在这些困难，整个元朝时期（1271—1368)，海路在交 通运输中所起作用要大些〔3〕，而陆上水路仅仅作为辅助性工 具。尽管如此，马可•彼罗到瓜洲这个当时位于长江上的运输 站旅游时，元运河工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写道：

相当多的谷物运输到瓜洲，准备通过运河运到大都（即北 京）去，供忿必烈的宫廷食用a元朝宫廷所需谷物，全部来自 中国这一带地区。人们必须知道，忽必烈已经幵通了从瓜洲 到大都的水踢^这条水路看上去是一条宽而深的航道，把4 河、湖泊连接起来了 &它犹如一条大河，能够航行大 型帆船〆

蒙古人的统治不到1〇〇年就被推翻.继之而起的是朱元璋 于1368年所建立的明朝，本文要充分讨论的，就是明代。经过 深思熟虑，朱元璋决定定都南京〔5〕。但是其子燕王，也就是后 来的水乐帝，迁都北京。为了维持来自南方的供应，他同样下令 修复运河。在后面几章中所提到的大运河，严格说来就是永乐

《元史>(商务印书馆1的7年百衲本），卷I6页1夂 (2〕C元史》.卷16页14—16。

〔3〕每年超过三百万石> 参看《元史》，卷93页2〗__ 22。

〔4〕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游记》（!TAtf    T卞

利.耶尔上校（Colonel Sir Hrruy Yale)译，第：J版，伦教，1903年，第2 章吏〗7允

〔5〕吴晗：《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清华学報》第10卷第4期（1935 年 10 月 >，贯 917 — 323。

帝开凿的。在他之后的明朝皇帝，只是作了小范围的修整。

应该指出的是，宋朝以来，大多数重要的政治事件和军事行 动都发生在南北大运河沿线地区，这一情况在明代非常明显。 其结果是，运河地区在明朝政治史中一直占有显著地位。甚至 在运河重新开凿之前，洪武帝派出的考察队北上就是沿着未来 的水道路线，燕王起兵南下夺取帝位时也走的是这条路线。在 后者事例中.燕王正是攻占了德州、济宁和东昌——它们都是大 运河沿线重要城市，才奠定了军事胜利的基础在起兵夺取帝 位的最后一个阶段，燕王大胆包抄，经过淮安，出其不意攻占扬 州，从而夺取了南北大运河干线上最后两座堡垒〔1而对于南 京的建文帝来说，意味着军事完全失畋。在这关键时刻，陈瑄统 率下的朝廷水师转而效忠战胜者，这使燕王能够渡江进南京称 自己为永乐帝。为了奖赏陈瑄的反戈，永乐帝任命他为第一任 清运总兵（the canal administrator)

燕王造反之后，明朝历史上又发生了两次皇室成员企图夺 取帝位的政变，不过都失败了。1425年，汉王企图夺取帝位，明

f

宣宗立即讨伐叛乱。明宣宗确信自己釆取的迅速行动会致命打 击叛乱者，因而下了一道作战命令给陈瑄，指示他加强守卫河路 和附近陆路，防止汉王逃到汉南去〔2〕。：年，宁王造反。正 德帝组织了类似的讨伐，运河又一次作为军事行动的路线而发 挥作用&正德帝的水师开拔之前，政变就被镇压下去u正德帝 喜欢浮夸，这或许胜过了英国的査理二世。除了把这次平事行

〔1〕王崇武：《明靖难史实考证搞》（上诲，1948年版），页81。 〔2〕孟森：《明代史：K北京，1957年版页123。

动变成一次无忧无虑的巡游之外，他根据原计划，还要继续前 进.最终，正是在一次垂钓游中，他落人水中，导致生病，不久后 就过早驾崩U入

作为一条重要的战略道路，大运河同样绘历了众多内忧外 患。于年和1642年爆发的两次起义，都发生在运河地区； 这两次起义都导致运河航运暂时中断^\ 16世纪中叶，曰本 海盗在华东抢劫时，也抢劫了推安地区，大运河航运一时又受到 严重威胁&今天，运河地区许多城镇保留下来的城墙，就是在这 一时期修建或加强的〔3〕。在明朝即将崩溃的几年里，满族人任 意人侵明帝国；有好几次，他们的铁骑进一步深人运河地区。 1639年，清军还未到达徐州就停止下来.他们攻占北京后，下 一步就是继续发挥早期的精神，沿着运河南下攻占南京。正是 在运河同长江相汇合的扬州，清军遭到了南明军队最激烈的抵 抗.扬州城的陷落，击破了明朝官员坚守江南的打算，清楚地表 明明朝最后的希望破灭了a

从经济角度来说，大运河对明朝发挥着命脉的作用。虽然 我们早已知道这条水道在国家财政经济中起着主要作用，但是， 明朝宫廷对它的依赖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远远超过了以前的历 代王朝。元朝时期的运河不过是海运的辅助性交通，无关紧要. 而在明代，大运河是京城和江南之间惟一的交通运输线，所有供

C 1〕实称上，JE德帝是在落水后6个月驾崩的。但人们一般认方，JE是由于 掉进水中，才导致他患上了致命的疾病。参看《明史》.卷页12。

〔2〕《明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犯7年百衲本卷16 S 5;卷24页6,

〔3〕顾爽武：《天下郡国利病书K四部丛刊本第11册页U45。《古今图 书集成》（上海中华辛局1934年缩小影印本），第121册页

应都要经过它。在供应名单中，除了谷物占据首要地位外*其他 物品包括新鲜蔬菜和水杲、家禽1纺织品、木料、文具、瓷器、 漆^一~乎所有中国所产的各种物品都通过大运河进行输送。 诸如箭杆和制服之类的军需品，笤帚和竹耙之类的家用器具，也 经过运河运送到北京去。整个明代，这种依赖性一直存在，从未 中断。

所有这些听起来有趣T但同时，我们不得不问：大运河有什 么历史意义？我们在从世界历史发展角度审视一系列历史事件 时，发现了更多奇怪的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大运河都是 —个重要的问题。在1368年至1644年间t发生了许多事件。 比如，西欧把中世纪抛在身后，迈步踏人现代^僧侣和旧贵族在 市民阶层起义面前放弃了特权。卢梭的知识力量号召人们追求 新自由，这推动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同时，西欧在努力地发 现和探讨新科学，从而奠定了未来几个世纪现代科学发展的基 础。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不可避免地创造了工业革命和资本 主义兴起这样的成果。进人同一时期的中国，在任何意义上来 说，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都不利，可是为什么完全错过了这一段 使人奋发的岁月呢？人们不要期望有什么研究，比如本文的研 究，能够直接解答这一深层而又难以回答的问题。不拉，我们期 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发现一些线索，为人们的思考提供帮助。概 栝大运河的背景情况，就是以一种特定方法把一个民族的大致 情况播绘出来。从明代帝王、大臣管理漕运的方法中，我们可以 推断描绘明代的政治体制、政府模式、财政政策以及社会风俗和 统治思想。即使这种推断推绘只是部分的，我们也要设法这样 做。由于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尚未被深入研究的问题，我们希望 本文后面几章中对大运河所进行的全景描绘，能够对进一步和 更全面的研究提供一点帮助^在这里，对于被视为使中国历史 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的任何个别因素，我们不想接受。 不过在将来，如果有更多的材料可以利用t那些被遗漏的线索自 己会展现在学木研究中。本文的研究，虽然只是一个大概，但希 望能更接近这种期望出现的学术研究.

我们要设法探讨明代在设置漕运体系中所关涉到的经济意 义.大运河这条水路能够活跃国家经济吗？它促进了物资交流 并因此刺激工业和商业的发屐吗？在国家财政范围内，漕运体 系是否是一种灵活的制度，可以使其运作能够适应诸如人口增 长、政府预算增加和保卫国家新领土之类的新情况吗？近年来， 许多学者认为每个王朝崩溃时，政府机器毁坏的第一个迹象就 出现在忽视水利问题上。在大运河的运转中，我们能够找到多 少证据证明这种观点是否正确？由于漕运不能再进行有系统的 输送，大明帝国才失去了活力，直至最后理所当然崩溃。这是真 的吗？下面几章，就要设法回答这些问题。

当然，漕粮是我们研究的中心问题。原因非常简单：大运 河开凿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把粮食输送到位于华北的京师去。由 于大运河真是名副其实的大运河，由于它存在长达一千年，20 世纪到来之后仍然展现在世人面前，贡粮是中国政治和经济历 史的发展中一个起作用的因素。但是，我们在探讨大运河的年 运输量和运输程序之前，必须首先简略地了解一下大运河沿线 地形特征，因为地理的确对大运河的运作产生了一定的限制。 通过对制度的研究，我们还可以概括漕运行政管理机构。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将漕粮情况清楚地、恰当地展现出来.在探讨漕 粮运输之后，我们要列举谈论通过水路运输的其他宫廷贡品。 在这样探讨时.我们要设法概括明廷的物品采办政策。为了使 讨论更加完全，我们还要探讨同漕运管理有关的其他几个问题， 其中包括税收、商业、旅行和劳役最后，本文结束时要作出一 些总的结论d

关于明代之外其他时期的大运河情况，韩丁全面地叙述了 清朝时期（1644—1911)的情况清人对大运河主干线未作 什么改进，其管理沿袭了明代的规定。由于大运河对中国来讲 仍然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交通大动脉，因而在1840年爆发的第一 次英国与中国的战争（即鸦片战争）中，英军釆取包围镇江的战 略，以阻断大运河上长江以北的交通〔2〕。不仅如此，还封锁了 长江D清政府因而很快就答应了英人所提条件，签署了《中英南 京条约》。

在19世纪向20世纪转变之际，中国建造了南北铁路交通 干线。1901年，终于釆取了以钱币支付方式来代替实物缴纳方 式〔3〕，大运河因此丧失了存在的理由，只有被抛弃.在中华 民国时期，于1912年和1917年，两次设法改进大运河，同时排 干丁散布在淮河两岸上的湖荡里的湖水。民国政府和美国国

〔1〕神丁（Harold C. Hiimm):《1845—1911年的中国贡粮制度M马萨诸 塞州剑桥，1956年販夂

〔2〕H. R莫斯<H. B, Morse):《令华帝国的国际关系》（d

)(伦教，1940 年版〕，第 1 章 M 294、

296。

〔3〕张其昀等编：4婧史><台北国防研究院，1961年版页157八 际公司签订了一系列合同，授权后者为此募集贷款大概 由于中国政治动荡不安，这项计划从未付诸实施。不过，一项未 公布的关于拟议中计划的报告，于1921年指出：“在过去几年 里*山东省境内沿着旧水道流淌、长约250英里的大运河不再起 什么作用，〔2〕该报吿还指出，沿着卫河河道奔腾的大运河北 段仍然可以通航。在上面来往的船只，有的有90英尺长，12英 尺宽，吃水深度为4英尺或5英尺，不过，大多数舶只的大小只 有这种的2/3

然而在1937年，一个美国旅行者经过卫河段的漕河之后继 续往南设法前进时，就发现仅仅在天津以南6英里处，河道就完 全干枯了。此行未成功后不久，他就报告说，只有在驱使20,000 名劳力把堆积起来的淤泥清理干净后，漕河才能再一次用于 航行

除了中国近年来出版的资料外，今天关于大运河最可靠的 资料，或许就是美国军队L-500系列地图。这套地图中所包含

C U爱铕华•托马斯*威廉斯（Edward Thoims WUliams):《中国历史简 鳊:KASkrf    （纽约，1928 年版>，页 505 50L

C 2〕约输• R.弗里曼（JohnR. FreematO:《关于对大运河改进情况调查的

of JnveUigationa of tke Improvement of the Grand Ca-，页此拫告是在1917卑10月20曰中国政府和羑国国陡公司 签订合间后所写的。（未公开发表出版的复写副本，存密歇根州安阿伯 密歇根大学运输囫书馆〉

〔3〕约翰• R.弗里曼i《关于对大运河改进愴况调查的评论:K页 〔4〕威拉德.普赖斯（评彳]〗31^?1：彳£^):《大运河概价》（0?^7^(^松^尸1^加^3-川ti ),载《矣国地理条」吉》（Al«gcis:t>ie )，第 71 卷 笫4期，页513(1937年4月>。此句逻辑有问題，原文为though，he reported t soon after his unsuccessful trip，w 20 ^ 000 men had been pressed into service to dig out the accumulated silttw and the catial was in operative condition again这里直译-译者

的资料，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空中和陆地进行的测量为依 据的，在大运河中段，即黄河和夏镇之间的一段航程，地图上标 明是“能够航行”的。而其他河段，则无这样的标记。

1961年5月22日，一家经常独家发表来自中国消息的中国 报纸即《纽约中国每日新闻》,在第一版上插人了一条电讯，称位 于江苏省北部的一段长400公里（大约为250英里）的大运河， 完全恢复了原貌。在现有河段基础上，又新修了 70多公里（大 约等于45英里〉的新水道&河港设备建造了，用于指示夜航的 电标也安装上了。电讯继续说道："自1958年以来，此段运河的 泥土开凿量超过了巴拿马运河的总量，电讯所指出的地段，位 于淮河和长江之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国民政府就 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在此段己经做了一些工作.这一工程不仅 可以提高水道的运用，而且能够消除对整个地区持续不断威胁 的水灾。国民政府的工作，因内战而中断。现在的中国政府可 能是在此基硇上继续进行，将之完工。

然而在今天，还未有人建议将全段大运河修复。即使制图 者在地图上仍然继续把大运河绘成一条绵延不断的水路干线， 但是，大运河作为南北交通干线的功能不复存在.自从最后一 支装满漕粮的船队通过大运河后，大运河发生了许多变化.

第二章京杭大运河的地形概况

永乐帝于U21年的中国新年宣布迁都北京后，南京实际上 变成了中央政府的后方组织，明廷在北京和南京这两个首都都 设置了官品相等的部级大臣。大运河，按照当时明人所称，就是 漕河（用于运输的何流）。它作为这两个都由之间的官道而发挥 着重要作用。我们很容易理解，明廷所关心的，就是把大运河同 长江连接起来，构成大运河的南段。其分支，从长江出发，继续 往南延伸，把杭州连接起来。但该分支并不认为是大运河主千 线的一部分。从这种角度来说，无论是政府文件还是有关专门 记载，所指的漕河，指的就是大运河运输主干线〔〗\本文将采

〔1〕{明史》这祥描写漕河，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5千金里，见《明 史》，卷85页U

王琼在他的S漕河图志M美国囿会图书馆缩微胶卷第534号1据149& 年刻本拍摄）中称漕河为，自通州至仪其，

《皇明世法录》卷55页1称运河为自江口至长江，再至南京，

用这一说法t>

从长江出发，船只可以从3条人口处进人漕河：东边，是白 塔河；中间是瓜洲；西边是仪真。由于漕河的水位髙于长江水 位，因而人口处用石头修建，形状为斜坡。为了进人漕河，船只 首先要卸下货物，由苦力将货物溯着漕河运到岸上。然后，用绞 盘把船只提起来，拖过斜坡。船只为此等上十天半月，井不奇 怪U \而且，操纵绞盘并不顺利，时人明显夸张地说：“起若凌 空，投若人并，财废船坏，不可胜算……船过必损，须办灰麻备 舱，〔2〕

1687年，或者说在本文所探讨的时期43年之后，路易十六 派遣一名神父到中国。这名神父就是勒康特。他指出：跨越水 位之上的斜坡，落差有15英尺之多。斜坡用砍凿加工过的石头 修建而成，两个石头之间有两个斜面和一个顶端.用绞盘把船 只提升到顶端，然后从顶端处利用自己的重量滑入漕河 水中CU。

不过在大约一个世纪后，马嘻尔尼使团所作的描述指出，至 少有一个地方的斜坡只是用一个斜面构成，位于长江之上的漕 河水被强固而严密的石墙围住。用石头修建而成、向低水位的

〔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2册页64。

〔2〕頭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2册页64—6%

〔3〕安东尼*弗朝科斯•普雷沃期待在其大作S耶稣会士的历史性旅行》 卷5页434中，收录了勒康特牧师的叙述D    1

J_B.哈尔德CJ.aDu Hdde)在其大作《关于中华帝囯的简介、地理、历 史反物质 Desrritpiotit Geograpkique, Historique，et Physique de 办La CAhe)<巴黎，1736年第1章笫93页至97页中也 收录了此段叙述。该书的英文译本可以参考.

长江延伸的斜面，倾斜度为45度，落差有10多英尺^在这种地 方，安装了双重绞盘机，由多达100人负责操纵船只在落人水 面时所产生的E大冲击力，从这种情况可以看到，即在把船只提 升到漕河水面的过程中，船头安装上栏杆，并用坚固草席系在船 头上，保护船只，避免水浪飞溅

直到15世纪末，人口处才安装上“闸”，或称“水门'安装 在仪真附近的几个闸H,是1474年到1501年间制造的，安装在 瓜洲附近的两个闸门，则是1326年制造的闸门的用处就 在于，它们节省了卸货和重新载货所需花费，减少了等待时间. 但是，它们不能一直开着。夏季期间，即长江通常涨洪水时期， 提起水闸，不会引起什么严重后果&而在冬季水位很低的时候， 闸门的使用就受到限制。仪真县令大概写于]577年的一项备 忘录，就报告说，上千瞍装满漕粮的船只在人口处抛锚，等候水 闸打开，由于提起水闸要同长江浪潮发生时间吻合，所以打开 时间很短^该备忘录继续说道，计一月朔望前后，潮颇盛大，一 H —夜可进百余艘，其他日虽拾数艘，亦必挑盘殆轻而后能 人。”〔3:

船只穿过闸门时，要劳力帮助&勒康特神父发现，同时有 500人被派给一艘船&开始，非常顺利。为了激发用力，锣鼓声 震天D隨着水流增大，锣鼓的敲打也随着加快。在这时，水手必

r. 1 '.1按照威廉.查普夷CWmUii Chapman)所引，春苋罗相恃•富尔顿 (Robert Fu〗ton)的大作《论大运河航运的改进》（A    on r/ie Jm-

firovement oj" Cunui Navigation)(轮敕，1762 年），亚笆2。

〔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K第12册页68;卷12页7^

〔3〕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苐12册页64 —65(应为页74——译者）t 须打起糈神，把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这位神父记载说水流 的速度大得难以相信，很难保证船只不会离手被翻倒成碎 片/，⑴

勒康特神父认为，虽然漕河船闸的质量不如当时欧洲所用 的船闸，但是其大小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也十分令人印象深刻。 据记载，有只建造于1474年的水闸，髙10英尺，底部宽50英 尺，水闸墩长达220英尺另一座建造于U9S年的水闸，据 说有9块厚板，连接厚板的绳子有18根，分派68个劳力永久地 负责操纵〔3〕。勒康特的同事阿蒙尔德•蒙坦那斯，根据彼得• 冯•霍姆1665年所率领的荷兰使华团所写日志（这些日志最早 发表于1670年），对漕河作了描述性的记载。他以一种赞美的 口气评论了水闸上的“巨大厚板和庞大顶往' 他进一步证明 说用一种类似轮子的机器装置，水闸很容易地打开了。如果 不充分地肯定中国人那无与伦比的能力，欧洲人是意识不到这 些良好的水闸和髙大而厚实的防护栏的坚固性的。”

虽然有关水闸的技术优点的评论不一，但是水闸出现在漕 河上，证明了大运河绝对不是一条畅通无阻的水道a除了自然 带来的困难外，错误的官僚管理习惯也常常中断水道的畅通。

〔n参见安东尼•弗朗科斯•普雷沃斯特的太作《耶稣会士的历史性旅 行》，卷5页434 f伯的德■福雷斯特•得•博利得（Beinard Forest de BoUdor ):《水利建筑Kdrcfti如iwre    (巴黎，]735 年版），

第4章頁354 — 355。

〔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笫12册页64,

〔3〕頋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笫12册页6匕

〔4〕安东尼，弗朗科斯*普雷沃斯特的大作《耶稣会士的历史性旅行:K# 5 页 345。

1527年，由于负责管理仪真水闸的官员“偏听脚夫店家之言，指 以泄水为由，不肯开放”〔嘉靖帝下旨干预^然而在其他时 候，朝廷命令看起来颠倒了这种千预立场，要求严格控制开放。 1573年，明廷规定，瓜洲水闸每年只能开放3个月，只让装卸贡 粮的船只通过。到明朝统治末期，几个水闸在收取过髙的通 行费

进人漕河后，船只就能够顺利地朝着淮河扬帆前进。起初， 这条水道穿越了几个湖泊。浩瀚湖水上的强风，对船只来说是 个威胁。从陈瑄于1451年开始沿着湖泊东岸开凿沟渠时起，漕 河就逐渐与这些湖泊分离开来。随后在14S9年、1582年、1585 年和〗60〇年，又开凿了一些沟渠&这样，漕河河道就加深了，整 个漕河可以认为不会受到湖泊波浪的威胁了。不过在一些 河段，沟渠高于水位不过3英尺，因而必须时到注意维修

此段漕河河段不断受到来自西面的威胁.在这里，洪泽湖 同淮河中段相连。1494年，黄河改道，涌人淮河河道&这样，由 于淮河河道不得不容纳额外的水量，它的中段部分在一定程度 上就受到了限制。水流速度一旦缓下来，过多的河水就堆积在

〔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K笫12册页73。

〔2〕顾炎武：4天下郡国利病书第J2册页79,

〔3〕参见第五章讨论旅行部分D

史念海：《中国的运河h页154。但是朱楔在其 < 中国运河史枓遶集》 (北京，1962年版）中指出，那些堤岸修建于1478年、1584年年、 15S9 年、1600 年和 1612 年。见页 S0、89-90,

〔5〕《明史h卷209页U来自欧洲的旅行者也指出了沟渠所在地势低于 湖泊（参见安末尼•弗朗科斯*普雷沃斯特的大作 < 耶稣会士的历史 性旅行》，卷&负：U3)。但是，勒康特发现这作为堤道的沟渠，有：W焚 尺宽，10到12英尺高（参见安东尼*弗朗科斯•普雷沃斯特的太作 《耶稣会士的历史性旅行》，卷5页435K

洪泽湖里，致使洪泽湖膨胀起来〔1〕。随后，开凿了一条巨大的 沟渠，把漕河地带同洪泽湖湖水隔开^随着时间推移*洪泽湖不 断变大，沟渠就不断变髙潜在的威胁从未被消除。这种威 胁形势不仅引起了明代漕河管理者的极大担忧，而且对随后的 时代来说，也一直是个问®在淸代，它引起了相当程度的注 意，乾隆帝在1751年亲自检査了堤道情况，指出要加以维 持〔3〕。这条堤道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存在《 1952年，现在 的中国政府在制定治淮计划时，对它也进行了相当的治理“〕。

进一步讲，这段漕河河段显得直而又宽，像一个倾斜的水 槽：西北段髙，中段水平，东南段低。虽然北段的水童过多，会 淹没整个河道，但是，北段的运河水冲向南段，同样会使水 道干枯& 1577年，髙邮的水位由于过髙，南段的所有水闸都被 打开，放水入长江。然而，如果髙邮湖水位下降大约3英尺，扬 州附近的漕河水道就会千枯。返回的贡船就会搁浅，相互堵塞， 塞满漕河，长达10英里〔6〕。

〔1〕史念诲中国的运河页154;申丙：S黄坷源流及历代河患考: 39—90,

〔2〕这务均渠，或称堤道，名叫高家堪。其历史可以迫瀾到2世纪B但是， 现在的高家堪肴起来最早是陈瑄于15世纪早期开#的，潘季驯于 1578年重修.它有20英尺高„参览朱禊^《中国运河史枓选奠 页 88;史念海：《中国的运河h页15夂

C3〕朱锲t《中国运河史料选集》■页164;颁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K第11

册页

治堆委员会（Committee un Lhe Re habiUtation of the Huai River):《伟 大的诒淮工程K上诲，1952年版），页56—57。

C5〕诹文为indimdate,有#，应为immdate*--译者

〔&〕根据漕运总督吴桂芳所写赛折。转引自頋炎武t《天下郡囯利病书:K 第10册页57。

明代找到了一种解决方法，可以把过多的漕河水转向东 面而不是南段.在漕河东堤道，修建了一系列排水沟，安装 了控制洪水的水闸。潸河水位有7英尺髙时，就把它们打 开分流在1538年漕河河道加深后，最髙水位升到9 英尺

这种侧面分洪，是以牺牲潸河水道东面地区为代价的。分 洪时，东面地区的田土、房屋和道路亳无例外地受到危害D位于 海岸的产盐地区同样会遭到毁灭在400年里，当地居民不 得不承受这种牺牲。近来，有人批评这种分洪为“充分暴露了反 动统治的狰狞面目”

不过，防洪水闸得以保留到近代。即使20世纪存在的防洪 水闸同以前的有着重大区别，但是，从现在的水闸用途，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设想以前的用途，近来所作的一项研究指出，在高 邮南面漕河东堤道上分布着5座这样的水闸。平时，它们被用 泥土和圆石堵住，只有在急需时才打开《 1916年打开时，其中 一座水阐每秒钟分出的洪水达U300立方码& 1921年，5座水 闸中有3座打开，它们总共分出的洪水每秒钟为5, 200立 方码

继续往北，漕河河水就流人了淮河在14&4年黄河夺淮而

〔1〕顾炎弐：《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0册页24，

〔2〕顾炎武：《天下郡囯利病书：K第10册页

〔3〕《明史h卷221苋欧洲旅行者也犮现，整个地区郴被淹没（雁文为

indundatej■有错，应为inundate -译者）了。麥见安东龙*弗朗科

斯•普雷沃斯特的大作：《耶稣会士的历史性旅行》，卷5页343。

〔4〕朱【中国运河史料选集K页91»页l〇Se

〔5〕宋希尚：《中国河川志K台北，1954年），卷1页128,

人后，淮河也就是黄河。在这里，地形同漕河进入长江处的人口 处一样。黄河的水位髙于漕河的水位1〇英尺问题不再是 如何把水锁在里面，而是如何防止黄河超过漕河。如果黄河没 有携带过量的泥抄而造成格外的困难，情况就不会变得那么

复杂。

一般说来，黄河携带大量泥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黄河 水的真正含沙量仍然令人吃惊。1598年，在漕河地区旅行过 的利玛窦在其日记中偶然提到，黄河水的含沙量不少于三分 之一但是，总督河道的潘季驯于1578年上奏指出情况 更为严重河水一斗，沙居其六（夏季），伏秋则居其八，C3〕 近年来所作的观察更为精确。1934年到1941年间，从单县附 近溪流中所提水质进行测量，发现含沙量按重量计算髙达 46%。在夏季，黄河的3条主要支流携带泥沙达42%

在黄河和漕河的汇合处，安装了 5座水闸。只有那些装卸 贡粮和运载给朝廷消费而中途容易腐烂的物品的船只，才能通 过。只有在相当多的船只在汇合处等待时，水闸才被打开，最早 规定是每3天到5天打开一次，水闸的钥匙由漕运总督负责掌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h第n册页is。

〔2〕利玛窦CMattew Ricd):《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札记C15S3— 1610)}(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 The Journuls of Matter Ric-d),UJ.加莱格尔<UJ, Gallagher)译自拉丁文本（纽约，1953年），東 305,

C 3〕《明史》，卷223页8。

〔4〕宋希尚：《中国河川志》，卷1页H

管〔1〕。其他船只能通过缓冲水道到东面，并必须在那里卸下所 载物品。随后，此规定虽然有所放松，但是在1575年，朝廷下旨 重申，在夏季几个月里，必须严格控制水闸的开放次数。即是 说，水闸板的提起次数不过两天一次，土要是方便返回的贡船往 南驶去

H此，在只有ISO英里长的河段上，就有两大使漕河航运容 易阻塞的狭口。而且，这只不过是开始u

在徐州，黄河同漕河汇合，然后出发往东南方向奔腾。此段 漕河以黄河为河段，大约长170英里。黄河带给船夫的困难有 三：泥沙淤积，易使船只搁浅；冬季，河水结冰；在急流处，河水 咆哮a

1570年此段黄河改道时（这是无数次中的一次），沛县附近 30英里长的一段漕河河段完全干枯。几百艘官船、私船和930 只运载着400,000石漕粮的小船搁浅了〔3\与此同时,在另一 河段，有800艘船只被急流倾覆〔4疋

徐州附近，分布着系列著名的急流，总称百步洪> 于1507 年以副都御史衔总督河道（丨mperial Canal Commissioner)的王

U〕頭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H册页

^ 1颐炎武：《天下郡囷利病书■^第1】册页1L

〔3〕马敏功：《开复邳河记》，载于《天下郡囯利病书K第11册页25。

此句有问题，原文为：Several hundred vessels of official and private ownerships, along with nine hundred vessels of official and private ownerships. along with nine hundred thirty boat* carrying 400 T 000 piculs of tributary grain» ran aground.-译者

〔4〕《明史：K卷225页5P但是，其他资料表明，i5?2年，损失了 SOO螋船 只^参见《古今图书集成》，卷689页42;《名山藏•漕运记》，转引&吴 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台北，1961年），页200，

琼，对这些急流作了如下的描述：

洪在州城东南二里，皆巨石盘踞地中，长百余步，河流必 经其上，号为洪。每岁水涨深阔，石没入水，舟行不为害，水

半清分为三弧，......皆可行舟，水全消，惟正洪可行e ......石

或出水面，或隐水半，舟行误触之，辄覆杨。〔1〕

关于吕梁洪，王琼写到：

吕梁汫在州治东南六十里，上下相距七里余，其险如百里 淡而过之〆2〕

髙丽官员崔溥1487年在高丽内海旅行时，不知不觉溧流到 海洋，最后在中国东海岸登陆。他接着就看到了这些急流，并在 日记中作了如下描述：

決■在吕梁山之间，洪之两旁水底乱石，巉岩峭立f有起而 高耸者，有伏而森列者。河流盘折至此开岸，豁然奔放，怒气 喷风，声如万雷，过者心悸神怖，间有菝舟之患9〔3〕

另一描述，虽然表达得更清楚有力，但精确性差些。这段描 述来自唐龙。他也曾经一度（1528年> 总督过河道.这段描述 转录如下；

夫洪多巨石，杯胖岩崎，长如蛟蜓，伏如虎豹，糾错如置

〔1〕王璋「《漕河图志 卷1页34。

C 2〕王琼E《漕河图志》，卷1页34„

〔3〕崔溥漂海录约翰*T.迈斯基尔（JohnT. Meskill)镛译并鴒辑的 孳稿本（刊印在美国科学院系列专題中）在瓦182中说，这天是1487年 阴历H月初三（应为初二——译者

棋，盘旋如轮榖，廉棱如踞牙、如剑戟……漕万三千艘，胥于是 乎进，每_被合教艘之卒，夹洪夫挽之&酞肩伤臆_辟足挥 汗，咸毕力以赴&然悬崖跋级，蚁行蜗引，得寸而寸焉，得尺而 尺焉，一弗成，則飙忽瞬迅，犹夫驷马脱衔，非穷日之力不可

回也。〔1〕

巧世纪早期，急流处用水牛来帮助航运，以取代船夫〔2〕。 但是到该世纪末，河溢洪溜，牛不可支”

崔溥经越这一地区时，在日记中写道，在百步洪，“用人工百 佘，徇两岸牵路，以竹索缚舟，逆挽而上#〔4^不过在吕梁洪，除 了普通的船夫外，还添用10头水牛加强力量〔5\

即使在那些并无永久障碍的河段，巨浪飞速翻滚，有时也会 给船只带来危险，耽搁航行^ 1576年，总督河道就报告说，在曲 头，由于波浪太大，每只小船必须由200名苦力用系在大船上的 40多根缆绳拉着前进1614年，类似情况出现在刘口，每天 只能通过几艘船只，1623年和1624年，在王家集和磨庄（这些 地方都位于徐州和淮安之间），等候通过的船只多达千艘，总督 河道本人亲自前去处理。然而，只有在农历十月初期，拥挤现象 才能得以解决〇弋

〔1〕唐龙：《渔石集丛书集成本笫2150—2155册），第2册页64—61 〔2〕《明宣宗实录K1940年影印本），卷26页H 〔3〕頋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K第11册页

〔■!〕 崔溥；《浮海录》，草稿本.页184,1487年阴所三月初三^

〔5〕崔溥：《漂海录》，萆稿本，页182,1487年阴历三月初三（应为初二一--译者）.

〔6] <明神宗实录》，卷50页U

〔7)頭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K第H册页27,

1488年早期崔溥的旅行，是在正常情况下进行的。他对黄 河间的漕河河段作了这样的描述河广可十余里，深无底，水流 暴急，

从徐州出发往北，沿着漕河河段的水道最早是蒙古人开凿 的，宋礼于1412年加以修复。宋礼开始修复时，其设计方案的 基本思想是在南旺（位于济宁以北)把流自山东省几条溪流的河 水积聚起来。由于南旺所处地势高，因而河道路线从;K：相对方 向路过。南旺以北的河段，带着占积聚起来的河水的60%，下 降90英尺，流向临清.自临清而北，会卫河，沿着卫河自然河道 北上。南旺以南河段，带着其余40%的河水，下降160英尺，至 徐州附近〔2入

实际证明，维持此段漕河航运，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在 开凿时，就安装了 38座水闸，随后，水闸安装数量又逐渐增 多，明人因而称此段运河为“闸河”，或称“水阐的河流'这些 水闸，促进了航运畅通。不过，虽然一段河道畅通无阻，而其 他河道的水量却不足。一些地方船只搁浅，就会使整个运输 停滞不前。

虽然文献记录表明闸河河段有32英尺宽，30英尺深〔3〕， 但实际上，水量却少了许多。1665年，彼得*冯*霍姆使团经 越这一地区时所写的旅行日志，提到河水仅有3.5英尺深。使 团走完这长达60里格（league)的河段，用了 32天时间4不过，

〔1〕崔溥：《漂海录h页179。 〔2〕《明史》，卷85页2。

〔3〕《明太宗实录》，卷77页5,

旅行日志指出：“中国人认为经越此段河道感觉愉快、顺利，因为 在几年前所需时间要45天到50天〔 1〕

清朝时期所写一本著作，插述闸河说，“两舟难并鱼贯逆 溯‘一夫大呼，万橹俱停；一舟遭触，数舟并坏”    I489年，

山东巡抚说:“自天井闸至塌场口，不满百里，建闸十一座，每年 四五月间，河水浅涩，船只至此少则六七日，多至五十五六日方 得经过。

为了维持正常水量，明朝官员设计了许多方案，其中一个 方案就是发掘地下水，开渠将之输送进漕河。1595年，南旺主 事胡瓒自己就发现了几百处地下水，并征发劳役发掘这些 水源&从此句记述中可以看到这些劳役全天部在劳作冬则养 其余力，不征于官，〔5〕劳役数量（在下一章中，本文要更全面 地加以讨论)之多，在今天看来或许令人吃惊。据文献记载，仅 在山东省一地，漕河沿线就征用了 14，150名劳力，其中大多数 充当“泉夫” B〕。

黄河在改道往南奔去之前，不时横冲直撞，值得注意的 是，这不断给位于济宁附近的漕河河道带来危害。此种情况 1 2 发生时，整个漕河干线就瘫痪了 ^ 1448到U98年间，威胁持 续不断〔1〕。明朝官员为铲除威胁斗争了半个世纪，并终于找 到了一种解决方法，即"导淮分黄'完全封闭黄河北支流，使 之永久地流人淮河。此项工程完成后t明代就奉行“导淮分 黄”政策，不再准许黄河走其北部河道。这既有效地治理了两 条人工水道间的运输，也不会对其中任何一条水道带来什么 危害〔2〕。

“导淮分黄”方案决不是十分安全的。的确，自此到1855年 前，黄河没有发生较大范围内的改道。但在同时，它仍然持续不 断制造小范围的决堤。黄河河道总督（Imperial Commissioner for Yellow River)戴时宗于1532年上奏嘉靖帝，对这种情况作 了充分的描述今北S天津，南至丰沛，无尺寸地无黄河故 道。”〔3〕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黄河自己分成为七八 条小河，接着又分成为十多条〔4入

漕河受到黄河下游支离破碎直接危害的河段，位于徐州和 济宁之间.此段漕河的西侧是一片开阔地，因而不断遭受洪 灾〔5〕.由于局面变得难以控制，有人建议在漕河东侧开凿一条 新运河，利用昭阳湖来防洪灾。“用湖避黄，凿岭避湖，而运道实 赖之矣〔U该建议听起来简单，符合逻辑，但是推行起来遇到

〔U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页147—U9a 〔2〕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K页153;史念海：《t国的运 河K页151、

〔3〕转？|自傅译洪《行水金鉴》，卷157页1,

〔4〕岑仲勉：《黄河变迁史頁52夂 〔5〕<明史》，巷223各页，

〔6〕《古今图书集成:K第77册页31 了无数个障碍。由于一路上有相当多的石头必须开凿移开，但 如杲征用的劳力超过原先计划时，河道总督就遭到责难&由于 这项工程时断时续，总共有7位河道总督牵涉进去.从1593年 开始幵凿，到]604年才完工C

上述说明了漕河体系中大多数人工河道。至于其他部分，

从临清到天津，漕河利用了卫河的自然河道。从通州到天律，对 现有的白河作了改进.本文在第一章提到美国旅行者的经历 时，已经指出了卫河很容易淤泥沉积。至于今天的情况，虽然仍 然可以通航，但是卫河河道极端弯曲〔？〕。美国军用地图社所绘 水文图也表明，在临清以上，漕河成‘‘之”字形，像一条回纹 饰在早期，人们对卫河和白河的主要抱怨是它们容易结 冰，许多旅行日志都提到了它们在冬天由于结冰而难以航 行〔4〕。利玛窦1598年第一次到北京期间，他所乘船只就在临 清附近一个地方完全因河水结冰而难以通过.他在《札记》中记 载说，一旦冬季来临，中国北方地区所有的河流都结厚冰，河上 航行已不可能，车子则可以在上面通过，I).盖达牧师也指 出，〗893年2月，这两条河流结冰大约2〇天，冰层很厚，行人能 够在上面行走

列举这些地形因难，可能使人感到陈腐、厌倦。但是，如

〔1〕参见C夏镇漕渠志》，载于《天下郡国利病书h第L5册页40—史念 海在其大作《中国的运河>页一 152中，对该文献也作了概栝。

〔2〕约翰• R,弗里曼关于对大运河改进情况诮查的评沦》，页^

O〕美国国防部军用地图社：L-500系列地囹 王琼：《漕河图志>，卷2贝14一 15。

〔5〕利玛窦t《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码窦礼记（ISM—页31% C6〕D.盖达：《运河帝囯h页58,

果不讨论地形轮廓，我们要具体探讨漕河运作时就感觉困难a 或许有人认为，上面述说是从负责漕河的官僚所作记载中得 出的，而这些官僚_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将情况夸大了；无论 怎样，任何时候，并不是所有困难都同时存在^这种看法或许 正确，但是，漕河体系的内在棘手问题不能低估，我们必须从 它所能带来的运输量的角度，考察令人感到麻烦的情况。当 成千上万艎船只拥挤在河道时，任何耽搁都不可避免地会引 起连锁反应。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船夫运送贡粮到京师来回需 用整整一年时伺的原因。他们刚回到出发地，下一年的运输 任务就来到了。U73年，漕运总督报告说，一些船夫有4年时 间未见过家人一面

漕运管理一直受到朝廷关注。由于运输困难巨大而难以 解决，有名官员名叫徐贞明，于1575年提出建议，把华北旱地 改成水稻田，完全免除漕粮运输〔2〕。45年后，一名更有地位 的官员左光斗，提出同样建议〔3〕。虽然这些方案只限于书面 提议，但是反映了明廷对漕河河道所带釆的无限困难感到 烦恼

利玛窦对此作了客观观察，并作了如下评论t我们就以此评 论来概括本文对有关问题的看法：

维持这些运河，主要在于使它们能够通航的费用，如一位

〔〇《明宪宗实录h卷120页8a还可参见第四章关于漕粮运输情况部分3 〔2〕《明史》，卷223页

〔3〕《春明梦余录K古香斋袖珍本），页24—3Sd

〔4〕原文为chwgHti,査无此词，也不能判断是何词^推敲文中意思，译为 “烦恼”。——译者

教学家说，每年达到一百万。所有这些对欧洲人来说似乎都 是非常奇怪的，他们可以从地图上判断，人们可以采取一条既 近而花费又少的从海上到北京的路线。这可能确实是真的， 但害怕海洋和侵扰海庠的海盗，在中国人的心里是如此之根 深蒂固，以致他们认为从海路向朝廷运送供应品会更危险 得多。〔1〕

第三章明代管理大运河

的行政机构

为了研究明代的漕运管理机构的职能，有必要从整体上考 察一下明王朝的政府机关组织。明廷及其特派官员的运作，涉 及许多独特的实际做法和习惯；如杲未对此加以考虑，就很难解 释其中一部分政府机器是怎样工作的〔1 \

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整个明代时期，明廷是在没有首相即 宰相帮助的情况下运转的。自洪武帝于1380年废除其“丞相” (Chief Assistant)以后，明廷就再未设置丞相一职〔2 \因此，在 1380年后的两个半的世纪里，不同政府部门的头头直接对皇帝 这个封建专制君主负责。

在明朝中央政府，设置了六个部^卩吏部、户部、礼部、兵部、

刑部和工部（Personnel，Finance, Rites，War，Justice，and Public Works) Q与六部地位相等的是通政使司（the Office of TransmUsion)、大理寺（Grand Court of Revision)和都察院（the Censorateh这些部门的头头.在习惯上常常合称“九卿’’（Nine Ministers) 5

洪武帝在处置国家事务时，坯设置内阁于殿廷，以大学士 (Imperial Grand Secretaries)担任顾问兼秘书的萌务，大学士人 数未固定。大学士虽然是皇帝的亲近助手，但在设置初期，地位

低于九卿〔1〕，

明代军队，陆军和水师之间并无多大区别，其组织单

位称为“卫"（Guards)--种自立组织。明廷规定，世

袭军户必须世世代代为国家提供兵员。为了解决这种世 袭军户的衣食问题，每卫得到一定数量的公地，卫所的 省级管理机构是都指挥使司（Regional Commissioners)，它 们下辖于设置在京师的五军都督府（the Five Field Mar， shals) &五军都督府的办公处所，分别称为中、前、右、左和 后军都督府〔2〕。有时，五军都督被任命为驻外军队统帅^ 比如，担任驻在南京的后军都督，传统上兼任专门负责漕运

C1〕钱穆；《国史大纲K台北，1953年版），第2册，页479。 〔2〕《明史》，卷76页4!卷89贡1;卷扣莨U

的总兵官(tli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Transportation) p 随后 ，漕运总兵官担任副总督 （Vice-Commander) 或助理 总督（Assistant Commander〉0

1421年后.明代确立了两都制，以北京为首都，南京为留 都.虽然留都通常安置闲散退休或被裁撤的官员，但南京和北 京都设置了同祥一套职官，即是说，六部九卿及其下属机构和职 能部门有两套〔2〕。艽军都督府的设置也是这样n后来，南京被 忘却，在这个“南都”的大多数官员无事可做，五军都督也是“日 乘马，具名剌相过从饮酒游山而已”〔3〕fl

在省级政府机构，明朝也未设置首席官员。相反，设置了 3 名官员，以之分掌省最髙行政长官之权，这3名官员就是布政

C 1 3 作者对 the Commander-Ur Chief'the Canal Commissioner、the Imperial Commissionee for Canal Administration的设置情況似乎不太清楚^■明 廷中央对漕运的最高管理机构是总督河道衡门，长官为总督河道*印 theCanalCommissione，筒称“总诃'但此职始设于1471年^后来在 1505年，明廷一般以都御史衔总理河道，即the Impeda丨Commissionee for Canal Administration。1451年，明廷才设置固定的专职文官，即 **漕运总督”，简称“总薄T或44漕标'英文亦是the Canal Commissicme， 专门职管漕粮的征收，解运和入仓三大环节。作者认为明廷于1450年 设置the Canal CommLssion'e，应:该栺的就是漕运总督。

14〇4年，明廷开始设置武职"漕运总兵官”，“领十二4,共十二万 军陝，专职负责漕运”，因而英文应为the Commander-in-OiiM。该职与 漕运总督的关系是，总漕、总兵每年八月赴京t会商明年漕运辜宜。次 年4正月，总督巡扬州，经理（漕船在）瓜（洲h淮（安）过闸’之事。总兵 (分y驻徐、邳，（催）督（漕船）致洪入闸，同理漕参政笮押赴京，（彭云 鹤著t《明清漕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页）这和 作考随后別讲总兵担任“副总噃”的意思相喻合。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下面将the Canal    译为"漕运总

督％将the Commandefin-Chief译为“漕运总兵官' ——译者 〔2〕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夂页 C ：0    1)3有光：《篥州先生集>(四部丛刊本>,卷9页16。

使、提刑按察使和都指挥使（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or，the Provincia! Surveillance Officer^ the RegionaL Military Commis-sioner)&虽然布政使被认为是法律颁布者，在布政使履行自己 的职责，而提刑按察使在某种程度上像一个巡回判案的法官，但 是，这两名官员的职责区别并不十分明显。布政使负责执行曰 常事务；提刑按察使负责缓解民怨，并偶尔对法律作修正。在重 要事务上，这名官员相互协商，并向六部、五军都督府和都察 院报告

官僚体制一旦建立起来之后，沿袭已久，从未有人设法对之 进行改革。即使发现缺点时，也只是进行细小的修补，这样，政 府的上层建筑至少在表面看来从未有什么变化，建立这种官僚 体制，通过下面方法可以达到：根据政府机构组织，列名指定担 任各职，并规定他们实际的职责范围，而此职责同前者并无任何 联系举一个实钶，可以帮助说明此点。户部，按照字面意思， 是人口部。其内设机构，根据13个行省而分设13个司。涉及 两个行省以上之间的事务，如盐税收人1内河航运税收和政府契 约等等，虽然未规定由何司职掌，但任意地分派给几个司。在同 一部内，这种设计消除了同时按照地理疆界和职能需要组织各 司的可能性。在15世纪，有一名在户部供职的小官员，他最初 分派到南京户部陕西司任职，但他实际上负责驻扎在南京附近 卫所的谷仓；接着，他虽然转到北京户部浙江司任职，但其实际 职责是监督长城上的粮仓&随后，他升宫担任贵州司员外郎，但

1 ：：杨予六：《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台北，1957年版），员298,

同时，皇帝却非正式地要他住在天津疋

如果一省行政长官出缺，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补救：派出 都察院左右副都御史，沿着同一线，到不同省份任“巡抚"（Grand Coordiatorsh —段来自非官方文献的资料指出，起初，巡抚经 常由六部侍郎担任。只是在他们一再遭到地方官员反对之后， 明廷才决定，他们在被派到各省省会之前，首先加上御史头 衔〃 \这很容易理解，由于他们拥有了监察的权力，可以统辖 地方官，明廷可以期望他们得到地方官的敬重&因此目的，巡抚 代天子巡狩，而无固定办事机构〔2〕。或许，明廷从未打算永久 地设置此职&明廷的整个设想是这样的；即使设置巡抚这种临 时性官职，但是也不能违反不能将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的原则。 但在实际上，一旦任命了巡抚，他们就能把自己手中代天子巡狩 的权力转变为执行权力，虽无一省行政长官之名，但有其实^ 简单说来，明政府倾向于在前台维持一套僵硬的官僚体制， 在后台进行调整和控制.虽然明廷因实际情况而不得不作一些 改革，但在同时又尽力维持已经设置起来的官僚体制，甚至为此 不惜折中解决官员职能。这样，虽然例外增加了一些临时性机 构，但明廷从未设法对政府机构作定期调整，总是继续维持着官 僚体制的表而性。的确，此种政策产生了许多异常情况。在官 僚体制中，存在着职责规定不明、职务断裂、双套中央政府机构、 机构重叠之类毛病。

〔1〕唐顺之：《荆川文奠M四部丛刊竦），巷9页 〔2〕陈洪谟：《治世余闻:K丛书集成津），卷1页87—88。 〔3〕贺凯：C明王朝的政府鉅织》，页4U

不过，在漕运管理体制的开始阶段，问题并不复杂。它只是 在军队的控制之下。建立漕河体系，是为了把粮食输送到华北。 该体系在开始建立时，就被当作一项军事工程.在建立之前，沿 着海岸线输送粮食的人员，就来自普通的军队单位。漕运大通 后，明廷罢海运而专营河运，全部运输队就无条件地移向内 陆〔1〕。陈瑄担任漕运总兵官后，管理、控制漕运达30年 (1404—1433),他的个人影响和威望，毫无疑问地提高了漕运 总兵官一职的重要地位〔〇。

漕运重幵，是在工部尚书宋礼计划和监督管理下进行的。 但是，漕运投人运行后不久，宋礼自己就离开了漕运舞台。由 于缺乏文职官员参加管理，陈瑄的权力就从军事性质的漕运 范围，延伸到民用和其他性质漕运的范围内。在陈瑄的指导 下，开凿了新的渠道，建造了新的堤岸4另外，在河道沿线派 驻劳役以维持漕运的命令，以及关于船只通过水门和水闸的 调节条例（这些明显属于文职官员的职能范围），在陈瑄的军 事管理下发布和加强1421年_济宁附近的水门和徐州附 近的急流，由军官来管理控制这反映了当时占主导地位

〔1〕关于清运体制早期阶段的运作，可以参见星斌夫：《明初的漕运》1《史 学杂志)〉（从），卷68期5,页557—610,卷68期6,页 720—76S(1937 年）a

埃得溫.0,利斯乔塞（Edwin O. Reischaucer)用英文对星斌夫的文章 作了概栝，觅《喑佛亚洲研究爭报》，卷3期2，页1S3—1S5 (193S年 〔2〕《明史h卷153.

〔3〕《明史卷S5页5 明臣奏议:K丛书集成第913—&22册），卷29页 529,

〔4 1傅泽洪：《行水金鉴：K卷156页lls

的是军事统治

到15世纪中叶，漕运军事管理性质逐渐烕少，文职官员的 影响日益加强，1439年，以济宁为分界线，漕河分为两段。南 段由—名待郎（Vice-Minister)总理，北段由■名都察院副都御 史管辖

年，明廷设置漕运总督一职。此职的地位实际上与漕 运总兵官相等，两者对于漕粮的运输监督享有同等的权力。明 廷甚至下旨授权漕运总督监督从事漕运的高级军官。在履行职 责时，漕运总督要和漕运总兵官协调。不过，明廷并未划分两者 的职责和职能

我们今天可以利用的文献表明，在各种问题上，明廷同时向 漕运总督和漕运总兵官下达圣旨同样，在上奏皇帝时，漕 运总督要和漕运总兵官共同署名6初期，漕运总兵官的名字总 是在漕运总督之前；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署名先后经常颠倒过 来。从所有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该两职设置之初，就意 味着他们的地位是相等的。要问有什么区别，视担任者的年纪

〔1〕在明朝统治早期，军职的地位高于文职.到明朝统治中期，军职地位优 越性让位于文职。参见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2。

〔2〕《明史卷S5页7;傅泽洪：《行水金鉴》，卷J5S页匕 〔3〕关于漕运总督一职的设置，参见吴缉华的大作《明代海运及运沔的研 究：K页114。

星斌夫认为，漕运总督负责处理漕运组织的外在事务，而漕运总兵宫 职聿内在事务，参见其大作《明代漕运研究：K咖-东京，19G3年版），页114、140P迮是，我们并未发现两取之间存 在此种职责区别。

〔4〕这些文件可以在《明实录》中找到。其中一些文件在黄训所编《皇明名 臣经济录Ml 551年版）中也可发现。《溥船志■在第六部分记载了这些 文件。星斌夫和昊缉华在他们各自的太作中，也引用了这些文件。

和个人威望而定

15世纪后，漕运总督的地位明显地超过了漕运总兵官。 同时，从事漕运的所谓军役，也为普通的劳役所取代。漕运的 军事性质明显地降低，倭寇抢劫长江下游地区时，甚至由漕 运总督负责军务，从而进■一步降低了漕运总兵官的威望和地 位。结果，漕运总督一职自设置以后就伴随着明代历史，并同 时负责两项职能，SP “捤督军务兼理海防'一些资料说，提督 军务兼理海防一职的设置，始于15S1年不过，《明实录》 中至少有一处记载指出，早在1523年就设置了。是时，俞谏担 任漕运总督，同时提督山东、河南、北直隶和南直隶等省军 务〔3〕。然而，到1561年，提督军务的职能才可能永夂地划给漕 运总督职掌。

在此期间，由于已有军事建制已经衰败了，使得漕运总督在 组织区域防御时，不得不依靠辅助性军队和新募士兵。在一些 情况下，甚至寻求走私盐者——他们类似于西方的海盗——的

〔1〕严格说來，根据宫品*漕运总兵官应该位于漕运总督之上，因为前者的 实际言品不是疋一品、从--品，就是正二品，而后者或者是正二品，正三 品，或者是正四品。不过，这种高下之分常常被忽视。

《罪惟录■s■中提到，担任漕运总兵官的爵位为“伯"或高于伯时，他的座位 在左，或者说在年長者方位^■参看S罪惟录 >,卷27页70P 然而，龙文彬在他的< 明会要>(1956年重印本）中指出，尽管如此，在明 朝兢治后期，漕运总兵官的地位总是从属于漕运总督。前者向后者汇 拫岗，要敬礼，甚至叩头。参看《明会要:K卷2页75^

C2〕《明史》卷73页6中指出，1557年，明廷单独设置了负责军务的“巡 抚' 1561年，明廷废除了此职，其职能由渚运总督ft责。关于此点， 还可参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册页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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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这或许就是为什么要在普通军事组织之外另外设 置提督军务兼理海防这种新型职务的原因。进一步讲，1551 年到15料年间，至少有4名兵部侍郎受命担任漕运总督一职 另外一名兵部侍郎虽然未担任漕运总蝥，但是他受命巡抚漕 运〔2\由他们负责保卫漕运，就可以消除完全是外行不懂军 事的弊端。

可以说，漕运总兵官所起角色只是漕运总督的一个小伙伴， 其职责是每年在徐州处理漕船运输〔3〕。然而，虽然此职是多余 的，明廷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仅仅是由于传统的原因，得到继 续设置。直到1621年，或者说，直到明朝本身的统治崩溃前不 到25年，才取消

今天，我们至少在两本可以利用的文献中发现完整的历任 漕运总督名单&王世贞在其《弇山堂别集》列出了 71名漕运总 督的名字，他们的任职期间为1451年到1575年《淮安府 新志》所列名单与此差不多，此外还包括了建文帝在位期间的 24名漕运总督的名字U人从《明史》中，我们还可以发现4名 官员的名字，他们也受命担任漕运总督这样，从1451年到

]644年，总共有99名漕运总督〔1〕，他们的平均任期近2年。

如杲把由于一系列原因（如奔丧、生病、退休、特殊改任和免职 等）而导致任期中断这一因素考虑进去，那么这种平均任期看起 来同文官三年轮换的政策是一致的。

在《弇山堂别集》所列70多名漕运总督中，全部是科举考试 出身.前两名漕运总督，即王竑（1451年受命担任）和陈泰 (UG4年任职），是举人出身。名单中所列其他人，虽然任职时 期并不详细，但是，根据官员任免制度逐渐加强的情况来看，任 何未通过举人以上的科举考试者，能否期望担任漕运总督，值得 怀疑.

实质上，漕运总督可以受命担任御史。按照惯例，他是右副 都御史。在一些情况下，所任御史级别比右副都御史要低，出如 左佥都御史。只有在一些罕见场合，才可以担任髙一级的御史， 如右都御史a

漕运总督一职出缺时，就由吏部从候选人中任命，通常，吏 部要呈上两名候选人，由皇帝选择。吏部在此任命上所起影响 相当大.这可以从一个事例中看到：1524年，皇帝驳回两名候 选人名单,要求吏部另提.虽然吏部另提了一份名单，但坚持自—

a〕任何一份有关文献部不可遘免存在着错误。《弇山堂别集》所列漕运总 督中有4人的名字，在《淮安府新志》中就没宥4而《明史>中所列，有] 名在e明实录》中就没有。有4名漕运总督的名字，在不同的文献中都 出现，至f历狂清运总督的任期，《明史》和《鈣实录》的记载，出入 较太。

同样，吕兆擦作为漕运总督，写了一篇文章，说他自己是第86任v依此 推断，漕运总督人数总共只有94名，《天下郡国利痼书》在第11册页 24中收录了吕她熊的迫篇文章D

己的意见，先前名单上出现的一名候选人，又一次出现在新名单 上.到此时，皇帝让步了，按照吏部意思，任命漕运总督

在担任漕运总督之前，候选人的官职通常是各部侍郞。一 般说来，他们受命担任漕运总督后，仍然保持原有职务D有一些 人在署理漕运总督时，甚至升官任尚书，在这些人中，陶琰 {1510年任漕运总督）和杨一鹏（1633年任职）是户部尚书，高友 玑（1527年任职）和吴桂芳（1575年任职）是工部尚书，凌云翼是 兵部尚书。在那些署理槽运总督的同时仍然官任侍郎的人中， 应檟（1551年任职）、吴鹏（1553年任职）、郑晓（1553年任职）和 张翰（1566年任职），都是兵部侍郎；络顒（1551年任职）、王廷 (1562年任职赵孔昭（1569年任职>、王纪（1617年任职）、史 可法（1639年任职>，都是户部侍郎；姚莫（1524年任职）和刘东 星（1印8年任职)都是工部侍郎.

-般认为，漕运总督的官品低于尚书。然而，由于是皇帝任 命的，漕运总督同尚书打交道时处于同一地位。他向尚书行文 时，用“咨”，而不是“呈'事实上，他们之间的直接联系非常少， 通常只是一些例行公事或微不足道的问题。至于性质重要的问 题，通常要直接上奏皇上，向皇上提出建议，皇帝釆纳后，直接下 旨给那些被认为是合适的官员去执行〔2弋

漕运总督一职设置伊始，就承担起地方性职责〔3〕，1450 年，此职一设置，就同时担任巡抚.但是，他所负责巡察的地区,

〔1〕《明世宗实录》，卷45。 〔2〕参也本章笫44页注释夂 〔3〕《明史》，卷177页

决不是运河地带。这一地带位于长江以北，有7个府县。虽然 这些府县包括漕河穿越的扬州、淮安和徐州，但是其余府县同大 运河体系并无直接联系.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其中一个府 是凤阳一一明王朝建立者的出生地。由于洪武帝的祖坟就在凤 阳，其安全问题非常重要，漕运总督通常要十分注意。有名漕运 总督被永久罢职，不得再人仕途；另一名则被砍头，因为他们任 职期间，皇陵有一次被水淹没，另一次，皇陵圣祠被造反者放火 焚烧C

在不同时期，明廷设法免除漕运总督的地方性职责。为此， 另外设置了巡抚.在1472 —1473年、1513 —1517年和1557 — 1561年几个时期，明廷任命不同层次的官员担任此职〔2〕.很 明显，此种规定的实施并不令人满意，因而除了这些时期外，漕 运总督仍然同时兼任巡抚。

在理论上，漕运总督在地方上并无办公处所.但是，工部在 临清、济宁、徐州、夏镇、扬州、南旺和清江浦设有分支机构，负责 官员由工部尚书任命，3年一任。他们在任期内，要秉承漕运总 督行事，n:部尚书反而对他们没有什么控制〔3〕。在一定范围 内，他们怍为漕运总督派往各地官员而行使职责。

上述制度在负责黄河的河道总督永久地设置之后被极大地

C1〕《明史 >),卷218页11;卷2S0页23。

〔2〕《明史》，卷73页6;《弇山堂别集》，卷61页匕后者所列时期有几个， 即J472年到丄473年，151&年到15£1年，1557年到15S1年^

〔3〕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K玄览堂仏书本），卷9;颐炎武：《天下郡国利 病书》，第15册页31—32.

也可参看周之龙的《漕河一规M美国国会图书馆缩撒胶卷第5S2号， 1609年初刻本卷L

推翻了 ^ H71年前，对黄河的治理，不时需要明廷任命一名重 要官员前往负责。虽然这名官员来自内阁，但其任期短暂。 U71年,对王恕的任命，第一次将河道总督一职制度化C 1 \由 于黄河部分河段同漕河河段合二为一，对前者的管理，不可避免 地要涉及后者a更糟糕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模棱两可地解释 皇帝的钦命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互相敌对，职能竞争，职 责分裂。有时，由干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明廷不得不免去一人职 务，安慰另一人.即使是时人，也抨击批评了两职之间的 混乱〔3〕a

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漕运总督的机构设置相互矛盾。漕运 总督虽然属于地方性行政管理官员，但他同其他巡抚一样，事实 上也拥有公众默认的行政大权，在传统上，漕运总督可以像省 行政长官一样行使权力，但明廷绝对没有正式陚予他这种权力 他所负责的区域，本来应该是漕河地区，但并不是，K不过是有 半段漕河（其中包括人口处和重要水门和水闸）从中穿越过去。

运总督有权指导各部在漕河沿线所设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 构的主事者虽然必须接受他的领导，但在人事上不属于他的系 统，他无权任命，也无权免他们的职务。他名义上虽然属于都察

〔1〕岑仲勉黄河变迁史》，页512-_513。

〔2〕傅泽洪在《行水金漼》卷165 M 14—15巾，概括了钦命情况，《明孝宗 实录》在卷72页3—9 收录了 1493年对刘人复的类似钦命。

〔3〕关于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两者之间的职责混乱（原文为dhoutes,无此 词。按照正文意思，指的是混乱。——译者可麥见《明史》，卷223页 13和焦竑t国朝献征录》卷訊页85i卷59页104。也可参曾傅泽洪： 《行水金鉴》，卷1&5页14—15;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37页6 -八

院成员，但是在担任漕运总督期间，很难行使监察权力〔〗〕。具 有讽刺意义的是，他经常遭到来自监察系统中现职御史——负 责监督、谏议的大臣的责难D有时，这些指控琐碎而肤 浅。他还负有军事职责，但是在他对面无所事事地坐着一位来 自军事机关的武官,其官品还通常较高。

既然潸运总督一职的职责没有清楚地规定，担任者就有机 会显示自a的个人特性。既然此职的职掌五花八门，这就需要 任职者的才能全而，能够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事实证明，担任此 职的，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都是一些精力充沛、意志坚强、处理果 断的官员。首任者王竑，未经明廷批准，就打开徐州粮仓，賑济 洪灾〔3〕。12名左右的任职者，用事实证明了他们自己的军事 才能.其他任职者，为修建漕河作出重大贡献，为世人称道。还 有一些任职者，因沉着地处理宦官——当时一种值得注意的特 殊人物——势力而扬名天下。在所有任职者中，最有色彩的是 李三才，担任漕运总督一职长达12年（1599—1611),据说，他对 待国库就像自己的家财一样，随便支取，慷慨分发。然而，无论

〔1〕关于都察院的组织和职能，参看贺凯的大作《懦学与中国的监察制度》 仰 and Me    ，载龙维森与赖特

(NivUon & Wright)所編《发展中的儒学》m AfHofi )■ (斯坦裼，1959年版），页182—Z0Sa

〔2〕原文为 die Supervising Secretaries and Grand Remonstrants。按明制， 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及渐汊、江西等十 三道监察御史共110人。前面已经提到的右副都御史、左佥都御史和 右都御■史，原文分别为 Junior Associave Chief CensorAssociate Chief Censor 和 Junior Chief Censors 这里的 the Supervising Sechtar

ies and Grand Remonstrants不兔所指到底是何官职！只■好直译》-----

译者

〔3 J《明史》•卷177页9 - 10丨唐龙：f渔石集》，卷1页18。

是在他所管辖的百姓中还是他所领导的东林觉中，他都平易近 人.他想辞官时，包括都察院御史在内的同事，一致请求皇帝下 令他继续留任。他提出辞职不少于15次&万历帝还未批答时， 他就离开了〔1\

在明代后期，大概只是除了满族人控制的地区之外，漕运总

督是京师之外所有地区最有影响的官职。它是明朝官员仕途生

涯中最重要的阶梯。我们町以从事实中发现，在91名漕运总督 中，有32名随后成为内阁成员a考虑到明代内阁职位经常被势 力强大的人物长时期独占，这个记录就值得注意^2疋

同漕运总督一职相比，负责漕军的槽运总兵官所任角色并 不重要。此职并不是人人都觊覦的官职，只不过对武官来说，是 可以得到的最髙级别驻外官职之一。不过，由于军队集团的地 位总体上下降，致使这一度令人相当注意的官职不再引人注目。 虽然此职到1621年才废除，但是，我们仅仅找到了 15S9年前的 任职人员名单在1S5年里，提到的任职者只有29人。他 们的平均任期为6年又4个月；这种情况又一次背离r文官服 务制度--种实行更严格的轮换政策的制胃

任职），分別是陈瑄的第四代、第五代和第七代后裔。这种从同 一个家庭任命，很明显是由于军事系统中世袭制度的影响，而这 在文官服务制度中是不存在的。

同漕运总督一样，漕运总兵官同时享有多种头衔，但是，这 样的头衔本质上是名誉性的。无论什么时候，都找不到证据表 明漕军是他指挥下的军队建制。虽然漕军渊源于分布全国的卫 所军队，但属于独立的军队组织。即便沿着漕河每年来回时，他 们也从未免除保护漕河渠道的一般职责。在14D9年、1528年和 1535年，明廷多次下令指示，负责漕军运输的官员，必须是那些 漕运当局所要求的人物；如无适当理由，卫所军队不应该放弃自 己的职责，或改变任务〔11如杲这样的指示必须签发，那么就 由五军都督府来进行，而不是漕运总兵官的职责，尽管他保持着 同军队较密切的联系。

的确，漕运总兵官根本不可能有效地控制军队。漕军在漕 河上不停地护卫着漕粮，而漕运总兵官不能随便离开住所。无 论是在出发地还是目的地，漕军和漕运总兵官之间井无什么联 系4在明干.朝统治史上，负责运输的漕军有好几次被用于战斗。 1149年，北京受到蒙古族部落威胁时，整个漕军都被召集前去 保卫151]年，漕河沿线再-次爆发农民反叛时，兵部下令 每艘漕船派出一名士兵，独立于原建制之外，组成新的战斗甲-位；这样，就从漕军中组织起一支履行特殊任务的军队，护卫运

〔1〕《大明会典>,卷27页788 -7名9。 [:2〕《明史》，卷79和卷170。

河地区1555年，在漕运总督张经的率领下，漕军被动员起 来，同倭寇怍战〔£〕6奇怪的是，在这些事例中，漕运总兵官都未 积极参与。既然这祥，漕运总兵官所能做的，不过是处理漕河沿 线一些杂七杂八的漕粮运输事务&在17世纪，即使是琐碎的问 题，也越过漕运总兵官，直接向漕运总督报吿

除了同吏部协商漕运总兵官人选之外，北京兵部对漕运管 理不能产生什么影响。有关职掌漕粮运输的资深官员的提升、 降职和转任他职之类事务，涉及的则是户部U \

南京兵部所起作用则较为积极。该机构保持着相当数量、 以“马船”和“快船”而著称的船只马船最初供部落、属国进 贡使者乘坐到西南，总共有817艘，雇用20,360名水手驾驶& 快船被设计出来为水师部队提供后勤支援，虽然在明代后期，其 数量大幅度减少，但是根据各种文献的记载，总数在750艘到 958艘之间漕运诞生后，无论是马船还是快船，都被用来 为宫廷服务，为宫廷运输物资和生活用品。负责马船和怏船的 士兵，来自南京附近的卫所；而负责派遣士兵的，则是南京兵部 车驾司。

〔1〕《明史》，卷182页2,

C 2〕C明史》，卷205页7。

〔3〕这些琐碎寧情如f漕诃一视：!收录的-些文#中所表明，（但是，铒 前美国国会图书馆缩擞胶卷是根据散装原件制成的，页碼#列不 正确。)

〔〇 c太明会典：K卷27页7S9t 〔5〕f大明佥典:K卷200页4003。

〔6〕李昭祥：《龙江船厂志》（玄览堂丛书本卷1页3;卷1页6;卷2

页34。

有关这些性质船只的管理，参见祁承烨的大作《南京车驾司职掌：H上 海，1934年版众_

此外，工部也拥有30到60艘称为“黄船”的船只，黄船虽 然被用来供皇帝使用，但在大多数时间里；也被用来运输贡品。 它们不同于兵部管理的船只，因为它们所运输的物品，诸如龙 袍，通常供皇帝个人享用（参见印版图对黄船的描述

由于多达12,000艘的船只用于运输漕粮，另外有2，000艘 用于运输各种各样的物品，如何维持管理这些船只，就是一大难 题.根据船板质量，船只的平均使用年龄力5到10年〔1〕。这 样，每年需要大约2,000艘新船填补进去。为了打造新船，工部 在临清、南京和清江浦，各自建立了一个船坞。宣宗在位期间， 由卫所调遣分布在长江以南的船只，规定就地打造，上面提到的 三大船坞限于打造漕河河上和沿线船只〔2〕。1524年，临清船 坞被关闭，打造船只的仟务转给清江浦船坞，因为后者获取原料 要容易些〔3〕。：L6CK)年后，南京船坞只打造战船以及兵部管辖 下的船只，至于为漕粮船队打造船只的任务，同样归由清江浦船 坞负责

在这期间，政府所拥有的造船设备分散在不同地方.运输 漕粮的船只，由安庆、苏州、北新关、九江、樟树镇和饶州等地船 厂打造但是，这些地方没有一个能在规模上同清江浦船坞 相比。当时相当多的有关船坞文献得到保留下来；其中关于船 坞组织情况方面的，对于研究此领域的学者来说或许很感兴趣，

〔1〕 《明史:K卷79页龙江船厂志》，卷1页3。

〔2〕（U舊船志M玄览堂也书本），卷1 M 3a 〔3〕《漕船志乂卷1页h卷4页26—27,

〔4〕《天下郡国利病书》，第8册页47—48。

C 5 D《大明会典K卷27页813;《漕船志》，卷6页29—30。 因为它们提供了许多关于下层官僚体制如何运作的资料〔1〕。

船坞管理由清江浦工部分司郎中（the director)负责。郎中 要履行的职责有几项，虽然其中之一就是他必须保持自己监督 管理下的河道畅通，之二就是他要管理好黄河上5座水闸，但 是，他最主要的职责是打造运输漕粮的船只.

为了收集打造船只的材料，明政府在清江浦设有检査站. 它拦阻所有过往私船，以实物征收打造船只原料的货物税，这些 实物包括木材、竹子、铸铁、石灰、麻、煤和桐油。至于这些实物 以外其他物品，则进行分类，由淮安府负责征收通行税a虽然户 部在淮安设有自己的机构，但是与通行税的征收并无关系〔2〕.

检査站由有关各方共同管理，淮安知府派一名官员作为其代 表负责，清江浦工部分司郎中派一名官员作为助手参与负责。由 于该郎中只有基于人员，所以小官吏和职员由淮安知府提供，而 卫兵和勤杂工由山阳县从普通劳役中提供〔3〕。检查站全部职员 大大超过了 1〇〇名，工部尚书所派代理人仅仅只有3名官员。

无论是检査站征收的实物通行税，还是淮安府征收的其他 货物通行税，均受到漕运总督的严密监督。收据和账簿由他签 发，所有页码都印上他的官印。所得收人，则由淮安府通判负责 保存，分配用来打造船只的资金同样由他经手，从来不直接交给 造船厂

仅仅在这种制度建立后不久，实物征收就为钱币征收所取

〔1〕这一材料主要是根据《漕船志》和《漕河一银》而得出的， 〔2〕《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册页43—44,

〔3〕《漕船志卷4页1卷5页12。

〔4〕《漕河一说》，卷7;《漕船志:K卷4页9。

代^由于所得收入满足不了需要，明政府不得不从其他检査站 收集额外资金清江浦工部分司郎中负责收集资金，购买木 材和其他必需原料，然后分发到他监督管理下的各船坞^他还 必须负责编组工人，分到各船坞；这些工人，要么是劳役，要么是 被雇用前来代替服劳役的B

当然，船坞并无类似装配线之类的生产设备；即使是厂房， 也非常分散，东一间，西一栋，并不集中。它的场地，由几块长地 构成，虽然长2.5到3英里，但仅有30码宽.每块长地，都被分 成小块，供各个单位使用，这些单位各自所需房屋由自己解 决有82个卫需要建造船只，与此相适应，就总共有82个 单位。对这些单位的管理，通常是一名军官的临时性职责。他 来自各卫，级别相当于上尉〔3\

船坞布局清楚地表明，船坞坐落在水边，各个单位作为其 “半自给”的组成部分而工作，每个部分或许包括下水设备和停 泊设备。船坞工作人员来自政府两个部门。上层管理人员来自 文官系统，而下层工作人员来自军事系统。16世纪80年代后， 已经组成四大集团的S2个单位，重新组成为两大部分& 4名军 事指挥官由2名文官所取代，这样，军事控制时代结束，进入了 由文官左右的时代〔4

清江浦工部分司郎中能够控制的人员很少，而需要他监督 管理的船坞的范围又相当大，因而他不太可能把每个细节都处

参见第92页注释〔3〕和〔4〕，

〔2〕《漕船志》，卷1页4—9;卷5页6。

〔3〕《漕船志》，卷1页4—心卷5页6。

〔4〕《春明梦余录》，卷37页9一 10^天下郡国利病书h第11册页12。 理得恰当。然而，成化帝在位期间，如果该郎中打造的船只不断 出现交通事故，而其原因又是由于原料不完全、工艺出差错，那 么他就要负责毫无疑问_维持适当的技木水平是他的责 任。但是在明王軔统治日益崩溃的时期里，资金不足，严格的技 术水平不能再加强，所有细节问题又是由各个单位来处理的，他 不可能维持适当的技木水平。

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尽管明代官僚体制被严格地划分 为几部分^—文官系统和军事系统之间，京官和地方官之间，尚 书大臣和軔廷特派官员（commissicmary)之间，明显存在着不可 跨越的鸿沟，然而下层官僚体制，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分支机 构，却表现出足够的适应能力，使各个部分能够一致地运作起 来&来自各个对立系统的官吏能够组织在一起，官方文件不必 经过不必要的渠道而畅通无阻，资金和材料无阻地从这个渠道 转到另个渠道„关于这一点，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明代官员 不在亊实上接受这一最后的組织体系呢？为什么不把分散的机 构组成一套完整的漕运体制呢？为什么不能完全避免组织体系 中所存在的附属设置和分离设置的毛病呢？毫无疑问，官员的 心理打算仍然是一大重要因素。这种自主因索的出现，就会完 全改变政府机构设置的观念；只是这一个因素，就会致使任何改 革政府组织的建议不可能得到完全推行&从实际看法的角度考 虑，明代官员的确认为他们维持现存组织体制是正确的。如杲 不考虑种种因素，尤其是当时通讯不发达的因素，是难以建立一 套全面的政府体制的.这样，官僚体制如果过于庞大，是难以管 〔n《春明梦余录》，卷37页 理的，因此不得不设置一些垂直的机构。为了迖到权力机构在 某种程度上相似的目的，设置了相互竞争的系统和网络。但是 在实际运作中，这种条块分割的组织机构难以存在。因此，为了 适应地方需要，来自不同系统的有关人员或单位，不得不同它们 各自的母体分离，在一起组织成某种新的机构。其结果是，虽然 原先正式的组织蓝图并未规定什么工作程序，但这种程序不得 不从实际需要非正式地、令人理解地作出。工部所设分支机构， 除了临清分司也经营砖厂（其运作与漕河管理没有什么关 系）〔1〕、扬州分司在进人漕河处征税外，其他分司的组织情 况并不怎么复杂。

对漕河河道的维修，由劳役来承担^管理劳役的，是所谓 “老人”〔3〕&管理老人的，是判官和主簿&这些官员中，有一些 清楚地被指明担任管河通判和管河主簿.

在处理整治水利的事务时，上述这些官员要听从清江浦工 部分司的布置和安排〔4〕&这又是一种典型亊例，反映了河道管 理从现存体制中分离出来了，跨越了不同系统之间的界限，

还有一名官员——漕运理刑主事——也在漕运总督领导下 工作.虽然该官员由刑部任命，三年一任，但是明确规定在处理 民事和刑事案件时，他必须听从漕运总督的指示3

户部对漕运管理的兴趣，主要在两大方面：漕粮是国家收 4 5 人的一大部分，沿着河道征税是另一大重要部分^漕粮无须什 么计划，它或多或少遵循规定程序办理即可，因而无须多大曰常 文书工作。1590年前f漕运总督每年秋要在北京同九卿讨论下 一年的财政工作情况这一会面还可省咯许多在外联系a 但是，由于某种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这种会面在明王朝统治后 期没有举行

户部自己对漕稂关心的主要原因，是它是一笔重大收人。 为此，户部在实际中设置了许多粮仓，统计有多少槽粮输人。由 一名户部侍郎，有时由甚至户部尚书本人，负责管理位于北京及 其附近的粮仓.仓场侍郎的办公场所由于并不在户部里，因而 他拥有的自主权相当大由户部管理的其他粮仓，分布在临 清、德州、徐州和淮安Q在明王朝统治后期，天津也有粮仓。

运河通行税，既不同于工部所负责征收的货物税，也不同于 地方政府代表中央政府所负责征收的货物税。通行税税率，根 据船头的宽度而定，因为在运河上来往的船只都是正方形的。 同设在港口征收通行税的400余收税站相比，明王朝在不同时 期，设置在内河和运河上的收税站数目不等，大致为7到12个6 这种收税站为7个时，其中4个设在我们正在讨论的漕河上，另 外2个坐落在长江以南的运河上。为12个时，有6个分布在漕 河上；另外还有1个，其位置尽管不在漕河上，但具有战略性，因 而毫无疑问，其收税也影响了漕河交通。我们可以说，在明王朝 统治的整个时期里，运河体系所提供的征税口岸，比中国其他任

C 1〕《明史卷79页9;《天下郡国利病书:K第1〗册页12。

〔2〕《明史》，卷72页1^

何地方都要多〔1〕。

受命管理粮仓和征税的官员，任期通常只有1年4根据当 时官员的看法，任期之所以这么短，是为了防止个人对担任此种 官职的兴趣浓厚，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腐败发生

御史对漕运管理体制的总体运作，尤其是对贡粮管理，进行 了严厉的批评都察院成员，通常作为“督仓御史”和“攒运御 史”而被派到漕河上。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他们的职责，但是，他 们积极参与了漕运管理^ 1610年，户部尚书李汝华在一份请求 折中就抱怨说，由于还未任命督仓御史，致使已经到达的船队不 能卸货，造成漕河顶端的船只拥挤不堪总体上，在明王朝 统治后期，特别是在万历帝在位期间，这些监察御史逐渐扩大了 手中的权力。他们不仅有权监察日常行政事务，而且对政策的 制定拥有发言权C 4 \

在上面论述中，我们还未讨论宦官的情况，而他们的影响决 不能忽视。从总体上来说，明代皇帝把宦官当作一种必需的邪 恶势力，虽然他们的性格众所周知，令人反感，却离不开他们的 服务。在明王朝统治的整个时期，文官一直在同这种宮廷侍从 作斗争，而皇帝总是经常站在后者一边。因此，宦官每一次获

C 1〕关于这一时期税抆征收详细情況，参见《明史》，卷幻页〗7;《大明会 典》，卷35。

关于淮安府悦收征收的个案情况，参见《天下郡国利病书h第11册页 43—44,

〔2〕关于内阁大学士应雳于1611年阴历二月初三上奏万历帝的备忘录，参 见神庙留中奏疏类要K燕京大学，年重印本卷5。

〔3〕鹿善继：《认其草:K丛书集成第245]册），卷6页65—邱。

〔4]星娬夫：《明代漕运研究K页137 —140e

胜，他们的权力就得到进一步加强，他们更加傲慢自大〔之 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原因之一就是：对自己的成员进行思想灌 输和教育、补充和纠察的官僚系统，坚持传统的标准和原则，不 愿意同他人妥协，甚至为此藐视皇帝的权威。皇帝虽然总是能 使自己的意志贯彻下去，但有时，只有在战胜儒学颇深的官员那 所谓“效忠”的反对后，才能得到贯彻。像这样的麻烦，皇帝通过 任命宦官以巩固地位的办法，完全加以铲除〔2〕。当官僚和宦官 两大势力进行斗争时，皇帝倾向于支持与自己密切接触但无什 么原则的内侍.虽然在明朝统治日益崩溃时期，内待才被任命 担任各领域重要职位，但早在此前，就已经侵犯了官僚系统对公 共事务的控制权。1494年，有一份建议设置工部3个分司的上 奏，就是由一名宦官、漕运总兵官和都御史衔河道总督3人联合 署名的宦官李兴，在二十四衙门里虽然只是正四品， 但是在一份重要官文中，其名字列在一名大都督（a Military Commander)(其官品力正一品一名副都御史（an Imperial Censor)(其官品为正三品）名字之前，这深刻反映了李兴享有的 实际地位。我们之所以指出这样的细节，是因为有时要考虑到

〔]〕洪武帝和永乐帝都设法限制宦官，但是他们俩人都违背了自己的规 定。崇祯帝虽然靖楚地认识到相信并让宦官处理国务必热产生恶果* 但他在位后期，也严*地依靠宦官，授权他们监督军事指拝官和文职 官员。参見谷应泰：S明史紀寧本末h卷11页？If卷11页74。

〔2〕还可参见贺凯的《明王朝的传统中国h页

〔3〕《大产郡国利病书》在第15册贾—32中收承了此文件。也叮参看 《明史>，卷15页5。

〔4〕原文为the civ彳1 sendee。明代中央官制，分文官系统、武官系统和宦官 系统6宦官系坑即u二十四衝门”，因而the civil service应译为“二十四 衝门' -译者

一些细小手续a有人认为，早在14明年，宦官就积极插手国家 粮仓事务〔1〕。正德帝在位期间，有55名宦官在漕粮运输系统

中工作〔2\

派遣宦官作为钦差到各省办事始于15扣年运河沿线 地区所受影响尤为严重。到1 620年召回他们时，在许多地方， 他们的个人和专断统治已经取代了文官统治的专门职能。在漕 河管理系统里，他们左右了粮仓、补给仓库、收税站。不过在其 他机构和系统，比如造船系统、水利系统和处理贡粮的军队单 位，看起来仍然拥有相当的自主权，仍未受到宦官的千涉.

〔1〕永瑢：《历代职官表K四部丛刊本），卷S。

〔2〕《明史^卷194页5。

〔31《明史3,卷81页20,以及畚30「〕；《天下郡国利痼书》，笫12册页6—7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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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东尼*弗朗科斯•普雷沃斯特：《耶稣会士的历史性农行》，卷5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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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傅译洪J行水金鉴M1725年版），卷156页1L溥泽洪还指七，在济 宁附逬，每被船只由几百船夫拉着前进。同引书，卷147页J4,

〔3〕王琼：《漕河图志h卷2页4〇b

匚4〕原文为Supervisor of Water ControU明制，在济宁、南盱这些地方设置 主事，名自驻扎汛地T具体负责所属河道或工程的管理。”见彭云鹤《明 清漕运史K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页125。——译者 〔5〕《明史》，卷223页19。

〔S〕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5册页&;《古今囷书集成第77册 页3〇d

3

〔1〕《明克 卷 1S9 页 18—19;卷205 页 18 —19。

〔2〕李遂是侍郎，同时担任逯抚^但是未担任漕运总督，参见 <明史》，卷 205,

〔3〕《太明会典》（万有文库本），卷27页1U CO《明熹宗实承：》，卷2页7,

〔5〕王世贞t《弇山堂剁集>(1590卑刻本），卷61页卜 CS〕《淮安府斩志》（美国国会图书馆缩撤胶卷第348号，1648年初刻本 卷4a

〔7〕《明史》，卷260页22;卷274页2;卷27&贺19。

4

〔1〕《天下郡国利病书h第16册页13—H 〔2〕《天下都周利病书K第12册可6。

〔3〕关于"老人'可以参看岑仲勉的《黄河变迁史 >，页51夂 〔4〕《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5页37;鳟泽洪：《行水金鉴》，卷1S5,

〔5〕《大明会典:&，卷27页7S3;卷27页817,也可参看唐龙的4渔石集》，卷

5

 页 107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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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漕粮运输

本文研究的性质和可以利用的资料种类，决定了我们在 探讨漕粮运输时，既要避免严格的课题式讨论，也要避免按年 月堆积资料式的讨论。相反，我们要设法把这苘种方法结合 起来研究，我们在概括漕运制度的基本轮廓时，要设法探讨 其早期运作情况。此后，我们要探讨运输机制的钽织情况^ 虽然这是一种截面式的研究，但是重点在于探讨明代中叶运 输钽织实际运作情况。在本章最后一部分里，我们要探讨北 京粮仓是以何种方式拨付粮食的；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评价明 代后期的漕运制度运作情况。这种分期决不是非常严格的， 虽然必然有一定的交叉和重叠，但是，这反而可以使我们到达 双重目的——既可以对漕运作出大致叙述，又可以同时对此 作出分析。

一、漕粮制度的发展

在明代，漕粮是土地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征收 土地税时，明廷最初是按照如下规则行事的：首先，土地税征收 通常是以实物进行，只有在特别情况下才采取钱币缴纳形式。 其次，交付的土地税移交到明廷认为合适的地方保管；至于运输 费用，则由纳税人负责，再次，规定每府要征收多少土地税。数 量定好之后，只是偁尔作一些调整，税额就永久固定下来

在实施这一基本规则时，明政府作了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 査，登记人口总数.居民一旦登记注册后，未经官府批准，既不 能随意改换行业，又不能随意迁移住所。他们的子嗣，也只能沿 袭户籍和父业明王朝建立者所关心的，是如何建立一个永 久的政治统治体系。行业非常复杂，小4改变；国家的管理费， 是固定的。

在明王朝统治早期，明廷规定用粮食来呈交土地税，全国税 额总数接近2 350万石其中，大约1/5是小麦和大麦，于夏季

〔1〕明政府虽然似乎来正式颁布这些地方性法规，但是自始至终都在推行。 关于土地税以实物征收的情况，参见《明史h卷7S页〗《明会要h 卷2页10L0.

关于运输费由纳税人承拒的情况，参见《明律解附例K190fl年重印 本），巷7页5 --5;《明龙J，卷79页U 关于各州县承担税额永久固定的情况，参见下列事例：

册州：218436石。见《夭下郡国利病书》，第12册觅97;

武进：正常征收54,581石，额外征收粮食25，102石，银9,15]两。见 康顺之：《荆川文篥:K四部丛刊本），卷9页23—24。

〔2〕《明史》，卷77页2;卷77页5;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北京，1961年 版页22.

征收。其余部分主要是大米，于秋季征收&除了征收粮食外，明 政府还要征收丝绸、大麻、棉花和布匹等等^ \

在理论上，2,950万石永远是最髙限额&在整个明王朝统 治时期，都不应该突破此限额，基本税率经常下降，很少上升。 在明王朝统治后半期，由于花费超过了收入，明政府征收一些新 税，称为“附加税”、“額外税”，或“特别税'但是，明政府从未打 算把这些新税种永远固定下来。

在2f950万石中，有1，200万石由地方政府支配，作为官 俸、行政费、抚恤金养老金之类、賑济费、官府学校费和地方粮仓 储存费〔2〕。另外800万石，主要在华北征收，作为驻守西北前 线军队的军粮其余不到1，000万石的税粮，供中央政府花 费。在从这U〇〇〇万石支出120.8万石给南京后，北京所得 总数在820万石左右，所谓漕粮，就是土地税的一部分。除了 这820万石和除了用钱币交付之外，贡粮实际上移交到中央政 府粮仓。

纳税人到规定地点交税的义务，始于1368年，即明王朝建 立的这一年，在该年，明政府规定长江以南9府的人民呈交300 万石税粮到河南，支持明军到华北作战&后来，随着军事行动向 北进一步延伸，明政府命令陕西、山西两省居民同样履行纳粮 义务

〔1〕《明史h巷32页 〔2〕《明史》，卷82页18。

C3〕《明史》，卷214页

〔4〕《昭代典则K1600年版），卷28。

〔5〕《明史》，卷79页U

明政府设置运输组织始于1370年。许多军船，由10,000 名士兵驾驶，从淮河和长江人海口出发，沿着海岸向北航行，到 达东北西南段。到U世纪末，每年沿着海岸航行运输的粮食， 达到700,000石6从事海运的士兵，逐渐增加到80,000名〔】〕。

在永乐帝在位期间，北京首先成为明王朝的中心，接着成为 全国的首都。明廷还发动几次针对内蒙古游牧部落的惩罚性军 事行动。因这两个原因，南方所承担的供应任务加重了，一方 面，由军队承担的海运仍在继续，另外，明廷下令河南、山东和淮 河地区的纳税入向北京提供粮食正是由于陆上运输的推 进，明王朝设想如何设置漕运体制。

1415年，明王朝敞开运河水道，用于交通；船只经越陆上水 路运输，海运不再继续■>送往北京的粮食，全部走内陆水路 百姓把要承担的粮食运到淮安，由军队运输单位接收。徐州、德 州和临清是漕河上几大运输中间站，运来的粮食从这里转运到 北京，明入称此程序为“支运”〔4〕。

i492年，明廷规定纳税人必须将税粮进一步向北方运输。 只有来自江西、湖广和浙江的转运，在淮安同以前一样，不用卸 货。从长江中游府县运来的税粮，在徐州交卸^来自南京附近 和长江以北府县的税粮，在临清交卸4来自河南和山东两省的 税粮，则在北京交卸〔5〕。 〔1〕《大明会典》，卷27页777&

〔2〕《明史》，卷79页《大明会典》，卷2?页7??。 〔3〕《明史》，卷S5页6^大明会典》，卷27页778d 〔O《明史卷79页2;《大明会典》，卷27页778, 〔5〕《明史》，卷79页2J大明会典》，卷27页778。

两年后，负责漕军运输的漕运总兵官陈瑄上了一份奏折，大 意是建议解除百姓长途奔波运输的负担和痛苦，在更有利干纳 税人的地方交卸税粮，由官军来运输。在明廷最终釆纳推行时， 百姓的运输负担并没有解除a只是到这时，明廷规定在正常税 额之外又征收额外费，用于补助运输的花费和损失。但是，那些 自愿运输的纳税人，可以自己运输。这种新程序，称为“兑 运”〔Q

“兑运”推行到U74年.是年，成化帝下旨规定，自此之后f 所有粮运任务由官军承担。直到此时，仍有700f000石粮食通 过“支运”方式进行。官军原地接收任务时，这700,000石粮食 计划以“改兑”方式运输.之所以称为“改兑”，是为了同“正兑” 相区别.“正兑”指的是，军队在几省各地已经承担运输的粮 食“改兑”这种新方法规定实行后，漕粮运输就进入了“长 运”时期。自此之后，除了短时期被中断外，“长运”一直推行到

〔1〕《明史h卷79页太明会典》，卷27页明宣宗实录》，卷80页

9,

〔2〕II同祖在其大作《清代中国地方玫府》h CAi也1

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962年版）一书中，杷“正 兑”称为“直接的纳贡”〔direct tribute〉，把“改兑”称为“间接的纳贡" (indirect tribute) ^他还指出，前者运到北京交卸，后者运到通蜊。参 见：《清代中国地方政府》，页140。韩丁的解释与此相同。参见其大 作：《清代贡粮制度》（丁/^ Gmin    S>£em 〇/rAe Cft’in发

见《远东研究季刊》，卷11，期L页料0(1952年5月）D 这或许是请政府采取的政策，伹并不是明代所确定的在明玉輞统治 时期，无论是“正兑'还是“改兑'要么运到北京，要么运到通州。它们 所确立的时期是不问的，而不是运往0的地不间。在15诅纪70年代L 之前，由官军运榆单位负责运输的漕糇，称为“正兑、到此后才由官军 接管承担运输的，才称为“改兑'按照规定T对后者征收的頦外费，比 前者要少。关于此点，还可参见星斌夫的大作《明代漕运研究:K页 64—68,

明王朝崩溃，未发生什么变化

额外费的征收情况非常复杂大体说来，其多少是根据 运输路程长短而定的。这看起来符合逻辑，但是，不仅未清楚地 规定同运输量相加的百分比，相反，额外费被分成12个左右的 不同项目进行征收，比如，就渡过长江进行运输的漕粮来说，增 加了摆渡费；对从江西开始起运的漕粮来说，由于不得不渡过鄱 阳湖，也征收了类似的摆渡费。从某些地区运输粮食，所需费用 要少些；而在其他地区则不是。我们认为没有什么规章的，是所 征收的“正兑”额外费一般远远超过“改兑”额外费。部分原因在 于，到]474年，漕河运输环境已经改进了，已经在仪真安装上水 门了，运输所需费用大幅度减少了。因此改兑”额外费根据新 比率而定；同时，“正兑”额外费征收的髙比率，由于已经推行了 40多年，似乎没有强有力的理电将之降下来。更重要的是，程 序上发生了变化。征收“正兑”税粮时，无论是以什么容器征收， 都让粮食溢满出来；而在征收“改兑”粮食时，溢满部分是要拿掉 的&这种区别也影响到额外费的征收，从未改变；即使改用钱币 征收后，也仍然如此。在16世纪50年代的扬州府，征收1石

〔1〕明廷规定推行“改兑'终止“支运"的具体时间，不能确定。在当时的几 种文献中，要么说是1471年、1474年，要么是1475年。见吴缉华的 《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页127—128。很有可能改兑”开始指ff 时，只是在几个府县进行*随后才廷伸到其他府县。在这几年里，明廷 进推截了自己的命令，引起玖策动摇不定。参见星斌夫的太作《明代漕 运研究页SS—S7,

本文根据当时太多数文献的记载，把1474年当作分界线1即使在这 年支运”也来完全终止。直到1507年*还有漕粮通过转运方式进行。 参见i明史》，巷79 W 6。

〔2〕关干額外费征收的种类，参见《大明会典》，卷27页779—730。

“正兑”税粮，纳税人要缴纳1. 73石；而征收1石"改兑”税粮，纳 税人只需缴纳1，27石。用钱币缴纳后，前者1石粮食兑换为 1. 2两银子，后者仅仅为0. 7两〔

最终，额外费经常征收的变化辐度，在最重的“正兑”80%到 最轻的“改兑”17%之间 >这意味着明帝国臣民要缴纳的土地税 多少是不同的^由于明廷所关心的仅仅是完成税额的征收，至 于如何征收则交由地方政府处理，这样就为各省官员及其附属 人员任意处理額外费征收打开了方便之门。巡抚任意地命令一 个县的百姓根据“正兑”幅度缴纳土地税，同时却又命令另一个 县的百姓根据“改兑”的幅度来缴纳。

几个明代皇帝都设法减少和限制额外费，但是，当时的种 种事实表明，他们的旨意并未得到全面执行，混乱局面和过度征 收情况并未得到纠正到明王朝统治末期，高出基本税额 70%的情况在南方省份非常普遍.在苏州府，一些额外费加起 来是基本税额的216%t不过，这是一个极端的事例〔3\这种 复杂情况，不仅在明代一直存在，而且为清代所沿袭，继承 下来〔1\

漕粮制度也影响了以其他账目进行计算的国库收入和土地 税收人。1436年，正统帝下旨创造了所谓“金花银'在福建、 广东和广西等省征收、由北京接收的土地税，以及在南直隶、浙 江、江西和湖广等省一些特定府县征收的土地税，总数为400万 石，规定永远用钱币缴纳&以a 25两银子兑换]石粮食计算， 此笔收人可得100万两银子，“金花银”一词也因此出现了

粗略看来，金花银似乎同漕粮和漕运并无什么关系。但在 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在其他原因中，以钱币缴纳 的主要原因，是不能将粮食经济地运到北京。政策制定者指出， 漕粮出发地要么离京城太远，要么不能经_内陆水路运输.还 有一个原因，他们没有提到，就是由于必须运输的粮食的数量庞 大，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超过漕河所能承受的运输能力。关于此 点，我们可从如下解释：正如各种文献资料中都提到，在漕河上 从事运输的船只总数超过11，600艘M3。在繁忙季节里，如果 这些船只都来往于漕河上，那么平均密度就为每英里10艘船, 由于船只的标准长度为52英尺〔3〕，船只之间距离就大约为9 艘船的长度.这种距离长度，是以这种情况为假设的，即这1〇 艘船只同时朝着一个方向行驶，相互之间的距离相同，行驶速度 相同；既未受到其他类型的船只带来的妨碍，一路上也未受阻于 任何障碍.如果某段河道发生拥挤，出现的情况就会比此幅草 图竭力要描绘的情况糟糕。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指出，狭窄 的水门经常阻碍船只顺利航行&虽然漕船的标准宽度为9. 2英

C 〇《明史K卷78页3 - 4。

〔2〕《明史》在卷79页7中所列船只总敷为U,77〇艘。但是《大明会典》在 卷200页4006—4007中说，从寧海运的船只为525嫂，漕运船只为 11，618艘，

〔3〕《漕舶r志》，卷3页15a

尺，但是，由于在打造时缺乏工厂管理，常常超过此限度，其中一 些船只的最大宽度达到11. 2英尺。它们几乎是紧缩着身子，才 能穿过宽度仅为12英尺的水门我们很容易想象到，这种 情况很容易导致延误和拥挤„利玛窦就在其《札记》中指出〆‘船 的数量是如此之多，经常由于互相拥挤而在运输中损失许多时 日，特别是当运河水浅的时候C 23

标准漕船的载物量，通常为400多石。但是，如果整船装 满，遇到漕河沙堤处和浅水处，就难以通过。如果再加上额外漕 粮和私人货物，整个运载量就超过了规定的数额。这些数据表 明，就明政府所关心的漕粮运输来说，漕河最大的运输承受能力 在每年400万石到500万石之间，在由中央政府接收的820万 石中，大约有400万石不能从漕河运输到北京6因此，永久地规 定用钱币缴纳，就不可避免了。

从整体上说，纳税人是欢迎以钱币缴纳的。嘉定府规定用 银子缴纳土地税时，百姓就树立了一块石碑，表达他们的感 激〔3〕。在明廷宣布永久地用钱币缴纳后，土地价格经常上涨得 厉害&在菜些特定地区，许多借款者先前以自己的土地所有权 作为借贷担保，此时要求收回；这导致纠纷不断发生，明政府随 即颁布了许多适用性法令规章。在明史上，1436年公布施 行的“兑运法'是一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但是，兑换比 率存在不足，应给予某种程度的批评。 〔1〕床应星天工开物 >(万有文库本），卷2页172,

〔2〕利玛窦^十六世纪的书国一^利玛窦札记C1583—1610)》，页306。 〔3〕《古今图书集成》，笫690册页34—35,

〔4) K天下郡国利病书K笫S册页13。

洪武帝于1376年设置土地税制度时，规定粮食和钱币的兑 换率为1石大米兑换1两银子，1石小麦兑换Q. S两银子。1397 年，下降为1两银子兑换4石粮食1不过，这是一项短暂性的 措施，目的在于解除华北地区贫困百姓拖欠税款的负担。1436 年“兑换法”颁布后，恢复了 1397年的低比率，并将兑换率永久 地规定下来.到正统帝在位期间，明廷的慷慨揩施肯定是众所 周知的了。但是，这种慷慨行为同样不可避免地导致后来好几 代皇帝的国库收人减少〔2〕&奇怪的是，在明王朝统治后期，明 廷讨论如何增加全国附加收人时，也没有人建议提高金花银的 比率明代官员或许认为应该永远继承早期皇帝的宽大行为。 他们要么没有发现，要么故意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1436年颁 布的“兑换法”用意虽好，但只是有利于这样一些纳税人，明政府 随后规定他们承担的税款，通常是按照〇. 7两或1两银子兑换1 石粮食的比率；而未照顾到另一些纳税人，他们继续以实物缴纳 土地税，其中包括所占百分比非常髙的额外费，总而言之，从税 额规定好之日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纳税人不得不缴纳高出 原先规定的1.5倍以上，另一些纳税人则仅仅缴纳原来份额的 1/4.产生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主要的运输环境和一时 期的政府征收方便。在明王朝统治后期，金花银落人皇帝手中1 专门供他个人花销，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国库收人。

〔n作者来指明是大米还是小麦。——译者 [:2〕《明史K卷7S页丄

还请参见玛丽安尼•里加（Mariarme Rieger)的大作《明王朝（1368— 的财攻收\与在业》（Zjtr Finam und Agrargest：/ii(hte der 发 截C汉学研究》⑽7年，期12页130 —143、2邛一

1472年，成化帝发布上谕，规定运往北京的漕粮永久地固 定在400万石上，另外的190,000石运到临清和德州t作为紧 急储备粮。如果400万石数目中出现什么差额，就用紧急储备 粮来填补〔1〕。这道上谕是明廷所颁发的一系列规定漕粮运输 命令中的最后一道。因此规定的419万石，不过是对已有漕粮 的确认先前规定的运输数额和漕河所能承受的运输量，就是 期望漕河水道所能运输的数量。事实上，在1472年之前的30 年里，明廷还未规定数额时，每年运往北京的数量自然而然地达 到400万石（参见附录二h

在这一联系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稳定性就是漕运体系 运作的一大显著特点a它基本上反映了明廷努力根据预定计 划，固定国库收入和支出。即使在漕运体系的早期运作中，也即 在运往北京的漕粮的数童变化极大之时，明廷的基本政策也是 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有文献记载表明，早期运往北京的漕粮数量，在1416年为 280万石，次年上升到500万石，接着在1420年突然下降到60 万石^在短暂下絳之后，又开始上升，并一直上升到U32年的 670万石a到1435年，年运输总量才接近固定在400万石上， 这种数量波动，发入深省。不过，如果将之连同其他历史因素在 一起加以考虑，并在一个更广大的参考范围加以探讨，就很容易 得出早期上下波动的原因，

在漕运体系运作的早期阶段，漕粮运输需要中转^分布在 漕河沿线的朝廷粮仓，所储藏的粮食数量很大。漕河全线的运

〔1〕《玥史》，卷79页4;《大明会典》，卷27页779。

作，非常灵活.运往北京的漕粮每年实际数量，既不一定反映是 年粮食收入情况，也不一定同京城的花费数量相吻合。进一步 说，明史上发生了几次重大的全国性事件，影响了漕粮的运输a 很明盛，1420年北京漕粮急剧下降的原因，就是明廷准备于 1421年新年将北京定为首都，漕河的人力和运输船只被占用. 1432年创纪录、此后从未超过的670万石，就是在漕军运输组织 设置起来之后出现的，这表明：虽然我们并不知道新程序是如 何影响漕粮运输数量上升的，但是，它们之间必定存在着联系a 清理各省的朝廷粮仓的积储，可以使漕粮运输量上升；U32年 是特殊的一年，不但百姓在运输，政府也在运输，双重运输机制 也可以使漕粮运输数量上升&不过，这并不表明整个670万石 都是在漕粮原地征收、通过漕河全线运输到北京的。

从总体上说，在漕运的前19年U416—1434)里，每年的漕 运数量很不相同，没有证据证明运输量波动是供应情况引起的= 还是需求状况引起的，如果把这19年里的每年运输量加在一 起，总数量为万石，年平均则为3SS万石。这一平均数， 接近于后来时期的年运输童。即使在这年的前8年（即永乐 帝在位的最后几年）里，总数量达到2,560万石，年平均量为308 万石。这一年平均量，虽然略低于后来出现的记录，但并未完全 超过可以比较的范围。

由于导致漕运量上下急剧起伏的原因是不寻常的环境，可以 说漕粮的流动非常稳定。在明王朝统治的整个中期，无论从何方 向运输的漕粮，其年平均量都未过于超过或少于400万石的标准 1435年到I486年间，最大的运输量是1445年的460万石，最少的 是1464年邦1469年的335万石D从1487年到1520年的34年 里，每年的运输量均为400万石，从未中断过^

漕粮毫无例外地来自6个省，即南方的南直隶、浙江、江西 和湖广，北方的河南和山东。400万石里有，400石来自前 4省，755,600石来自后2省（参见附录3)。在各省承担份额中， 南直隶特别区的负担尤其沉重，要承担石；或者说， 要承担占全国总数的44. 78% .在这一特别区内，只是苏州一 府就承担了 697，000石，占全国总数的同苏州府相连 的松江府，承担了 232,950石，占全国总数的5. 82%。这两府的 承担份额，超过了在所有几个边远省份征收的土地税的总和. 在明代159个府州中，这两府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在整个明 王朝统治时期，许多官员都代表这两府的纳税人讲话，要求减轻 他们过重的负担.

不过，近来的研究看来找到了证据，证明明政府在减轻过重 的税征。根据1491年调査，苏州府在册人口为2,048,097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3, 84%。政府所征收的全部土地税，不包括杂 七杂八的税种在内，总数为2, 091，000石，占全国总数的 7- 80^^松江府在册人口为627, 313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17%,政府所征收的全部土地税，也不包括杂七杂八的税种 在内，总数为1，〇31，000石，占全国总数的3. 69%很显 然，这两府的税征，以人口为基础计算，超过了全国平均数的两 倍„但是,一些学者指出，这两府拥有大片大片的官地，它们是

土地税定额是根据《大明会典》在卷24页641 — 66S中的记载而得出 的。而人口数是以该文献巷19页49S—515中的记载为根据的。

明王朝建立者没收其政治反对者的土地。迄今为止被混乱地称 为土地税的东西，实际上包括应该归于政府的租金此外， 在上面的征税中，大部分是用金花银交付的；而金花银，正如我 们在前面指出的意味着土地税缴纳的比率实际上在减少1621 年，有名巡抚上奏，提到苏州、松江、镇江和常州等府缴纳上来的 金花银，总数为365,136两按照4兑1的比率，这一数目 应该完成的税额为1，460,556石。分配绐这4府的土地税，连 归政府的租金包括在内，为4,064,900石。这样综合起来的 税额，其中有36. 93%用金花银形式交付，而与此同时，同应缴 纳的土地税全国总额相比的金花银(金花银为粮400万石，土地 税收人总额为粮2,950万石）来说，其在全国范围内的比率，仅 仅为13.56%.换句话说，虽然分配给前面提到的几府地区的 税额，按照基本份额规定似乎太多，但是，纳税人从某种潜在的 有利条件获利，他们实际缴纳数因征收比率而大大减少了。

至于添加到土地税上的运输费的征收，我们也没有找到证 据表明前面几府地区所缴纳的比自己应承担的份额要多a我们 在前面已经指出，在明政府所征收的2,950万石的土地税中，运 往前线卫所的，运往首都和留都的，以及储藏在临清和德州的， 加起来为13,470,000石^这说明，在全国范围征收的土地税 中，有45. 66%部分给明政府带来了某种运输负担。从苏州起

C1〕《天下郡囯利病书>，第6册页94;笫？册页4^卷8页52;周良霄；《明 代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K《历史研究》，1957年第10期页 65—66,

〔2〕《天下郡国利病书:K笫6册页47。

〔3〕《大明会典》，卷24页641—668。

运的税粮，在所征收的土地税中占33.33%;从松江起运的，占 22*59%。尽管这两府还必须承担其他负担，比如为宫廷提供去 掉壳的大米，但是，它们的负担并不比必须向前线卫所供应800 万石粮食的北方省份要重。更重要的是，长江三角洲的经济环 塊在这一时期稳定地向前发展；其发展动力，大部分是丝纺织 业〔1〕。明廷希望这一地区能够承担更多的税额。1626年，苏 州遭受洪灾。虽然这是它曾经多次遭受巨大洪灾之一，庄稼遭 受严重灾害，然而知府同本地士绅协商收集资金，从湖疒购买税 粮。纳税人没有向官府表达任何抱怨，十分平静地完成了自己 的承担份额〔2〕。之所以如此，可能是由于当地社会总体上来说 是繁荣的。

然而，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尤其是在苏州府和松扛府任职的 官员，看起来在完成年复一年的份额任务时，遇到了实际困 难。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明代，在清代也很难改变导致拖 欠税收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政府土地被既不缴纳政府 租金又不缴纳土地税的当地士绅侵占了，而同时正如一些资料

0〕官崎市定：《明清时代苏州较工立的发展》，《东方学h卷2页64—?3 (1951 年 8 月）„

西鸪定生；4支鄱初期槺业市场的考察》j东洋学报》，卷31期2页 2抑C1947 年 10 月 h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K上海，1957卑版K

尚钺：S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斯芽及其增长》J历史研究》，1955年

第3期页89—92,

刘夹；《明末域市发展下的初期市民运动h《历史研究》，1阳5年笫S期 页 29—59。

〔2〕顼炎武：《亭林余集》C四部丛刊本），卷13fl 〔3〕原文为geniurie,有错，应为genuine。j一"-译者 〔4〕翟同祖清代中囯地方政府:K页133，

表明〔1〕，负担转嫁到农人身上了？或者是由于长江三角洲的可 耕地数量大幅度减少了？城镇工业化同这一切有何关系？在能 确切地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作更全面的探讨。此时，即 使我们知道是电于漕运长江三角洲物产便利的原因使得该地所 承担的税粮百分比要髙，也不能将此当作确切的证据，以证明该 地百姓所承担的税额过重了。

概括说，我们认为漕粮是明代土地税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 成部分，虽然漕粮是作为土地税的一部分而开始征收的，但是 在实际发展中，变成了一个决定性因素，极大地控制了整个税收 体制的发展^ “正兑'“改兑”和金花银一-或者直接来自运输 方式，或者间接受其影响——仍然是财政收人的一部分，公平 地说，漕运体制在稳定性方面表现出它具有强有力的特点。但 是，它同样给明王朝财政经济政策的制定带来了一些限制。由 于要处理相当数量的税粮，政策制定者总是把自己束缚在漕粮 经济的观念里。仅仅从这一因索，我们就可以推断明政府的财 政经济是极端狭窄的。在明廷1436年、1472年和1474年发布 一系列上谕之后，它的整个漕运体制深深地树立起来。随后的 历代皇帝将之完全继承下来，不仅从未想过进行任何重大的改 革，而且连细小的修改，都很难去推行。额外费的征收，不得不 遵循早些时候的先例。几种土地税之间的差别，从未得到消除。 在一定程度上，漕粮体制和漕运管理也影响了中央政府和各省 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中国，朝廷总是掌握着无限的权力，它没 有必要为确立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而同各省协商。但在事实 〔11《天下郡国利病书》，第7册页3;第7册页4。 上，由于距离遥远，通讯条件差，中央政府很难全面发挥和使用 手中权力6某些处理惯例接踵而来，双方最终根据惯例达成默 契，在看似严密的集权体制下，地方上取得了相当大的自主 权財政经济方面的权力，也是如此.从理论上讲，制定什么 政策，推行什么政策，由皇帝决定。他那收归国有和没收的权 力，从未遇到挑战；他的征税权力从来就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实 际中，他只能得到其代理人和船队所能带来的东西。由各省永 久地分担的税粮，其数额是不可改变的，金花锒征收的制度化， 是明廷将漕粮分成两部分的最后一次尝试，该制度一旦设置起 来之后，明廷就未采取什么措施加以修改，在许多地方，上缴中 央政府之后，留下来的就成为当地士绅和官吏（他们拥有自己的 账房）的收人及掠夺的对象。在明王朝统治后期，中央政府 未能成功地增加收入，虽然这毫无疑问就是众多供应制度崩溃 的结果，但也反映了明廷无力取消各省自己制定的政策；而这种 政策规定了各该省自己能够得到多少收人。

二、军运组织——漕军

在漕粮年运数额、征收比率和各地承担份额这些所有问题

解决之后，就需要121,500名漕军来负责运输这些士兵来自 124个卫。来自各卫的分遣队（detachment)，拥有自己的管理机

〔1〕爱德温 *0* 里肖尔和费正清（Edwin 0■ Reischaiier St John K* Fair-ban)合著：《东亚太伶统》Aha : TTie Grrat ⑷⑽）〔波士喷， 1%◦年版），页304,

〔2〕还请参见贺凯的大作《明王朝的传统中国》，页34—35a

构和船只，仍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建制。由6到19支分遣队组成 1总(division)，专门负责某地的漕粮运输.总共有12总 “把总”通常是由“指挥”或“都指挥佥事”担任&在一些情况下， “把总”则是由“都指挥使”担任C 2入

如何组织漕军，是根据有关运输漕粮的省份的情况而定。 湖广、山东和江西的把总，除了听从设在凤阳的“中都留守司”指 挥外，还须听从设在这些省份的有关指挥使的指挥。浙江省设 有2总，同样听从指挥使的指挥。但是设在南京地区的2总，却 在留都兵部的指挥下。有4总，是由驻扎在北京的中军都督的 指挥下；其中有2总设在淮河下游地区，另外有2总设在长江下 游地K〔巧

各总“属于”谁，由中国军事传统所特有的程序所决定。一 个军事单位从其母体组织中分离出来从事另一性质的任务时, 它与母体组织的关系就完全断绝就“总”的设置事例来说，12 总组成了一支独立的漕军组织。在野外，各个把总享有很大程 度上的自主权.在处理有关漕粮运输事务时，他们要向漕运总

〇 3《太明会典》，卷27页784— 788;永婆：《历代职官表》（四部丛刊本），卷 60页2—夂

但是，《古今围书集成》在第690册页20中指出，牵涉到的卫有U0个， 此外，该文献还列出了从寧运输的漕军人数为126、S00人。《明史》也 给出了 <个数字，为120，000人.参明史》，卷79负7-8。

〔2〕关于这些军职的英文，由本人负责 〔3〕《漕船志》，卷6 W 17- -18。

明廷设置了 _个独立的军事组织，稃为“遮洋总”（

LHvisionh t在天津1德州和徐州设有分队，负有在激海湾进行短途 远輸的任务。1458年，海运中断a ]56?年，“遮洋总”正式解散，人员 为其他组织所吸收&参见星斌夫的太作■^明代漕运研究》，页320— 356。

督和漕运总兵官汇报。不过，在处理有关普通人事行政事务时， 如提升、降职、退休、转职等，有关文件就必须呈交给原母体中心 机构来处理。

分遣队的指挥官有“指挥千户长百户长”和“总旗' 这些职务如何设置*取决于分遣队的大小i这在各卫是不同的6 最大的分遣队，拥有336艘漕船，最小的仅有5艘〔每艘船 设1名“小旗”负责，一般管辖9名水手，其中一名是“纲纪”〔2〕。

每年漕粮运输分担数额的命令，经由行政渠道（command channel)下发。每项命令，指明了漕船数、船队所属的特定的 卫、运到何地及所运漕粮数量。漕粮转运和装上船后，只有小旗 和纲纪才能上岸，其他船员必须留在船上。在处理有关运输事 务时，漕军要把一种特殊的官文交给当地知县t由知县签名确 认，然后迅速呈交到淮安a漕军一方无论有什么过失，都必须向 漕运总督报告;相应的处罚是必不可少的a不过，地方官是无论 如何也不能扣押漕军的，除非他们所犯罪行是死刑。即使如此， 犯罪者也须押送到淮安，由漕运理刑主事审判〔3〕，

指明运往何港的规定，在各省是不同的。在湖广，漕粮集中 地是新州、汉口和城陵矶〔4〕。在长江下游，虽然我们还未发现 名单，但是集中地非常多。我们在编年史和一些特殊情况下发 布的文件中，至少找到了 6处有关长江下游地区漕军和当地衙 门争论的记载，它们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一地区的集中地分布范 〔1〕S漕船志》，卷4页2—12。

〔£〕在明王朝统诒后期，纲纪被去掉。参见C春明梦余录>,卷37页8—1 〔3〕《古今图书橥成》，笫6骀册页35*第6卯册页25。

〔4 )《大明会典》，卷27页802。

围很广

毫无例外，来自各卫的分遣队原样地驻在汛地。一有可能， 它就为同其母体组织即原来的卫相联的府服务。1537年，明廷 规定了各队各自运输的目的地，此后不再改变。但后来，有人提 议实行循环制。在17世纪20年代，明廷规定每队应向每一特 定目的地运输6年，然后循环。自此之后，每6年1轮的制度规 定下来〔U

漕军士兵每人每年有月粮12石，由来自母体组织卫的傕军 运输〔3〕.此外，士兵们还有“行粮”，每人每年2到3石不 等〔4〕。在明王朝统治后期，月粮经常推迟发放；或者f即使发 放，每人所得也是大为减少，这给士兵带来了极大的痛苦〔5\ 在明王朝整个统治时期，皇帝无规律地每隔一段时间，拿出少部 分钱币作为特别恩惠，发给漕军。但是，明政府的纸币，既不能 兑换，也无任何库存支持，每10年就会贬值〔s〕a 1M0年，这种

0〕《明史》，# 276^天下郡语剥病书》，第9册页44^古今围书集成》，第 S90册页44 -45;孙奇逢：《夏峰先生集》C丛书集成第2173—2178 册），页136;頋炎武： <震川先生篥》，卷8页7—8;味其愫等：《皇明经 济文集K16打年刻），卷7负2^

〔2〕4古今图书集成：K第690册页25。

〔3〕《大明会典》，卷27页791,

〔4〕《大明会典》，卷27页791 —792K古今图书集成》*第690册页24。

〔5〕《明史》提到，大多数情况下.月粮碱少了一半。参见P月史》，卷77 页l〇a

1588年，南京地区对己缗士兵的月榷减少到每年6石，未婚士兵每年 3.6石《参见王在晋的《通漕类编》<美国国会图书馆缩微肢卷第535 号），卷夂

〔6〕杨联嗓：《中国的货帀和信贷Creiid in 〇1£如）（马萨诸塞 州釗桥，1952年版），页S7;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犒》，页10L

纸币所值只是其票面价值的1%或2%皇帝发给的特别恩 惠并不能极大地改变漕军的处境.

引起漕军财产大幅度上升和减少的原因，是针对槽粮所征 收的额外费。额外费比率决定好之后，大约60%是用粮食交付 的；同时，40%兑换成银子，漕军就可以利用银子来支付运输花 费、驳船和运货马车的服务费，购买诸如竹席之类的防水材料， 在16世纪前：无论是银子还是粮食，都全部交付给漕军D补助 费完全能够支付花销。有一句话怀恋地说道，旗卒富饶，粮运 子斯为盛/，〔2〕

从1512年起，用钱币支付的额外费部分称为“轻赍银'逐 渐不再拨给漕军。起初，一包包银子运到淮安，由漕运总理派人 清查，然后分发给漕军。据说，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保护服役漕军 的利益，免受贪官污吏的盘剥。随后，银子包装封印好之后，运 到北京.最后，轻赍银变成了宫廷的普通收人了。在运输时，轻 赍银按照1〇〇,〇〇〇两打包捆扎，用特殊的船只装运，优先于漕粮 运输〔3〕。只有少部分块银发放给漕军.大部分，总共有 440,000两，被明廷享用了〔4〕&

额外费如何征收，争议颇多.按照正式程序，漕粮到达漕河 顶端之后，在登记记账之前，要晒上2天。〕。1466年，明廷派 〔1〕《续文献通考K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页2934—£935,

不过，这是官方规定的兑换比率，实际上的兑换率低得多5畚见杨联陞 的大作《中国的货中和信贷》，艽67。

〔2〕《江南通志》，转引自《古今困书集成第689册页27,

〔3〕（大明会典》，卷2!7页800。

〔〇《明史卷79页入

〔5〕陈其擁等；《皇明经济文集^卷7页 遣一名宦官，站在户部尚书前面指挥处理，他发现，仅仅哂上半 天后，漕粮的体积就减少了 S. 5%〔〇&这证明了髙额征收额外 费虽然导致许多弊端陋习，却在当时情况是必需的u

但是，负责收取的官吏、宦官，甚至包括漕军的各级军官在 内，都卷人进榨取活动中去，非法所得落人自己腰包。到明王朝 统治末期，行贿受贿公开进行.1530年左右，有名御史指出敲 诈行为有8种，每种都有其历史，有其行话和敲诈数目。敲诈所 得总数，有]3U600两之多

任何损失，其责任要由漕军军官和具体负责运输数量 的小旗承担》他们每年来回北京，需要大部分时伺.在这 长长的路程中，由于气候变化*漕粮减少是免不了的.许多 事例都表明，如果漕船漏水了，搁浅了，倾後了，或者被冰冻 结了，损失就难免在一些地方，漕粮不得不暂时卸下 来，以减轻漕船的压力。这些情况导致的损失，甚至包括自 然灾害导致的损失，除非由明廷下令勾销，就须由漕军官员 负责承担^

在当时的记述中，漕军官员总是遭到批评和谴责。据说，漕 船因还要装卸漕军的私有货物而装载过重由于他们把自 己的私事同公务牵涉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引起不必要的耽 搁〔4 \他们盗用、贪污漕粮，用水浸泡，掺上沙子增加体 〔1〕《明宪宗实录》，卷页

〔2〕《明世宗实录》，卷〗2页U—13;余继登：《典故纪闻》（丛书集成第 2SU 册），卷 17 瓦 276。

C3〕《春明梦余录h卷37页40,

〔4〕4天下郡国利病书h笫6册页20;《明宪宗实录卷84页I 积〔1〕，变卖漕船附属物〔2〕，甚至故意把漕船凿沉制造假事 故〔3〕。毫无疑问，这些都是重罪，但是，根据官文中关于漕军 情况记载来看，许多漕军士兵的境况完全不值得羡慕。

漕运总兵官和漕运总督于1473年提交给皇帝的一项报告， 指出一些漕军负责的漕船每年冬因河水结冰而搁浅，这样在连 续4年里，他们没有假期，因而不能同家人见而〔4〕fl —名户部 尚书于1522年在一篇报告中，列举了三大最为重要的目标，仍 然作为有关漕粮运输必须完成的规定，即“舡不守冻，粮不挂漕， 军不借偾”〔5

漕军军官和士兵负偾，是众所周知的&为此，明廷所颁布的 严厉措施要负部分责任。我们今天可以发现的明代法规，表明 对耽搁和漕粮损失的惩罚是冷酷无情的。无论怎样，一旦损失 趙过了规定数量，运输者注定要受到惩罚，即使导致损失的原 因并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运输者也要受到同犯偸盗罪一样的 惩罚。这些法规中所提到的惩罚，主要是在役士兵发配到前线 去，对军官则降职，停止支付薪水。即使作了这样的惩罚，受惩 罚者仍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弥补损失这就必然导致他 们去借钱来弥补，从而负上偾务&

在漕河的尽头处有许多粮食，不知从哪儿运来，漕军官兵可

i明史h巷79页9。

《明臣奏议），卷34 W 《明史>t卷79页9。

《明宪宗实录h卷〗2◦页8。

《明世宗实录》，卷£1页17。

《明律解附例》，卷7 W 42—44,

以花高价买来弥补他们的损失等待他们的，还有髙利贷 者，他们无力归还债务时，髙利贷者就夺走他们个人所有，有时 甚至抢夺他们运输的漕粮。尽管明政府颁布法令控制这些不正 当行为，偾权者的行为并未收敛，他们在势力庞大的贵族的庇护 之下肆无忌惮

漕运总督多次请求皇帝解决漕军的痛苦。丛兰于1519年 上奏皇帝，指出有名负责漕运的百户长上吊而死，有名指挥剃度 遁人空门〔3〕。在多次请求之后，明廷发布了各种解决漕军痛苦 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既不是实质上的，也非永久性的& 1492 年，弘治帝发布上谕，准许在役漕军申请向国库借款，一年之内 还款，不收利息〔4〕。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漕军士兵享受了这一恩 惠，也不知道每人能借多少。正德帝读到了前述丛兰的上奏后， 下令户部研究漕军处境并提出解决意见。户部提出了一个计 划，准许负债漕军从政府那里购买食盐，每船为13.5吨。购买 价格由贷款方提供；而漕船可以在返程吋装运食盐回到丰 地〔5\自古代到民国时期，中国的食盐一直在政府的垄断之 下。户部所提计划，是准许漕军分享一定的利益。我们了解到， 该计划随后得到批准执行.但是，有许多具体问题仍然不猜楚， 比如购买价格到底是多少，分派的食盐总共有多少吨，借贷者分 得多少利益，最后是否解决了漕军的痛苦，等等。从项非常粗 〔1〕《明史》，卷79页S。

〕《明史》，省208页25

〔3〕黄训编t《皇明名臣经济录》，卷22I22d 〔4〕《古今图书集成：K第690册页29。

〔5〕漕运总理丛兰于1501年的上凑报告，黄训在其所编《皇明名臣经济录》 卷22页22中收录了该拫告。

略的估计中可以得出，每艘漕船所得纯收人，在30两到50两银 子之间。

另一项解决漕军痛苦的方法，是准许漕船携带一定数量的 私货。除了粮食、木材、发酵剂和烈酒禁止以外，至于其他货物， 明政府虽然不鼓励，但可以容忍，这种商务活动，最终成为争议 的焦点^

据说，漕军士兵在前往华北的运输途中，利用时间，在仪真 和瓜洲购买竹子和木制家具U \在张家湾，郎漕河在南方的端 点，他们的商务活动对当地的全面繁荣贡献不少〔2\返程漕 船，正如一个作者写道百拾成群，名为空船，实则重载，违禁犯 法/’该作者还列举了非法装运的货物，包括腌猪、牛皮、猪鬃、谷 物、豆、芝麻、桃子、梨、枣

不可否认，准许私自贸易，使明政府付出了漕军纪律松弛、 国库税收减少的代价。为了防止漕船耽搁，驶往华牝的船队不 能停留下来以待漕运都御史检查；相反，漕运都御史必须前往运 输途中检查，漕运理刑主事、兵备道也有权前往“盘诘”，了解漕 军所运输的货物是否在规定之内〔4〕.漕河沿线所有文官一旦 发现漕军有什么非法活动，就必须向明廷报告。很明显，这些措 施并不严密，得不到什么效杲。漕船在返回南方的途中，要向几 个检査站报告运载情况，拿出通行证&从文官的抱怨中可以看 〔1〕【天下郡国利病书》，巷S页20。

〔2〕<春明梦余录》，卷37页40。

〔3〕《漕河一规}，卷8b

CO <明律解附例》，卷17页24—25。

出，这一程序并未能阻止所有走私货物U\

漕军是否像他们的批评者所声称或讥讽那样，真正自由地 获取了大量财富？许多事实都表明并不是这样.的确不难想 象，漕军官兵非常贫困，处境日益下降1对此，我们在前面以相当 长的篇幅探讨了，本章最后几部分还要讨论t他们陷人偾务，一 直是明廷严重关注的问题.此外，我们并不相信明廷处理运载 私货来补助的极端方式，能给他们带来许多利益。在整个明王 朝统治时期，准许漕船携带私货多少的限制逐渐放宽。]474 年，明廷规定每船可携带1〇石私货“502年，又作了重申&到 1560年，数量提髙到40石。1579年，增加到60石既然明 廷以此作为解决漕军官兵的经济困难的措施，那么，如果漕军官 兵做得很好，数量就会减少；只有在该项措施并不能达到预定的 解决目的时，数量才会提髙。

这种私下贸易将是一个最令人感兴趣的研究课题^非常不 幸的是，当时的文献能够提供的有关资料非常少，我们难以得出 一幅清晰的画面。本文在研究之前，对当时的文献作了全面的 检査；然而，我们所得圃面，不过是一些整体的、模糊的记述。如 果没有从当时的官文材料中发现更多的信息，我们所能做的，不 过是作一些简单概括的猜测^

然而，我们可以从逻辑中推理出一个结论，即明政府批准漕 军可以从事的私有贸易，虽然部分官兵超越了法律规定，但并不 能完令从总体上解决漕军的经济困堵。看起来，上面所列货物，

〔1〕《大明会典》，卷W页807;《漕河一视》，卷8。 〔2〕《大明会典舂27页806,

只有返回南方的漕军在贸易，其他漕军并未从事，因而在当时并 未发展成为大规模的贸易。漕粮，包括产自淮河流域和黄河地 区的小麦、大麦和豌豆，沿着漕河水道，无论是从南向北还是从 北往南，但都必须经过淮安附近的水门。一路上，要克服许多困 难，许多官员都认识到此点，因而对于漕军官兵来说，虽然明政 府批准他们可以从事实质上的私有贸易，虽然他们在从事这种 贸易时超越了明政府的许可范围f但是*他们能否克服闲难.非 常令人怀疑s此外，成群的宦官，带着购买和制造的任务，来往 宁运河上;他们卷人私运，是不难想象的&虽然本文后面要探讨 宦官和漕运的关系，但在这里可以指出的是，当时流行着一个话 题，就是这些宫廷寄生虫在违背法律走私时，拥有的条件比漕军 的要奸a他们也有办法从事大规模的走私。而漕军则相反，资 金常常不足。从几个众所周知、漕军因违背规定而被抓住的事 例中可以看出，漕军一般仅仅是出租空闲的船舱；他们自己没有 资金去从事贸易活动更主要的是，他们同商人的联系是临时 性的，运输货物的路程较短t他们并无计划，也未集资，不可能从 事大规模的贸易活动&

那些竭力强调此种贸易具有重要性的学者，总是认为既然 大约有11，700艘船只从事运输，到明王靱统洽末期，还有9,000 艘船只仍在进行，因而以1579年统计为计算基础，认为这些船 只每年所运输的货物非常容易超过50万石。但是非常值得怀 疑的是，是否所有糟军都在行使明政府准许携带私有货物的特 权呢？如杲他们都在行使，那么正如上面所探讨的一样，无论是 从南到北还是从北到南，他们的贸易活动的确没有发展到一定 规模a我们只能推断，私有贸易只是在地方交易的层次上促进 了漕河水道上的物资交流。毋庸置疑，虽然它对合法的商业产 生了负面影响，但是影响程度到底如何，是难以恻量的，

虽然漕军贫困，但明政府颁布了一项政策，在我们看来十分 奇怪，因为它规定漕船部分损失费要由漕军承担.据说，此项政 策在明王朝统治早期就产生了，一直在推行，其目的在于强迫漕 军要好好地保护手中的漕船〔1\该项政策具体推行时间没有 记载，有文件说，早在1435年，明政府就规定漕军要承担40%的 损失〔2〕。在明王朝统治中期，规定漕军要承担30%的损失，其 余70%由上缴漕粮的百姓来承担a但是在这70%中，有30%是 从退役漕船上卸下来的.因此，漕军实际上仍然要承担全部建 造费的40%多〔iU

就漕船打造情况来说，主要有两种。对于由驻扎在长江以 南的:R所控制的漕船来说，建造由地方负责〔4〕。省、府两级政 府要拿出资金给军队单位，由后者建造漕船&对于由驻扎在江 北的5总和南京总控制的漕船来说，它们通常停靠在北岸，船坞 由中央政府管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江北地区，很难得到木 材.由中央政府进行控制，军队单位就不用派出众多购买木材 的队伍，离开驻扎基地，到处寻找木材。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就已经提到，有3个船坞投人使用„ 分别在U24年和1600年后f胳清和南京的造船任务先后交给

〔1〕《春明梦余录》，卷37页明史》，卷79夷5, 〔2〕李眧祥：《龙江船厂志卷1页H 〔3〕《大明会典h卷27页S1L 〔4〕《漕船志》，卷1页3。

清江浦船坞来承担.在鼎盛时期，该船坞一年之内就有746艘 船只下水〔1\

在15世纪中叶前，明政府规定由负有进贡责任的地方政府 把木料送到船坞去.此后，输送任务逐渐改以钱币方式进行。 在该世纪70年代，欠款情况常常出现，电于资金不足，造船厂 不得不削减原料比率。具体到每艘在建造中的船只来说，所配 给的木料、铁钉、桐油和麻绳，加起来，总价值还不到40两银子。 为了打造好船只，漕军不得不弥补差额；有时，这种差额有70两 银子之多〔2〕。

在另外的10年里，由于支付款项太大，不得不寻找新的来 源„ 1479年，地方政府所承担的责任中断，只是还继续向船坞 提供劳役。购买造船材料的资金，由工部管理下的3个收税站 承担。该通行税，不同于户部征收的类似税收*被指定作为造船 资金使用

通行税并未立即解决漕军的困难。在1480年，户郁召集会 议进行商讨。一项来自会议的报告，就强调指出：“所派木植，多 不能全领，是以军士赔补，嫌及子女、产业，〔4〕

为了支付开销，明政府不得不增加几个征收站征收通行税。 1480年，分别设在青州和杭州的两个收税站，分别上缴了 4,000 两银子a随后，芜湖也上缴税银.将从这3个收税站所得加起 来，1481 年为 9,500 两，1482 年为 13,000 两，1484 年为 22,500

〔]〕《漕船志》，卷3页—14。 〔2〕《清船志》，卷4页1。

〔3：[《明史>，卷81负18。

〔4〕《明宪宗实录》，卷Z07页

两，H86 年为 16,800 两，1489 年为 2& 670 两〔11530 年后， 明政府将荆州收税站所得用于补助湖广省的造船。杭州和芜湖 收税站所得，再加上清江浦工部分司本身的收人所得，作为清江 浦船坞造船资金。在]7世纪早期，杭州收税站所得增加到 18,770两，芜湖増加到U，440两。清江浦所得虽然未知，但大 约也有〗1，500两&这3地加起来提供了 44f510两银子 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劳役，兑换为钱币支付，另外可得5,236两收 人，虽然如此，漕军仍然需要支付26,089两；或者说，要承担总 花费的32. 3%〔3疋

大多数漕船要服役1〇年。在退役的前一年来到时，其情况 正如当时的一个文献所指出运军于该造年分预先一年休息， 办料代役，空闲军佘出办以凑军三之数，〔4〕U03年，由于是 最后一次结账清算，因而每艘漕船全体人员需承担35两〔51 更多的是，这笔银子由军事机关从他们的普通薪水中扣除，然后 一起交给船坞；工部所设分机构要为此承担传递责任^ s

打造一艘漕船，总花费需百两银子左右.不同资料所列价 格表明，从15世纪晚期到整个17世纪，看不到明显的增加或减 少，所列价格，每艘漕船在83两到120两之间，反映了所用木

C1〕阵子壮：《昭代经济言K丛书集成笫757—759玴〕，卷3页424古今图 书集成第689册页27。

C 2〕《漕河一效J，卷l]p

然而，汪宗伊所提交的一份备忘录指出，清江浦的收入是芜湖和杭州 的两倍。参见《古今图书集成h第册页S3。

〔3〕i漕河一 卷1U C4J《漕船志》，卷&页14。

C5J《古今图书集成》，笫689册页27。

匸6〕《昭代经济言》，卷3页46P

料不同，产地也不同，这种变化同价袼变化没有什么联系，不 过，有事实表明，价格之所以能够维持不变，是明政府大力维持 的结果。自]7世纪早期开始，清江浦船坞造船预算为：每艫需 105. 4两银子；其中，57. 8两用于购买木料，16. 6两用于购买附 件两用于支付劳力和杂七杂八的开销〔1〕.每鑪漕船的漕 军要承担35两，大约占漕船价值的1/3;这一数字接近于前面所 说、以船坞总共所得为基础得出的百分比数字。

在漕军拿出自己承担的份额后，船坞就被认为要承担全部 管理责任了a但并不总是这样&许多漕军船员被他们的母体组 织卫陚予“富有”的特征。对于这一部分漕军来说，船坞只是发 给原料.船员有责任看见自己的船只下水，在打造过程中出现 的任何额外花费，都需他们来承担U \

长江以南的情况更无什么指望.许多事例都表明，漕军是 以分期付款方式拿出自己所承担的份额的.有时，漕船在打造 了，面资金不能及时到位，漕军不得不借款.耽搁三四个月，是 常见的事〔3〕。直到16挞纪中叶，各地船坞的管理才在中央政 府控制之下，对湖广省船坞的控制，开始于1530年〔41位于 浙江的船坞，于1559年在中央政府组织之下〔5〕。对位于安庆、 九江和苏州的船坞控制，开始于1572年〔6〕。即使到这时，船坞 也未解决漕军的所有问题。明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推行造船的 〔〇《漕河_妷》，卷

〔2)《漕舶志》，卷3页古今图书集成S，策&90册页3L 〔.3)《漕船志}，卷6负9。

〔4〕C昭代经济言:K卷3页4^

〔5〕S大明会典》，卷27页813a 〔朽〕《大明会典》，卷27页SH

法定水平；至于漕军士兵的经济负担，从未得到完全解决。

不过到16世纪中叶，造船计划能够克服逆境，得到推行， 即使一些头脑清醒的官员不断提到漕军的困境并提请皇帝注 意，但是，根本解决:的时机并未来到。每年都有一些旧漕船退 役,新船下水服役t这说明，漕船数量并未大幅度减少C 1 \然而 到16世纪后半期和世纪早期，就不再是这样了 & 1597年，清 江浦船坞报告说•各卫拖欠造船款总数达64,3仙两银子。1603 年到1608年间，军事机关延期未付款项达13,126两.结果是， 有1，400艘船只得不到替换〔2〕。派遣船队到朝鲜和辽东，使漕 船情况更加严重。从这到明五朝崩溃时，漕船缺乏日益严重，明 政府不得不征召民船服役f很明显，这不可避免地对漕运体系产 生广泛的影响，当时所写的诗文就不断提到此点漕运总督 王纪于1620年所写的一份备忘录，对此也作了鲜明的播述举 淮扬一带，无论海船沙船，靡不搜括及之.即舟人呼天抢地，臣 亦付之无可奈何，大索两三月，在扬仅得六十四只，在淮仅得七 十九只。”〔4〕

与此同时，漕军手中拥有的漕船减少到艘，其中许多 负载过重〔5疋

〔1〕《漕船志》在卷3页12- 14中，收录了 1490年到年间建造的漕船 数名单。

C23 i漕河一袖^1卷7。

〔3〕今图书集成》，第&90规页41 ;吴梅#梅村家威稿K四部丛刊本） 卷3页12;陈田《明诗纪事:K 1936年商务印书馆印本 >,页2SU。

〔4〕《祚庙留中奏疏类要h卷5.

〔5〕在明王朝统治后期•漕船总数下降到9t000多艘，参见《明皂奏议:卷 34 页 657,

漕军本身堕落变质的情况令人吃惊。必须指出的是，明王 朝的基本军事制度对此要负大部分责任早期时候的政策制定 者规定俘虏和罪犯家庭必须永久服兵役，也就是从农奴中征召 士兵，将兵役制建立在农奴上;这种情况同克里米亚战争之前的 俄国推行的农奴兵役制一样，和日本德川幕府时期推行的农民 兵役制也相同，同俄军和日军一样，明军也被束缚在分配给他 们的土地上。但是，任何这样的军制要想成功地推行，取决于能 否全面地控制居民的活动和彻底地消除社会流动，在15世纪， 中国并不再存在这种条件。大量事实证明，此时的百姓毫无困 难地改换行业明政府不仅不能限制居民改换住所，也不能 再成功地防止大批大批人群一般因自然灾害和内乱而越省逃 亡〃:f。同时，土地自由买卖.城镇市民和商人的活动非常积 极；婚姻自由，不再受社会各阶层森严的限制在这些所有事件 中，明廷再也不能按照陈旧模式管理国家。整个军户世袭制在 这种背最下明过时了^

当新王朝早期具有的强大力童开始消失时，整套军制的所 有弊端就开始暴露出来.士兵逃亡的规模令人吃惊〔3〕D用以 维持军制运作的军有土地，大片大片被侵占、转卖.在1449年 爆发的危机期间，明王朝的军队建制的弱点暴露无遗，当时的一 项报告就证实说:“整点各营宫军，其官军不到者，动以万数，衣

〔1〕《皇明文衡》（四部丛刊本），卷27页6—10。

〔£〕王楽武：《明代户口的消长》J弗京学报L第20期页331—3?3(193(； 年11月

〔3〕吴晗：《明代的军兵h《中囯社会经济史集刊：K195S年第2期页92— 141.也可参看王毓铨的《明代的军户》八历史研究K1959卑笫八期页

甲全无，〔1〕

然而，明廷不但不设法着手改革，反而竭力坚持推行旧制。 侍郎沈潜再次建议颁布新的法令，规定军户如果逃亡或死亡，兵 役就由其亲属和邻居来承担，称之为“勾摄”    明廷还向各地

派遣特使，负责全力维持新式兵役花名册^ —且兵额需要填补， 就“遍寻所有名册，彻底审讯调査，恰似审判罪犯” ^ \但是最终 结果不过是“逃而复勾，勾而复补”〔4〕a

从总体上说，漕军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卫所军队的 环境，而士兵大批大批逃亡却是一样.漕运总督李蕙和漕运总 兵官郭竑于1595年联名上奏指出：“直隶到南京一线漕军共有 六十支tdivisionh在这些建制中，不少于5,00◦或6,000名漕 军要求在驻扎地搞运输，同时有14,000或15,000名漕军逃跑。 负责军官不得不雇用流民和乞丐弥补空缺。”〔5〕该段所提到的 逃亡数宇，占潸军总数的1/3。

潛军设置后不到年里，它就变成了普通的劳力组织. 它既无作战能力，也无适当的军队纪律（因此，现在的日本学者 称之为“劳力'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版的一些著作则称为“奴

〔1〕《典故纪闻》，卷12页203。

〔2〕4明史》，卷138页

〔3〕《吴都文粹续集><影印四库全书本），卷16页15,同样的例子也被陆 容钢用，畚看S菽园杂记》（丛书集成第329册），卷]页1U (此句直 译。据作者所注出处找不到此段话，只有稍为接近的一句为〆‘遂逮里 中，论以隐匿，坐充军者凡二十四人，——译者）

〔4)    $夭下郡国利痼书 >，笫8册页&0D

〔5〕《漕运通志》，转引自星斌夫：《明代漕运研究h页229—230。（此句直 译。根据作者的注释，此句出自《漕运通志>，可能有错*因为《漕运通 志》成书于嘉靖年间，远早于作者提到的1595年，即万历二十三 年，——译者）

隶')1510年，山东爆发了一次农民造反，导致济宁附近的船队 停顿下来，陷于困境。有报吿说，此次起义被镇压下去后，一方 面有1，552艘船只被毁，另一方面不知有多少士兵被杀。在检 讨此次事件时，有名都御史提问：“但军至十万之众，既有都御 史、总兵、参将为统制，又有把总、都指挥等官分领之，又有指挥、 千百户等官管押之，大小相承，居则有卫，行则有次……未闻何 官以勇而伤，何宫以义而死，次年，正德帝指示把售卖额外 税粮所得，用来购买弓、箭、长矛和剑。船只经过淮安时，明政府 指示他们检査一下是否携带了合适的武器装备〔2〕。不知该命 令到底执行到什么程度，因为有关记载没有进一步提供有关 信息^

上述情况继续往前发展，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漕军 身上所保留的作为一个军队组织所具有的特点消失得无影无 踪，1574年，御史萧泮在上奏中针对漕粮情况，列举了有6项大 事需要解决，其中有，运船过淮，随到随编，以二十只为一 甲，总给一牌，每日轮流二船直牌，为甲长^ (还提议：）各备器 械什物，盗发协力截赶，风起商议策备1572年至1575年 间担任漕运总督的王宗沐，在一份未注明日期的上奏中报告说， 这些沿线措施都得到推行，只有两项措施例外，一是每组由5艘 船只组成，而非10艘；二是百户长由推选产生，而非轮流担 〔1〕《明臣奏议》，卷13页221。

〔2〕《大明会典》，卷27页806。

〔3〕作者错将二十只写为十只a——译者 〔4〕《明神宗实录》，卷32(应为卷33——译者）页 任〔1\如果这样的基本组织规则必须由漕运体系最高当局强 迫推行，我们不仅要问，漕军船队还有什么特点使我们能够将之 视为军队的分遣队呢？还有，非常明显的是，各祌漕军官员已经 无力控制以前一般电他们指挥的船队，这祌情况使他们不过是 明廷的办事人员，他们的惟一职责是把规定的漕粮转交上来。 由于这种情况，他们反而自然地全力关注如何获利，避免短缺U

17世纪20年代受命也任巡抚的毛一鹭，当时就不止一次 提议，漕军船队应该武装上刀剑和弓箭；一有机会，漕军军官就 应该训练士兵但是到此时，漕军已经退化变质，再也不能 恢复原样。南京兵部尚书于1616年就此写道仅鹑衣百结者 数千人为运军，其中有狡谲无赖，欲衣食于漕粮者，充为旗甲. 一经签定，恣意横行，折乾盗卖之弊，种种莫诘……”⑺另一资 料指出，一些漕船的船员毫无例外是雇用而来的，没有一个是从 原来的士兵花名册上征召而来的人还有事实表明，船员在运 输漕粮时，其家庭成员也拥挤在漕船上[5：|。

三、国家支出下的京师漕粮储存拨付

中国史学家经常发现，在任何特定时间经由大运河运输的 漕粮数量，可以作为瀏量中央政府的权力情况和稳定程度的尺

〔1〕《古今图书集成:K笫G90烟页29, 〔2〕《古今围书集成》.笫690册页38。

〔3〕《明神宗实录》，# 548頁2a 〔4〕《春明梦余录>,卷37页9。

〔5〕孙奇逢：《夏峰先生集K卷7页190。 度，近年来，一些学者在研究时也运用了这一方法；他们中有， 研究唐宋史的全汉昇，研究明史的吴缉华和研究清史的韩丁。 由于漕运体系能否成功地运作取决于几乎每一套政府制度能否 适当地发挥作用，因此并不令人吃惊，漕粮运输数量的上升和下 降，是同整体上的明王朝行政管理效率情况相适应的；相互之间 的关系常常表现得非常引人注目，不能忽视。

然而，如果匆忙接受这一理论，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其中 一个错误结论就是认为，既然在每个王朝统治的早期阶段，经由 运河漕运粮食证明是可行的，那么漕运制度的基本设计必定是 正确的。只是在后期，由于滥用和破坏了早期的政策，才导致漕 运失败。另一错误结论同前一种类似，只不过是貌似有理，有关 王朝统治的崩溃，即使不是漕运数量下降的惟一原因，也是主要 因素之一，传统的中国编年史著作，都喜欢这两种观点a

就本文所研究的明王朝的情况来说，上述两种观点都是错 误的。首先，漕运制度的设置所开创的是这样一种的国家财政 体系——既刻板严厉又浪费，随之而来的推行政策，主要包括 规定国库要收人多少，加在纳税人和漕军（他们毫无例外由世袭 军户组成）头上的负担不但过重而且不公平，等等，把整套漕运 体系建立在一种非常不稳固、不健全的基础之上。其次，沿着漕 河的漕粮运输t虽然在16世纪后期极大地下降，但是并未极大 地妨碍政府机构的运作。在17世纪早期明王朝走上快速崩溃 道路时，漕粮运输数量反而得到部分恢复.

在本章第一部分中，我们已经指出，历史学家容易认为在漕 运体系运作的早期，漕粮年运输量偶尔出现的增加和减少具有 重大意义6但是，如果对每10年或20年为一期的平均运输量 加以分析，就会发现漕运量不断地稳定增长。以同样的分期方 法加以分析，就会发现明王朝统治后期漕运量下降所产生的影 响往往被夸大了.

不可否认，漕运量在1520年后下降了；当时的文献资料不 再记录每年运输了多少石。相反，它们记录每年中1年的运 输数字〔U即是：1522年为3, 560, 000石，1552年为 2，332,837石；1562年为2,632,610石。1567年，隆庆帝继位， 早期的运输量得到短暂的恢复*在1568年和1569年，运输童 都又一次达到400万石的纪录。但是随后，总运输量再次下降^ 到16世纪末，年运输量维持在300万石左右C 2弋

漕运童下降，是由几个原因导致的，不能把它所产生的后杲 不加区别地认为使明廷陷人财政困境，从16世纪20年代到7〇 年代，黄河零星地决堤，明显地影响了漕运。在这一期间，有人 提议在东面丌辟一条迂回路线。其中-项建议就是在山东半岛 半腰上开凿一条新运河。另一建议是漕运总督王宗沐提出来 的，他强调恢复海运.还有一项建议，设计开凿一条支运河，从 徐州地区改变漕船的方向。此项建议虽然最终付诸实施，但到 17世纪早期，还未开凿出来&这些五花八门的建议证明了明廷 的确非常担忧，但是局势并未达到令人绝望的地步&

非常重要的是，明廷在这一时期保持着漕粮储备。嘉靖帝 于1521年即位时，他发布的第一道上谕就是豁免全国一半土地

O〕吴緝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页19L C 2〕吴缉华t《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東201、3〇4,

税，为期1年;此外，他还取消了所有记录在案的拖欠的税〔〗弋 1539年立太子时，湖广有2/5、河南和直隶有1/3的土地税得到 豁免即使在1551年，对南直隶和浙江加征了总数为120 万两银子的额外税〔3〕，但是在1567年隆庆帝即位时又一次全 面减税5〇K〔4〕。虽然于1572年登基的万历帝没有减免賦税， 但是在4年后下令全国承担的漕粮份额减免30%，为期1 年虽然要么因宮廷喜庆，要么因自然灾害而减免税收并不 是史无前例的，但是两者都不是明廷不得不做的。这些减免，在 百分比上是实质的，在适用范围上是广泛的.如果明政府财政 极端短缺，是不可能减免的。

即使有时国库储备的银块减少，但粮食储备总是维持在需 要的水平之上。在这一期间，用实物征收的土地税暂时兑换为 钱币征收；有时，这是自然进行的，皇帝个人并未同意1524年 任槽运总理、1525年任户部尚书的王果，在许多场合下都批准 兑换征收&他的理由就是“粟有余吋用+足

槽军总兵官万表全心全意支持临时性的兑换征收政策.他 在一份未指明日期的上奏中指出，采取这一政策，明廷就可以 0.7两银子兑换1石税粮的比率进行征收，在北京，得到漕粮 的军事官员经常在市场上变卖，而每石价格还不过0.3两^如 果政府直接以银子的形式支付，其中一半从纳税人手中征收而

U)《明史》，卷17页2—h 〔2〕《明史》，卷17页13d 〔3〕《明史》，卷7S页 〔4〕《明史卷19页U 〔5〕《明史K卷20页 〔6〕《明史》，卷202页7。

来（也就是每石征收0.35两），他们的确会非常高兴.如果这样 做,不但政府就可以得到另一半作为纯利收人，而且所有装运、 储存和分发漕粮等一系列麻烦都可以省略.嘉靖帝一收到这份 奏折，立即批准执行以前一种兑换比率，即0-7两锒子兑换1石 税粮进行征收的政策〔1〕。这样看起来，明廷相信减少漕运量并 不会使其财政收人减少。

非常明显的是，在16世纪70年代，由于粮食储存有多余， 明廷需要的是钱币^ 1579年，负责管理粮仓的户部尚书汪宗伊 报告说，北京和通州的几个粮仓所储存的粮食加起来，总数超过 15, 10万石，而年消耗只稍微多于1. 90万石。结果，157】年运 来的漕粮已经腐烂了〔2〕，此时袒任大学士并一般被其同僚视 为首辅的张居正，也提到了同一问题。他在写给朋友的一信中 指出：“运艘过淮，无任欣慰，今计太仓之粟一千三百余万石，可 支五六年，鄙意十年之上，当别有勾当，今未敢言也C3〕

张居正所提出的新方案从未公开过；但是，他所预测的粮食 储存童稳步地上升。1583年，超过1,800万石。即使年消耗也 上升到220万石，但是储存量多于消耗量的趋势非常明显。大 学士申时行强调不能再有更多的漕粮堆积起来，指出京仓积 米，足支八九年，愈多则愈浥烂H 3

同样明显的是，在这一期间，明政府所花费的银子，数量急

〔1〕<名山藏•漕运志》，转引自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 >，页 193—194,

〔2〕《春明梦余录I卷37页21—22&

〔3〕《元明寧类抄影印四库全书本卷4<应为卷7——译者）页 〔4〕《明神宗实录卷144页k

剧上升。张居正对粮食储存置非常满意，可是一提到银子储备 情况，失望万分，完全是另一副样子.他在给万历帝的一份奏折 C大概是1579年呈交的）中螫告地说道：“万历五年，岁人四百三 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11〕，而六年所人仅三百五十五万九千八百 余两，是比旧少进八十余万两矣，五年岁m三百四十九万四千 二百余两，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万八千四百余两*是比旧 多用四十万余矣〔2〕

更为有意义的是*出现这么大银子花费数字表明，自明 王朝统治早期以来，无论是国家财政还是国民经济都发生了 重要的变化。在15世纪早期，国库里的银子岁人和岁出从 未达到张居正所说的数字，明政府解决财政问题的方法，仅 仅是拨发手中的粮食，辅之以部分钱币；钱币发放后，从未 赎回a

在永乐帝开始大规模地运输粮食到北方时,设想的是日用 品"百费仰给一个半世纪后，银两站到前台成为合适的交 换中介，并发展成为官方和民间交易中不可缺少的中介^虽然 这种发展可能是逐渐式的，然而到16世纪末，演变结果非常明 显，不言而喻^如果忽视这样的发展背景，单纯以运输到京师的 漕粮数置为惟一的测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标准，毫无疑问是一种 错误的方法。深人研究北京漕粮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拨付的， 可以进一步证明我们的观点.

〔1〕作者此处所引有错，把4,359,400余两写作4,355,400,这里照原资料 译出，——译者

〔2〕《春明梦余录》，卷35页32a 〔3〕《明史>，卷79页1。

必须记住的是，运输到京师供宫廷和宗人府（the Bureau of Entertainment)食用的粮食，是去了壳的大米，总共有214,000 石，并不在本文迄今为止的讨论之列。京师漕粮的分发，毫无 例外是按照定量和报酬进行的。《明史》所记录的分发情况， 大概是以〗581年的数字为基础的。在京师所分发总数为230 万石的粮食中，有40，000石是文官的报酬，国子监教师的俸 给J6,000石作为在宫廷劳动的苦力、厨师和工匠的工资；其 余2，181，000石分发给驻扎在京师及其附近、肩负卫戍和其 他责任的军队。在这些数字之外，还有石分运送到 前线卫所cn。

拨付数量虽然时有增减，但在有资料可以利用的16世纪 里，看来在大多数时间里，增减幅度的范围很小。比如在1567 年，总拨付量超过260万石〔2〕a此后在〗6世纪70年代减少固 定在200万石之内，直到明王朝统治末期才再次增加。

然而，拨付数量的增加并不一定证明了政府机制的运作有 效。从万历帝到崇祯帝期间，众多官员呈交的无数份奏折都指 出，漕粮拨付量比以前要多，其原因在于宫廷内侍、御医和其他 附属人员太多；也在于成立了一支精锐部队，其士兵所得份粮是 普通份额的一倍半甚至两倍，而该邢队的作战力并不怎样，根据 这些上奏官员所说，并未给明军带来什么战斗力直到17 世纪，明政府才将大部分漕粮运到前线；到那时，正如我们随后

〔1〕《明史卷82页20。

〔2〕《续文献通考》，卷30邪。

〔3〕《春玥梦佘录》，卷加页16—17;卷37页32—-37。

要解释的一样，所运漕粮太少了 t也太迟了^在此后明王朝统治 最后时期里多的漕粮用于京师消费。总的情况是，漕粮运 来越多，浪费就越多。首要的是，浪费者为自己辩护.对这无数 份奏折进行分类，就会发现每份上奏都提到了一个题目，即如何 按照惯例维持漕粮.看起来，明代官员从未想到去如何利用漕 稂作为投资资本，拓宽经济基础，或者对某项可以加强政府地位 的特别项目提供资金a考虑到所有这些事实，那种认为如果运 输漕粮更多，就可以便全国尤其是明廷受益的观点，并不令人 信服。

一般按照比率只是分配给京师卫戍部队、官吏和宫廷内侍 食用的漕粮，不断被领受者卖给无权得到的人员。有些事例表 明，明政府作为配给票分发的军筹，以髙价易手。卖者把所得收 人暌包后脱离与漕粮的关系，就由买者手持军筹到朝廷粮仓兑 换粮食4当时的一名作者坦率地写道，16悝纪50年代他在南 京期M，他每月就从Ji所部队那里购买这样的军筹很明 显，北京也有同样情况发生。负责粮仓管理的侍郎南居益在一 份呈交给崇祯帝的报告中就坦率地提问其实，满京都何家无 军，亦何家不食漕米？3兵部在一份注明日期为1600年的 备忘录中就提到，北京漕粮的市场价为每石〇. 3两CM。1S03 年夏，北京粮价上涨，明政府多发1个月的份额给官吏，坦率地 期望他们倾销出去以减低粮价。1626年，明政府又作了类似的

〔1〕何良慠■.《四友斋丛说杂杪》（丛书集成第2807 -2809册卷3贾 U0-U1.

〔2〕《春明梦余录》，卷37页33。

〔3〕程开祜j筹辽領画:K万历刻本），卷12页24。 发放en。很明显，漕粮产生了另一个作用：它降低了粮价，以 可以接受的价格为京城百姓提供了粮食。自从万表在其上述呈 交的奏折中强调实行兑换政策以来，粮价在60年里维持不变。 每石0.3两的价格，甚至比粮食生产地长江以南的粮价更低。 这是--个巨大的成就。重要的军事行动常常由围攻情况所决 定；在这种时代里，在京师储备漕粮，具有毋庸置疑的优势。但 是在必要的储备范围外，过多提供和堆积，就无什么重要意义。 事实上•明廷粮仓每年分发230万石到260万石的粮食，就会养 活4,000,000到5,000,000人；这还不包括至少可以满足另外 50T000人食用的白粮市场粮价下跌，表明供应超过了饱和点。 既然这样，整个情况看起来就过于浪费。

如杲每年运输300万石就完全能够满足需要，我们就要问s 在15世纪明廷规定每年通常要运输多达400万石左右漕粮到 北京时,它是如何处理多余部分呢？在当时的记述中，找不到直 截了当的回答，闵为当时£录中并无记载如何分发的细目。但 是从各种叙述中可以推断出一些具体的分发惰况。

军队一直是最大的漕粮消费者。虽然众所周知，在明王朝 〔1〕《明史抄略K四部丛刊本>，卷3页3,

按照规定，津贴和官倬毎农历2令月或以粮食或以钱币发放一次。 1603年，明廷规定，连续2个月即农历六月和七月以粮食形式犮放。 1626年，明廷颁市了类似的规定但该年按照中国彷法*属于闰年，也 就是有个月而非12个月。不过.果取这样的措施，目的还在将粮食 价辂降下来u参见《明熹幸实录K卷明页在U70年前，政府 为了解决京师稂食恐慌.将500,000石漕稂售卖姶百姓。参见《明宪宗 实录：L卷84页2。同样在1522年，明政府公布的一项布告，不准以钱 听形式支付税精*理由是“京师米价腾贵'参看《明世宗实录》，卷12 页2。

统治早期，军队卫所得到明廷分给的土地，可以自给自足，但在 事实上并不一定能自给自足。有名官员估计说,分给北京附近 卫所军队的土地，每年生产出来的粮食，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未能 超过石；而根据记载，这些卫所军队早期所需粮食总数 超过了 400,000石。他因此总结说：“其取给于馈运也明 矣。”仅是这一项目，所需要数目就在200万石到400万 石之间，

这样分发的漕粮，一部分被浪费和贪污了。《明史》中记载 说，在整个明王朝统治时期，记载中的军队数董只是超过了实际 服役的数量，所拨付的报酬和定量包括了实际中并不存在的

人员

另一个消费漕粮项目，来自于明廷准许武职世袭和宗室可 以得到武宫勋级的政策。15世纪50年代，仅是北京一地，因此 政策而世袭武职和得到勋级的人员就有30,000〔4\虽然他们 中的大多数对军队一无所知，可是每人除了在根据其官品、勋级 而分享报酬的其他项目之外，每年还可以得到粮12石，银16 两。这还不包括享有为数巨大报酬、地位更髙的贵族所拥有的 俸给。1495年，兵部尚书马文升上奏弘治帝指出，宗室贵族享 有的俸给，其精确数字虽然未提到，陈述也被夸大了，但是“禄米 去其太半”〔51別2年，一名御史报告说，这样的倖给全国加 〔1]《春明梦余粟夂卷36页2.

〔2〕原文如此，可能有错。_——译者 〔3〕《明史h卷89各页，

〔4〕《明史》，卷ISO页：U 〔5]《明臣奏议》，卷8页136。

起来有8,530,000石；这个数字明显包括几个省布政使司支付 给王公贵族的粮食〔i〕。其余由中央政府来承担的支付责任的 不管是什么，虽然只是上列数字的1/2倍.或者1/3倍，甚至1/4 倍，但仍然太多，如不耗净国库，是难以支付的。看来，在16世 纪，明廷不再能全部用支付粮食的方式解决由它承担的部分，只 能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承兑。1565年，明廷最终决定采取最 简单易行的方法，小部分用粮食来支付，大部分用刚刚印好几乎 没有什么价值的钱书来支付g就接受俸给的各人来说，所得钱 市占多少是不同的，但都在60%到80%之间到1581年， 由中央财政支付发放给高层贵族的俸给，兑换成]6,000两银 子。据称，这些措施导致宗室贵族贫困化.虽然这可能是一 个好事例，但是在大幅度削减、采取兑换和逃避手段之前，有时 肯定是全额用粮食支付俸给的.这个“有时”可能指的是15世 纪中叶；是时，漕粮运输量和储存量达到高峰，而宗室贵族人数 的增长没有达到与之相适应的程度。虽然仝部支付量实质上少 于上面已经提到的850万石，但是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比如50 万石，就完全可以解决贵族的俸给问题。

在15世纪30年代，北京居住着大部分蒙古族人9他们要 么被俘，要么自愿臣服于汉人的统治。明廷对他们确立了一项 抚慰政策，其目的明显在于引诱和抚慰他们不断骚扰西北前线 的族人。有时，这部分居住在北京的蒙古族人总数达到1〇,〇⑻

〔1〕《明史》，卷82页3;赵興： <廿二史札记》（1795年版〉，卷32页U;钱 穆：《国史太纲I第2册页503。

〔2〕《明史》，卷82页14;《大明会典:K卷3S页1088,

〔3〕《明史》，卷肋页20。 左右，明廷每月每人支付17. 5石粮食Cl \有时，明廷每年要支 付给他们的总数为210万石；这个数字看起来过大，不真实，有 段记载比较符合实际，说每月每人17.5石只是付给王公贵族 (captains)的，普通蒙古族人所得肯定要少t 2 \但是毋庸怀疑， 这部分豢古族人的生活来源是由明政府承担的，因此而拨付的 粮食石数必定成百上千。

对干那些不熟悉明不.朝政府机构的人来说，明朝宮廷内侍 人数很容易使他们感到震惊。从15世纪晚期到明王朝崩溃时， 仅是宦官人数就从1〇，〇〇〇人增加到？〇,〇〇〇左右G 作为普 通的宫廷办事人员，大多数宦宫是净米的消费者。随着这部分 内侍中心人员人数的增长，包括太医、厨师和其他工匠、普通苦 力在内的宫廷家政人员人数也在增他们的报酬也用漕粮支 付.1522年，大学士杨廷和发起了一场减少宫廷人员的运动& 宫廷内侍，连同各种服务部门的工匠和苦力，以及依附于具有秘 密警察功能的锦衣卫的多余人员，被成群地解雇。这样，总共有 148,700人从报酬名单中消失6结果，明廷每年可以节省 1，532,000石漕粮〔4\仅是这一项，就可以说明16世纪前明廷 额外支出的原因。这个事例还说明了以百万计的花费在其背后 并不一定具有什么重要意义，它们很容易从效能低下的管理中 堵住。

逐项列举这些支出，使我们得到一个印象，即任何一项的支

〔1〕《明史》，卷1扣S 1;赵翼：《廿二史札记：K卷32页15。 〔2〕《典故纪闻》，卷11页175。

〔3〕贺&U《明王朝的传统中国》，页1U    ,

〔4〕《明戈》，卷17页2;卷■ 190页5 G.

出都无非常的建设意义。在表面上，可能驻扎在北京人数众多 的军队，会更加增强明政府的防御能力。但是，这一支巨大的和 平时期的军队，拥挤在京城，从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在正常状态 的年月里，在明廷的一纸命令下，他们经常转变成劳力。在紧急 状态下，他们无力作战的弱点充分暴露出来〔1〕。作为一个不流 动的“人力水池”，它本身逐渐千枯了。最初380，000世袭军户， 到16世纪早期减少到50,000户&在这段时期里，拨付出来养 活他们的漕粮，完全是浪费6如果用一种更进步的方法来拨付 漕粮，比如促进军事工业，或者改进京城到前线的运输条件，那 么向军队拨付漕粮就会产生更积极、更持续的敫果。而按照明 廷的管理方式，多拨一些或少拨一些，并无什么差别；简单地说. 并未给国家带来什么利益。

除了上述滥用外，漕粮腐烂的事情毋庸置疑地发生了。 1619年，宗人府在检查储藏净米粮仓后悲伤地说道，每阅各 仓，见多圮坏，地每有当換之板，上每无夹垅之灰，浸淫浥烂，长 此安穷。”    这里所提到的存粮，指的是高级净米，其中部分是

要上皇帝的餐桌的。如果这种粮食的储存情况都令人悲叹，那 么储存在粮仓里的粗粮的境况不知差到什么程度。必须指出的 是，在整个明王朝统治时期，无论什么时候，粮仓里都有粮食，从 未完全腾空a大多数粮仓到1644年才露出仓底来t在1567年 和1602年，虽然漕粮储存量最少，许多朝廷官员对此情况感到 惊恐，优虑不安，但仍然能足够供应至少两年的需要，无须增补。

n〕《明史^卷卯觅1- ija

〔2:]鹿善继：《认真萆L卷16页233 —234。 存粮由于流通缓慢，不可避免要腐烂.当时的许多文献，就常常 提到由于储存过多而导致浪费的情况。存粮的腐烂赞量，达到 令人非常吃惊的地步B

一些学者认为，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其政治和军事影响 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漕运量的多少。他们的观点不止得 到一两个看法的论证。他们认为，如果漕运了充足的粮食，漕粮 迟早要运到前线去的a军队的粮食如果供应充足，反过来就会 增强军事力量，提供军队的战斗力。这种观点听起来非常符合 逻辑。不过就本文訢研究的明王朝历史来看，找不到什么历史 事实来证明它是正确的^

在明王朝统治早期军事力量达到顶峰时，裉少有足够的粮 食运到前线去，在几次针对蒙古族部落的军事行动中，永乐帝 的确经由运河地区输送粮食给作战部队，但是，这些军事行动的 时间并不长，战事一旦结束，就再无粮食运到前线地H糾 年，正统帝命令户部提供有关以往是如何向西北前线提供后勤 供应的材料。户部报告说，自明王朝建立以来，只有两次从北京 向前线输送粮食。第一次是在1421年，总共运输了 201,100 石。第二次是在1431年到2435年间，运送了 380,000石，其中 大部分是牲畜饲料〔1\由于运输困难，如果数董过大，就不可 能经常地输送6即使对于承担着向驻扎在大同府和宣化府的卫 所提供粮食的山西和河南的地方政府来说，也感觉到不可能陆 上输送成吨成吨的粮食。它们找到了一种解决方法，而无须进 行麻烦而繁重的运输，即在要解决所承担的任务时，派人远道到 〔1〕《典故纪闻》，卷11页178t 长江以南地区，从那里购买大批棉布。棉布这种物品，比粮食要 好运输得多，运到前线后，就在那里变卖，然后就地购买粮食提 供给军队^实际证明，这种方法非常好，因而军队公开宣布接收 棉布，以取代粮食〔1〕。甚至连明廷也采取了这种解决方法。除 了向前线卫所发放银两外，它还运去包包丝织品和棉布；这祥， 既运输货物，又拨付银两，从而取代了普通的粮食。在1493年， 明政府坯以同样方法向前线运输了 150万磅的荼叶

到15世纪末，虽然加在纳税人身上的担子十分沉重，而对 中央财政来说，向前线卫所供应物品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70年代早期，人数为80,000到]00,000的部队移驻榆林和 绥德附近的陝北地区。向这支部队提供的粮食，估计价值虽然 只为940,000两银子，却需要4,070,000人运输，据说运输费用 髙达8,250,000两，几乎是所需粮食的9俏虽然明政府把 这个负相转嫁到山西、陕西和河南等雀的百姅身h，伸是这样运 输粮食，耗费过多，百姓负担过重，难以长时期推行。随后，明政 府找到了两种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命令部队 自己至少生产部分粮食。随后的记录表明，这些卫所有26,738 名士兵和劳力从事耕作，每年生产的粮食维持在265,140石水 〔1〕《典故纪闻》，卷]1页178,

〔2〕《明史卷SO页24。关于运送到前线卫所各种各样的物品，参见《明 宪宗实录》，卷S4页Se C 3〕《明史》，卷178页1U

一份于1473年呈交给成化帝的上奏，也引证了歡端沉重的负担，指出： 如要把马的饲料运送到前线卫所，每50捆萆（或干革）要花费10多两 银子。参见《明宪宗实录》，卷]页

平上〔1

于1487年官任户部尚书的李敏在其制定的解决方法中，也 强调就地解决^ 10年前，李敏作为巡抚，驻在大同。他安排山 东和河南的官员用钱币取代粮食以解决运输问题，规定按照1 石粮食兑换1两银子的比率进行。担任户部尚书后，他进一步 将该方法推行到其他地区和卫所如果有关地方不能提供， 这种解决方法就不可能推行。既然如此，北京把问题留给北方 5省来解决，这些省份的运输任务再一次由盐商捐资补充完 成6由于盐是政府垄断的，明政府规定对一定数量的大批食盐， 盐商必须用粮食来交易，并在边境地区支付。所有这些措施推 行后，明廷就解决了由自己承担的后勤供应负担，只是在偶尔紧 急情况下，明政府才发现有必要从自己的储存中拨付一些，解决 供应。正如前面已经提到，即使这样，紧急运输的物品多半也不 是粮食a

到明王朝统治中期，上述政策构成了国家财政框架。基本 政策是，将土地税收人分为两个渠道征收。规定淮河和黄河地 区提供800万石粮食，维持前线卫所生存。长江以南地区提供 400万石，供京城需要；这400万石，就变成明政府规定的最大 量，明代财政政策制定者以之作为有关政策完全执行的象征而 多次加以引i正.

正如预料那样，两条渠道之间出现了互通。比如在1492 年，南直隶和浙江省歉收，不能完成规定的税粮份额，明廷乃决

〔1〕王世贞：洲杂编》（丛书集成第2810册），卷1页6—7a 〔2〕《明史卷185页1—2。

定用银子征收；而本来承担支付银两给前线卫所的山东、河南和 北直隶等省所属一些府县，相反则向北京提供稂食。随即，明廷 将在南方征收所得的银两拨付给前线卫所这一三角转 换，是临时性措施，并未在任何方面影响对前线卫所的拨付. 惟一可能要提出的疑问是，在毗连地区进行征收，会间接影响 到遥远的北方地区的价格；过高的粮价反过来会导致军队的 供应不足。但是，这种疑问也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看法，因为各 地区相互间的运输困难排除了出现这种市场敏感反应的可 能性。

同普通看法相反，明朝的军事力量在明廷向前线卫所的供 应逐渐沉重的情况下急剧下降。从逻辑的角度来考虑，导致下

降的大部分原因在于先前所釆取的供应方法--种以就地取

材，局部自给自足为基础的解决方法一一推行不下去了。具体 说来，有几个因素要对军事力量下降负责。大规模地逃亡，导致 在卫所服役的劳动力下降。军用公共土地因被盗占损失，进一 步削减了卫所自给自足的能力。更主要的是，对士兵利用部分 时间所从事的军垦，效果到底如何，没有给予恰当的计算。有段 材料就证明说:“十数年并无一处通关奏缴，而宣大、延绥屯废尤 甚。随着时间的推移，华北地区不断拖欠支付a在16进 纪，东南沿海地区进人了经济发展时期D对外贸易的增长和新 工业的发展，为南方省份带来了繁荣。但是，这种繁荣并未向北 方地区延伸值得注意的是，丙北地区所处境况最为糟糕，因为

〔1〕《明孝宗实录65页L 〔2〕《风洲杂编卷1頁6—-7。

它不得不从其他地区购买诸如荼叶、盐和纺织材料之类的必需 品，同时又找不到平衡贸易和增加收入的途径.它所生产的羊 毛，从未成为中国的大众商品；地毯的制造，也是小规模的，从未 达到一定的程度。西北地区银两大量外流，必然导致该地区在 随后的时期里全面萧条.当时的目击者报告说，税征是一条死 亡线，导致许多人自杀，成千成千的人卖身为奴，卖儿卖女〔1\ 地方政府也增加了额外的困难„ 一方面由于篡改税册、特权阶 层逃避纳税而导致收人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向贵族提供俸给的 负担加重，地方政府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财政困难&山西和河南 两省的情况最为糟糕。该两省在16世纪中叶，在扣除向前线输 送的粮食之后，地方政府可得收人加起来为230万石。在这笔 收人中，两#至少在理论上不得不支付各种俸粮，总数达到504 万石不言而喻，两省不能完成向卫所提供粮食的任务。情 况更为糟糕的是，明廷此时修改了有关用盐支付的政策.先前， 由于前线地区要用粮食支付，因而盐商感觉有必要在边境地区 拥有自己的土地，U92年，明廷宣布用银两支付，在交易场所 用钱币支付。这样，盐商发现没有必要再在遥远的北方地区保 持土地所有，乃变卖土地离开.虽然据说在1592年后，明政府 部分恢复执行了早期的政策〔3〕，但也极大地影响了边境地区的 粮食生产及

虽然防御开支增加趋势早已开始，但急剧增加出现在嘉靖

〔1〕顼炎武：《亭林诗文集K四部丛刊本），卷1页13P 〔2〕《明史》，卷20页13;钱樓：《国史大钢》，第2册页503。 〔3〕《明史》，％ S0页9;卷91页5,

〔4〕《明史》，卷80页14。 在位期间&在1S世纪中叶，俺答汗率领蒙古族部落不断侵扰明 王朝西北前线。为了防御，明廷不得不加强沿线卫所。再加上 其他开支，就使得维持卫所费大幅度上升D在该世纪20年代 前，无论在哪一年，拨付给前线补助费的最高纪录是473,131两 银子〔1〕D而在仅仅30年后的1549年，就不得不拨付 3，178,354两〔2〕，增加了近6倍^在80年代，明廷拨付给前线 的银两包括从各种渠道征收的3, 201,000两以及食盐收人的 599,000两〔3〕;两个数字加起来为380万两，在1549年的拨付 数字上另外增加了 20K〔〗〕。

抢夺输送给卫所的粮食，看来始于1522年。是年，有人上

〔1〕《春明梦余录》，卷M面18。

但是J明史》和《凤洲杂编》都记载说，在1W2年前，补助费从未超过 430,000两银子。参见《明史》，卷2M页14—15 J凤洲杂编:h卷1

页3。

关于援付给前浅卫所的补助费，可参觅《太明会典》卷2S页们 还可参见寺田隆信的大作《明代边饷问题的一个侧面h载《清水博士追 悼纪念明代史论迟K东京，1962年），页251- 282。

〔2〕该数据是以《风洲杂编》为根据的。我们认为，该数据是从户部档案令 得士的。

〔3〕《明史》，卷82页21 —23。

〔4〕在16世纪乍叶和晚期，明廷所征收拨付绐前统卫所的实际补助费到底 有多少，不能确定，因为无数个互不相联的项目都有补助费的征收，而 各种资料相同的记栽又很少D有些报告还包括了最初由华北地区各 府提交的银两。这些银两，本来是这些莳县所承担的财政支付的一部 分，因这个或那个原因，通过中夹政府上缴+随后就作为明廷补助费而 加以计算。

不过，虽然具体的数字不同，但实质上是一样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 1S世纪到来后的前几年里，补助费总数不少于50万两银子^随后直 到该世纪末的某个时候，总数逐渐增加到300万两到扣0万两之间。

还请参见王崇武（Wang Chung-wu)的大作《明代商业殖民地化程序》 i,The Mzrtg System of Merchant Colonization} ^    ^ ^ KCfti-

jiueSodd ffhory'K华盛顿，1956 年版），页

奏刚登基的嘉靖帝，指出：

今宣大二樓，凋敝极矣……所欠军粮，多未补足 宣府

饥卒，抢夺市米^教场操枵腹之军，至不肯举旗以应号令； 营门卧饥贏之卒，至不能跨马以执器械，兵势委靡，人心 浃散。

这段叙说的文学色彩非常浓厚，我们当然不能从中得出具 体的细节情况^很明显，它过分夸大了有关情况；对此，我们还 可以补充说，其笔调同当时流行的奏折笔法风格不同。然而在 另一方面，上奏者这样叙述，有一定的根据，并非完全夸大。在 结尾时，他指出需要从北京向两个卫所运送300,000石到 400,000石粮食。附在该上奏之后的是一个注解，表明嘉靖帝随 之朱笔御批了奏折所提要求。可是，每年从北京运往的粮食仅 为150,000石。虽然这些粮食是怎样运输去的，我们无从所 知，但是，考虑到交通条件差，这种运输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 同样，我们也无从了解在第一批粮食运往前线后，是否还有第二 批、第三批……

但是清楚的是，在世纪后半期每年都从北京向前线运输 粮食。同时，战争局势变化极大。在离北京100英里范围内、恰 好坐落在其北面的两座城镇，即密云和昌平，取代了西北前哨卫 所，成为最重要的战略中心。从1550年起，明政府向这两座城

〔1〕《明臣奏议 卷17页301—302。 〔2〕《明世宗实录卷12页

镇输送粮食，总数为206,000石。在15卯年，增加到344,090 石这些粮食，要么是刚从江南运到北京然后马不停蹄继续 往前运输而来的，要么是京城粮仓换下来的陈粮。前者是由漕 军运输的，后者是征发劳役运输的。偶尔，明政府也出资雇用商 人来负责运输。

向前线拨付钱币，运输粮食，并未使明军重新取得军事优 势。在长达30年里，俺答汗随意洗劫、掠夺北方省区.有好几 次，他甚至威胁要进人北京城。最终在1570年，明廷才引诱他 接受了和平条款，封他为汗王，准许其部落在边境地K贸易。如 此解决，在官员中引起争论。比其他任何官员都竭力主张和平 解决的张居正，不得不详细地为自己的政策辩护。尽管如 此，他仍然遭到激烈的批评。其中一个批评者是孟一脉，他质问 说：“今以中国之文帛绮绣为蕃戎常服，虽曰贡市，实则媚之。 边臣假贡市以赂戎，戎人肆剽窃而要我.彼此相欺，以诳 君父。”

1593年，都御史彭应参劝止万历帝给予日本人的贸易特 权。他的理由之一就是，同蒙古族人的贸易已经导致明王朝损

L】〕这+数字牵涉到一些还未得到说明、横棱两可的数字。《太明会典》在 卷27页S20中记栽说，从北京向这些1所的运送粮食，开始于1550 年c几种资料都提到了 1550年后的运输情况。参见吴缉华的太作《明 代诲运及运河的研究页196 — 07。不过《明史》左卷79页4中，大 明会興》在卷27贺70S中，邨记载说，在1475年，两个卫所收到了交付 物品。看来，这些交付物品从山东起运.由遮洋总穿越渤海运输而来。 在15世纪80年代，遂渐为钱ip支竹所取代^

匸2〕朱东辑：《张居正大传>(式汉，1957年版），頁10S-〔3〕《明史卷235页9 — 10,

失了 36,000万两银子Cl〕。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到这个数字 的，如杲真是这样，这笔资金又如何支付。但不用怀疑的是，这 神所谓的贸易的确属于一种明廷难以忍受的交易。许多年后， 顾炎武仍然回忆说道，在1626年，来0宣府、大同、绥德和延安 的地方官员带着“锒两数万两”来到苏州，购买大批丝织品， 以解决边境贸易的需要.根据这些事实，可见1570年的和平条 款并不是一种令人完全满意的解决方法；在此背景下，俺答汗对 抚慰费和让歩费的索取，看起来并不公平u很明显，如果明军有 能力与人侵者对峙，所有这些羞辱和额外的财政负担都可改变^ 在讨论这段历史对，许多学者都相信，明王朝前线卫所防御 力量在16世纪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漕运量减少而导致 的。由于学者们普遍以供应不足作为论证军事防御能力下降的 原因之一，同时又由于每年的统计数字表明漕运量下降，因而两 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似乎很明显，没有必要为找出到底有什么联 系而作进一步研究。只有在这里，我们才遇到了一个问题，即实 际存在着的一些历史细节和深藏的角度t证明这种看法是草率 的。虽然从南方漕运到北京的粮食数量减少了，可是运往前线 的粮食却大为增加，远远抵补了减少量。如果有任何因素可以 引证说明为什么对军队的供应不足，那么这个因素就不是同漕 运情况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正如本文前面已经提到，是西北 地区经济状况全面萧条这个因素破坏了已有的财政经济体系 当时，前线地区流行的兑换比率为每石粮食兑换]两银子。

如杲以之作为计算基础，那么16世纪80年代维持北方15个卫 所的开支总数大约为心950,000两银子Q其中，17.3%为卫所 收人，46. 7%由中央政府拨付，只有36.0%由北方省份支 付这些百分比虽然由于程序变化（即以前由辑布政使罔直 接支付给军队的银两，数目虽然不详，但改由中央政府转交）而 有所不同，但是显而易见，由北方省份支付部分突然减少了；而 存15世纪，仅是这些省份提供的供应，就价值800万石稂食。 在由中央政府拨付的部分中，只有小部分来自杂七杂八的收人， 比如食盐收人、货物通行税、罚款和没收；大部分來自南方征收 的土地税——无论是用钱币征收还是用粮食征收，均釆用之。 两者之间的比率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并未影响总体情况5我 们在此重申，影响实际漕运量的因素有许多，比如特別年份的收 成状况、粮食储备水平、漕河水道状况、可以使用的运输工具如 何以及南北之间的价格差情况如何，等等。我们可以补充的是， 到16世纪末，整个埽势仍然在明廷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对前 线地区的维持虽然逐渐困难，但仍然能够处理。

明政府能够控制的局势大约维持到1600年。16世纪进人 17世纪，是明史变化的转折点。在这一期间，明军要承担三大 主要战事，即：首先是于1592年发生在内蒙古的战事。其次是 也子同年爆发、断断续续地进行的高丽战事，明廷有责任保护藩 属反对日本军队人侵。更主要的是居住在明王朝西南地区的土

〔1〕 根据《明史卷S2页21—H

《凤洲杂编》中收承了类似一组以1549年统计数字为依据的数椐.两 组数据栢互之间虽然非常类似，但是d凤洲杂编》还列举了一些杂七杂 八的项目，诸如马饲料、棉花和棉布。

著部落发动反叛，明廷不得不于1600年派遣军队前往镇压^这 三大战事的总开支达到U200万两银子，从而严重地耗尽了明 廷的财政储备如果此时推行节制措施，是可以抑制财政进 一步赤字的。可是，万历帝却是一个讲究排场、奢侈浪费的昏 君，鼠目寸光。他在位期间，皇家开支飞速高涨；宗室亲王婚礼 的举行大典和浪费程度前所未有；他个人包括丝织龙袍和珍珠 在内的开支，超过数百万两；新皇宫的建造花费更多6随着明廷 财政耗尽，满族人兴起了。为了支付针对满族人的军事行动的 新开支，明廷不得不在土地税之外征收额外税和附加税。在进 人〗7世纪后的几十年里，对满族人的战争耗尽了国库，更加沉 重的征税致使关内社会严重动荡不安。随着这两个问题都不可 能解决，明王朝统治的最终崩溃不可避免地来到广。

在此明王朝处于全面危机期间，漕运体系仍在运作.一些 历史学家喜欢引用这么一个事实，即：在明王朝统治的最后20 年里，运往北京的漕粮年平均仅为240万石；漕运量减少，似乎 证明漕运体系崩溃了.他们忘记提到，自年以来，驻扎在 天津的巡抚负责运输粮食到包括整个满族人控制地区和北直隶 在内的东北前线。〗621年，运往这两个地区的粮食加起来总数 达919.583石〔2〕.在17世纪40年代，上升到200万石到300 万石如果将这些粮食同北京应收数目相加，那么总数就可 以同此前任何期间的年运输总数正好相同。 〔1〕S明史》，卷20、21。

〔2〕《明熹宗实录》，卷12页M—

悦会鼎倪文正公年谱K丛书集成第：H44册），页52。

因此，由于应付满族人的进攻，明廷逐渐将经由漕河运输的 粮食一半转运到前线地区——在明史上，这是一项至高无上的 转运任务.尽管明军努力防御，仍然不断被后金军队逼回长城 内6虽然此段历史非常复杂，目前难以研究清楚，但是，从逻辑 角度对一系列事件进行排除性分析，我们至少可以说，因同满族 人的战事而产生的供应问题比以前预料的要大得多，复杂得多.

先前，在解决向西北前线提供后勤供应的问题时，明代官员 至少可以在边境地区购买一部分粮貪来供应〔】〕。在东北地区， 这种依靠购买地方所产粮食加以解决的方法看来不能适用；这 正如在辽东负责军务的总督熊廷弼不断敦促北京向他提供粮食 而非拨付银两所表明，拨付银两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 法〔2\ R此，整个供应问题的结构完全改变了。漕河的漕运能 力如何，并不是主要问题；当时的关键在于如何解决从天律向作 战地区运输的问题&

1619年，熊廷弼向北京发出一封急件，指出在其麾下有士 兵180,000名，战马90,000匹。每年需要军饷银3,240,000 两，粮食配给量1，〇如，〇〇〇石，战马饲料需要972,000石大豆和 21S，000,000捆草料&他还强调说，上述需要只是最低必需数 额，交通运输和开支均应以此为基础而策划随后的一封报 告.表明明廷只批准拨付U400W00石粮食，其中一部分用钱币

[1]拨付袷两北前线的银两.用干购买武器装备-泰见寺田隆信在其太作 «明代边饷问题的一个侧面》中所引的有关文献。还请参见王崇武的大 作《明代商止殖民地化程序》，页304。

〔2〕《筹辽硕画》，卷42 W 18。

〔3〕《明臣凑谈》，卷35页675;《明史卷256页8,

支付在熊廷弼提出要求后t拨付数量看来增加到200万 石;但是，实际拨付量可能从未超过150万石，因为负责东北地 区军事供应的巡抚李长庚指出，他所收到的全部粮食，包括天津 的600,000石，来自山东的600,000石和来自江南的300,000 石〔2〕。其中有一部分，除了普通税粮外，是额外加征的^比如， 来自江南的300，000石粮食，是在已有由南直隶、浙江、江西和 湖广等省承担的定额之外加征20%而得到的&在由山东供应 的600 f000石粮食中，有一半来自普通税粮，另一半则是政府购 买的〔3\在后来几年里也有许多事例，表明运到天津然后运到 东北的粮食，包括了额外加征部分

但是更困难的还在后面，即如何将粮食运到辽东是一个非 常大的难题.巡抚李长庚在一份未标明时间的上奏中指出，夫 辽饷二百万，以每舟载五百石计之，须得四千舟始可完二百万之 运，而臣所造雇津船二百只、淮沙船五百只耳，熊廷弼在一 份报告中指出，在一部分陆路运输中使用了牛车。关于这部分 开支，《明史》中记载为每石1两银子其他资料则表明，从长 城南到辽东，运输费为每石2两〔7〕。很明显，即使明廷手中拥 有足够的后勤供应，运输效率也会因缓慢、运输费用昂贵而大大 降低。 〔丄〕《筹辽硕画》，卷44页20,

〔2〕《筹辽硕画》，桊44瓦47,

〔3] i筹辽硕卷45页40,

《明请史料》，乙编，卷4页329,

C 5〕《筹辽硕画》，卷44页 〔S〕《明史卷256页8。

〔7〕唐顺之：《荆川文集》，卷S页；m应为页£9——译者）a

粮食供应不足极大地影响了军队的作战能力。熊廷弼在另 一报告中指出军士遂有忍饿两日者。” 在辽东于年 陪落前，辽东经略（Commander-in-Chief)袁应泰向户部证明说， 他所储存的马饲料已经耗尽了 1641年，急需接连向战地 供应；随后在崇桢帝个人干预下，向松山——明王朝在东北地区

最后堡垒之--紧急运输400,0(30石〔3\尽管如此，在随后

的一场战斗中，总兵祖大寿手中的物品完全耗尽了 [ 4 \

上述情况产生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不过，如果我们从更深、 更广的角度重新研究明王朝与后金的战争，就可以说这些后果 不过是次要的.在危机中，明王朝由于不能动员地方资源为其 目的服务，导致其统治全面削弱。或者是地方经济极端需要恢 复，或者是明王朝统治者同被统治者的联系完全隔绝。再加上 通讯网络不可靠，明军就陷人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士兵们不但 在饥饿中挣扎，而且军，不足，装备不足^这就是设置在东北以 加强对该地统治的一个卫所，于1619年突然消失的原因；是年 一天晚上，1,000名士兵中就有700多名逃亡了〔5〕。

现代一位学者谈到装备问题时认为，明王朝过早地失败的 原因就在于军队的装备极为糟糕〔S〕。毫无疑问，他的观点得到 战地指挥官熊廷弼下而一段上奏所证明： 〔1〕《筹辽项画》，卷44页25。

〔鹿善继：《认真萆卷10页123。

〔3〕i明臣奏议》，卷35页675。

C 4〕查继佐：《罪椎录:K四部丛刊本），卷17页31 —32g 〔5〕《筹辽硕画》，卷U页29。

有关盔甲供应情况，还请参见《明熹宗实录卷12页21 〔5〕钱移：K囯史太纲》，第2册页5S6 —5S7P

辽东买一弓二两，一矢五六分，更无买处D至于衣甲、撖 袋、鞍辔、皮绳诸物，日日装束，时时追遂，补绽缝破，无事不 责„每见军士赔办器物，典卖行囊，身无寸绵，裸体穿甲，心如 刀割，而恨不能以身代也。〔1〕

很明显，此段上奏的意思是，军事供应系统完全毁坏了—— 其毁坏过程，很难同漕运体系的运作效率联系上。相反，为了解 决急需，漕运量大幅度增加了；只是由于路程和问题太大，才使 得这样的补救无效6

由于大量粮食要运往东北，因而很自然，到明王朝统治崩 溃，明廷才感觉到储存缺乏京城粮仓所储存粮食数量第一次 到仓底露出来。海运虽然恢复了，尽管开始时取得了成功，但是 并未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2〕。其失败原因，看来在于船只数置 不足。1643年，在新粮从江南运到之前，北京储存的粮食只能 维持2个月户部不得不购买一定 > 数童的大豆，作最坏 准备

明王朝统治最后几年里的漕粮总运输量，并不清楚。但是 在1640年，除了已经大规模地增加10%外，在ffi收定额基础上 又增加了 8%〔4〕。运输的执行，也变得更加严厉。1641年，浙 江两名知县因未能完成运输任务而被逮捕;其中一名最终自系，

〔1簿辽硕画》，卷44页24。

〔2〕有关崇祯帝在位期间海运恢复具体情况，参览《明史》，卷277;«春明梦 余录》，卷37页21

〔3〕倪会鼎：《倪文正公年谱》，页52。

C4〕《岽祯长编13页^

另一名被押送到北京关进大牢U〕。显然，漕运没有一点缓慢下 来的迹象。同年，位于临清附近的卫河一时干枯了驻扎在 淮安的一名御史写了一首描述是年漕运情况的600芋诗。他指 出，漕船出发时期比寻常推迟了 4个月；但是总运输量仍然为 400万石各种信件和私人日记都提到，由于那时要运送 200万石到300万石的粮食到前线那么到1643年，每年包 括运往北京的运输量无论如何也不会低于400万石；这个数字 或许在先前许多年里已被超过。

考虑到船只短缺和漕军已经崩溃，更不用说大量税款被拖 欠，运输了这么多的漕粮，的确是个奇迹。即使是运河网本身， 到这时也变成了战争的牺牲品。南下清军的铁蹄横拦大部分河 段；随后，又被土匪洗劫，一眼望去，满S凄凉。1641年，负责 财政事务的给事中（Advisory Secretary)左想第受命负责漕运事 务。他提交的一份奏折，未完全摆脱传统上的夸张，说臣自静 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 四两，〔5〕兵部于1642年提交的一份奏折，说道：“运河自宿迁 至东昌，村镇尽成瓦砾，独济宁一城，孤立于千里荆棘中。” C6〕 负责黄河事务的河道总督张国维，同一时期沿着运河旅行时，发 现钒饿不堪的难民啃食树皮，而他同时又看到“新漕衔尾而

3味贞慧：S崇祯朝纪事K上海，1則6年版），页156。 〔2〕吴缉华：《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页：^G。

〔3〕诗是吴易所作，载于《明诗紀事》，页2814,

〔4〕倪会鼎：t倪文正公年请》，页 〔5 1《明史h卷275页13, d《明清史料》，乙编，卷10页m

北”    另一名官员的日记提到，在]643年，许多县的知县坐

在县衙里“不征粮理讼”    非常令人吃惊的是，漕河仍然能够

航行，漕船还能经越无数个险阻之地航行前进；而在这些地方， 船只通常需要帮助才能前进。

随着崇擠帝自己上吊而死，北京于1644年农历三月被李自 成攻占d后来，又被清军夺取。可以理解，1644年的漕运没有 进行，但是在是年农历八月，前面提到的那个左懋第官居右佥 都御史，在南京自己登基称帝的福王朱由崧派他在北京同清廷 接触。100*000两白金、几万卷丝织品，作为南明小朝廷的礼 品，由3,000名士兵护送e左懋第使团，连同这些礼品和士兵， 大约需要100艘船只才够乘坐。据说，左懋第一行在八月里渡 过淮河，于十月初一到达漕河南面终点张家湾这段行程不 到60天〔41这证明王朝更迭时，漕河水道不仅完整无损，而且 仍然处于良好的航运状态。这种情况同276年前蒙古族人失去 政权时的情况是不同的。

上述情况说明，漕河在明王朝统治后期仍然完整无损，漕运 数量也未大幡度下降.漕河水道状况同明王朝统治的崩溃并无 什么关系，明王朝对后金的军事失败，是许多其他因素造成的t 而这些因素与漕粮运输并无任何直接联系。更主要的是，期望

〔1〕张国维： <张忠慜公集K江苏书局1873年版），卷9,

〔2〕祁彪佳：S祁忠敏公0记K浙江绍兴，1937年版），笫5册，1&43年阴历

八月i二十二B ,

〔3〕《明史》，卷275页15。

〔4〕原文叙述矛盾。作者一方面说朱由崧派遣左#第到北京同洧政府接 触，另一方面随后又说左懋第波过淮河南下*方向是矛盾的^可能作者 后面所说，是左懋第完成任务后返回南京的行程。——译者

漕河解决所有因与后金战争而产生的后勤供应问题，确确实实 是不可能的&

不过，虽然我们无意批评明王朝统治后期財漕河的“错误管 理”，但是我们不得不要问，明王朝依赖漕运体系作为一项国家 财政主要来源的基本想法何在？

必须记住的是，洪武帝和永乐帝确立明王朝统治体系对，极 大地强调地方自给自足；通过颁布一系列严厉而强制性的措施， 这一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在实际上，明政府对每一个臣 民的住所和职业都作了规定；当这还不够时，明政府接着就强行 移民a与此同时，规定军队自己提供粮食。官吏只能依靠自己 微薄官俸生存；官俸数量，即使按照15世纪的水平来看，也是明 显比较少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国库开支才能降到最低点^ 成化帝制定的财政经济基本政策与此不同：所有防御开支由华 北地区来承担，宫廷开支则由南方省份承担。前者未超过800 万石粮食，后者不过400万石。在外表上，这是一种整齐而简单 的解决方法，可是一旦操作起来，却包含了许多复杂而错误的处 理方法。此外，这一政策是否能推行成功，需要不断地强化现有 政治体系，也需要中国两大主要地理区域的经济境况相对稳定； 而这两大地理区域状况在16世纪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而且，漕运体系存在着自己的内在弱点。在繁荣时期，粮食 盈余并未带来什么值得注意的好处，仅仅是鼓励皇帝豢养了大 批随从；而对继位者来说，无论是维持还是打发，都很困难。在 萧条时期，粮食总产量明显不可能增加，也不可能促进漕运的 发展。

明王朝整个体系还有一个不足，那就是土地税制度如何规 定也是要同漕运体系的运作相适应的。正如我们在前几部分中 已经指出，运往北京的土地税，一部分是用实物征收的，征收时 要随征高额的附加税；另一部分则简单地规定按照非常低的比 率兑换成银两支付.最后，前一部分的缴纳过髙t导致缴纳拖 欠c后一部分则由于兑换比率过低，使许多精明的地主受益很 大1这些地主，或者通过购买，或者玩弄花招，以按照低比宇兑换 粮食的银两来完成纳税任务.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对明王朝 国库收人产生不利的影咱；它的未来收人减少了 .

在17世纪早期明王朝财政开支大幅度增加时，却没有新的 收人渠道出现^耶稣会传教士提议发展一种新事业，即由政府 经营釆矿业。由于官僚阶层强烈反对，明廷不得不交由宦官负 责，并最终在不光彩的失败中结束，由于纺织工人的剧烈暴乱 和罢工，明廷不得不放弃对纺织业的征税。对外贸易也在明廷 一道命令下暂停。内陆水道通行税的征收，即使增加了，但所得 收人每年不过50万两银子.在土地税之外，除了食盐每年能带 来100万两多的收人外，没有哪一项收人能达到令人满意的地 步。在明王朝统治的最后10年里，国防开支大幅度増加，达到 了每年2，1(X)万两的程度；这迫使明政府在土地税外征收额外

明政府在增加税收时，却未考虑到纳税个人或纳税地区是 否有能力缴纳。在册土地每亩的纳税率是相同的*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明王朝整个财政政策，其制定似乎有意地证明了各个组 成部分的联系是最薄弱的a

2，100万两是多少呢？简单地说，不过仅供50万军队一年 费用。根据这一期间的法定细目，每人的饷银为18两，那么50 万人的部队，就需900万两.无论从什么样的保守角度来观察， 用于支付军官的需要200万到300万两。剩下的800万或训0 万两用于购买战马、武器、制服、装备和供这支军队迅速行动的 交通工具，当然不够。关于此点，如果有什么疑问，都会因下列 事实而得到解释，即在满族人夺取政权后，云南、广东、福建三地 控制下的军队加起来总数为32,000人〕。而在1672年，支付 给这些部队的银两加起来就超过了 500万两〔2〕;这还只是和平 时期一年的支付，军队并无任何规模的战斗任务。

正如何炳棣估计一样，如杲令国人口到1600年时迖到了 150,000,000人〔3〕，那么2，100万两就意味着每人不过0. 14 两。相比起来，1578年的土地税，如果按照在册人口平均分配 承担，那么四川就为每人0.33两，陕西0.38两，浙江0.49两， 山东0. 50两，南直隶0. 57两〔4〕a如杲考虑到加在纳税人身上 的额外征收以及其他无形的负担，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土地税 要么接近要么超过每人]两的比率。这就令人难以相信2，100 万两的军费开支超过了全国的承担能力，虽然不用怀疑，征收资 金时，政府机器和现存税收体系自己超过了临界点。

很清楚，明廷并未准备好也未装备好如何动员全国资源应 付紧急期间出现的突发事件，关于这一点，给事中（Supervising 〔1〕原文如此.二藩军队总数不止32,000人。——译#

〔2〕钱移：《国史大纲》，第2册页594,

〔3〕何炯棣：《明初以来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S__1953)》（马萨诸塞州剑 桥，1957年版页3 — 23;页U7。

〔4〕 参看&大明会典》，卷25页6fi9—715。

Secretary)吴执御就疏言；“臣窃谓天下之民未尝穷，而天下之财 未尝尽也，惟主计者自为穷之、尽之之计崇祯帝在位期间 官居户部尚书的毕自严，也指出：“计岁人太仓岁充边饷者，真无 异马体之毫末也。”〔2〕

但是我们必须在根本上加以强调，明廷失败原因起源于其 君臣盲目地坚持执行明王朝建立者制定的总计划。一旦先例确 立起来，即使有的并不合理，他们不愿意也无力加以改变。然而 在15世纪和17世纪早期期间，中国的社会背景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虽然洪武帝和永乐帝在实际中能够利用军事管制性质的 法律对全国加以统治，可是在万历帝、天启帝和崇祯帝在位期 间，占有全国大部分土地的士绅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各省 政府不再只是明廷的传达机构；中央政府的权力，即使在理论上 没有受到抑制，但至少在实际运作中受到了限制，遇到了阻碍。 两头政治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同时，白银的广泛流通，导致明 王朝早期确立的财政制度已经过时。此外，人口增加了 ^江南贸 易和手工业发展起来了，国防的实际开支增加了。明廷虽然不 得不面对非常复杂的财政问题和经济问题，但是从未全面重新 组织具有生机活力的制度，以适应新环境的需要。自16世纪晚 期以来，国家预算表面上拥有的银两数目巨大，给人一个假象， 好像中央政府的收入渠道加大加宽了；而在事实上，表面上增加 了的收人，大部分要通过程序上的变化取得，比如，在江南征收 的税粮，其中一部分要兑换成银两支付；支付给军队组织和机关

〔〇《春明梦余录h卷36页48。 〔2〕《春明梦凃录h卷巧页29,

的，要由中央金库交付;来自食盐收人的现款流通，必须集中起 来〔1〕。兑換成银两支付和重新规定资金发送，并不表明明廷的 财政储备实际增加了。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直到1600年，明 王朝行政当局首要关心的问题并不是如何扩大国库收人的财 源，而是如何才能在成化帝遗留下来的永久性政策中生存下去。

并不是所有当时的明人都要受到眼光短浅的谴责。邱濬和 王宗沐提议扩大海洋收人前者还和李贽以及后来担任户 部尚书的倪元璐，或者提议对商人实施更自由的政策，或者提议 发展商业以增加围库收人〔3〕.唐顺之则看到了改进关内同东 北地区交通的策要性顾炎武指出了西北地区经济萧条情 况正如本文在各个部分已经讨论所指出并将继续讨论所 指出，明廷未能就这些方法采取行动，或者未釆取补救措施&

毋庸置疑，一直继续运作200多年、基本特点没有发生变化 的漕运体系，对整个发展作出了贡献。它早期的成功，在明代官 员中产生了自鸣得意的心理.在明王朝统治后期，虽然已经发 现了它存在不足，但是明廷未采取任何措施加以改进&同时，看

〔1〕《明史》在卷抑页19—20中指出* Jh方省份文付给卫所的银两为 1,695,000两。还请参看]17页注释 关于食盐收入处理梢况*参见《明史>*480和卷 〔2 1邱濬所提奏折，载于《皇明名臣经济录卷22页7 S;《明臣奏议卷 5页SO S3P关于王宗沐所提建谈.参苋《海运志:K美国国会图书馆缩 微胶卷第534号

〔3〕参看容肇祖：《李贽年谱》（北京，1957年版），苋\

倪元瑺所提建谈，栽于《倪文正公年诺I 〔4〕<荆川文集》，卷1页^卷&页的。

星斌夫在其大作《明代漕运研究》笫340页等页中也引用了唐顺之所写 一些段落。

〔5〕泰扎第]13页注释〔3〕e 来并无任何其他候补体系取代它。明政府依靠它作为国痒收入 主要渠道长迖两个世纪，在制定财政计划时，从未摆脱依靠它的 思想观念。无论是当时流行的思想观念，还是通行的税收体制， 都未使明代官员创造出一种极大地不同于现存体制的体制。

在努力维持历史延续性时，明代官员认为漕运体系是一种 具有许多优点的体系6它给明王朝带来了稳定性和固定的收 入。漕河的优点早就得到广泛的确认.至于它的负面影响，却 常常被遗忘；它的有限能力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更主要的 是，一条长约1，〗00英里的水道，明代官员只是期望它每年运输 400万石到500万石的粮食到北京。很明显，尽管明政府为其运 作和维持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可是它绝没有使明代经济活跃到 令人满意的程度.

1

CU《夭下邾国利病书》册页95。

«明史 >在卷79页5中记载说J49Z年后，从未超过1石粮食1两银子 的比串。这种情况只有在不考虑额外费的情况下才是事实。

〔2〕S明史》，卷78页3—4。

〔3〕《天下郡国利痨书》，第6册页13。

〔4〕瞿同祖：<清代中国地方政府:K页140—] 42!董恂：《楚漕江程:K1852 卑版），卷1页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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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宫廷供应品的漕运

关于宫廷所需物品的供应，明代并未形成一套连贯的政策D 在明王朝统治早期确立土地税时，明廷准许一些行省通过向宫 廷迸贡若干农产品方式完成自己所承担的税额。但是，向宫廷 到底要供应哪些物品，我们没有找到有关规定清单隨着时 间的流逝，供应品的组成和质量都发生变化了。它虽然不再反 映各省所产物品哪些是盈余的，不过多少反映了宫廷需要哪些 东西。在宦官催促的影响下，皇帝通常在旧的供应物品之外，命 令进贡新品种。从理i仑上说，新增加的物品应诙从供应地区所 承担的土地税中扣除，而实际上，明廷常常“忽枧”扣除，有关地 区必须毫无补偿地进贡。而且，先例一开，除非撤销，有关府县

〔1〕《大明会典》有几卷列举了这些宫廷供应品的种类。何士晋特别在《工 部厂库须知}(玄览堂丛书本）卷9中，也列举了一些供应品。有关农产 品基本上有哪些，它们是怎样作为土地税征收的，可以参兕《明史h 卷S2。

就必须维持、继续。通常的做法是，明廷通过官僚体制将有关命 令层层传达；最后，接受命令的县份负责征收和运输，由明政府 所设仓库和接收点负责接收。明王朝统治中期过去后，地方政 府经常支付银两，以取代物品„整个程序极为复杂。乱上加乱， 明廷在16财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派遣宦官到各地充当采办 人&向这些宦官提供物品和服务，很少得到相应补偿。此外，明 廷有时也采取购买办法，用现金支付所得物品〔1〕。

不过，本文为了研究方便，可将通过漕河运输的宫廷物品分 为三类，B卩：由纳税人运输到北京的，由中央政府运输到京城 的，由商人运输但随后由明廷购买的。纳税人运输的物品，最重 要的是净米、金花银和棉布& 一般说来，丝织品、瓷器、容易腐烂 的食品和建筑材料，由政府自己派遣劳力运输。到明王朝统治 崩溃时，一部分木材从平民百姓手中购买；硫磺、锏、铁和漆等物 品也是如此。

在京城所需物品中，除了占主要部分的煤、木炭、毛织品、琉 璃瓦、搪瓷器和占小部分产于华北的丝织品外，其他任何大批运 输的物品都产于南方。用于建筑的石头，从徐州附近运来，但是 由于笨重，用一种称为“陆上驳船barges)的特殊装置 来运送，除了这一特殊的物品外，所有其他物品实际上都是通 过漕河从产地江南漕运到北京的.

毫无疑问，白粮在供应品名单上所占位置最为重要^白粮， 不仅要供宫廷人员和宗人府食用，还有一部分要作为宫廷酿酒

〔1 J还请泰见陈诗启的大作《明代官手工並的斫究:H武汉，1^8年版），页 1】0-132。

的原料.至于宫廷酿酒每年需要多少白粮，可从这一事实反映 出来，即宫廷酿酒每年要消耗的毫无例外地从淮安地区运来的 发酵饼，就达50多万磅

每年有214,000石白粮，是裉据长江下游5府即苏州、松 江、常州、嘉兴和湖州所承担的税额征收的。把它们运送到 北京，是这些地区的固有职责^有关县份在知县的安排下，派遣 一些所占土地较多的大户来充当“解户”。由于解运是一种灾难 性的义务，所有拥有势力的家庭总是想方设法躲避，负担不可避 免地落到平民百姓的头上。“解户”一般为5年1期^ “上任”之 后，解户就须在“任期”内每年解运两次。每一次解运.他要负责 400石到500石的白粮f这是平均每艘漕船的一般运载量

地方政府交给解户负责解运的0粮，征收时，按照每石白粮 兑換1.7石粗米比率征收。此外，要征收0.8两到0*9两的银 子作为服务费从这时起，责任就重重地落到了解户的肩 上。他必须要照看祖米晒干、去壳、打包、雇船装运，自己要解运 到北京去，在张家湾所需驳船摆渡费，要他自己承担。如杲河 水结冰，他必须安排卸下漕米并存放好，以待来春再解运。到了 北京后，如果朝廷粮仓还未查收，政府接收收据还未交到他手 头，他的职责也就还未完毕。

人们普遍认为，每艘船只的装运，官方津贴约为400两银 子，不足以支付花销。我们至今没有找到有关记载，使我们能确 〔1〕《大明会典》，卷217页432S。

〔2〕n月史》，卷79页10,

〔3〕《天下郡国利病书》，笫S册页83。 〔4〕I：天下郡国利病书》，第6册页84。

信明政府支付了船只雇用费。但有资料说，每艘船只“每次来回 获利几百两' 人们时常抱怨，船只驾驶者一路上总是找借口索 取额外支付。更常见的是，船主同官吏的勾结非常密切。有关 官吏在物品起运时就坚持解运者必须雇用受他们保护的 船只CU

解户虽然是为政府服务的，可是并未得到相应的特权和豁 免.穿越急流时，他们虽然可以得到政府劳役的帮助，但必须交 费。通常是每3个急流交费10到15两银子^同样，每穿过一 座水门，要交费◦. 5两到0. 6两〔2 \ —路上，每艘船只所有交 费加起来约为65两。

在几个征税站，解户所雇船只还要停下来接受检査。这又 为负责征税站的官吏提供了敲诈勒索的机会.在明王朝统治后 半期宦官负责收税时，解户必须缴纳通行税和货物税；这与普通 商船并无区别^ 1610年，有人上奏万历帝，请求废除这些 苛征

民解民运、运载白粮的船只，通常于农历五月从产地启程上 路&经越淮河运河河段.时，它们必须让漕船首先过去《为此常 常延误几十天，导致船只于冰冻季节才达到华北.从1604年 起，上述5府提供额外补助，每船50两银子，以缓解因冰冻而导 致行程受阻的解户

在北京，白粮査收时要缴纳5%的附加费。此外，还须缴纳

〔1〕《天下郡国利病书：K第7册页26^明臣奏议》，卷34页&58n 〔2〕《天下郡囯利病书：K第6册页 〔3〕《天下郡囯利病书》，第&册页秕。

〔A〕《天下郡国利病书>，第6册页20d 白粮所占仓库空间费和存放白粮的劳力服务费。这些花费也由 解户自己承担。按照明廷的规定，后一笔缴纳为每10(3石所查 收的白粮不能超过8. 6两银子.可是随着明代后期行贿受贿和 非法勒索盛行，每名解户在接受官吏查收粮食之前通常要叛纳 这个数的两倍Q疋

解户所承受的痛苦严重，无止境，地方史中关于他们悲哀 的记载数不胜数，看来，他们遭受到的经济损失达到了倾家荡 产的地步。16世纪后期，有一份上交给隆庆帝的奏折，这样写 道〆‘（民运之家）无不破矣，明王朝统治后期，悲惨解户的 处境在大众心中留下r深刻的烙印，民间传说中都有反映&有 一则传说，描述了 一名身无分文、无依无靠、处于绝望境地的解 户，流落北京街头，最后乘着画中的船只回家。《古今图书集成》 (有时，该文献用西方语言翻译为《康熙百科全书》）收录了这个 传说《古今图书集成》的编辑者感到，这个传说是虚构故事 的典型代表，收录了它，就可以保证这部普通参考文献包含了虚 构故事的内容.

从解户这种悲惨的故事中反映出，白粮运送到北京的过程， 无论怎样说都是极为昂贵的6有文献指出，每石大米的运输给 纳税人带来的负担多达8倍h \换句话说，只是为宫廷提供粮 食和酒水，就要耗费国家万石大米。

棉布的运输情况，同白粮情况非常相似。棉布同白粮一样，

〔i] S天下郡国利病书h笫7册页3U C2)《明史》，卷79页10,

〔3〕{古今囹书集成:K第U6册页1SD 〔4〕《天下郡国利病书》，第7册页31

作为土地税的一部分，也是在长江下游地区征收。不过，布匹毫 无例外地来自8个县（即嘉定、太仓、昆山、武进、宜兴、华亭、上 海和青浦）。在早期规定布匹定额时，每年要运输200,000匹 时，每匹按照取代税粮的土地税来征收.到17世纪，定额逐渐 增加到322,744匹CU。虽然就中央政府所关心的问题来说，兑 换比率并未改变，但是在地方上，特别是在那些土地税逐渐削减 的地区，以及在税收体制于16世纪改变之后，兑换比率发生了 有利于布匹的变化。在17世纪早期征收土地税时匹优质布 匹可以取代1. 3石到2. 5石粮食，1匹粗布取代0• 7石到0石 粮食；至于到底兑换多少，各县不同。每匹布E也要征收石 粮食或相应的钱币，作为运输费用；各地普遍如此.优质布匹的 官定价格，为每匹0.7两银子；祖布为化卩彳两^这比市场价格 髙了许多〔2〕&但是比较起来，兑换率对于以纺织品来纳税的人 来说仍然有利。因此原因，好几个县专门规定只准许少数农人 用银两或布匹来完成纳税任务，其他农人则必须以粮纳税&同 样，敌对性的地方之间总是存在着妒忌性的较童，相互之间为争 取以更多的布匹数额来完成所承担的税额而产生了激烈的 斗争

一般说来，对于以布匹纳税的人来说是幸运的，而对于承担 布匹运输的解户来说，则同粮食解户一样，也是非常悲惨的.这 些解户同样是5年1任。他们通常也是由所确定的所占土地较 多的“大户”来担任。根据一份关于华亭县情况的文件所说，所 占土地超过2, 000中国亩或者拥有的银两迖10,000两的地 主就要担任解户。

亘衙门以银两支付的形式征收税布，然后将银两币一次性 交给解户.解户收到银两后，就同纺织者订立合同，按照官方有 关规定生产布匹》每匹布匹须长40英尺，宽2.5英尺到2.6英 尺，重3.乃磅^如果布匹据此生产出来了，地方官吏就在每匹 布上盖上图章.但是，当地的验收决不能担保北京的满意，北 京接收官员（在明王朝后期毫无例外地由宦官担任）可以挑剔地 拒收任何一匹布匹或者全部。当时的一名作者一针见血地批评 他们的验收标准，就是“以人贿之多寡为美恶

同上述民解民运大米的解户悲惨遭遇完全一样，布匹解户 也遇到了船夫所带来的麻烦、因潸船优先通过而导致的耽搁、水 门和征税站负责官吏的敲诈勒索.每名解户每运输1匹布匹， 通常要损失〇. 2两到0. 3两银子，如果被拒收，那么重新购买 并重新运到北京，每匹布匹就会给他带来的损失多达化6两到 0.7两。就华亭县的情况来说，每年要运送16,185匹优质布和 48,935匹粗布，总价值为30,847两银子，由4人充当解户负责

〔1〕《天下郡国利病书:h第6册页79。 〔2〕《天下郡国利痢书》，第6册页20,

运输。他们到北京，需8个月到10个月的时间毫无疑问， 他们所遇到的危险非常大，所承受的经济损失非常沉重^有名 县官于1610年就悲痛指出；“吴中一闻此役，如赴死地，在 17世纪，有些地方取消了解户.在嘉定县，由一名县丞<assU tant to the magistrate〉负责处理。不过在其他地方，比如在松江 县〔3〕，解户一直存在着。

每年多达1，〇12,729两的金花银，经由漕河运输—般 说来，也是民解民运。不过在明代后期，一些府县看来由政府官 吏负责运输。至于详细情况，并不都很清楚.在金花银征收占 1/3的长江三角洲，每千两要额外从纳税人身上征收8两，怍为 服务费征收上来的银两要熔化，铸成椭圆形的银锭，每块 重约4磅其间的损失，要由解户承担。有本地方志指出， 江南有个县每年要运输4次〃〕。为了确保运输，必定采取了某 些安全性措施，但是怎样进行的，并不清楚。从事铸造工怍的工 匠包括在运输队里，他的职责明显在于负责重量和纯度。户部 官员负责验收。他们验收后，银锭就交由承运库存放，变成皇帝 个人的开支〔s\在这笔定额为百万挂零的金花银之外，用银两 征收的税收，看来也是用同样方法来处理的.不过，存放于太仓 〔1〕《天下郡国利病书》，第S册页80。

《夭下郡国利病书K第6册页？9。

〔3〕《夭下郡国利痢书》，第6册页20。

〔4〕《大明会典》，卷30页S78a 〔5〕《夭下郡国利痏书S,笫6册页4U

〔6〕何士晋：《工部厂库萊知夂卷2页每锭重灼4磅，是根据訶士晋在 注明日斯为1612年农历四月初五的上奏中所说得出的。

〔7〕《天下郢国利病书》，第册页90。

〔8〕鹿善继-.《认滇草》，卷页 库的银锭除外。太仓库是户部负责管理的保管库，它所存放的 银锭虽然是公共资金，但是，明政府绝未明确规定就作为公共资 金而拨付。皇帝只要愿意，随时就可以重新分配并转用。正德 帝于1507年就下令太仓库拨付200万两给承运库。嘉靖帝于 1549年同样下令太仓库拨付，拨付数目达320,000两〔1〕。 157S年后，万历帝的个人收人每年膨胀到200,000两，而这笔资 金是由太仓库拨付的

明廷从纳税人身上征收了各种各样的物品，数目成百上千， 要把它们分类，看来不可能，《宁国府志K即《宁国府的历史 的作者虽然设法做了一份清单，但它仅仅包括了他所在地方缴 纳的物品〔3\首先有13种物品出现在清单上，即黄蜡、蜂蜜、 肥猪、肥鹅、鹿、药味药材、鹿皮、箭枝、扫帚、历日纸等〔4〕.但 是，作者列举完后，又想到了一些清单上并未包括的物品，有山 羊、铅木、金箔、猫竹和丝线。即使把这些物品补充进去，清单也 决不能覆盖宁国府所有缴纳的物品。大家都能清楚地发现，宁 国府每年缴纳给北京的500支毛笔，清单上就没有，而接收点的 记录则有记载这只不过是物品种类很多、难以列举的一个 例子。

蜡是用于照明的主要原料。在1574年，将近50万磅须在 长江下游地区和浙江省征收。除了一部分已经兑换成银T支付

〔1〕墉井一螻（Horii K拟no):《金花银的展开》（Kh即7>«心〇，《东 洋史研究 KToyis/ii K叮，卷 5 期 Z H 47(1939 年 11 月 h 〔23《明史卷邝页15,

C：n《天下郡国利病书:K第9册页4L

〔4〕此处所列较原引书少“鸟梅'只有]〗种> 译者

〔&〕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9页&2。 外，大约160,000磅要经由运河运输；126,000磅茶叶和200多 磅灯芯也是如此〔1〕。

同年，宫廷使用的染料，总共有13种，总重量50万磅多，需 要运输。同染料一块运输的，是130,000磅的生漆、56,000磅的 明矾、120,000磅桐油、90,000磅铜和黄熟铜、27,000磅锡和 1，〇〇〇张牛皮要找到随后经由漕河运输的物品到底有多 少，比较困难；但是长江下游河谷提供了大多数染料，并连同淮 河地区一道提供了大多数牛皮和桐油。锡开采于浙广，漆来自 浙江、南直隶、广东、福建和四川而生漆明显产自浙江省的 温州毫无疑问，把这些物品运往北京，大多数路段必须经 由漕河^

至于毛笔，除了 5,000支由宁国府提供外，另外5,000支由 同样位于南直隶的太平府提供，还有10, 〇〇〇支由浙江省运 来纸张，看来全部由南方省份提供，其中湖广占主要部分。 在1491年，明廷所消耗的各种各样颜色的纸张，有260万张产 自湖广在17世纪早期，浙江、江西和湖广每10年就须向 明廷提供666,666张红纸和绿纸，1，333,333张白纸；这些纸张 看来毫无例外地用于布告和装饰此外，明廷每3年或5年 〔1〕《明神宗实录》，卷22页9。

〔2〕《明神宗实录》，卷23页2,

〔3〕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9页2f项梦原：《冬官纪事》（丛书集成第

1450 册），页 2。

〔4〕《明史》，卷82页4。

〔5〕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9页62—

〔6〕《明孝宗实录》，453页4。

〔7〕何士晋：《工部厂庠须知;K卷6页72P 也要购买8种纸，总数达16，000,000张〔1 \还有，朝廷日历的 出版，既是皇家特权又是皇家职责。在世纪中叶，每年需印 &09,700册〔2〕;所需纸张重达20吨到30吨。为此，必须提供 一定数额的纸张.

明廷好像要把物品种类延伸到非常复杂的程度，还规定家 用工具由各省地区提供.每年>南直隶的池州府运输了 5,481 把芦苇扫帚和3,913支竹耙正如前面已经提到，宁国府也 提供了扫帚。看来，这些物品从未兑换成银两来完成^

15世纪中叶每年运输给太医院的药材，超过130, 000 磅〔4〕a由于中药反映的是全国各省各自所有的代表品种，因而 更多的是，每个地理分区各自承担相当部分。在此基础上作保 守估计，有一半药品要经由漕河运输。万历帝在位期间，药品兑 换成银两，支付完成九

向北京提供的食物，可以分成两类&牲畜以及能够存放的 食物，由地方政府提供。容易变质的及其他食物^在南京交付给 朝廷船只负责运输其中一些船只具有冷藏功能a

在15世纪后期，成化帝规定每年给予宗人府享用的牲畜不 应超过100,000只〔7〕。有一份未注明日斯的报告指出，大部分 牲畜1包括猪、羔羊、鹅，产自浙江、江西和南直隶.报告还强调

〔1〕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6页39—40d 〔2〕《春明梦余录h卷40页59,

C 3〕何士噌：《工部厂库须知》，卷9页G2。

CO《春明梦余录卷40页59。

C5〕陈诗启：《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页124，

(5〕《明史》，卷206页1^续文献通考》，页3070。

〔7〕《明史》，卷82页2〖余继登：《典敁纪闻:K卷14页2犯& 说，路途鸾远，牲口每致瘦损，在整个明王朝统治时期，南 方省份所承担的牲畜供应，多次兑换成银两支付。在M68年， 兑換率规定为1头猪17两，1只羔羊1两〔2\后来，万历帝 也作了类似规定〔3〕。但是，于明王朝统治崩溃时期所编写的南 方一些府县地方志证明说，许多地方仍然继续供应的是物品. 在其他地区，比如前面提到的宁国府，运送了一些猪、山羊和鹅。 常州府的江阴县每年供应了 13,000磅熏鱼不过，《淮安府 志》（即《淮安府的历史》）反映说，向该地索取的食物兑换成银两 支付〔5 \于1632年所写的一份报告表明，向苏州索取的蜂蜜， 用银两支付

军事供应，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制成品，都征自平民百姓〔7 虽然炸药由工部生产，但硫磺和硝酸盐均由平民百姓提供， 1575年，明廷所需硝酸盐达400万磅，硫磺200万磅。有资料表 明*这些物品的征收，每1〇年]次〔8〕;在明代后期，也向商人购 买硫磺看来是从海外输人的，因此必须经由漕河运输。在 后面段落中，我们将讨论此问题。

有关铁的供应细节，并不十分清楚。虽然《明史》中说在明

〔1〕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 >,卷31页88。

〔《大明会典》，卷116。

〔3〕陈诗启：《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页124。

〔4〕t大明会典》，卷217页4337,

〔5〕f谁安府新志K卷H

〔6〕S崇帧存实疏抄K丄海1934年影印本>,#]页102。

C7〕《明史^卷犯页4。

〔8〕《明神宗实录》，卷邛页U

〔9〕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 >,卷6页4;卷S页5;卷6页页 94^ -96,

王朝统治早期就有上百万磅的铁运送到明廷，但是在当时任何 记述中都找不到这些铁是否经由漕河运去的至少在]6世 纪，明廷手中看来拥有足够的铁来供使用。在]575年，先前由 几省所承担供应的铁和麻，兑换成银两支付〔2〕。很可能，坐落 在北京东北面的遵化铁厂很好地保持了对明廷的供应，另外从 通行税收人中所得作为补充，早在15世纪中叶，正统帝规定遵 化的铁生产应取代江南的供应〔3〕。1509年，遵化生产了 1，944,000磅生铁、277,300磅熟铁和82,000磅钢据说在 1581年，遵化铁矿被抛弃了但是于1592年所写的一份备 忘录，指出位于遵化的兵工厂制造了大量武器面这只有在 铁矿和提炼厂都在生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生产出来。在明王朝 统治末期，明廷规定福建和浙江两省每年向北京运送912,000 磅铁，其中福建承担90%〔7〕;与此同时，另外还有5,555磅从 水路通行税收入中获得

麻来自水路通行税。在漕河地区和位于江南的运河地带， 麻从货物通行税征收中索取D在其他地区，则以钱币征收。黄 铜、青铜、胶水和羽毛（后两种用来制造箭）的征收，也实行同样 的政策。虽然其他物品的征收相对较少，但麻的征收每年超过

〔1〕《明史》在卷81页U中指出，运往宫廷的铗有1T000万磅a但是《春明 梦佘录》在卷46页53中认为超过了 1，2U0万磅，

〔2〕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2页36。

C 3〕《春明梦余录h卷46页59。

〔4〕《太明会典》，卷194萸3934。

〔5〕陈诗启：《明代官手工北的研究：&，茛119»《大明会典》，卷194页

〔6〕《明臣奏i义》•卷31页58L

〔7〕何士晋i工部厂库须知h卷6负92。

〔8〕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9頁45-SU 了 154J00磅，胶水超过了 13,500磅〔1丨

弓、箭、盔甲和刀剑，部分由工部生产，部分由地方政府提 供〔2〕。看来，坐落在江南的几个府全部都承担了永久性的份 额供应，要么提供这些武器的产品，或者供应诸如竹、牛筋、箭 杆和羽毛这样的原材料。1428年，浙江省一名官员为金华和 台州的百姓利益着想，上奏明廷请求说户口较洪武时耗减， 而岁造弓箭如旧，〔3〕万历帝在位期间，每年有1,280,0M 支箭由南直隶、浙江、江西和福建等5省的12个府提供〔4〕fi 各省每年供应的羽毛，有时超过了 22,270,000只。在明代后 斯，这些供应大幅度下降，应完成的份额大部分用银两 支付。\

南方省份还分担了冬季服装的供应。冬季服装是用棉花缝 制的，有红色、绿色和蓝色，每件重约4磅^这种服装分配给前 线戍守军队，虽然由各省布政使司独家缝制^：]，但负担当然地 转嫁到平民百姓身上。或许，这种服装每年不少于25,000件到 30f000件要经由漕河运送的5

在明王朝统治早期，甚至连作为马词料的草料也漕运到北 京。在南京出发时，每艘船只运载1，〇〇〇捆萆料。但在长途旅 行后/‘十束在船，十坏六七”。15世纪早期，根据周忱的建议f 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3页45—6U

《明熹宗实录卷12页31;何士晋：{工珅厂库須知h卷&页6&    8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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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卷164页7。

何士贅：《工部厂库须知》，卷6页71—77,

€大明会典》，卷19]页3S72—3874b 何士胥：《工部厂库须知》，卷6页71—77c 兑换成银两支付〔1\

正如本文在第三章中已经指出，明廷虽然在南京维持大约 2,000艘漕船负责运输供应品到坐落在北方的京城，但是总是 出现船只短缺的现象a 1612年，北京兵部致函南京兵部说，为 了照顾后者不要开支过大，已经将运输船队全体船员返程路上 的所需花费增加到10,464两银子船队装载着南方物品到 达北京，返程时，每艘漕船可得银24两作为补贴。按此计算， ：1〇,464两可以分配的漕船达436艘。这件官文虽然没有说明这 笔资金花了多长时间才积聚起来的，但是提到了漕船是分成3 组到达北京的，无论怎样，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一幅总的关于漕 船运载量及其花费高昂的画像^

不可否认，丝织品一直是那些在役漕船所运载的最重要的 物品。即使丝织品的总重量超不过其他种类的物品，但至少可 以说，其所值钱币在所有各种供应物品中占第一位，大部分丝 织品，由明廷设于南方的机构负责织造。这些宫廷织造厂从明 王朝统治早期时起就设于南直隶从1460年起，明廷每年 还派遣宦官到长江下游去从事采办〔4〕。除了宫廷织造厂织造 的外，南直隶和浙江省1〇府地区每年也要供应一部分；这些是 根据它们所分担的土地税份额而征收的。有时，明廷还征收了 额外数量的丝织品。这些额外的丝织品，通常要从供应府县所

C 1〕焦站s《国朝献征录》，卷60页

C2〕《明清史料》，乙编，卷1页3a

[3〕《明史》，卷82页9。《六明会典：K卷201页4031。

〔4〕《明史》，卷82页9;卷157页13,

分担的税额中减去。如果供应还不足，就要购买CU。1463年， 在南直隶和浙江征收了 120,000石粮食，专门支付10,000匹丝 织品明代中叶后，通常从盐税收人中提取资金购买丝织品 (食盐的流通，受到中央政府严密的控制此外，在扬州所征收 的通行税，也作为丝织品购买资金使用

明廷之所以极为重视丝织品，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使用价 值.事实上，丝绸可以象征着官员们所穿的官服是与众不同的. 明王朝建立者规定，商人永远不准穿戴丝织品。在明政府保护 下的丝织品织造，不仅要向官廷人员提供制服，还要为贵族、通 过各级科举考试的士子、政府官员及其家属提供相应服装。对 于和尚和藩属的朝贡使者，明廷也给予和赏賜一些。在皇帝的 同意下，明政府采纳的设计图案非常广泛^原材料织造成服装 时，每件的前胸后背、袖子和花边，同它件是不同的，从而表明衣 着者的官品和地位

各种资料中关于有多少丝织品运到了北京的记载，极大地 不同。《大明会典》记载说*每年有25,436匹另加1H5英尺的 丝织品运到北京，每匹宽2英尺，长35英尺。另外，每10年采 办的丝织品，总数达150,000匹。此外，每闰年（按照农历，闰年 有13个月）须多交2,679匹另加S2英尺〔5〕。明政府为接 收站和收购点制定的手册，说每年运到此京的总数为28,6S5匹

C 1 3 S大明会典:K巷201页4031,

〔2〕S天下郡国利病书:K第S册页69a 〔3〕S续文献通考》，页2934a 〔4〕《明史》，卷页&—10D 〔5 3《大明会典：K卷201页4036。

另加19, 15英尺，闰年增加的有2,611匹另加20.35英尺〔

《明史》中随便记载说，16世纪早期每年运到的总数为24,000 匹162〗年，有名巡抚提交的上奏，指出江南四府每年织造 的丝织品，总数为12,555匹〔3〕。

但是，有一份提交给弘治帝的上奏指出，在】501年，宮廷仓 库收到了 278,287匹丝织品；这年期间，检验查收的有312,372 匹该卜.奏还强调说，拨付给采办丝织品的宦官作为所需花 费，包括60,000两银子和16,000吨食盐s根据食盐的价 值、拨付的钱甲数和宦官采办团通常花费等来判断，宦官采 办运输的丝织品总数，应是《大明会典》中所记载的5到10倍。

在]597年，又一次拨付21，000吨食盐给采办团但没 有说明其中有多少食盐用于购买丝织品^■还值得指出的是，有 时最后对丝织品要加工的内织染局（the Bureau of Weaving and Dying),在16世纪后期雇用的宦官和政府劳力，达到11，500 多名

1624年，有名御史上奏天启帝，弹劾负责太监。这份上奏 进一步证明了丝织品数量远远超过了 5位数，其说道：“夫袍段

〔1〕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6页 〔2〕|明史》，卷185页9。

C3〕《天下郡国利病书h第8册页41 〔〇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卷：H页35,

〔5〕产盐地区的官定卖价仅为每吨两银子。参见《天下那国利病书》， 第12册页4L但是从各科文献的零星记述尹，我得到这样一个印象， 即商人每吨所付银两很少低于7两。《春明梦余录:&中提到，在明工軔 统诒末期，加上附加费，每吨食盐所售价格高达15沔，参见《春明梦余 录》，卷35页4S。

〔6〕《天下郡®利病书：K第册负6。

〔7〕王世贞M弇山堂别奠：K卷9&页6。

以四十万，分为十八运/’ C ^我们虽然不能准确指出到底生产 了多少，但相信在16世纪，每年丝织品数量，包括宮廷织造厂所 织造的、各省征收的和购买的，应超过25万匹。关于成本，每年 由明廷所承担的纯支出就明显超过了 25万两银子CU，不足数 目则由各地承担，总成本不可能少于50万两B除了 5,000匹丝 织品由山西省供应外〔3〕，其他则安排南直隶和浙江两地承担， 在苏州，安排S艘船只永久地专门运输纺织品*并在1624年增 加了 2艘〔4〕fl杭州、南京和其他河港所安排的专门运输船只， 应接近这个数。

当时相当多的记述一致谴责明廷派遣宦官从事丝织品采办 是错误的。毫无例外，所有釆办宦官事实上都在敲诈勒索，图谋 私利，而由他们支配的物品和劳力很少得到相应报酬，白白供 给。1525年，南京知县指出，有时在生丝已经存放于朝廷仓库 时，负责太监仍然要求江宁和上元两县供应〔5〕。由于负责运输 丝织品的漕船装载较轻，因而宦官总是利用船舱和货舱携带私 货，成者出租.关于出租情况，利玛窦在其第一次到北京的旅程 中就发现了。他在《札记》中证明说:“太监们有时出租宮船的空 舱賺钱，〔s〕1S00年第二次到北京时，他自己就在运载丝织品 的一艘马船上s下面一段，摘自其《札记h

一位身居要职的太谧率领六艘马船栽着丝绸，正要动身 去北京利玛窦神父和他的同伴们在这样一艘船上分到了一 个舒适的位里，地方宽裕，不但放得下个人的行李，而且还可 以堆放一所新房子和一座设备齐全的教堂所需的家具，这个 船队是由那位给利玛窦神父之行签署官方文件的皇帝顾问派 遣去此京的

皇帝的服装，由专门船只负责运输，一路上享有的特权比运 载丝织品的还要大。龙袍怍为神圣不可亵渎的物品，不能同普 通物品放在一起.后来满族人掌权后，明显地继承了这一做法D 1656年荷兰外交使团到中国后在漕河上航行时，就发现了为皇 帝运载丝织品的船只，全船都装饰起来，雕梁画栋〔2\

这样，丝织品一路上的额外处理费用，同上述估计数字并不 符合，使已经过于浪费的釆办支出更加昂贵，1624年，苏州巡 抚反对增加运载丝织品的船只，指出增加船只，就意味着不但增 加维修费，而且要增加漕河劳役人数和服务开支〔3〕6于1501 年分配的16,000吨食盐，所占船只应为100艘到200艘。还有 资料表明，宦官一路上持着朝廷许可证，却运载未经许可的食 盐，谋取私利，注明日期为】505年的一份上奏，就指控说此 辈若明得旨，便于船上张揭黄旗，书写‘钦赐皇盐f字样，势焰煊 赫，州县驿递官吏稍稍答应不到，便行捆打，CM

CO 利玛寘：《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札记（15S3—页me。

安东尼•弗朗科斯•普雷沃期特：^:耶稣会士的历史性旅行h卷5页 253.

〔3〕（明£奏议》，卷37页7H 〔4〕4皇明名臣经济录>，卷23页3—4。

除了丝绸外，江西的瓷器也由宦官负责采办。到底采办多 少，看来没有规定，但是产量仍然很大。产量最多的一年，是 1433年，生产了 443,500件。其次是1571年，生产了 105,770 件；接着依次是1582年，96,624件；1583年，96,000件^ 1591 年，明廷规定生产159,000件g在此数完成之前，明廷又突然命 令多生产80,000件&直到1610年，任务才得以完成〔1〕。

位于景德镇的瓷器工厂，建造于H世纪晚期，或者修建于 15世纪早期。据说，该工厂周边界线超过了 1英里，分成23个 部门工人从附近各县征召而来。他们的报酬由这些县份 提供;或者作为法定劳役，他们为明廷提供服务，而无报酬。看 来在明代后期，瓷器工人，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是招募而来 的16世纪中叶，景德镇总共有5S家官窑，另有20家民 窑。对于某些特定种类瓷器的生产任务，官办瓷窑经常转交给 民窑来完成，付给报酬〔4〕。景德镇由于生产繁忙，吸引了众多

〔1〕《大明会典》，卷194页3&19;《明史》，卷8Z页11。

〔2〕蓳浦棄瘧镇珣录》（1815年版），卷1,

还请参见佐久间重男（Sakunai Shige〇)《明代景德缜窑t之考察》 (“Miiidai Keitokuchim Engyo no Ichikosatsu”），载《清水博士追偉纪念 明代史论丛》(东京》 19&2 年），页 462,

〔3〕蓝浦景德填陶录》，卷佐久f_1重男3 «明代景穗镇窑也之考凜>,页

468,470,472,

〔4〕瓷窑到底有多少，一直有争议，之所以出现争议，原因或许在于没有一 个犬家都接受的标准，到底什么样的才能称得上瓷窑。本文的数字，是 根据傅振伦的研究得出的。参见其大作《明代瓷器工业M北京，L955 考版 >，页15,

但是*无论是佐久间f男还是江西省的官方研究机构都相信，明代后 期的瓷窑数超过了 900„参见佐久间重男的大作C明代景德镇窑业之 考察》，页482;江西轻工业厅陶瓷研究所：《景德镇陶瓷史稿》（北京， 1959 年販觅 109。

旅行者的注意。杜*哈尔德就在其大作《中国社会简史》一书中 对景德镇作了如下描述：

只有江西一个城锒在生产瓷器，它的名字就叫景德镇。

该镇长〗里格，人口约有100万&〔 1〕

官窑不仅生产饭桌上使用的瓷器，还生产诸如棋子、鱼缸之 类的奢侈品。朝廷规定的颜色和图案，不能模仿，违背者要受死 刑处分宣德帝在位期间，有名负责瓷器制造的宦官*就因 将皇家产品分给亲密朋友而被处死

瓷器运到北京后，交由负责为皇家准备宫廷宴会和食物的 宗人府负责。食物食用完后，宫廷侍从经常占有器皿1504 年，宗人府报告说3个月内就有23, 345件不见了 C5〕。1609 年，一名御史写道：“一人宫门……无复返还之望，被贪污 偷盗的瓷器通过各种途径，总有一天要迸人市场的〔7\皇帝本 人也要卖掉一些这些情况反映了明廷需要制造和补充的

〔]〕杜•哈尔德（Du Halde):《中国社会简史:d-rtd )，卷 2 瓦 10。

但是，这个数字明显是夸大了的1根据《明世宗实录》卷240页6中所 记载，1540年•景德镇人口约为10,000人。《景德慎陶瓷史稿》估计在 明王朝统治崩溃时期，景德镇人口增加到〗◦〇,〇〇〇人。参觅《景德镇陶 瓷史稿h页109。

〔2〕《明史》，卷82贺1U

〔3〕《明史》，卷S2頁11;余继登：《典故紀闻h卷9页148q C 4〕《明史》，卷82页 C 5〕金嫌笋，《典故紀闻h卷16页267。

《神庙留中奏疏类要》，4(应为第四册，户部卷2,页6——译者）„

〔7〕《春明梦余录》，卷6页6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1827年版），卷24 页

C 8〕4春明梦余录卷27页9。

数量巨大.由于手头的资料不多，我们只能推测，每年生产的瓷 器总量大概在35,000到M，000件之间〔1〕。

瓷器的包装和运输，由地方政府负责。在饶州府，由7个县 提供劳力。装满瓷器的柳条箱县县中转，到达南直隶的池州府， 然后大概在那里由南京派遣而来的船只装载运输。据说，“一岁 数限”向北京运送瓷器。每次运送所需开支，“少者不下千金，而 夫力装具不与焉” C 2 但是t随后经由运河的运输，看来由明政 府负责。而且在明王朝疣治后期，陆路中转为水运所取代

宫廷消费的酒瓶，用质量中级的瓷器制造，由坐落在进人漕 河处附近的仪真和瓜洲大批量生产。这两个酒瓶制造厂由工部 负责管理，每年要烧制m〇〇〇个运输这种酒瓶，无须特 別处理。每30个酒瓶t就装成1小包。然后搬到运输漕粮到北 京的船只上，顺便就运到北京了

砖块的运输过程同酒瓶相同&砖块由临清砖厂生产，年产 董为100万块。]574年后，减少到700,000块。运输瘠粮 的每艘船只，要顺便运输40到48块；民船减半〔7〕。有的资料 说，有时，每艘民船需顺便运载S40块，后来减少到4◦块；郎使 是运输净米的船只，也不能钶外。船主要想免于携带，需交付

〔n 1436年朝廷工厂没有生产时，地方政府为明廷生产了 50,000件D参 见佐久间重男的大作《明代景德镇窑业之考凜页46L 〔2〕《景德镇陶瓷史稿:^页111。

〔33 4景德铕陶瓷史稿K页3K111„

〔4〕《大明会典》，卷1&4页3918。

〔5〕《通漕类编:K卷4&

〔6明神宗实录》，卷29负10。

C7〕《通漕类编》，卷4;《天工开物》，卷2页3。

〇. 6两银子i这笔支付，涵盖了从漕河端点到登记站的处理 费〔1〕。以这一比率计算，从张家湾运输100万块砖头到北京， 要花费15,000两。

只能为宫廷建筑使用的釉砖，由苏州烧制生产。不过，明政 府并未设置永久性的釉砖厂，只是在需要釉砖时，才规定长江下 游6府地K负责提供劳力和生产设备明廷通常拨付一些 钱币，其中部分作为生产补助费.15%年到1598年的修建计划 投入实施时，明廷拨付了 20，M0两银子〔3〕。包括处理费在内 的实际成本费，超过了此数10倍到20倍。运输釉砖，要用特殊 的驳船

用于建筑的花岗石，生产于淮安一徐州地区，而石灰则由北 京附近的马鞍山生产6至于木料，除了一种特殊木料由山西省 五台山供应外，大量由湖广、四川和浙江等昝提供。

从因川起运的木料，必须走3,000多英里，才能运到北京. 通常的处理方法是，每20到30根扎成1只木排，每只木排由40 个劳力负责运输；他们到达北京，需要3年时间^每只木排的运 输费用，达到60,000两银子明廷，包括皇帝及大臣的办公 场所和皇室生活起居住所，在1514年、1541年、1557年年 和15M年不断毁于火灾< 为了修补被毁建筑，明廷在16世纪 和17世纪早期大部分时间里不断在修建。为此，明廷拨付大笔 〔1〕《天下邵国剩病苐7册页3S。

〔2〕《大明会典I眷190 1 3848;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4衷39。

〔3〕项梦原：《冬官纪尊》，页U

〔4〕利码窦：《十六世纪的中面-利玛窦札记IfilO)》，页:K)7P 〔5〕黄训：《皇明名臣经济录:K卷4S页13;《春明梦余录>，卷46頁6夂

资金以支付各种建筑材料；其中大部分用于支付木料费〔1入 在16世纪晚期，旅行者常常看到运载着“皇木”的船只在漕 河上穿梭。归有光就在1541(应为1562,作者误^编者）年南 行日记中开篇写道下张家湾：皇木蔽川，舟阻隘，仅得 出。”    利玛窦在其《札记》中对16世纪结束时的情况作了如

下描述：

经由运河进入皇城，他们为皇宫建筑运来了大f木材_ 梁、柱和平板，特别是在皇宫被烧毁之后……

利玛窦所作的另一描述如下：

神父们一路看到把梁木捆在一起的巨大木棑和满氣木材 的船，由數以千计的人们非常吃力地拉着沿岸跋涉D其中有 些一天只能走五六英里。像这祥的木排来自遥远的四川省， 有时是两三年才能运到首都u其中有的一根梁就价值达三千 金币之多，有些木排长达两英

在1557年的修建中，明廷派遭一名侍郎和都察院御史负责 收取木料。从四川和湖广获得11，280根圆木I：其中一些的圆周 达10英尺〉，从浙江所得数目不详〔5〕&看来，明廷为此支付的 钱币数目较少，而大部分花费由有关省份承担，从它们应缴纳的 土地税税额中扣除。仅湖广一省，所支付的银两就达1390,000

U〕《春明梦余录》，巷6页9—10;P力史》，卷24]爽4。

〔2〕歧有光震州先生集》，卷6页S.

〔利玛奔：《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札记（1583…1W0)》，页：

〔4〕利玛窦： < 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寞札记0583—1610)》，页307P 〔5〕隹竑：《国朝献征录h卷59。

两〔11这笔开支或许包括了从未得到报酬的劳力服务，有证 据表明，对于这些没有什么技术的苦力来说，他们被征召服劳役 并无报酬；同时，因事故和其他原因而导致的死亡人数，一县就 接近1,000人

据说，1596年的修建耗费了 9,300,000两银子使用 的圆木，总共有16〇,〇〇〇根"〕。其中一些横梁，长达90英尺， 圆周14英要把它们漕运到北京，毫无疑问地给相当多 的劳力带来了艰难困苦。利玛窦神父在其《札记》中所写的一句 话，即“成千上万的苦力，沿着漕河岸，步履艰难地跋涉”，就深刻 反映了被地方政府笹召而来的劳力所承受的痛苦。《明史》中的 记载，也反映了此点郡县有司，以迟误大工逮治褫黜非一，并 河州县尤苦之&”C6〕还有资料证明，木料经过水门时，各种船只 都必须靠在一边等候，许多船只都被失去控制的圆木撞毁、 损坏〔7入

1596年修建主事（director)留下的文件，反映了木料除了上 述来源之外，还要从民间购买一定数量，作为补充，明廷规定， 由商人运到北京、圆周为5英尺或大于6英尺的圆木，工部按照 官定价格支付购买；民船运输的桅杆也是这样〔s\这些文件虽 〔1〕《明史卷82页8。

〔2〕《万历疏抄》，卷8P 〔3〕《明史h卷82页8,

〔4〕项梦原：《冬官纪事》，页4。

〔5〕项梦原：C冬官纪寧 页14„ C 6〕《明史h卷82页8d 〔71项梦原：《冬官纪事 页^ [—81项梦原：4冬官纪事 >.页7。

然没有进一步提供购买后的情况如何，但是指出，有一段时期， 木材商运送到北京的木料达44,000件.很有可能，其中大多数 是木板、厚板和形状较小的圆木〇

当然，明廷并未因修建项目完成而不再获取木料。在1527 年，明廷因各种需要而消耗了 8,120根圆木，另外还消耗r从四 川运来的6,710块木板和厚板北京的一个皇家木料场，永 久地派驻U〇〇〇名士兵.他们的惟一职责就是保护堆积起来的 木料

用来制造皇家家具的木料，通常由南京工部提供。1478 年，为了打造皇帝个人藏书室所用的书箱和书架，用了 600块木 板，就由南京工部提供，运输2次才运到。虽然没有提到到底由 多少艘船只负责运输，但是提到了为了从漕河南方端点运到宮 廷木作场，拨付了 450两银子154S年，木作场打造了 40 张龙床，为此消耗了从浙江运来的1，300根圆木。到16世纪 末，木作场每年要消耗27,880根圆木和大小不同木板；这些全 部由南京提供

根据南京兵部尚书提交的一份报告，在16世纪早期，每年 要安排280多艘船只运输木料、竹子和家具到北方京城，同时要 安排110多艘船只运输水果、新鲜蔬菜、鱼、腌制食品和熏 肉另一段资料指出，大约在同一时期，需要162艘船只来 〔1〕项梦原冬官纪事》，页4。

〔2〕黄训：K皇明名臣经济求》，卷43贝5。

〔3〕《味水轩0记》，转引自《古今图书集成》，第781册页10, 〔4〕何士晋：《工都厂库须知:K卷9页7^

〔5〕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K卷9页2^卷9页72,

〔6〕《明武宗实录》，卷5页9。 运输鲜花和食品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食品运送过于浪费。 但是明廷声称，这些食品是用来祭祀的，使人们相信食品运输是 不得不完成的任务。众所周知，所有这一切，都是从永乐帝开始 的。他在迁都华北地区后，就规定南方供应食品，作为皇家神祠 的祭祀品，两艘船只来往于京城和留都之间，专门运输祭祀大 典上使用的物品随着时间推移，供应名单上涵盖的物品越 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运输船只亦就成倍增加。从明王朝统治 中叶以来，供应名单上所包括的物品种类，有石榴、枇杷、巴婆 果、柿子、苹婆属种子（seeds of slercuHa ;plata;nifolia>和油香 (olea fragrans) 0

家禽和牲畜由江南许多府县供应，在南京征收，由海关负责 运输到北京。其中一些物品由于需要冷藏（比如鱼），因而在江 北建造了冰窖。这样，供应品的征收就超出了最初的意图和 使用目的，成为需要认真处理的理由。需要2艘船只运输茶叶， 2艘运输油香，5艘运输竹笋，4艘运输荸荠；这一事实说明了运 输量达到什么程度此外，运载宫廷消费的食品，在通过水 门时最有优先权；一路上，经常有200名到300名法定劳力帮助 它们航行^•由于这些船只所载较轻，宦言就有充分机会走私。 在15世纪末期，负责济宁水门的一名宫员坚持阻止宦官夹带私 货。他最终被控告反对向皇家神祠运输物品，未经详细审讯，就 〔1〕王琼：《漕河图志》，卷3页20。

〔2〕王世贞：《弇州史料》（1514年版），卷15页15a 〔3〕《天下郡国利病书》，第8册页 〔4〕王琼：《漕河图志:》，卷3页20。

被降级到8品〇\

宫廷和宗人府每年消费的食盐，加起来达到234吨〔2〕，这 笔供应由淮安地区提供〔3〕。因此，必须走漕河才能运到北京。 明廷使用的香，每年达到35吨，看来主要是从广东昀买

同漕运物品相比，在北京购买原产地在南方的商品f被认 为属于非常特别的种类.直到万历帝在位期间，解决突然短 缺物品的需求，一直是一项严格的紧急措施。明代早期，少数 非常重要的物品就常常以这种方法获得。然而到16世纪后 期，明廷比以前更常常光顾市场，在这时，看来明廷要想得到 铜这种先前由云南省供应的物品，非常困难有时，工部选 派负责官员到南方购买铜；随后，在京城购买。毎年所需的铜， 达到24吨，按照每吨157.5两银子的价格，由几个政府批准销 售的商人卖给。此外*还要购买1.5吨锡1524年，也由于 云南省延误供应，明廷不得不从市场上购买了 U 〇〇〇两 黄金〔1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硫磺和硝酸盐定期从商人手中购买；这 些物品，看来是从海外输人中国的。在明王朝整个统治期间，大 量硫磺有许多次是由来自日本和琉球的进贡使者带到北京 的〔1〕。有4次，即在1434年、1451年、1468年和1539年，曰本 提供了 13,300磅硫磺，作为它进贡礼物的一部分，在1468年， 随同日本贡使到中国的日本商人，另外提供了 40,000磅硫磺来 出售〔2〕。从这可以看出，硫磺是如何得来的。在17世纪早期， 产自广东和四川的漆也可从北京市场上购买，每年下达的购买 数量指标为40t000磅到65,000磅CU。有资料说，工部所属机 构虞衡司（the Bureau bf Inspection)负责取样、检验购买的洗、 纸张和皮革〔4〕。然而该资料又说,这些物品都有正常的供应渠 道；之所以购买，很有可能是为了补充供应，或者是为了解决对 规格较髙的特别产品的需求。我们手中虽然没有资料表明明廷 有哪些杂货品种通常是由地方储藏供应的，但是在南京，龙眼、 青豆、荔枝和芝麻由宗人府每月购买&毫无疑问，北京也自己购 买。有段资料表明，购买杂货时，明廷通常支付的价格多于市场 价的10%

在北京购买1596年修建项目所需木料时，明廷破坏了自 己的传统做法。该项目是万历帝批准的。但是，项目主事者 个人反对“中饱奸商”的政策，故意阻止从商人手中购买；正如 上而已经提到，大量需求后来由有芜省份官员从南方提

〔1〕《明史h卷322页7*陈诗启：《明代官手工业的研究》，页21^续文献 通考》，页SOM。

〔2〕 牧田#充（Makida Tairyo):《茉萝八昭记的听究；K    iVjywmjyf山

加尺^^>^)[京都（1^〇扣），1955 年]，上，页 284、料5、347、352,

C ^ J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9页2;卷9页 〔4〕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7页1—S。

C 5〕《春明梦余录》，卷27页1 ;

供在下一章讨论漕河贸易功能时，我fj要进一步探讨此 事件&

上述各点表明明廷维持了自己相对自主的经济地位^它的 供应方法——大多数通过调拨解决——使得它相当大地从市场 分离开来，这一点，连同可能由宦官来监督进行生产的劳役制 度，毫无疑问地阻碍了全国的工业发展所有这一切与漕河 的关系如何*模糊不清•难以用明确而清楚的词语来回答。不 过，考虑到宫廷供应品大量通过漕河水道运输，考虑到明廷在半 数程度上占用这条南此交通干线，任何人要想把漕河运输情况 对整个发展产生的影响分开来，是很困难的。

从基本上来说，明代官僚对如何发屐国民经济有自己的 独特观念。只有士子一官员方能解释什么是非生产性的（nonproductive) & 他们认为人们 的生活必须是简朴的 ，不能穷奢极 侈6奢侈生活只有在皇帝的批准下才能享受；即使要享受，也 必须在供庆典仪式使用的外衣下进行，或者，至少要同宫廷和 皇庙产生一点联系。只有至高无上的宫廷及其皇家圣陵、圣 祠，才有权享受华丽和奢侈。如杲未经朝廷同意就提议发展 和促进被认为是危害农业的工艺技术和贸易，就要被深深打 上冒犯、违反国家根本的烙印。这些就是当时社会占主导地 位的基本思想观念.最有可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明代皇帝 和大臣都要把这些观念包装起来，付诸实施。而这些思想观 念，只有在设置漕运体系以及其特点受到限制的惰况下，才能

C 1〕项梦原：《冬官纪事》，页4。

C2〕吴晗：《明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研究年第三期页71,

得到极大的顺利推行。最后，明廷变成一种张开血嘴的庞然 大物，迅速吞没了令国的额外生产。它所设置的宗人府，是成 千上万人的“食堂' 在一定程度上，明廷也变成了消费品的 分配中心。它把各种各样的供应分配给贵族家庭和政府官员 (对于后者来说，明廷的分配，作为他们官俸不足的补充夂这 样，明政府就进一步把国家顶层的购X力取消了，私人商业没 有什么发展的机会和余地了

第六章征税、商业、

旅行和劳役

一、征 税

影响漕河地区商业发展的商业税有四种.商税是一种普遍 征收的国内货物税，开始于明代早期&除了农用工具和教育材 料不交税外，其他所有在市场出售的物品，都必须交税^纳税多 少，相当于该物品售价的l/30fl明王朝幵始征收货物税时，在 全国设置了 400多个收税站，虽然其中一些后来合并或者并未 收税，到17世纪早期，有11个得到保留商税虽然通常是 明代中央政府的收人，但是除了在北京和留都以及重要城市的 收税站由明廷所派官吏负责处理外，其他收税站却由各省官员 负责。直到明王朝的统治进人崩溃时期，普遍的做法是任命府

C]〕吴兆莘：《中国税制史》（上诲，1937年版），上册*页

县推官(judges)充当收税官。收入所得，只有小部分上缴中央 政府；大部分被地方政府留下来作为自己的开支，或者作为救济 资金。至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得了多少，各地的划分是 不同的

船钞，或称船舶吨税，起源于商税。H23年，■一名都察院御 史报告说，自北京成为全国的首都以来，漕河地区的贸易增长了 2倍。他建议由中央政府在沿河城镇负责征收货物税 1429年，明政府确立征收船钞。从南京到北京，明政府杷漕河 分为5段（即：从南京到淮安，从淮安到徐州，从徐州到济宁，从 济宁到临清，从临清到通州）。运载能力为1〇〇石的船只，每过 一段，就要按照政府票据缴纳1〇〇贯钱根据当时通行的兑 换率计算，这一数字大约相当于1.25两银子这样，这种运 载能力的船只如在京城和留都之间不停地航行，就要缴纳大约 6.25两的货物税.

通行税同通过税相似，因为它是根据运载能力来征收的，而 不管货物的价值如何。除了在临清以外，其他各地在征收船钞 后，不再征收普通的货物税& 15世纪中叶前，发生了许多减轻 船钞缴纳的变化，主要有：缴纳率大幅度减少了 60%，徐州和济 cn佐久间重男：《明代商税征收与財政之间的关系MMh也/ h

foZai’W fonoKcirtki).《史学杂志》，卷 65 期 2 负 58—59(1956 年2月《续文献通考》，页2937。

〔2〕t明太宗实录夂卷125页：U《明史卷81页17a 〔3〕佐久间重男：《明代商税征收与财政之间的关系》，《史学杂志》，卷S5 期1页P Z8U956年1月）；卷65期2页46—65(1956年2月），

〔4〕1两银子等于8贯钢钱u泰见杨联暌的大作：《中囯的货币和信资》，页 67.

宁不再征收；与此同时，位于漕河北段端点的收税站搬到了河西 务。万历帝在位期间，通行税收税站在全国得到保留下来.其 中4个位于漕河地区，分别在扬州、淮安、临清和河西务；其他分

布在九江、杭州和浒墅关〔1〕。

抽分，是一种单独对造船物料进行征收的特别的商品税。 划分到这一类的，有木料、竹子、麻、桐油、铁、煤和木炭。诸如钉 子和铜线这样的制造产品也包括在内.抽分缴纳，以实物进行 (在明王朝统治后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兑换成钱币缴纳八习 惯上，抽分的征收由工部人员负责。征收所得，拨付给为漕船船 队造船、由政府管理的几个船坞（关于船坞情况，参见本文第三 章和第四章h抽分收税站在北京附近有4个，南京附近有1 个，淮安附近有〗个.其他分布在正定、兰州、广宁、荆州、太平、 芜湖和杭州

除了上述三种商业税外，还有一种商业税.各城镇的货栈 和货摊常常发现它们必须缴纳一种许可税，这种税就称为“门摊 税”，通常3个月缴纳1次〔3\常见的是，由在城镇里的商人头 面人物一次性将门摊税缴纳绐地方官吏，他们反过来就有权从 各个商人那里征收门摊税.

上述税种的规定在表面是很整齐、简洁。商税对消费品进 行征税，门摊税对商人进行征收，船钞的征收由户部负责，面特 〔1〕《明史h卷81页17 —18。

〔？〕《明史》，卷81页15—16。

〔3〕《续文蚊通考》在页2937中记载了 15?8年备个城市的门摊税怔收情 关于淮史地区的征收情况，还可参见《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册

页43。

别商品税即抽分的征收由工部负责。但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简 单和整洁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实际上的处理情况完全不同，完全 偏离了最初的规定，

没有理由认为应该批评偏离是由于缺乏法规整理而造成 的。事实上，明代税收程序，规定得非常充分。《大明会典》中记 载了北京在15世纪中叶商税的征收比率情况〔1〕。实际上，市 场上出售的每种商品都有自己的征税名目。在商品税征收名单 上，不仅包括了诸如丝织品和髙级瓷器之类的奢侈品和诸如胡 椒和苏方之类的进口商品，甚至还包括价值低些的商品，比如手 绢、萆鞋、西瓜、鲜肉和论斤计算的大葱。临清收税站的收税规 则今天看来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据说，它们随着被清王朝继承下 来，写在纸张上长达105页，所包括的商税则例千九百佘 条〔2〕。淮安收税站的收税规则，写在纸面上也非常多&两组工 作人员，每组17人，在第三组下班时，轮流作为检査人员和办公 人员收税站的全部办公雇员，看来超过了 130人〔4疋

然而，尽管有关法规的规定非常仔细，尽管收税队伍庞大， 可是征税体制的运作从未摆脱宫僚的影响和操纵。混乱情况部 分是由明廷自己带头造成的^既然细目表上已经宣布了税征 率，因而很自然，整个征税收人要随同商业发展情况而起伏。但 是令人不可相信的是，明廷同时又规定了各个口岸每年要收多 少税.在明王朝统治后期明政府搜刮全国以额外增加收人时， 〔1〕《大明会典》，卷35页1020 —1022,

〔2〕张度等蓁：《临清直隶州志》（1782年版），卷9。

〔3〕^[潸河一视》，卷夂

〔4〕社琳：《淮安三关统志》（1SS6年版》，卷 有关税收数额被极大地提高了。既然明廷这样强迫，也就不能 再期望它的官吏遵守已经规定好的税征率。

明廷在不同时期所发布的命令，进一步证明了税收系统内 外都存在着许多不法行为4在1444年前，收税站的低级官吏和 附属人员是没有薪水的，他们的报酬以所办事务收人情况为基 础进行支付；这是一种导致税收腐败的根本因素，只有在明廷发 布一道上谕后才得以补救明廷于1469年发布的一道命 令，禁止对属于漕船船队的船只征收船钞〔2〕。漕船属于普通的 执行官商事务的漕军船只，不应该缴纳船钞，而在事实上却要缴 纳，明廷不得不专门发布命令免除缴纳；这说明了收税官吏超越 权限、任意专断的情况，1502年，明廷禁止贵族和皇家田庄管 理人员私自设置收税点，非法收税〔3〕。1525年，明廷又发布命 令，宣布向船员所消费的食物和燃料征税是非法的

收税官吏其他非法情况，包括暗中索取、罚款和强迫捐献、 贿赂。1499年，吏部尚书倪岳就疏言：

近年以来，改委户部官员出理课钞……往往以增课为能

事，以严刻为风烈 常法之外，又行巧立名色，肆意诛求，船

只往返过期者指为罪状，辄加科罚；商客资本稍多者称为殷 富_又行劝借，有本课该银十两，科罚、劝借至二十两者*少

C 1〕《明英宗实录》，卷119页7。但是，据称同当时的欧洲各国海关的征收 相比，明代的征收公下、含理。参觅贺机的大作：《明朝时的传统中 国》，页s，：i 3^

〔2〕《续文献通考》，页2933d 〔3〕《绫文献通考》，页2933d 〔4〕《续文献通考》，页2933d

有不从，轻则痛行答责，重则坐以他事，连船拆毁^客商号哭

水次，见者兴怜。〔]〕

正如倪岳所指出，强迫捐献的常用借口就是修建官府衙门 和举行官船下水典礼。其他借口有“助工”、“济漕”，等等6看来 在整个明王朝统治时期，这些非法情况一直存在&超出于规定 外的征税，不仅得到了明廷的纵容，有时甚至得到了它的同意。 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旲琛于1465年佝明廷建议，对通过徐州附近 急流的船只征收“济漕” u A他提出一项计划，规定对政府官吏 征收的“济漕”要根据其官品、等级，对商船征收的则根据其所载 货物的价值。缴纳以粮食进行，数目在0.5石到0.7石之间。 他在上奏中继续说道：“至河冻，可得米数千石很容易理解，明 代地方当局在各种场合一定也推行了类似的做法，从而全面地 破坏了现存税收规则和体制.

政府官吏对商人的罚款通常很严厉。在上述倪岳所提上奏 140多年后，另一名内阁成员、户部尚书倪元璐于1643年上奏崇 祯帝，也要求减轻商人的痛苦.该上奏提到了北京崇文门收税 做法，指出在一件衬衫或一件丝织品从税收名单上被遗忘纳税 时，所罚的不仅仅是这件衬衫或丝织品，还包括被遗忘商品所在 名单上的其他商品的双倍缴纳。该上奏继续指出：“凡一单所幵 货物，多至二三千件，数十商之所共也^以一货先报，而重罚数 千件已报不漏之税……”〔3〕

C ]〕《春明梦佘录》，卷35页38。 〔2〕《明宪宗实录h卷22页2„ 〔3〕《续文献逋考》，页2938。

除了上述严厉的罚款外，我们还可发现对许多同罚款一样 不合理的做法，户部的命令是无力改正的。由于官居户部尚书， 倪元璐个人不得不进行调査，并将调査结果上奏皇帝，企图改 正。而这正反映了这么一个事实，即严厉罚款之类做法已经存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根据传统，负责征收的官吏和宦官实质 上与户部没有什么隶属关系，户部对他们是无可奈何的。

然而，在税收由官吏负责时，也有一些地方采取了灵活机动 的加强税收的政策，其结果是出现了另一种极端的事例——过 于宽松地征税4下面两个事例虽然并不发生在漕河地区，但仍 然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1521年，邵经邦受命担任荆州税官 (collector)。在3个月里，他就完成了荆州所承担的税额。于 是，他就完全暂停征税，在是年其他月份里*准许商船免税停靠 荆州港^ 1565年，杨时乔担任杭州税官。他制定了一项“诚实” 的措施，征税比率完全以商人自己所说为基础，官方并不检査所 说是否属实〔11这种自由和宽厚，主要是由于有关税官的従税 态度而出现的，得到了他们同时代人的高度评价，看来，这种措 施如何同明王朝税收结构吻合，并不是他们认真关心的问题. 不过在我们看来，这些事例反映了到明代中叶，明廷分配给各个 口岸、尤其是位于南方的口岸的税额，保持在中等水平。显而易 见，各个口岸轻松地完成了任务&

无论何时，征税官员都会将优待办法毫不淹饰地传给同事。 《漕河一觋》中收录了一份官文，虽然没有日期，也没有署名，但 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有关情况。这件官文可能是工部下属

〔1〕《明史》，卷206觅24;卷224页2U 一个机关写给另一个下属机关的信函，信中要求采取相同政策， 因而两个机关的步调就会一致，从该信函中摘录一段列于下：

在一些事倒中，一些用意不良的船主，依仗船上栽有的北 上或南下官员的势力，走私桐油、麻和铁线。而该税官通常都

放衧......如果严格地执行征税规则_税率就会多达三四两银

子。即使少呰，也有二三两首先，一般同意放行；然后，要么 减少或者豁免缴纳。〔幻

左佥都御史祁彪佳也很坦白。他在日记中写道，1643年， 他从北京到南方，由于安全原因，其他几艘船只跟着他，彼此保 护（祁彪佳此行，发生于清军进人漕河地区之后）。在临清，税官 何任白免除了祁彪佳所雇船只的税，而且免除了随同他一道往 南整个船队的税（祁彪佳说明自己的船只装载了枣子）&在这之 后，何任白为了进一步表达自己的好意，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列 举了应缴纳各税f如果按照规定，他应该对祁彪佳一行进行征收 的。祁彪佳写了一封感谢信。在淮安，这位左仓都御史并未坐 等优遇降临，自己写了一封信给税官，直截了当要求免税。看来 只是在夏镇，他才遇到了一些困难，充当夏镇税官的是一名皇 族成员，他索取的缴纳比官定的多了许多。祁彪佳则拒绝缴纳。 最后，他的船只按照一般规定交了税

上述不规则情况毫无疑问地给我们的事实调查带来了麻烦;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各种资料所提供的信息中勾画出税收体制

〔1〕S漕河一视h卷9(此句原文尚未找到，因而直译——译者h C 2魆佳：《祁忠敏公记》，第五册，1643年阴历丸月二艮，

运作总情况。很明显，直到16世纪晚期，商业税只是作为国库收 人的补充，HS8年，全国的货物税和船只通行税两者的收人加起 来不到4,600万贯铜钱^由于是年规定，以政府票据缴纳的每贯 铜钱官定价值为〇. 〇〇3两银子，因而收人不到138,000两银 子〔1\ 1544年，所得收人为5,200万贯多一点〔2〕。由于明廷 于1529年颁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铜钱和银子的兑换率升到每贯 0, 005两，因而收人大约值2S0,O00两银子〔3 \尽管事实上收人 在56年里双倍增加了，但是同诸如土地税、盐税的收人相比，商 业税所得收人仍然很少。在这些收人中，主要部分来自漕河地 区；对此，我们将在以下几段中加以探讨。

对于明王朝统治早期各种物品的征税率来说，我们不得不 以《大明会典》中所记载145〗年货物税征收细目表为根据D该 表指出征税比率井未完全遵循三十税一模式。有位日本学者指 出，对诸如食品、棉花、麻和布匹之类生活必需品的征税，比对奢 侈品要轻得多还可进一步指出的是，这样的征收意味着更 多的征税，到政府仓库的报到登记费和储存费也包括在内.在 整个征收细目表上，铜钱是缴纳的钱币单位，由于征收细目表 是在有关确认政府票据贬值的政策制定之前公布的，因而不可 能按照每种物品的市场价计算出精确的百分比比率。如果征收 严格按照铜钱缴纳，那么缴纳就很高，令人难以承受，另一方

〔1〕《续文献通考 页2934*

〔2〕《续文献通考》，页293^

〔3〕《续文献通考h页2934。《春明梦佘录》，卷M页41。

〔4〕佐久间重男：C明代商税征收与财政之间的关系》4史学杂志》，卷65 期2页62(1956年2月）D

面，如果铜钱就是敕府票据中的同一单位，如果支付是按照纸币 的市场价值进行，那么对大多数物品来说，缴纳比率就应该在或

者接近2%到5%之间

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再次以前面已经提到的观点为依 据，即官定比率虽然低，但是商人所缴纳的必须大幅度地超过官 定比率。在整个明王朝统治时期，很少有对商业税缴纳比率的 抱怨，大多数是针对非法征收和重复征收。重复征收在明王朝 统治后期更加明显。在16世纪晚期，从河西务到北京长约70 英里的河段上，就有3个收税站祁彪佳日记中所提到的夏 镇收税站，在官方报告中并未提到其征收情况；看来也未对该站 收人情况进行査账。可是该收税站的设置，对商船来说增加了 额外负担，按照规定，淮安收税站只能征收抽分和船钞，不应征 收货物税。可是在16世纪，此规定明显再没有得到遵守&《淮 安府新志》记载说，该站对12种的货物征收了通行税，其中包括 纸张、瓷器、丝织品、药材、酒和醋.据记载，此后又对53种新物 品征税此外，在16世纪结束之前，各个收税站在各自所辖 区域就开始征收几种税，整个征税规定混乱到了极点.淮安收 税站所征收的特别货物税，不仅包括抽分，而且延伸到对船只的

〔〇比如，#肉每斤（大约1又1/4磅）納税〗00文^如果征收严格地按照 官定tt率（1,000文兑换1两银子），那么缴纳就会超过猪肉本身的 价值6

另一方面，丝织品是根据其等级征税的，每卷纳税15贯、20贯和25 贡，14S8年，明廷规定，毎贡兑换0.003两银子D如罘按网此规定，每 卷丝织品纳税税额分别应在O.O45、0. 06、〇. 075两之间——这是十分 低的。

〔2〕K春明梦佘录》，卷35页沾。

〔3〕《淮安府新志：K卷12.

净价值进行征税。最后，船只要通行，就必须缴纳其建造成本的 1/30。与此同时，船钞的征收仍在进行，虽然这种缴纳仅仅是名 义上的。如果船头宽5英尺，就要激纳0.029两银子

在16世纪晚期，到底是什么才可以称为造船原料也是一个 问题，有一个事例，是一个商人运载1船煤到华北去。在淮安， 工部代理人要征税，理由是煤用来生产铁钉，而铁钉是造船必需 品。但是随后该商人仅仅继续行驶52英里后*桃源县（1914年 改名为泗阳县——译者）又对同一货物即煤进行征税。县衙门 宫吏声称，煤属于普通消费物品，应在货物税征收之列〔2〕;很明 显，这种解释不同于工部代理人所作的延伸解释.这只不过是 无数个混乱征税事例中的一个。毋庸置疑，一定发生了许多其 他事例，受害者所遭受的悲痛，未能得到清楚表达，亦就未能得 到伸张a还可以指出的是，在52英里这么短的路程里就重复征 税一次。

这样，当一艘商船进人漕河水道并从瓜洲向北京驶去时，船 只要被征税4次，所运载的货物要被征4次或5次，可能还更多 些.即使三十税一的规定仍然得到遵守，连续征税加起来也要 髙了许多。下面两个事例可以帮助我们勾画出税率情况。第一 个事例是：在16世纪后期，一些商人从黄河和淮河地区运载大 量粮食（主要是小麦、大麦和豆），经越淮安，到南方去《从1566 年开始，明政府征收运输特别税，1个税逐渐膨胀到4个税。到 16世纪末，4个税的税率加起来为每石粮食〇. 02S两银子^这大

〔1〕《天下郡国利病书K第11趼页41 〔2〕《漕船志:K卷7页114。

约等于要缴纳10%^当商人们把粮食运到瓜洲时，或者说在往 南走了 140英里之后，类似的征税就在等待他们另一个事例 是；在15%年官廷的修建中，主事者反对购买木料的政策〔

指出如果要购买160,000件木料，明政府就会损失对32,000件 木料的征税〔2〕。税率明显为20%,虽然该税率包括了位于漕 河河道以外其他几个河港的征税；在这些河港，如荆州、芜湖和 南京，木排必须扎好。

考虑到这一切，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在16世纪和17世纪 早期，无论运载什么货物通过漕河主要诃段或全部河段，五花八 门的通行税加起来很少有少于货物价值20%的，我们还可以 得出一个合理的推断，即对奢侈品的征税，是按照或高于兄K 的税率进行的。

附录4中收录了明政府自1599年以后有关各个口岸的税 额分配，看来，税额数字包括了船钞、货物税和对造船原料征收 的特别商品税即抽分^值得指出的是，明廷所得商业税收人来 自8个主要口岸，其中有4个坐落在漕河这个为当时明人称为 “运输河流”的河道上，有2个坐落在江南的漕河的支运河上；另 外一个，虽然指的是北京的崇文门，但它的收入几乎全部也是来 自漕河运输，只有坐落在长江中段上的九江，才无可争辩地位 于传统上以大运河著称的运河体系之外，

同样有意义的是，在1599年前，位于漕河干线沿线的五大 H岸和收税站，即扬州、淮安、临清、河西务和北京的崇文门，所 〔1〕《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1册页4：^

〔2〕项梦原：《冬官纪寧》，页4+吴兆莘：《中国税制史h上册，页 得收人是南方三大口岸加起来的2倍5但是在1621年明廷增 加税额时，大部分额外负担分配给后三大口岸来承担> 比较地 说来，对前五大a岸的增加是正常的，临清和河西务所承担的税 额甚至在实质上减少了。明廷随后又在1625年作了增加，临清 和河西务同样未增加什么；同时，虽然扬州、淮安和崇文门所分 派的税额大幅度增加了，可是仍然少于分派给杭州、浒墅关和九 江的任务„结杲，明廷两次增加，便它从这三大南方口岸每年所 得收人达到225,000两银子；这大致同它从位于漕河河道上的 五大口岸所得254,329两收人相当。

对于这种收人重心的转移，我们可以作出两个可能性的 解释。其一 f明廷最初在规定各口岸承担的征收任务时，可 能过分地注意了漕河运输干线，规定它所承担的税额可能过 髙.虽然明廷致力于增加收人，但也在重新分配税收任务， 使漕河和南方这两大地理系统所承担的税额达到平衡。其 二，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南方因经济增长而繁荣 起来.与此同时，瓜洲一北京之间漕河河段的商亚发展达到 饱和，甚至后退。而长江河谷的商品交流和资金流通所受到 的限制明显少于漕河河道上的贸易所受到的限制^两种不 同的商业氛围最终导致了两种不同、可以看到的结果，即南 方的商业运输水平在往上发展，而漕河地区的则在往下滑。 在这种情况下，明廷重新调整各口岸的税收任务，不过是对 这种经济发展趋势的承认，不过很有可能，这两种解释都可 能是正确的。

任何人只要对漕河沿线五大口岸的记录进行分析，就会被 有力数字进一歩吸引。在1599年前，扬州和淮安的征收，加起 来只有临清、河西务和崇文门的征收的一小部分u这反映了在 明王朝统治早期，扬州和淮安这两个位于漕河入口处的口岸只 征收船耖，而未征收货物税。即使在后期淮安开始征收货物税 时，也仅仅是限于对货物清单上所列货物进行征税，而不同于 坐落在华北的其他3个口岸对所有货物都要征收货物税.在 这种征收政策下，我们几乎可以推想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漕 河t的商品运输，主要是向北，通常是一路运输到北京。临 清，由于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一个令商品 运输感到满意的目的地.从南方运输而来的商品运到这里 后，可以向华北几省散发。相比起来，位于漕河中段的商贸， 其幅度就要小得多。在下一部分讨论商业时，本文要对此作 更多的探讨。

淮安收税站的收入增加，特别是1625年增加，主要是对粮 船加倍征税带来的〔1〕。找不到证据证明，淮安地区的商业在总 体上发展了。扬州的情况也可能是这样。另一方而，临清和河 西务税收下降，是由于经济发展下降和华北省份购买力降低的 情况造成的.

对明代商业税怍了一定研究的佐久间重男，指出在明王朝 统治早期军事行动频繁之时，商业税的征收维持在一个髙水平； 在中期，特别是在15世纪中叶，商业税的征收大幅度削减了；但 是到16世纪末期和17世纪早期，由于政府赤字巨大，明政府加 速度地再次增加了征收。他的观点同我们对漕河地区税收情况 m〕《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1册页4夂 的研究相同。但是，佐久间重男先生也指出，在万历在位期间宦 官负责所有税务时，非法征收非常普遍，大部分税收都被税吏放 人自己腰包，只有20%到30%提交到国库C]〕fl他从未解释他 是根据什么得出这种百分比的。他或许也发现，在一个充满叙 述资料但缺乏有力数据的领域里，历史学者自己可以利用可用 资料，大胆地作出推断，

二、商 业

有关明代商业情况的资料非常缺乏。到目前为止，我们一 直只能以文人一官僚的记述为资料进行研究。而这些文人一官 僚，由于对私有事业持悲观的看法，因而认为这个问題庸俗、低 下，不值得记述。而商人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一生致力于剥削他 人的劳动成果，因此，他们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为自己“贏得”了 应该得到的厌恶和藐视.随着这种思想观念的流行，商业对社 会发展来说就不过是一种附属物。充其量，它是一种人们不得 不忍受的必须需要的“麋鬼'明代大多数官员从不承认物品有 效交流同样会在整体上给国家带来幸福既然这种偏见在 知识分子中盛行，那么我们就不感到吃惊，在他们所留下的大多

〔1〕佐久间重男：I明代商税征收与财政之间的关系》3史学杂志》，卷65 期1,页23(195$年1月

〔2〕我认为这是一个大胆的认识。几个明代作者，比如邱漆、顾炎武与倪亢 耱，所写的文件，的确反映了他们的经济眼光和洞察力超越了所处时 代。不过，这并不能改变我的看法，他们绝大多数同时代人对经济问题 究全无知。导致无知的，不仅是缺乏知识或经历，而且是他们缺乏抽象 思堆的能力.

数记述中，涉及私有商业活动的较少^

即使官员在描述有关商人情况时，他们的观察也由于眼光 有限而受到极大的限制.我们在收集明代官员所提交的备忘录 时，不断发现许多记述都是讨论商人的生活。其中一些记述在 极力辩护明政府是仁慈的政府时，也对商人公开表示了一定的 同情。即使如此，伺情也从未脱离过人道主义的角度&举例来 说，有些记述批评超额征税，并不是因为这种做法限制了国K经 济的发展，而是因为损害了天子那宽宏大量的名声。把私有商 业视为抽象的实体，看来是当时作者的能力达不到的。

位于漕河地区的一些府县，其地方志保留下来了；关于临清 和淮安收税站的记录，也保留下来了。不过，对这些资料进行考 察，发现记载情况完全令人失望。在每一页上，有关作者都沉湎 于讨论风景、公共建筑、个性和民间传说之类话题；我们找不到 有关停靠口岸船只运输的商品总数的记载，也找不到有关多少 船只从事运输的记载，这些资料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线索来评 价商人的资本化、获利蟆度以及贸易方法等情况a前而提到的 地方志，虽然列举了各有关地方的产品，也列举了主要进口品， 但这些列举只是一个大概，并未提供有关数据使我们的陈述充 分有理。除了这些资料之外，我们只能利用明代官员在特殊场 合所写的文献。这些文献的一些记述，有时碰巧地给我们的研 究内容带来了阳光^虽然漕河地区的贸易活动非常广泛，为我 们的全而讨论提供了话题（这对本章其他部分的讨论也适用）， 但在事实上，由于资料缺乏，我们勾画不出大体情况.

最后，我们希望中国的编史工作能够走出上述这种死路和 僵局。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困难，不能全部解决&帮助历史学者 进行更深人探讨的工具和方法，希望能够找到。首先，成千上万 商人一定留下了无数私人记述、信件、分类账、合同，甚至收据， 因为有关这些对于传统的编史内容来说并不在内的资料，从未 得到认真的寻找。只要努力去寻找，就会没有问题地找到其中 一些遗失的文献。+国大陆学术界现在正朝着此方向努力a在 新证据开始堆积到一定数置时，经济史研究的水平毫无疑问地 要跃上新的台阶。不过在这个时代到来之前，我们不得不裉据 令人失望的文献进行研究a因此，我们下面所作的研究，不过是 提出一个大概而粗略的轮廓；我们目前的期望，仅此而已^

同明政府供应流动情况类似，漕河上的商品运输也以北方为主 要去向而引人注意。南方所产几大重要产品，包括丝织品、瓷器、棉 布和木料，构成了区域之间贸易的龙头商品，主要就是通过漕河运 输到北方去的;其他南方产品，比如纸张、漆器、桐油、皮革、有色金 属和干杲，也是如此。毫无例外，海外输人的商品*其中有胡椒和苏 方，实际上也是通由漕河水道运输到北方^北方省份所产商品，能 够提供给江南市场的，主要是棉花和羊毛纱线.一般说来，这种贸 易是不平衡的，北方主要是买方,南方则主要是卖方。

但各地内部的贸易同样重要。.在漕河的地理复杂和税收过重 情况下，私船感到与其跑完整个漕河水道，不如在其中一段之内跑 短程更为有利。明代时期的旅行者经常提到，他们在行程不得不 换船，由于他们所出资乘坐的船只通常是货船(这种货船把自己的 甲板出租绐行人），他们在旅行S志中的有关记述，强烈地反映了这 些货船经常从事短程货物的运输.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货物属

于农产品。它们的运输虽然对全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不了什么重大 影响，但是拓宽了地方物资交流，增加了农业收人。

每一个迹象都表明，坐落在漕河沿线的城镇因商业发展而 大大受益，在扬州，最初来自其他省份的居民占该地总人口的 l/20t其中大多数为商人，来自徽州和山西在15担:纪和 16世纪，淮安人口的增长，从城墙内延伸到城墙外，发展到不得 不在旧城之外建造新城的程度〔2〕。到明王朝统治末期，淮安城 缴纳门摊税的零售商多达22种据记载，淮安城拥有的熟 练工匠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外来工人，占2/3;另一部分是 本地人，占1/3 “七彼得•冯_霍姆于1664年（或者说在本文 所探讨时期后的20年）率领荷兰使团经过淮安时，旅行日志认 为该城是中华帝国的第八大城市。电于徐州附近的漕河急 流咆哮，因而修建了一条绕开急流的备用运河，来往船只可以选 择走这条备用运河。坐落在备用运河上的夏镇，虽然建域于 1587年建立时期较晚，但是在不到50年的时问里，它就发 展成为一座重要的口岸，明廷因而派遣一名皇族成员坐镇该处 充当税官《济宁县志》虽然对诙处商业记载很少，但作者以 怀疑的口气承认说：“其地……为河渠要害，江惟货币、百贾会

〔1〕滕丼宏明代盐商之考察》，《史学杂志卷S4期6，页66—67、109— 110(1943 年）D

C 2〕C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1册页还请参见卷11页1中的地图。 〔3〕《淮安府新志S■，卷12,

〔4〕《古今困书集成》，第120册页29。

〔5〕安东尼•弗朗科斯*普雷沃斯特；《耶铒会士的历史性旄行》，卷5页 257,

〔6〕《天下郡国利痼书》，第15册页40—46,

〔7〕祁彪告=《祁忠敏公S记》，第5册，1M3年农历八月二十二3。

集*其民务为生殖,仰机利而食，〔1〕《张秋镇志》的作者则骄傲 地叙述了自己家乡的繁荣。他指出，张秋由于坐落在漕河河道 和今天黄河河道交叉的十字路口上，周围70英里内邻近地区所 生产的大量产品，云集于此.他估计说，张秋市场上出售的商 品，有20%来自临清，50%产自任城，60%到70%来自东面的兖 州府（此句中的百分比可能有问题，原文如此——译者他作 出结论说，张秋，都会之区也”〔2〕，他的评论是有道理的，S为 另一个文献反映说，那时坐落在张秋水边的仓库、货棚和停泊船 只的地方伸展到三四英里远〔3〕.从张秋往北一些，就是临清。 《临清直隶州志》的编撰者明显对商业没有什么兴趣，不能给我 们的研究提供什么帮助.《临清直隶州志》仅仅写道：“临清多大 贾……且其人皆侨居，不领于有司之版籍但是我们知道， 临清作为所属各县的府城，建造于洪武帝在位期间。其城墙建 造于15世纪中叶，周长3英里以上。1516年，为了防备地方农 民起义，临清采取了一项谨慎的措施，即“筑罗城以卫商贾之列 肆于外者”〔5〕，临清的地位，是作为从漕河运来的货物向华北 内陆各府县散发的运输中转站f这一点从货物接收地区的地方 志中可以证实。比如，《河间府志》就记载说，河间出售的包括农 用工具在内的金属器具，来自临清；纺织品原料也是如此〔6〕d 〔1〕《古今图书集成h笫幻册页15,

〔2〕《天下郡国利病书：K第15册页21

〔3〕佐久间重男：《明代商税征收与财軟之间的关系>，<史学杂杰》，巷65 期1页11U95&年1月），

〔4〕《夭下郡国利病书h卷]6页3。

〔5〕《古今图书集成》，第幻册页45*

〔6〕《古今图书集成》，笫70册页

崔溥在其0记中提到，他在临清遇到了一群来自辽东的商人。 他获悉，这些商人为了完成交易，打算在临清停留两个月

1600年左右，明代一位作者列了一份全国最大城市的清 单，清单上所列城市排序如下：北京、南京、杭州、镇江、广东、福 州、苏州、松江、淮安、扬州、临清、济宁、仪真、芜湖和景德镇C 2〕。 在15座省会城市中，有5座坐落在漕河地区，其他几座在不同 程度上依赖于漕河，或者散发自己的生产品，或者输人消费品。

除了前面部分探讨的商业税外，目前我们手头没有资料，因 而不知道商品总数量情况。在各种各样通过漕河运输的商品 中，虽然棉布看起来占有主要地位，但其贸易规模到底有多大f 无从知晓，我们也只能冒着出错的危险，进行推测9大部分布匹 生产于松江清代一位作者叙述指出：“前朝标布盛行，富商巨 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少亦以万计这段 叙述表明，每年销售总量即使未超过100万两银子，也应接近此 数。买方或许来自全国各地，但主要来自山西、陕西、北京和前 线地区这种情况同我们在第四章中所指出的情况相符合; 在该章中，我们认为北方省份为了完成自己向前线卫所f应的 份额，宁愿从南方购买棉布穿过内地各省运输到前线去，而不愿 经由陆路运输粮食。运输棉布，实际上也是毫无例外的，必须经 3 2 由漕河。根据手头可用资料来判断，每年运输的棉布，其价值应 该大约为50万两银子。由于17世纪早期布匹的批发价估计为 每匹0.3两银子〔1〕，因而每年应该运输了 100万匹布匹6松江 生产所需的棉花产自山东省，而且主要是产自东昌府和兖州 府〔2〕。从该产地往南运输，同样要走漕河水道〔3〕。临清和济 宁最可能作为装卸河港。当时的一名作者就对棉花和布匹的交 易情况作了概括性的叙述：“北土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于织 纴而寡于艺，故棉则方舟而鬻于南，布则方舟而鬻诸北。”〔4〕 应该指出的是，有些资料表明，北直隶的纺织业，尤其是河 间府，在明代晚期和清代早期不但逐渐赶上了南方的纺织业，而 且给南方布匹生产商带来了强有力的竞争。对北直隶来说，它 的优势在于与原料产地和市场的路程方便；这样，它的产品不但 价格降低了，而且在质童上可以同南方产品竞争〔5\而南方纺 织业所受到的压力显而易见；这可视为导致向北方运输急剧下 降的原因之一.不过，这种发展趋势在明代晚期的记述中没有 得到广泛证明，《河间府志》就一点也没有记载该地区纺织业的

〔1〕《天下郡囯利病书》在第6册页79 t指出，供应给明廷的槔布■，每匹的 官定价格为0.3两到0.7两银子之间。但是这比市场价高出许多，西 鸪定生指出，每匹的普通价格为0.2两，参见其大作：《支那初期棉业 市场的考察》，《东洋学报》，卷31期2页274(1947年it)月h 〔2〕西鸠定生：《支那初期棉北市场的考察》，《东洋学拫》，卷31期2页 M5--266U947 年 10 月

〔3〕西鸠定生：《支那初期棉业市场的煮察》W东洋学报h卷31期2页267 U947 年 10 月

C4〕王象晋：《木棉谱序》，转引自《元明事类抄》，卷16(应为卷£4——译

者）页24a

〔5〕西鸠定生：《支那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东详学报》，卷31期2页 27&,2S〇，：281(1947 年 10 月）。

兴起情况^ 1782年刊刻的《临清直隶州（sub-prefecture)志》指 出，直到是年临清流通的棉布，仍然来自坐落在漕河上、恰好位 于其南面的济宁〔1\此外，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探讨的那样， 到明王朝统治末期，明廷所消费的大童布匹毫无例外地来自江 南8县,并未规定北直隶要供应多少^这就令人难以相信北方 的纺织品生产已经达到相当规模的程度a很有可能，贸易下降 是其他原因——诸如北方省份购买力降低——导致的。

虽然丝织品在漕河贸易中占有主导地位，可是其交易情况 却无记载。虽然漕河上每个河港的地方志都清楚地提到了丝织 品是主要贸易商品，可是其贸易量、甚至连一般运输量，仍然模 糊不清B毫无疑问，丝织品是经由漕河运输到此方的，并到达了 明帝国遥远的角落& 1489年，来自中亚一个藩属的贡使因在临 清购买50多箱茶叶和丝织品、违背明帝国法律而被扣留 记载表明，该贡使取道河南，可能是沿着黄河旧道而来到漕河地 区的Q这个插曲证明了丝织品首先运到临清，然后被来自远方 的买方买去。谈到17世纪早期西北的经济下降时，顾炎武将之 同丝织品联系起来，写道：

陕西为自古蚕桑之地，今日欠庋弛.绸率资于江、浙，花布 来自楚、豫a小民食本不足，而I卖粮食以制衣，宜其家鲜盖

藏也〆3〕

张度等纂：《:临洧直隶州志》，卷2。

〔2〕《明孝宗实录》，卷25页10。

〔3〕顾炎武：€0知录》，转引自西鸠定生的大作{关于明木槔的普及问题：h ，《史学杂志》，卷57期4页14(1948年

顾炎武在其另外一部著作中也提到了长江三角洲所制造的 丝织品出售于西北市场的情况，指出在1626年，来自前线地区 的一个特殊购买团来到苏州，任务是购买价值“好几万两”〔1〕 银子的丝织品。不过从一般意义上讲，由于这种买卖毫无例外 的是由官府代理人负责的，因而不能视为商品贸易。

考虑到有关私人贸易情况的记载一般被省略，我们不得不 思考丝织品贸易的可能发展程度到底有多大。即使丝织品贸易 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也可能是以小宗买卖进行的6从佐伯有一 所收集的关于1611年纺织工人起义的文献中，我们可以设想丝 织业的组织松散，同工业革命前英国的纺织业非常相似，即是 说，占主导地位的是家庭生产，而非工厂和作坊生产方式 决定了市场交易方式。质量的高低不一，价格表规范化和出售管 理集中化，最容易导致商人的作用降低到较小的程度。而商人的 作用较小，反过来又导致商业活动并不引人注目6这样，贸易或 许就没有什么内容值得记述。虽然这种理论在现在已经发现的 材料中得不到证实，或者遭到反对,但是在前一部分所引户部尚 书倪元璐关于税收的上奏中，却可得到支持。倪元璐强调指出， 〔]〕顾夹武：《亭林余集》，卷12。

〔2〕佐伯有一CSaeki    : 4明末织工暴动史料类楫:敁〇

Sodo Shrj/K HwiAw) 1载《清水博士追惊纪念明代史说丛》（东京，

年版页 61J—635。

傅衣凌指出，苏州地区约有1，〇〇〇个存放丝织品的货栈；这些货栈A责 处理邻近地区乡村的产品，参见其大作《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 页

显然T棉花办货行也存在类似情况。商人通过代理人将棉花原料分发 给各户纺织女工，付给工资。然后由代理人将产品收集起来，交给商人 在市场上出售，参见傅衣凌的大作《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页8S.

在北京，每种税则通常都包含了几千种物品（它们反映了数十名 商人的购买力），税率样品是“一件衬衫和一段丝织品”〔1〕。

瓷器贸易的情况同样模糊不清。显然，除了明廷制造外，录 德镇所产瓷器大部分用于交易。江西酋轻工业局近来所作的一 项研究估计说，到明王朝统治末期，私有瓷窑每年制造总量为 3,600万件〔£\在这基础上，瓷器制造业带来了数百万两银子 的贸易。因此，瓷器产品成为省际贸易的一种主要商品。许多 瓷器是按照富户的要求生产的，上面刻有购买者所要求的特殊 图案和印记.我们从这一事实中也可以看出私人购买发展的程 度。有些卖给山西省贵族家庭的瓷器，大概生产于1514年，今 天得以保留下来〔3〕。在中华民国时代到来之前，瓷器运输主要 是经由水路〔4〕。毫无疑问，漕河在瓷器运输中占了相当大的比 重&但是，有关其交易情况的记述非常少。

《淮安府志》记载说，在前13种税征商品名单中包括了瓷 器〔5〕。《河间府志》证明说，明代晚期活跃在河间城的瓷器商，来 自景德镇所在的饶州府〔6〕。据报告说，在北京，来自各藩属的贡 使返回时装载了大量瓷器。有个时人记载说，他看到了“几万辆马 车”运载着瓷器离开京城，马车上的柳条箱和包装有30英尺高=7入

0〕《春明梦余录卷35页38(查原书没有此句话，可能出处有误—— 译者

4景德镇梅瓷史褲》，页109，

〔3〕《果#镇陶瓷史樓:K页220。

〔4〕《景德镇陶瓷史稿》，页 〔5〕《淮安府新志》，卷12。

〔6〕《古今图书集成》，第70册页27,

〔7〕《景德镇陶瓷史搞h页252^

尽管水路运输圆木要遇到无数困难，但是木料贸易仍然是漕河 商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主要的是，这是由于事实需要 所决定的。看起来，漕河沿线所有府县没有哪一个供应的木料能达 到令人注意的地步，因而不得不由长江以南省份提供。北京所需木 料除了部分由山西省供应外，大量木料来自四川、湖广和浙江。在 漕河区域内，购买木料的主要地方是京城和淮安地区。

就其他种类的商品来说，难以从现在手头的资料中判断总 的贸易数量.不过，我们可以从一名负责15%年宫廷修建项目 的官员留下的回忆录中找到一点线索。这名官员就是工部郎中 (Section Chief)贺盛瑞^当项目仍然处于计划阶段时，贺盛瑞检 査漕河北部顶端收税情况，发现不知在什么时期里，有44,000 件圆木和木板由木料商运人北京了，其中一些圆木的周长不到 5英尺显然，是北京的木料价格使商人的钱袋子鼓了起 来.随着木料贸易的发展，许多船主选择在漕河端点附近的崇 文门卸下货物，以便以较髙价格将从漕河打捞起来的木料卖掉^

我们在第五章探讨宫廷供应品时已经作了部分讨论，说在 1596年的宫廷修建项目实施中，明廷一度决定项目所需木料全 部由购买所得。正是项目主事者贺盛瑞终止了该项决定的实 施。两个不同文献对此事作了详细的叙述。其中一个文献是贺 盛瑞的儿子所写，另一个是贺的一个追随者所写，材料都取自贺 自己的记述〔2\这个事件在历史上虽然并不是什么重大事件， 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愤例和官僚作风。它们对总体上的商业发

〔1〕项梦原：《冬官纪事》，页L

〔2〕贺仲轼：《两官鼎建汜K丛书集成第1498册h項梦原j冬官纪事h 展、尤其是木料贸易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作为修建主事人，贺盛瑞一直反对购买木料政策。他计划 木料由南方省份供应。根据贺盛瑞自己所说，许多木材商对明 廷有影响力的官员游说、行贿，这些官员反过来就劝说万历帝 下令购买，万历帝下令后，贺盛瑞郎中看来政治上失败了.但 是，他大胆地对购买加上了一系列条件，以致导致合同对木材商 完全没有什么吸引力。为了宣布他的新规定，他把“数十名木材 商”召集起来，要他们跪在自己的案桌前，毫无保留地吿诉他们。 他宣布说，木料不能视为“皇木”，仅仅是一种普通商品&因此， 在过漕河的缓斜水面和水门时，不能享有优先权，在航行时也不 能享受官府劳役的帮助。此外，无论是雇用官船运输还是民船 运输，一路上如果因事故而导致船只损坏、损伤，木材商都要负 责并赔偿.木料只有在运到崇文门之后，才能以万历帝批准的 价格购买，而不能预先支付.还有，木材商不能免纳普通的货物 税，而这货物税达到货物所值的20%.正如他所预料，“新规 定”终止了购买政策的实施，没有一名木材商愿意以这样的条件 供应木料。他的专断处理激怒了许多站在木材商一边的朝廷官 员^后来，他们以莫须有的指控将贺盛瑞逮捕下狱。不过，他的 努力成功了，大批木料通过官府代理人从南方获得

从这一事件中可知，尽管一些官吏采取抑商态度，尽管运输 困难，木材商在漕河地区的生意仍然比较兴隆，显然，在16世 纪最后几年里，资本集中的程度较高.卷人同贺盛瑞进行斗争 的木材商达“数十”。这个数字虽然模棱两可，但是，他们为了准

C 1 项梦原t《冬官纪事》，页4a

备向整个1596年宫廷修建供应160,000根诹木，能够游说明廷 采取购买政策。这一事实表明，他们的作用绝不是小规模的。

在淮安，最大的木料购买者也是政府.在第四章中，我们提 到清江浦船坞要为漕船船队打造船只递补船只6在髙峰时期* 该船坞一年内打造的船只达746艘即使在低谷时期，每年 也能打造500艘到600艘。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大部分时 间里，所需木料要从私商手中购买。由于每艘船只所需木料价 值57. 8两银子〔2〕，那么全部所需木料的价值就应该在29,000 两到35,000两之间。这一估计着来同船坞的预箅相吻合^记 载表明，在17世纪前25年里，船坞的收人来自3个收税站，每 年达44,510两〔3〕，其中主要部分用来购买木料。因此,政府购 买为木材商的商业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但是同北京的情形相比是不同的。在北京，商人非常渴望同 明廷签订购买合同；而在淮安，只要有可能，商人就要避免同官府 订约。有资料指山，在16〇4年到160S年间，每根圆木，官府付给 商人6两银子，而且圆木的大小没有说明。银两是预先支付的，而 木料有时在二三年后才提供但是，对木材商来说*这种交易 似乎无利可图。清江浦船坞负责官员抱怨说:“木材商不愿意提 供木料.如果不施加压力，他们不会答应的，在另一份文件 上，该官员写道:“以往淮安的木材商达六十多人，而现在仅有七 八人。” cn证据表明，在明政府拨付给船坞的资金拖欠时，木材 商被迫供应的木料，不但不能获利，甚至违要赔本.明政府交给 淮安的供应合同，变成了一种木材商为维持许可证而必须完成的 任务。这不可避免地阻碍了私人事业的发展，阻碍了商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南京附近的税吏给木材商带来了另外的困难， 宫方文件表明，南京附近的一个机关和清江浦船坞虽然都是工 部的下属机关，但相互之间偶尔发生争吵。后者指责前者强行 从根据合同须向船坞提供木料的商人手中购买木料，并指责负 责征收商品税的官员也给木材商带来不必要的耽搁。文件中提 到，除非水面前的木排达到1〇〇多个，征税官员才不干涉，才准 许通过〔2〕.提供给清江浦船坞的木料，也要像普通商品一样纳 税；清江浦船坞负责官员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只有在木料滞留 和强行购买导致船坞船只打造计划搁浅时，他们才提出抗议. 如果政莳合同都摆脱不了这种官吏滥用权力行为时，那么其他 商人所遇到的问题就更糟糕^

的确值得怀疑的是，在木材商仍然在做生意的情况下，正如 前面几段提到一样，木料仍然大量运到北方去。木材商一路上是 怎样解决所有问题的，虽然并不清楚，但是在清江浦，每年征收的 船只打造原料税所得收人达到11,wo多两银子。该口岸按照货 物价值进行征税，实行三十税一。这样，往北方运输的木料，其价 值应超过3〇〇,〇〇〇苘。把在清江浦南面出售的圆木和木板每年贸 易置加h,漕河t的木料交易，每年价值可能接近50万两.

0〕《漕河一规K卷9(此句原文尚未找到，因而直译，一…译者\ (2〕《漕河一战J,卷S,

在明代经济史上占有首要地位的食盐，以特殊方式参加到 漕河运输中来a两大主要产盐区都位于槽河的东面，都在海岸 上^渤海湾每年的食盐产量，价值180.OCO两银子，淮河河口湾 和长江三角湾的总收人为680,000两，渤海湾的收人介于后两 地的收人之间。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三地的收入加 起来在全中国总收人中占2/3多〔1〕。毫无疑问，这三地的食 盐，绝大部分首先要经由漕河运输，才能分散运输到内地各市 场。沧州、张秋、清江浦、扬州和仪真，都是批发商经常停靠的口 岸〔2\但是盐商在从官府代理人手中购买食盐后，所走的贸易 路线大体上为东南方；这不同于其他商品沿着漕河南北干线运 输。这样，即使大部分食盐从漕河面来，但常常只是经由了其中 一小段，走完漕河大段水道的食盐很少〔3 \

不过，由于到食盐产地很方便，诸如腌肉和腌鱼这些防腐食 品在漕河地区非常普遍。此外，积极活跃于漕河地区的许多富 商，是作为盐商开始的。一旦发家致富后，他们就把自己的商业

〔1〕《漕河一视K卷

〔2〕《天下邪国利痏书》，第1&册页20;卷1G页42。《古今困书集成》，第70 册页27,《皇明名臣经济录》，卷51页7,牧田谛亮：《策彦八昭记 的研究M京都<1955年），上，页266。

〔3〕有几个例外樯况：首先，产于山东半岛顶段的盐，根据行政命令，专门 向徐州一邳县地区供应。参见《明史》，卷80页1—2。这部分食盐的 运输或许是经由漕河的。

1505年，明廷利用瀣海地区所产食盐吹入来为购买丝织品提供资金。 1516年，宦官刘允到西蠤所*味的食盐.除了淮海地区所生产的

12,000吨并，还加上了产于渤海地区的2,000啤。无论是淮海地区还 是渤海地区，产品都需利用漕河很长一段珂道来运输^参见《皇明名臣 经济录S，卷23页3—明臣奏议》，卷16页2788。据记载，成化帝的 舅父周寿也经由漕河走私食盐。参见《明史h卷300负13。

活动延伸到其他商品中去Cl\他们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 明政府的强迫，明政府收到盐商的缴纳后，盐商常常发现自己不 能运输食盐，而旦有时是长时期不能运输，因此采取了措施〔2〕。 商人不得不在其他方面寻找生计，到明王朝统治末期，在漕河 商业中占控制地位的有两大著名商人集团，即徽商和晋商.徽 商是以茶叶贸易起家的，晋商最初则作为盐商发展起来的

上面叙述的，是构成漕河商业运输主要部分的主要商品。其他 种类的商品，或者只是小规模地在漕河上运输，或者运输历史达不 到上述主要商品那么悠久的程度.《明史》在叙述16世纪俺答汗蒙 古族部落的进贡贸易时，虽然只是顺便提到，商人运到前线地区的 皮革，来自于华中和华南〔4〕;但是至少有一个记载诬明，在17世 纪早期，牛皮从清江浦出发往南运去据记载，产于江南的 桐油运到淮安地区出售〔6\甚至到清代中叶，一名天主教牧师 看到漕河上的船只“装载着木料、纸张和油”，往北“运到北京，作

〔n滕井宏：《明代盐商之考mh《史学杂志》卷54期5页66—67(1943 年），

〔2〕《明史》，卷80页7。&明神宗实录h卷322页3。

〔3〕何炳捸在（扬州盐商：对18世纪中国的商业资本主义化的个案研究》 (w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 A Study of Commercifll Capita 1-ism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载《哈併！洲研究杂志》，卷17贸 130---168)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在18世纪，盐商 是“中国的不可匹敌的‘盐王”、30家盐厂每年可获利200万两银于， 所有这些盐商的家庭在明王朝统治时期都从事于食故贸易。同引书， 页 152、153、156 —16^

参觅中囤人民大学编1《明清祍会轻济形态的研究上海，1957年版），

I 222,

C 4〕《明史》，卷222页H 〔5〕《漕河一视》，卷Sc C6〕《漕河_•现J，卷9P

为建筑之用”〔U。另一个文献提到，1590年左右，坐落在淮安的 炼油厂大批童生产桐油，其中一部分运到南方市场上出售C 2 \

'不过，产于北直隶和山东的水果，不断运往南方。据记载， 产于这些地区的枣子和栗子在浙江省的杭州出售在前面 一部分探讨征税时，我们提到了左佥都御史祁彪佳得到免税经 由漕河水道时，他所在的船只就运栽了枣子，水果以及产于山 东和河南的粮食，有时由运输漕粮到北京的南返船队运往南方。 工部一名官员发现，这些船只违反规定，运输的大米、豌豆、梨、 小麦、枣子、桃子、梅子和芝麻有时达“数百包，或数百石'他在 一个具体的事例中引证说，漕军的一名小旗就被抓住，在他的货 舱里不但发现了 40包梨，还发现了 50箱猪鬃和60捆牛皮〔4〕c 漕河上的粮食运输，主要从黄河和淮河到靠近长江的漕河 人口处 > 这和宫廷进贡品的运输方向相反，似乎是明代后期的一 大发展。作为商品的粮食，主要有小麦、大麦、豌豆和少数大米。 从淮安附近扯收粮食通行税，始于1566年，.在世纪早期，税 率为每石粮食〇,〇28两银子。据记载，此项收人每年可得 30,000两〔5〕。这一数字，是以每年粮食运输100多万石为基 础征收所得的，看来，100多万石的数字过分高了，令人怀疑, 同时，30,000两银子的收人，同1S21年明廷规定淮安河港的税 〔1〕D.盖达运河帝国》，页52。

C 2〕《漕河一规卷9，

根据该文献中所叙述的生产能力，每年的产量应超过万磅。 〔3〕王洪s《教斋诗文集K四部丛刊本卷^

〔4〕《漕河一规},卷8。

〔5〕《天下郡国利病书：K笫11册页43。 征任务总数几乎相当〔1〕。很有可能，一些资料中出现了引用错 误，这使得我们难以最后认定前面提到的估计是正确的，

同上述粮食运输方向相比，食物（foodstuff)运输显然出现在 漕河的其他河段上（不知作者这样划分的逻辑原因到底在何处， 因而将其所用“食物”一词的英文附上一译者h这种运输，只 是促进了区域供应，并未必然地建立什么清楚的贸易路线，或者 说未发展出什么特定的贸易方式.17S2年刊刻的《临清直隶州 志》记载说，临清作为商业都会，需要从其他地区输人粮食 (grain)。该地方志进一步指出，输人的粮食来自临清西面的河 南，南面的济宁，北面的天津，虽然从后者收人的粮食只是高 粱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漕河内的粮食流通利用 了所有可用方法，其结杲在整体上是令人满意的。利玛窦的记述 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就个人经历写道：“沿途各处都不缺乏任何 供应，如米、麦、鱼、肉、水果、蔬菜、酒等等，价格都非常便宜，C3〕 从有关其他并不在本文研究范围内的时期的记述中，也可 看到农产品在地方贸易占有重要的地位。1748年刊刻的淮安 府志，列举了漕河运输有哪些主要商品。除了苏方、胡椒、皮革、 桐油、蜜饯、毛织品、丝织品和棉布外，水果、蔬莱、粮食、药材、丝

0〕参见本文拫据《续文献通考》页2937所列出的附录四。《舂明梦余录》， 卷35页42。吴沌莘在其太作《中国税制史》上卷页175—17S中所列图 表与本文所列类似。不过，在他所列图表中，崇文门的数据写为 48,900两银子a

佐久伺重男在其大怍守也输了一组数据，参免其大作：《明代商税征 收与财政之间的关系》，《史学杂志》，卷65期2,页61(1956年2月）d 他的教据同吴兆莘所列和本文所列均不相同。

〔2〕张度等《临清直隶州志》，卷

〔3〕利玛窦：《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札记（1583—页30L

茧和动物骨也榜上有名1778年刊刻的《淮关统志》提到的 商品有草席、大米、酒、猪肉和萝卜〔2\ 1879年刊刻的《通州 志》记载说，通州城内外有8种市场&在附近的张家湾，市场有： 粮食市、木材市、猪肉市、牛市、鱼市、水果市和钱币交易市CM。

根据上述探讨的一般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漕河力所 能及的商业运输，促进了物品的交流；这种交流在地方层次上所 起的作用，或许比在全国层次上所起的要大。然而，商业运输所 遭到的无数个困难，不可避免地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在这些困 难中，除了金融制度混乱之外，主要有：明政府执行了错误的税 收政策，明代官员一般采取抑商态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商 业法律保护的合理的司法制度缺乏，等等。另外，仅仅是漕河水 道的地理特征，也能够限制漕河地区商业的大幅度发展，更不用 说使用漕河来航行的主要是宫府及其代理人，也不用说宦官和 漕军带来的非法竞争I而这些，都是商人不得不面对的.

虽然我们还未从原始资料中找到证据证明，但是，本文所探 讨的明代时期的商人，他们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_看来丝毫没有 漕河贸易所特有的商业运输船队的特征.很有可能，直到中国 近代时期，大多数船只，同那些在内陆水域行驶的类似，是由农 人驾驶的，而农人只是利用农闲季节受雇从事短途运输Q这个 原因也会限制私有贸易的发展程度。

如杲漕河成功地、经济地将中国南北连在一起，如果两大地

〔1)尹继善：《淮安府志》（1748年版），卷U。 C2〕伊齡阿：《准关统志>(177S年舨）

〔3〕《通州志》，卷2。 域的购买力和生产力结合起来，如杲可以因物资、劳力、生产品和 生产技术能够自由交流而受益，那么国民经济就会发展提髙到新 的台阶^可是无论如何，漕河都没有达到这个期望。其他运输系 统，比如海运，对私有贸易的限制或许少些，双方之间组成的联系 或许更有效。在16世纪和】7世纪早期，漕河这条南北运输干线 沿线的商业发展明显落后于华南的发展；关于此点，我们在前面 部分中已经指* 了。在明王朝统治的最后时期里，这一趋势更加 明显。大约在工部官员对木材商从60多位减少到七八个感到悲 伤的同时U \户部尚书赵世卿于1602年报告说，在河西务，布匹 存放置从160匹下降到大约30匹;在临清，同时注册的38名商人 中只剩下2人还在经商〔2〕。正如我们早就指出，这种贸易下降 是由许多原因导致的，其中之一就是北方省份购买力下降&但必 须指出，与此点相联系的是，漕河的商业发展从未建立在健全而 宽广的基础之上，任何逆势都容易将之推到完全崩溃的边缘.

三、旅 行

漕河虽然并不是惟一一条连接京城和南方的路线，却是最 繁忙的旅行路线。1524年，明廷公布了一个时间表，作为政府 官吏的指南，上面对从北京到全国各州各府的旅行时间作了规 定4既然时间表如此规定，水路交通运输就毫无钶外地以此作 〔1〕《漕沔一规h卷9。

〔2〕《明神宗实录》，卷376页10D

为计算基础，所有从漕河开始的旅行据此而定明代官员经 常取道漕河的情况，在当时的诗中也能得到证实。明代时期所 写的诗，提到漕河地区风景的数不胜数。在这些诗的作者中，有 很多是著名人物，如薛瑄、郑善夫、李东阳、刘大夏、韩文、严嵩、 夏言、归有光、黄道周、张国维、吴梅村和顾炎武〔2 A虽然难以 将旅行诗人遗留下来的诗编在一份完整的名单里，但是根据美 国现在可以利用的资料来估计，至少有50位明代作者在他们所 作诗词的证明下，曾经沿着漕河旅行过.

另一部分人物，从他们的传记中摘录一些记载，可以证明他 们也是一些有身份的人物。曾经于1500年官居户部尚书的吕 钟，此前于15世纪70年代在南返途中，因非法雇用漕船运载他 母亲的遗怵而被逮下牢〔3\曾经担任过兵部侍郎的张敷华，所

反嘉隆新例》<玄览堂丛书本），页2—

味了明代作者的一些全集外，从《明诗纪事>和《古今图书集成》各个砷分 中也可找到描述漕坷旅行的诗词D (漕河图志》在卷7中也收集了一些1 正文中所提到的人物，他们所写的诗词名字、所出资料，列表如下：



	
作者


	
著作




	
薛瑄


	
《薛文清公集》




	
郑善夫


	
《郑少谷全集》




	
李东阳


	
《怀麓堂全集》




	
刘大夏


	
《明诗纪寧》




	
韩文


	
《韩忠定公集》




	
严嵩


	





	
夏亩


	
《明诗纪事》




	
归有光


	
川文集》




	
黄遵用


	
《黄漳浦篥》




	
张国缑


	
《忠愍公集》(《张忠敏公集:&)




	
吴梅村


	
《梅村家藏稿》




	
顾炎武


	
《苓林诗集》




	
«明史》，卷185页'









诗名

《仪真三咏》、《黄河阻风》、< 高邮 《南旺湖三首>

《过安平填减水石坝有怀》 《沛县舟中》初至张家湾》

《泊摄州》、《都门晓出》

C南旺湖》、《过吕梁>、《至徐州》 《张家濘阻风3

《壬戌南还作X《宝应县咀风> 《关门待网二章》

《观螬此发喜》

《请江闸:K《高邮道中K《黄河J 《清江浦》、《过苏祿国王墓》 乘船只于1506年在徐州附近急流中失事，幸免于难〔1〕。于 1511年任职户部尚书的费宏，因所乘船只在临清被纵火犯烧毁而 成为牺牲品，他的船只起火后，个人所有完全被毁〔2〕。王阳明， 一位镇压过宁王叛乱的著名学者。据记载，他于1512年在南行途 中，在船上同朋友谈论古典研究〇\曾经担任过吏部郎中的周 顺昌，于1626年被抓武装押回北京时，走的也是漕河水道M \

大量的证据使我们确信*漕河在整个明代一直是旅行的主要路 线。在一些情况下，旅行者恼怒于水道经常耽搁而走陆路。但即使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走的陆路也是同漕河水道并行的，要么坐马 车，要么坐轿子，或者步行。只要水道情况有所改变，他们仍然走水 路。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他们才经由陆路走完全部漕河地区。

得到皇杈庇护的道教首领张真人，生前每年都要到北京拜见皇 帝，可能是为皇帝主持祈福活动^明政府只是为他来回提供官船。 从1480年起，明廷又把这一特权给予孔子后裔享受t5 \这进一步 表明，漕河作为一条明政府招待国宾的水道而发挥作用.

到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大多数取道漕河水路。1572 年，归有光在第七次到京应试途中_发现所乘船只在大约离张家 湾160英里的地方即兴济受阻于冰冻。他估计受阻的船只接近 1，〇〇〇艘，都是向漕河北段终点驶去的。根椐他所说，“半天下 〔1〕《明史》，卷]邮页7。

C 2〕《叼史K卷1⑽页2。

〔3〕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K四部丛刊本卷32页25。

〔4〕周顺昌：《周忠介公烬余集K丛书集成第2165册），卷21页25。先祖 文=《北行日谱K丛书集成第3440册：)，页 CS〕陆容：《菽园杂记:K卷S页83。

之士在此矣”〔在明王朝统治后半期，科举考试每3年于农历 三月举行。有名官员在谈论时间如此安排时指出t士子参加完科 举考试后返回时，就不会因槽船运输槽粮而耽搁〔2\据估计，到 京城参加明政府举行的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的士子，有4,000多 名〔3\可以想象，他们同时离开北京，会给交通带来麻烦。

漕河还是许多藩属使者到北京所走的官道。在这些藩属使 者中，最著名的是口本幕府时代所派的使团。来华的日本使者 经由漕河时，或者由于卷人了一系列事件，或者由于明人的偏 见，声名狼藉。据记载，于1453年派来的使团在临清抢劫，并打 伤了设法调査案情的明军军官〔4\于1469年派来的使团，购 买了几名汉人，男女都有，企图带到日本；只是到淮安时，由于漕 运总兵干预，阴谋才未能得逞，被买汉人才获得自由〔51于 1495年来到中国的使团，其首领于次年从北京返回日本途中， 在济宁进行谋杀活动〔6：|;日本人的记载也证实了这一事 件〔7〕，其结果是，日本接着于1512年派遣使团来到中国到达 漕河地区时，明政府地方官员拒绝向他们提供劳力和食物^疋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日本人只有走完漕河整个水道才能到达 北京，非常奇怪.但是在明王朝统治时期当海运实际上已经停止

〔n归有光：《震川先生别集>(四部从刊本>;卷s页^ 〔2〕|春明梦余录》，卷41负14,

〔3〕《古今图书集成:K第65册页30,

C； 4〕《明史》，卷3£2页7b 〔5〕《明史》，卷153页7a 〔6〕《明史》，卷322贺8。

〔7〕牧田谛亮：《策彦八昭记的研究》上，页374。

〔S〕牧田谛亮：《策彦八昭记的研究》上，页374—375。 时，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此外，1656年，或者说仅仅在超出本文所 探讨时期的12年后，荷兰使团来到中国时，他们走的路线是：首 先从广州到英德，然后溯着北河坐船到南雄，接着弃水路走陆路 翻越山梁到达南安。从南安出发，沿着赣江到长江。到南京停留 后，也走完漕河全段到达北京很清楚，我们要想明白地了解 漕河水道在本文所探讨的明代时期所具有的显著地位，所了解的 地理特点不能仅限于今天的，还必须了解得更多一些a

漕河不仅仅是连接沿海地区的水道，还是连接边远地区的 道路。在15世纪和16世纪，从北京出发的旅行者经由漕河到 达陕西和西藏a据记载，在15世纪30年代，明廷任命一名官员 到陕西担任水利专使，他就走漕河到临清，然后走陆路到新任所 上任「2〕。有记载说，西藏于1506年派人到京城进贡，朝见正德 帝。由于喇嘛所讲的故事给正德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于 1516年派遣亲信宦宮刘允到西藏遨请喇嘛到北京。刘允此行， 大概是以西藏地方使者为向导。他的队伍，由1〇〇多艘船只组 成。船只运载着食盐和茶叶，作为旅行费用开支。船队从北京 出发，南行到仪真，来到长江，然后溯江而上，到达四川&当船 队在漕河航行时，所有4‘漕船为之阻滞”〔3〕。

除了贡使外，至少有一名藩属王在漕河上旅行过。苏禄国

〔1〕参见安东尼*弗朝科靳•普嚼沃斯特<耶稣会士的历史性旅竹》卷5中 收录的吉恿，尼尤霍夫Nienhof)书信集（Papers)。

〔2〕《與故纪间 卷11页

〔3〕《明史》，卷331页4。《明臣奏议》，卷14页252。

作者所引与原文不符*今按原文译出，至于作者所说，意思直译为：“所 有其他船只，无论是北上的还是南下的*无论是官船还是民船，都停留 下来，不准航行，一一译者

王于1417年到北京朝见。他返回自己国家的途中，死于德州， 并被葬在那里〔1〕。

虽然在原始资料中述未找到专门叙述关于在漕河上旅行的 作品，但是那时所写的旅行日志和札记*有些得到保留。它们分 别是下列人物于下列时间所写的：崔溥，1488年；策彦周良， 1539年和1547年；归有光，1562年丨利玛窦，1598年到1599年， 16t)0年；祁彪佳，1634年、1636年和1643年；吉恩•尼尤霍夫， 1656年;彼得•冯•霍姆，1664年！勒康特神父，1687年

〔1〕f亭林诗集》，卷4页IS—17。

〔2〕牧田谛亮在《策彦八昭记的砑究》中收录了策彦周良（Sakugen Shu»T〇) 的曰记。归有光所写的札记，收录在《*川先生别集》卷fi页1一〗4中^ 约输*迈克斯基尔把崔濤的《漂海录》译成了英文。本文在前面几章中 引用了几段译文。至于琢始资料，则收录在牧田谛亮的&策彦八昭记■的 研究》卷2里。

本文在第四聿里引周了祁彪佳的一則日记，可参看128页注〔2〕。

安东尼•弟朗科斯*普雷沃斯特在其太作《耶舞会士的历史性旅行》 引用的3个文献，虽然其时间同本文所探讨的时期销有出入，但是斧多 观察对我们的砑究具有巨大的参考价值；考虑到清代对明代建立的行 政体系修改并不多，尤其具有参考价值。我们可以从这些旅行日志中 追索同漕运体系运作有关的制度和掼例+我们相信，漕运体系早已建 立起来了。

在3份文献中，尼尤轚夫书信集是以吉恩_尼尤霍夫1656年的旅行日 志为基础而纊辑的。吉恩•卡彭特（Jean t:aTpent〇T)将之译成英文并 编捭出版。卡彭特还指出，他对原鴇自由地加上一些评论e阿诺德• 蒙报那斯书信集（The A rnt>】tl Montanue papers)是以彼得*码■家姆 所写的旅行日志为基础编辑的。彼得•冯•霍姆是荷兰东印度枢密 大氐和财政大臣（Dutch Privy Councillor and Treasurer of the East In-dies)，于1664年到达过北京。在他旅程中，以荷兰使节的身份出现a 最后一份文献，是路易十六于16S7卑浓到中围的一群天主教神父所写 的工作日志，一般称为勒康特书信集，杜•哈尔祺在其大作《中国社会 简史》中也引用了这个文献的主要匈容。参见第2章注释4t不知作者 指的是《中国社会筒史》笫2聿注释4,还是该文的笫2章注释4,如是 后者，则没有说明a译者h

虽然上述作者所写的旅行日志和札记在背景上各不相同， 但所持观点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漕河上旅行并不是一件令 人幸福、顺利的事。归有光从苏州北上到北京，花了 38天的时 间。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由于漕河冰冻，他不得不用5天 时间走完最后的160英里〇祁彪佳，从他自己的日记中反映 出他是一名有魄力、性急的人物，于1634年南下时，只花了 28 天时间。伯是在最初的12天里，从北京到济宁，他是骑着马旅 行的。此外，在最后一段行程里，他步行一小段，然后坐着轿子 走完最后10里。在1636年的行程中，他坐船而下到达德州，然 后走陆路;这样，水路在他此次行程里仅占1/3。他于1643年所 写的日记，反映他此次行程总时间为41天.在最后一天，即第 41天，他到达髙邮附近；或者说，离漕河人口处还有60英里远。 这最后一段行程完全是水路，对他来说似乎最难走；在这段路程 的中段，他的船只不断搁钱.关于此点，我们从其日记中摘录一 段加以反映：

9月4    辰刻，从上闸得水，舟方行三十里 复

阻浅6

5 0:遣奴子询上闸无水，舟愈或，竞不能行。乃作书与 何任白，封下闸以蓄水。

6日：方眭，听榜人报水已盈尺，亟起自行牵挽，乃过浅， 然行不十数，辄遇回空粮舡阻塞……予戎服牟僮仆共牵挽，夜 行十余里......「2〕

cn归有光：《裳川先生别集》，卷g面7—匕 C2：祁彪佳：《祁忠敏公B记》，第5册^

利玛窦在其《札记》中指出，他于159S年第一次到北京时， 明政府拒绝他进人京城。返回南方时，他对自己的经历作了这 样的记述：“回程的空船装载旅客几乎是不要什么钱的，但这一 次船主的贪婪使得这艘船非常不适于乘坐，因为它缺少武器的 保护并且没有足够的水手，从北京到临清，他花费了整整1个 月的时间，才走完这段长500英里的路程。关于这一点，他写 道〆‘一旦冬季来临，中国北方地区所有的河流都结厚冰，河上航 行已不可能，车子则可以在上面通过从他的记述中，我们虽然 难以判断利玛窦神父到底在临清被耽搁多久，但是可以得知，直 到来年春天，他才能继续南下〔

利玛窦于1600年第二次前往北京途中，乘坐的是运输丝织 品的官船^在中国文献资料中，这种船叫“马船”；利玛窦神父 则称为“马快船利玛窦写道；“所谓的马快船都由 宫中太监指挥，通常都运行迅速，八只或十只船一队，〔2〕在这 里，他又没有写出具体的时间.但说明了马船比普通船只有优先 通过权^他认为，它迅速穿过“几条狭窄的河道”，“大大缩短了 他们的旅程”这些评论只不过是进一步证明了享受不到此 种优先权的旅行者，只能在过于拥挤的水道里多耽搁几天。

策彦周良所保存的日本贡使旅行日志记载说，1539年，使 团在获准启程出发到北京之前，不得不在宁波停留了 195 天〔4〕。在停留期间，宁波知府向使团说明他们长时间耽搁的原

〔1〕利玛窠：《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窦礼记（〗583—1610)》，页315, 〔2〕利玛寞：《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窠札记（1583—16]〇)》，页307。 〔3〕利玛寞：《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札记（1583—161t〇：K页358。 〔4〕牧田谛亮：《策彦八昭记的研究》上，页53、9L

因在于“递北多水，梓宫南来”    “梓官南来”这后一句，明显

指的是嘉靖帝母亲的遗体经漕河运到南方来安葬的事件。根据 其他资料的记载，明廷这一年规定，为了躲避送葬队，3,000艘 漕船迟到北京。很清楚，漕河运输因这一所谓重要国事而完 全暂时停顿

日本使团最终得以成行启程后，从长江进入漕河处算起到 漕河北段端点张家湾，用了 85天时间才穿越了整个漕河地区， 返程时，同一路程用了 66天。大约9年后，下一个日本使团走 的也是同一条路线，但是其北上情况并不清楚，因为我们手头拥 有的旅行日志记载到中途时就突然没有了 D之

有趣的是，日本于1539年所派使团，准备于农历十二月初 一渡过长江。但是，这一计划因“潮水量不够”而耽搁.从漕河 南段换船进人长江，渡江，随后换船进人长江北面的漕河，总共 用了 4天时间1547年使团在浙江省停留将近一年后，于

年下旬到达漕河的人口处，这支由5艘船只组成的船队， 打算从仪真附近的水门进人漕河。然而，明政府负责官员拒绝 了。返回瓜洲时，绞盘机把船只提升越过缓石坡.在这过程中， 使团的行李不得不卸下。农历元月十六日，旅程结束诸如 此类的记载再一次证明了本文第二章所作出的观察，即船只无 论是进人漕河水道还是离开，只有在农历每月中旬前半期潮水

U〕牧田谛亮：《策彦八昭记的硏究》上，页77。

〔2〕《明史K卷]-14页10。

〔3〕牧田谛亮：《策彦八昭记的研究》上，页269。0记记载到达沧州时 结束D

〔4〕牧田谛亮：《策#八昭记的研究》上，贾109- 11U 〔5〕牧田谛夹：《策彦八昭记的研究》上，页244-升高方便改道时，才能顺利地进行.

大约60年前（即14S8年左右），崔溥从瓜洲到张家湾，用了 36天时间。但是他也遇到了船只改道从漕河南部端点进入长 江的困难.他在日记中写道，水浅，必待潮至……”〔1〕

依赖潮水改道，以及在此过程中不断卸下行李或货物，经常 导致了商船不能继续航行&就无官员身份的旅行者来说，十有 九个亊实上在漕河人口处要换船&他们北上到清江浦再次换 船。因此，这种从漕河人口处行驶到清江浦的船只，很少越过水 闸继续向北行驶；它们只是在这段水道航行，同在其他段水道的 船只一样在各自水道里提供短程运输服务。

关于这一点，利玛窦写道，从扬子江来的私商是不允许进 人这些运河的，但居住在北面这些运河之间的入们除外。通过 这项法律是为了防止大量船只阻碍航运，以便运往皇城的货物 不致糟蹋。”〔2〕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利玛窦此点观察是错误 的。我们知道，明廷并未颁布什么严格规定，禁止商船进人漕 河。只是坐落在仪真和清江補由明政府修建和管理的水门，商 船不能使用。民船只要愿意，常常可以在缴纳通行费后越过水 闸。不过于花费巨大，常常抑制了商船纳费通行。

1571年，负责黄河水利的河道总督发现，同拥有势力和地 位的官员有联系的商船经常可以通过清江浦水门，这些商船的 船主要么行贿，要么送礼物。在大多数情况下，花费七八两银子

a〕在崔薄《漂海录》的英译本页172中所指的B期是148S年阴历二月二

十一日D

〔2〕利玛実：《十六世纪的中国——利玛実札记（15U—1610>>T页30夂

可以通过。由于这一做法普遍流行，河道总督因而建议最后向 民船打开水门，纳费后可以通过。明政府釆纳推行。随后，清江 浦水门收费标准按照船只大小而定，最低为5两银子；在仪真， 收费“大幅度减少'这一政策推行了 3年& 1573年，有人抱怨， 由于水门常常打开，导致河道里的水量减少，不能维持到可以行 船的水平.明廷乃颁布一道命令，恢复到先前的严厉控制政策， 并规定水门每年只能在夏季打开3个月，让漕船通过，其他种类 的船只则只能由绞盘机提起越过石缓坡即使是在明政府 官员护送下的日本贡使，也不能通过仪真水门；这一事实说明了 该命令严厉执行的程度&既然船主愿意缴纳七八两银子以通过 水门，那么越过石缓坡要缴纳的费用就更多。结果，许多商船都 不愿意继续往前航行D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利玛窦确信的 确存在着一个禁止商船迸入漕河的政策。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完全可以说，在漕河上旅行常常令入恼 怒.这种恼怒在诗歌里面不断得到反映，在正常情况下，诗歌 并不是理想的历史资料，因为诗人在作诗时常常带着感情色彩， 并不是从客观角度来写的 > 诗歌追求完美性，会隐蔽了客观表 象，不过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并不是从一两首诗歌来看问题的， 而是对大量诗歌的内容作了比较。值得指出的是，抱怨和恼怒 并不是普遍性的&

明代时期有由28位旅行者所写的42首诗歌，同本文关于 论述在漕河旅行的情况有关，我们对这些诗歌作了研究。正如 我们所想到的一样，虽然其中大多数是描述漕河风景和优雅情 〔1〕《天下郡囯利病书》，第12册页77。 感的，但是有4首描述了漕河水位下降导致船只搁浅的情况，有 3首叙述了风大导致船只躲避的情况，有1首描述了结冰致使 行程受阻的情况，有1首描述了河水泛滥导致行程延期的情况。 此外，还有3首都提到了漕河沿线发生的自然灾害，有1首谈到 了船夫的悲伤。

显然，上述情况在清代没有得到什么改进。吉恩*尼尤霉 夫书信集中提到：“有时，水位很低，船只不能航行，彼得_ 冯*霍姆使团于1664年到北京，走完漕河全段，用了 68天„其 旅行日志到处有诸如“沙堤”、“风过大，寻找躲避场所”和“水深 只有3.5英尺，难以航行”之类的记载清廷召集编辑明史 的学者，至少有2名于1679年指出，他们经由漕河旅行时遇到 了许多困难清代一名官员于1S36年所写的旅行日志，进 一步证明，即使在19世纪，冰冻、干旱和强风交替发生，致使旅 行者行程受阻1876年，盖达神父发现，漕河中段的一条支 运河干枯，其他地方的漕河河水只有2英尺深&在另一种情况 下，他发现漕河北段完全冰冻长达15天到20天〔5〕.

由于牵涉到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不能冒险耽搁的旅行者常 常弃水路，走陆路。利玛窦指出，居住在南京、于1600年启程前

〔〇安东尼•弗钥料斯*普雷沃斯特：《耶稣会士的历史性旅行h卷5页 259.

〔2〕安东尼■弗朗料斯•普雷沃斯特：《耶稣会士的历史性旅行卷5页 342—352。

〔3〕 珠彝尊驩书亭集》（四部丛刊本），卷6觅8a圧琬：f尧峰文抄 部丛刊本）t卷2页％

〔4〕李钧：《转漕0记S,收于王锡褀所编：S小方壶斋舆地丛钞：Kl%2年釤 印本），卷 8 頁 4549 — 4589。

〔53 D.盖达：《运河帝国:K页56—58。

往北京的一名大臣，为了在万历帝生日那天到场，就是弃水路， 走陆路〔1〕。1626年，位高权重的宦官魏忠贤下令逮捕周顺 昌〔2\与此同时，周的一位朋友、门徒急忙前往北京解救.这 位朋友在日记中写道，他取道漕河水路到淸江浦，然后走陆路^ 从淸江浦到北京，用了 17天时间这段行程如果走水路，所 需时间毫无疑问要多两三倍，

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有足够时间的旅行者来说，弃水 路走陆路就不完全值得。因为正如利玛窦所说，在漕河上旅行 悠闲、舒服，一路上总有美酒佳肴提供〔4〕。除了在明王朝统治 的最后数年外，供租船只很多，价格合理。这些船只通常在水面 上等候着，在几分钟内就可以谈好条件。归有光就指出，他随时 都可以轻松地雇到船只，无须事先订约。根据他描述的情况看 来，片刻就可以启程。

旅行者可以雇乘的船只，大多数是货船，每艘可带一两名旅 行者&这种船只在归有光的记述中得到充分反映，他对兴济附 近受阻于冰冻的船只数了一下，“几及千艘'他在南返途中，再 次提到：

初，同行者常有育艘，南旺分而为二，先行五六十艘，出会 通河，舟皆散。是荀成F且宝应，又以百教&〔5〕

C 1〕利玛実：《十六也:纪的中国——利玛卖札记（15S3—1610)》，页邓1。 C2〕关于周颀昌事件牵涉到什么，可参见贺凯的大作：《晚明时期的东林运 动》（尤其是炅155),载费正靖编：i中国的思想和制度M芝加哿，1957 年

C3：朱祖文：《北行日谱》7—L

I： 4 ：!利玛窦：《十六也:纪的中国——利玛窦凡记（1583—頁306。 〔5〕归有光：《震川先生别集》，卷S页13 -U。

归有光虽然没有指出他所计算船只的类型，但是强调说，他 在旅行中有几个同伴，各人各租一艘船只。一路上，他们相互拜 访，在甲板上饮酒。当船只停泊时，他们结队观赏风景^但是他 们都没有出现同朋友共享船舱的事。既然这样，这种船只属于 载客船，但又完全不像。在前面一部分中，我们已经指出祁彪佳 所乘的船只就运载着枣子，

由于不知什么时候总是出现被迫耽搁情况，因而一有可能， 船只就全速前进，不论什么气候，也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在归 有光的记述中，我们就发现有这样的记载尤寒，刺舟者须眉皆 白。”    在另一神场合，他写道月出，九船顺风张帆，樯皆挂

灯如列星，迤逦行柳树间。”他还提到其他几种情况，称他从 听到“公鸡晨叫”到船停。由于这样努力，再加上环境最为有利 时，船只行驶的路程就会长得多。归有光在南返时指出，他所乘 船只有一次在24小时里走了 100多英里。崔溥的日记里也有 类似船只在公鸡晨叫前就启程的记载&在祁彪佳的日记里，除 了记载他个人在晚上使船只摆脱浅水的阻碍情况外，关于1643 年旅程，以这句开头：“开舡，彻夜行。”

在枯水季节期间，船只总是全速航行经过位于中段、每次打 开时间非常短暂的水闸。由于宦官左右的特殊船只总是可以直 接通过水闸，因而有时其他种类的船只就跟在后面。下面一段 〔〇貯有光：《震川先生别集》，巷<3页G。

〔2〕卯有光：S震川先生别集》，卷5页^

〔3〕祁彪佳：《祁忠敏公曰记》，第5册，1S43年农历八月十七曰t

作者所別与原文不符，今按原文译出。至于作者所说，意思直译为，离 开张家湾T船只彻夜行，——译者

摘自归有光的记述，就反映了此种情况：

夜争柝闸，舟拶雁翅间，前行者几敗。止仲家浅*漏下二

十刻，闻闸下喧呼声.乃龙衣船至。闸启，又行3〔1〕

一名官品低微官员干W世纪艮期所写的一首诗，以更富有情 感的色彩描述了类似情况。这首诗现在译成为英文。虽然英文竭 力在措辞上保留汉文原意，但是口气更为强调，目的是要把汉文那 默默的抗议和表达的讽刺语调表达出来&这首诗的汉文如下：

过阑〔2〕

张合

曰斜候得闸夫来，

玟击锣鸣闸始开。

独有龙舟先得行，

南都中使进鲜回。

同上述记载不同，策彦周良的日志记载说，运载着日本贡使 的5艘船只很少设法匆忙到达目的地。除非要躲避强风，这支 船队常常是早上出发，晚上停拍，好像在按照详细规定的时间表 安排行程.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这些由贡使使用的船只 是明政府提供的，每站行程要劳役的帮助。正如日志中所反映, 这些船只运载过重，每艘要由40名劳力帮助前进，还不必计算 在船板上驾驶的11名水手因此，只是在偶然情况下，船

Cl D归窄光：《靂川先生别集》•卷SI 1U 〔2〕《明诗纪事》，卷8页1460。

〔3〕牧田谛亮：《策彦八昭记的研究J上，页241 __242a

作者没有注明注释在何处，这是译者根据判断所加。一一译者

队才多前进一段时间，进人月光明亮的夜晚。船队本身不尽力 行驶，从来不像民船一样在24个小时连续不断设法前进.

显然，并不是所有官船都要走完漕河全段。策彦周良一行 于1549年北上期间，在扬州换船n〕。彼得•冯•霍姆使团占 用了 15艘船，其中7艘有荷兰人乘坐，8人由明政府所派护送人 员和翻译人员乘坐。虽然旅行日志也提到了船夫一路上跟着使 团到了北京，但是船队在淮安和济宁换了船为什么这样安 排，并不清楚.

探讨到这里，叙述一下驿站（the relay station)的情况看来 是很恰当的。在仪真和张家湾之间，总共有42站它们是 平均设置的，每站平均距离25英里，这是一天的正常行程.驿 站不但为官船提供苦力，还向途中官员提供根据官品而定的食 物。向日本贡使提供的食物，有大米、肉、豆浆、酒、蔬菜、胡椒、 茶叶，还提供蜡烛和木炭a有时还提供鸡蛋、鹿排和乌龟〔4\ 正如旅行日志所指出，常常导致耽搁的原因，要么是驿站没有及 时提供食物，要么是苦力没有了 ^

然而，驿站不仅仅是一种供应机构< 它还是重要的通信中 心，是明廷通讯系统的组成部分。传递官文和其他信件是其主 要任务.它们所派出的信使走陆路，每24个小时可走110英里 多，因而常常超越乘船的行人，以这种方式，它们为途中官员提

〔1〕牧田谛亮：《策彦八昭记的研究》上，负247d

〔2〕安东坻-弗朗科斯•普曾沃斯特：4耶穌会士的历史性旅行K卷5页 343.346,352,

〔3J (通漕类编K美国国会图书馆缩撖胶卷第535号），笫6册。枚田谛亮： 《策彦A昭记的研兖>上，页300—303。

〔4〕牧田谛亮策彦八昭记的研究>上，页99一 101、页

供宝贵的服务。虽然在途中，日本贡使及成员可以收到信件，也 可以写信送出，信件先于他们到达&他们一定行使了这种通讯 特权祁彪佳的日记也反映，在他到达一个重要口岸之前，他要 来的消息早就传开了，他的朋友和亲信下属能够及时地接站，作 礼节拜访.他也一路上事先发出了信件，

关于漕河旅行者可以得到的其他服务，我们知之甚少.但 是，勒康特书信集有一段反映了耶稣会传教士于16S7年到达淮 安时的所见所闻及经历：

潸河总理在这里下榻，他占据了驿站，而这秤驿站应该 为皇帝所派人员提供食物和住宿。由于译站完全被他占用 了，所以我们只能住进一家用草席和茅草搭成的肮脏茅房a 这时是寒冬，寒风凜夾，當花冲进我们睡躺的地方，难以 抵御。

利玛窦在其《札记》中提到，他在前往北京途中带着一张在 澳门购买的汇票a他发现，这张汇票在路上不适用，随后在北京 没有一家客户愿意接收兑换.不过，他后来还是找回了本 钱〔2〕。这看起来表明，在17进纪晚期，旅行者可以利用银行的 服务了。

在〗7世纪后半期，来自欧洲的旅行者发现了几点同漕河旅 行有关的风俗习惯.彼得•冯*霍姆使团所写的旅行0志记载 说，在长江南岸、正好面对着漕河人口处的地方，轰立着座寺 〔1〕杜*哈尔德：《中国社会简史>,卷1页85。

[_ 2〕利蚂窦：《十六世纪的中国一利玛宾札记（1583—〖610)》，页3H 庙。在过江前，行人常常要到寺庙里献上供品。日志强调说： “如果不事先祭祀就渡江，是难以想象的。”过黄河时，使团 又遇到了“自称巫师、神灵的骗子'彼得_冯•霍姆所在船只 的水手给了骗子钱，特使也不得不踉着给钱〃 \这些故事虽然 是偶然观察记下的，但的确反映了中国来往行人对通过江河极 端不安。他们每次在渡过宽广的水面时，总是要寻求超自然的 保护策彦周良所写日志中也有同样祷告渡河平安的记载[31 法国使者把他们一路上观察到的中国人“独出心裁的欺骗 手段”记载下来&有一个事例，指的是骗子用猪皮把木棍和泥土 包好，伪装成火腿，法国使者也提到：

小偷和强盗很少诉诸暴力；相反，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宁 愿采取f月谋诡计的手段^有一些焱贼，跟着帆船，神不知鬼不 觉地混入船上。这些船只沿着漕河，把他们带到山东省境内c

在这里，他们每天都要换船T因而难以被发觉。 其中一些

盗贼会跟踪一个商人达两三天，直到有机会下手偷盗或 抢劫

这段叙述看来对本文研究并无什么重要作用，但它把漕河 上运输繁忙、连续不断的图画向世人展现出来。如果漕河上的 旅行者人数过多，那么就会常常发生正如引文中精确描述的偷

U〕安东尼•弗朗科斯*普f沃斯特：《耶稣会士的历史性旅行:K卷5页 341,

〔2〕安东尼*弗朗科斯•普雷沃斯特：《耶稣会士的历史性旅行K卷5页 344.

C3D牧田谛亮：《策彦八昭记的研究>上，页306、307、308。

〔4〕杜•哈尔德：《中国社会简史:页135。

窃行为

“小偷和强盗很少诉诸暴力”的评论，或许适用于明王朝统 治的大半个时期。除了少有的几次暂时中断航行外，漕河一直 比较安全，未遭到土匪威胁，但是，崔博一行于1488年在德州 附近因土匪活动猖獗而短暂中断夜行〔1〕。在明王朝统治最后 数年里华北陷于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时，旅行者不得不认真防备 非法抢劫者。祁彪佳就遇到了抢劫。他在W43年南下途中，组 织了 7艘船只同路，互相提供保护，各船轮夜守望在1634 年途中，有艘船只跟在他的后面，大概被土匪抢劫了。几天晚上 后，当祁彪佳的船只躲避强风时，他发现“有数人踪迹可疑”，因 而叫仆人和船上杂役把他们抓住并捆绑起来&他明显认为这是 处理问题的最好方法，不用伤害他们。事情过后，他极力公正地 写在日记里。由于找不到证据证明把他们捆绑起来是正确的， 因而正如他的日记所说，仅仅这样地结束此事至晓发舟，始 释去。”〔3〕

四、劳 役

如果没有劳役大军的支持，漕运系统就一天也不能运作。 漕运行政系统，包括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在内，所需全部劳役从 漕河沿线百姓中征召而来.他们各自被分派承担特殊的任务，

〔在崔瑋的《漂海录》（英译本）页199--200 t，指的是1488年阴历三月

十七S。

〔2〕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第五册，1643年阴历八月二十0 P 〔31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第五册，1^34年阴历五月三日。

即充当闸夫、浅夫、船夫、造船厂木匠、砖厂工匠、驿站信使、收税 站杂役和护卫、坝夫、泉夫，以及充当组长和监督的所谓“老人”。 于1507年担任漕河总理的王琼计算了一下，通州和仪真之间漕 河河道的法定劳役为47,004人〔1 \

劳役是由知县征召的&知县也有责任维持所辖县区内的漕 河河段〔2〕fi他在履行此项职责时f专门指派通判Cjud狀）或典 吏（a docket officer)来帮助。因此，从事维修漕河河段的劳役， 仍然是在地方官员的直接控制之下对于那些为漕河各机关服 徭役的劳力来说，所需人数永久地由有关各县提供.这些县份 要不时地注意把许多征召而来的劳役向所需机构输送.在本文 第三章中，我们提到过在清江浦收税站服徭役的劳役就是由山 阳县输送的。在徐州附近急流服徭役的劳力，也是用同样方法 从邻县即萧县征召而来的此外，许多技术工匠及其家庭， 按照规定是直接登记注册分派给漕河各机关的.每隔一段时 期，每户家庭就需向有关机关提供一名劳役。服播役是没有报 酬的，官府也不供应伙食。在清江浦船坞，每两年就需134名这 样的劳役服务90天〔4〕。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日常的劳役输送就完全由基层政府负 责处理。在很大程度上，明廷自己就免除了人力计划和分派的 琐事.

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必须征召超过规定数额的劳役。比如 〔1〕《漕河图志h卷3页U

〔2〕参見本文第三章有关u判官'“管河通判”的论述。 C3〕《天下郡国利病书:K第U册页 C4U《漕船志■^卷4页16。

在〗453年徐有贞负责重修黄河时，召集了 45.000名劳役 1&16年，宦官刘允受命到西藏，就敦促征召了 10,000多名苦力 为他的船队经由漕河服务〔2〕& 1528年当漕运总督唐龙在邳县 附近修建新沟渠时，征发了 50,000名劳役在这样的事例 下，虽然劳役征召超出了本文现在探讨的范围，虽然动员方法各 不相同，但是负担毫无疑问落到了漕河沿线平民百姓的头上。 有时，明廷为了缓解有关地区遭受的苦痛，会豁免一部分土地 税，有时，会为劳力提供食物a但是无论如何，劳力在服徭役过 程中的花费要由自己支付。

自16世纪晚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劳役本人的确很少应征 服徭役，而是雇人代替。但是，这并不表明徭役制度就寿终正寝 了。上而提到的有关各县输送劳役的责任仍然存在，它们同需 要劳役服务的机关之间关系仍然未变，技术工匠登记注册向漕 河各机关分派的政策仍然有效，甚至从先前提供工人的真正的 人力色库（the exact manpower pool)征收锒两作力劳力支付， 举例来说,上面已经提到，在徐州附近急流处服徭役的苦力是由 萧县输送的。在徭役兑换成银两支付后，该县知县就无须再输 送劳役。但是按照每个劳役12两银子的兑换计算，他必须把这 笔银子征收上来，交给负责管理急流的漕河机构，使诙机构能够 招募同样数目的劳力〔4〕。在清江浦船坞服徭役的木匠，自己也 可以不必服&〇天的徭役，但是作为豁免，每户注册登记须派一

〔1〕《明史h卷W页7。《皇明文衡》，卷67页

〔2〕S明史》，卷185页H

〔3〕唐龙：《渔石集》，頁219t

〔4〕《古今图书集成:K第6叩册页57 D

名劳役的家庭必须向船坞缴纳1.8两银子。换句话说，除了 可用钱币支付取代应征服徭役这点不同外，整个徭役制度同以 前仍然一样，没有什么变化.此外，在大多数事例下，以钱币代 替徭役并不是强制性的.愿意服徭役而不愿意以钱币代替的苦 力，仍然可以服徭役。

很清楚，谈论一下劳役情况超越了本文研究范围。但是，我们 这样做，目的只是在于描述漕河行政体系的显著特点，并对劳力征 募制度作详细处理。此外，明代时期的劳力征召所涉及的问題很 多，非常复杂实际处理情况，各府州不同，各县也不同。虽然在缺 乏一个与本课题密切联系的特定的可以展开的话題的情况下，为了 方便研究，我们不得不讨论一些概括性的一般性问题，但是，我们可 以发现，这柙讨论能够使复杂多变的问题简单化。

从根本上来说，位于县级层次上的漕河劳役征召，来自三个 不同但互相重叠的渠道.首先，拥有土地的有服徭役的义务。 除了缴纳土地税外，各县的所有土地拥有者组成了一种供应劳 力大军的“服徭役仓库”“ service pool)。被征者，或者自己服 徭役，或者雇人代替^但是，这个仓库的成员及其家庭是不能免 除其他义务的。第二种劳力大军，征发自各县所有在服徭役年 龄的男性公民，第三种劳力大军，从各县各户征召而来。不论 财产多少，也不论家庭大小，都是以家庭为征收单位显然， 这种制度有许多缺点。它产生于一种令人难懂的复杂设计，企 〔〇《漕船志》*卷4页16。

〔2〕参看山根幸夫Yuldo)的大作：《明代华北地区役法的特点》 丨 Kahoku ni okeru Hartekiho no    裁《清水W 士迫

悼纪念明代史论込h页22i

图对全社会进行有效控制，但根本不可能。在明王朝统治后期 钱币支付通行时，几种征召方式同时诞生，每一种都有其来源， 都可以追溯到先前存在的、可以同它种区别开来的摇役。即使 以“一条鞭法”而言，它虽然是明政府用来合并和简化徭役征召 程序的，但实施起来并不方便，反而破坏了徭役制度；而这些令 人麻烦的特点从未得到全部消除〔1〕。

我们感到很幸运，为漕河服务的大多数劳役属于第二种劳 力大军，即是说，他们是从有关各县处于服徭役年龄的男性公 民征集而来.要为漕运系统提供劳役的县份总共有61个。其 中一些县份提供的劳役人数不过50人到SO人，但是另一些不 同，沛县一地就提供了 3,484名，济宁2,259名，徐州2,227 名。有关各县的含义，不仅仅是指漕河经越的县份，还包括

〔1〕参看粱方仲：《中国的一条鞭法税制》（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6年）f 页65,《明史L卷201页14    参见爱德溫• 0+里肖尔和费正请合

著t《东龙大传统页339—340。

应该指出的是一条鞭法”这一词语并不意味着明政府进行广泛而统 一的改革。它一教指的是各省当局为了在各自区域到达税收和劳投 兑换的目的而发布的一系列行政命令，而这些行玫命令>既不是系统 化的，也没有一个全囯铳一的标准。“一条鞭法”威许包含了所有納税 人应该完成的任务，或许没有全部包含a —些地方在雒行“一条鞭法” 后，部分税收仍然征收实物，劳役征收仍在进行。

还应该指出的是，国家谢政在“一条鞭法”推行后改善了一些。为了简 化行政程序，地方官员或多或少穿力去“一条鞭法'在15世紀中叶 后，中夬政府只是要求几个省、府究成税收任务，至于其+许多细节由 各省官员自巳去处理，这样，地方官既可以随意缲纵。那么就可以说， “一条鞭法”滋长了腐败。虽然它反映了以钱币代替实物和劳役进行征 收的总趋势，但是对納税人所产生的后果难以说明。在很大程度上，各 地的推行情况不同。

〔2〕《古今图书集成》在第689册页44—45中列了 _份漕河沿线服劳役人 数名单。它同《大明会典》在卷198页3975—3985肀所列名单极大

不同。

临近县份——它们的山中溪流被开发出来向漕河这条人工河道 提供水源，在后者地区，征收而来的劳役主要是充当泉夫；关于 他们，本文在第二章已经提到了6

各县的泉夫人数虽然各不相同，但是有资料提到，有一个特 别的地区，就分配了 426名泉夫驻扎在1S条这种流入漕河提供 水源的泉流沿线〔1\由于流入漕河的泉流总数为“一百七十 余”，如果以同样比率来计算，那么看起来就需要不少干 4,000人来看管水源^

根据1576年的统计，漕河上总共有88座水闸.每座水闸 需要一名低级官员负责，由他转过来控制30名水闸起降夫。但 是就水S总数来看，仅仅有2,001名起降夫在值日显然， 其中一些水闸的劳役人数显然不到30人。

迄今为止，我们所指的“挖泥工”包括操纵所谓“挖泥船”的 劳力；但在实际上，挖泥看来完全是由人工进行的.挖泥工的组 织单位是“浅铺' 每个浅铺负责一段长1英里以上的河段，在 “老人”的领导下，挖泥工不但要保持所负责的水道畅通，还要负 责维持和保护漕河两岸的沟渠。在一些地方，他们还须供应维 修材料。比如在宝应县，每个挖泥工每年须供应10根木粧和 1，000捆草在兖州，他们必须供应石灰、砖块和黄麻 袋虽然分派到各个浅铺的劳役人数在1〇到40之间，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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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郡囯利病书h篥15册页9—10。 《古今图书集成h第77册页30。

《古今图书集成:K笫689册頁45。 《天下郡国利痼书》，第10册页3L 《古今图爷集成》，第&89册賀和。

大多数浅铺看来都多于人，接近4〇人。整个漕河河段，由 790个浅铺负责维修。这样，大约需要20,000名挖泥工。这还 不包括扬州和仪真附近漕河人口处的挖泥工；在这个地方，每3 年需要征发12,712名劳力来服徭役〔1〕。

在徐州和沛县之同的黄河河段沿线，安排有堤岸和沟渠维 修夫。他们和普通挖泥工一样，也是负责保护堤道。但是，由于 黄河在夏季不断受到洪灾威胁，因而从农历五月中旬到九月中 旬，他们必须生活在堤道上&在守护期间，他们有权选择把家人 带到工地上来一块生活C2疋

在一些险要河道，专门安排苦力负责帮助官船通过；这些苦 力要么称为“洪夫”，要么称为“溜夫'徐州附近，洪夫总数达 1，&00人在济宁附近的天井闸，分派了 500名〔4〕。一份 日期注明为1489年的文件指出，从天井闸到坐落在其南面的其 他10个水闸，需要3,000多名不过，这些洪夫不同于那些 拉着官船前进的纤夫。纤夫，没有固定数额，甚至不属于法定的 为漕河服徭役的苦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官员无论什么时 候，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找到了农人，就强迫他们效劳。由于 漕河不断有运载着供应品到北京的所谓“马船”，拉着它们前迸 就一直是沿线地区农人的痛苦负担。宦官左右的船只，满载着 私货，臭名昭著，每艘常常需要40到50名纤夫拉着溯流而上。

《占-今围书集成》，笫印9瑚页 〕本仲勉：《黄河变迁史》，页M3。 〔3〕《古今图书集成》，第695册页57, 〔4〕《夭下郡国利病书h第U册页10。 〔5〕《漕河图志》,卷2页

有关各县知县不时发现他们不得不召集这种苦力；而且有时，召 集的人数只有达到数千之后，他们才能完成向运载着宮廷供应 品的船队提供纤夫的责任

正如本文先前已经提到，清江浦船坞拥有一批注册登记的 工人，来自各府州，至于总数，存在着争议。于US2年公布的 一份官文说，有4,184名而另一份官文<虽然未注明日期， 但大概要晚些）则说有5,390名这鞔工人是由K个府州 提供的^他们类似于登记注册直接向船坞输送的工匠一样，每 两年需服徭役3个月。从劳役征召的角度来看，这些工人很有 可能属于第三种劳力大军.即是说，他们似乎是从有关各县各 户家庭征召而来的。

在为漕河提供服务的劳役中，只有在驿站服徭役的普通 劳力才属于第一种劳力大军^即是说，他们来自土地所有 者。明廷一直推行着这样一种政策，即：谁为官府提供某种 特定的徭役服务，该种徭役所需工具和设备也由他自己提 供&在驿站，要具备供信使骑坐的马匹，供陆上运载物品的 骤车和牛车，供水路运输设备和载客的船只f这些负担结果 都落到了众多家庭身上〔4\在整个明代时期，习惯做法是， 由有关各县分派一些家境较好的家庭组成“劳力库”，为坐落 在所辖区域内的驿站服徭役。在前一部分中，我们已经指出

m〕t明史》，卷1S5责16。《典故紀闻》，卷9页152，李昭祥，《龙江船厂 志}，巷2页2。

〔2〕《漕船志》，卷6頁^

〔3〕《漕船志》，卷S页

〔4〕4古今图书集成》，第761册页54—5^ 槽河沿线共有42个驿站。根据明廷的规定，每个驿站需要5 到20艘船只供换乘，每艘盅要10到11名船夫来驾驶:以 此来看，在择站线h就大约需要这种船夫3,000名到 「)，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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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结 论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似乎确立了一个牢固的地理决定论 例证。首先，为了对付游牧在北部前线地区草原地带的蒙古族 部落，明廷选择北京为首都。由于物品必须从1，〇〇〇英里以外 的南方运来，如何运输就成为全国性普遍关注的问题。华北地 区的黄土土层决定了要想维持一条陆上官道是不可能的，水路 运输仍然是惟一的解决办法。由于缺乏一条贯穿南北的自然河 流，决定了必须修建运河。漕河虽然因此而出现，但是地形因素 和气候因素限制了它的运输能力.随着历史的发展，漕河未能 使明王朝的国民经济活跃起来。作为一条南北交通干线，平民 大众从它身上享受到的利益未能达到期望的程度.虽然它为明 廷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脹务，但是，它也反过来限制丁明廷的财政 经济计划范围，致使明廷在最后统治的时期里不能适当地作出 调整，以适应明帝国内外的历史变化.正如我们所了解的一样， 历史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是由地理决定的.看来，这种地埋决 定论在漕运体系的运作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据。

这些证据虽然看来令人信脤，但是完全依赖于明确因素的 支持.关于明代时期主流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我们还未提到。 在这里，我们要从完全离开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来对主流思想的 影响作出概括

过干强调历史的物质方面，有时不俏未能潛清问题_反而变 得更加复杂.就漕运事例来看，人们会问：在向京城供应成问 题时，为什么不以海运方式来解决呢？为什么明廷在其统治的 两个半世纪里一直依赖于漕河这条充满缺陷的内陆水道呢？即 使明政府感觉到漕河是一条更安全的运输干线，为什么完全中 止海运，甚至禁止臣民从事远祥活动呢？在供应问M日益严重 时，为什么在北京的明政府不减少臃肿的人员，不取消许多不必 要的机构，不简朴节俭，甚至不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 呢？宮廷维持100,000多人员，忙于产生和分配消费品，从而导 致已经承担着过重税收的漕河运输更加紧张，这有必要吗？脉 然，明廷所采取的每一种政策，并不都是根据自然需要所决 定的&

为了把整个问题放人合适的角度加以透视，我们必须探讨 思想观念和全国性的传统&只有这样，才能给予上述问题确切 的回答。

应该指出的是，明廷在处理运输问题和具有重要性的国家 事务时，采取了一种在传统中国以农为本情况下所形成的特有 方法。即是说，稳定性的地位总是超越发展和扩张。就明人所 关心的问题来说，虽然认为中国向来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必须保 持其农业特点，不能兼容并包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中华帝国 对外并不寻求领土扩张，同时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明王朝当 局非常想把国土与世界隔离开来。只要可能，同世界各国的交 往和联系减少到最低程度。很少以可以受益发展的眼光对待对 外贸易海运的终止，不过是这种孤立主义政策的发展 表现。

虽然难以确定明廷是什么时候发布第一道命令禁止海洋事 业活动，但是毫无疑问，明廷在15世纪后半期严厉而清楚地推 行了这一政策〔2〕《只是在年，由于辽东地区的粮食储备 短缺，明廷暂时准许渤海湾进行海运。随着禁令解除，渤海沿岸 商业发展起来但是，明廷从未准许这种发展继续向前。一 旦短缺得到缓解，明廷就再次禁止海运。在推行禁海令时，明廷 拒绝商船的支持，致使自己后来在同后金的军事行动中处于孤 立境地。此外，明廷于15S5年发布一道命令，声称谁要是建造 双桅杆以上的船只，谁就是要叛乱，就要受到死刑处罚〔4〕。这 一系列法令，表明了明廷竭力永久地维持孤立主义地位。在这 种情况下，明廷依赖于没有条件的内陆运输，只不过是关门政策 的必然结杲；而关门政策，是有意设计推行的，其性质并不是强 迫中国依赖外在环境^

〔1〕爱德溫*〇.里肖尔和费正清合著：《.东亚太传统:K页^■祕4。 r 2〕根据邱淹于14S7年提交给成化帝的上奏。参見<明臣奏议h卷5页 8〇- - 83。

堉顺之：《荆川文集》，卷4页4，

〔4〕S明律解附例》，附录，页5,

如何维持京城地位的方式，进一步反映了当时的国家思想 观念。朝廷，不仅仅是中央政府的办公场所。它还是举行庆典、 仪式的中心，国家财富和富丽堂皇的展览场所，甚至还是具有宗 教意义的建筑群，它的宏伟壮丽，是其神圣至髙无上的表现。 在这里可以补充指出的是，传统中国的政府，既不是采取互相承 认的方式，也不仅仅是推行野蛮强迫同意的政策。它从禁锢思 想的发展中获取大多数力量。它通过严密完整的伦理说教，向 臣民灌输忠诚，而这伦理思想是把理性认识同神秘尊严混合在 一起的.既然这样，明廷并不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功利性职能. 它为r确信自己的权威，必须要精心组织各种庆典和仪式，炫耀 自己的富丽堂皇〔1〕，为了满足这一需要，它强迫漕河解决供应 问题，特别是解决本文在第五章中所描述的那些供应问题，

正如本文在前面几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明王朝统治时期的 漕运体系的运作，很难认为是获利性的。比如就漕粮来说，尽管 为了运输而付出了髙昂的费用，仍然不时以低十最初价格在北 京市面出售。劳力的消耗，尤其是维持漕河河道的劳力消耗，常 常不在漕运当局的考虑之列在全国竭尽全力把粮食运到北方 的同时，商人却在淮河地区把粮食运到南方。但是，如果从一个 更广阔的角度加以思考，这样的滥用和错误做法只不过是一整 套错误管理的一部分;而这错误管理，正是那个时代政府行政的 特点由于这样的行政细节很少得到广泛的注意，我们有必要 费一点笔墨加以说明。

从整体上来看，明代帝王和大臣在财政金融方面从来没有

〔1〕贺凯：《明朝时的传统中国》，页4〗、页61—68。

方法意识和成本意识。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从实际上不可分 割的角度设想国家预算。他们随意处理财政问题，好像所有财 政问题都是互不关联的。正是由于松散地构建国家财政体系， 所以在整个明王朝统治时期，从未发展出一套有水平的金融体 系。不仅银两、铜钱和价值不确定的纸币同时出现在政府分类 账上，而旦许多种类的物品就以原样缴纳上来，又以原样分发出 去；这样家预筧学-上充满了杂七杂八的物品，读起来就像一 份仓库清单一样。随着这种情况盛行，明代官员无眼光看清实 质问题，思维局限于一些细小、无关紧要的问题上D他们总是从 感觉出发，经常把税额提升到小数点下的8位数或10位数. 1632年，户部尚书上奏明廷报告说，大量以实物缴纳的税收还 未征收上来；其中包括清单上由苏州缴纳的蜂蜜，它的所值还不 到28两银子这份上奏是在全国纳税欠款超过K700万两 银子的情况下提交的a此外，钱币流通渠道也能反映缺乏系统。 1592年,北京所属宛平县向中央政府规定的27个兵站和机构 (其中一些坐落在长域上）交货。可是，全部物品所值不到2,000 两银子；其中一些物品所含价值不到50两，有一些甚至^有一 二两〔2〕。我们并不感到吃惊，在漕河管理问题上，明代官僚同 样设置了许多成本大、浪费多的程序。

从为明代官员辩护的角度，可以说当时他们管理的是世界 上最大的帝国，豉不能受益于统计技术，也无现代通讯设备可供 利用^由于地域辽阔，一些陷阱是难以避免的.但是，这样的辩

C ]：>《崇祯存实巯抄h卷1页102。

〔2〕沈榜：《宛署杂记》（北京，1961年版〕，页49—50,

护并不能免除他们所有的错误管理.我们在这里要再次指出，

导致错误管理的是被扭曲的思想观念，而不是技术缺陷。

就明代官员的思维来说，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懾化不变的经 济观念。他们认为，中国总是拥有众多的人民，他们生产出来的

物品数不胜数，需要多少税，都可以从他们身上征收。固定的收 人水平，可以使他们能够支付固定的花费6这就是明代官员为 什么不断指定某项收入用于支付某项丌支并试图逐项加以平衡 的原因。传统的儒家政治思想，其核心可以概括为“人性本善”， 也是他们的行政指南。追求个人私利仅仅是一种阻碍〔1〕个人 道德水平升华的表现，谋利是说不出P的罪恶。因此，追求物质 享受舒适和生活奢侈，会损害人性，必须予以抵制。即使是有利 于社会环境改善的技术革新和进步，也不能鼓励明代帝王 和大臣常常把“子民”的康乐挂在嘴边，但他们的目的不过是恰 好说百姓能够生存下来，并不往上努力去改善“子民”的生活， 正如我们在前面几章探讨各个问题时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制定 的政策和习惯做法严重地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在一些情况下甚 至把一些地方出现的自由市场扼杀在摇篮中。

这样，明代官僚一整套思想观念，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同今

〔1〕原文为preverdon，印使是太型汉英词典t也无此单词，可能是preven-下面凡个单词也未找到。译者

〔2〕不同的观点认为，花着是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方法。这种观点在中国 历史中丼不是究全没有记栽。参虱杨联陞的太作i花费的经济潭

囡------伶统中国下的一个早见观点> Economic Justification for

Spending — An Uncomincm rdea in Traditional China”），载《中国制度 史研究》C&如/JVww )(马萨诸塞州约桥， 1961年販页⑽一 74n但是，JE如标题所表明t这种观点从未流行&

天我们所了解的经济基本原则是背道而弛的。在这些思想观念 支配下，自然地使他们自己丧失了机遇，不知道如何才能有效地 进行商业管理。由于推行限制和消除商业竞争的措施，他们不 再拥有能力去区别什么是获利事业，什么不是。他们反对改变 国家的农业大国形象，不愿意去进行任何发展实验；这种情况可 以说明他们那个时代的“新”政治观念和思想观念，是缺乏独创 性的〔U

在15世纪早期设置的漕运体系及其附属机构，尽管存在着 调查〔2〕不足，仍然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d但 是在16世纪，这个体系由于僵化，其中许多设置明显过时了。 到该世纪末和17世纪早期，明代官员明显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了&他们管理国家的思想观念和现实之间的断裂，再+能以技 术补救来解决了。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的思想没有活力，已经僵 化了。

漕河是一条人造河流。它的运作效率，不但同黄河的含沙 量、高邮湖的水位和华北的冰冻季节有密切关系，而且在相当大

〔13相比来说，明代时期西欧诞生了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托马斯•蒙 (Thomas Mun,1571 — 1 641)、爱德华■米塞尔登（Edward Misselden， 约15S8--1654 )和吉拉德*得.马里尼斯CGerard de Ma丨ynes,约 15Sfi lfi4〗）都是当时和明代同討的西方人物在他们时代，诞生了重 商主义理论。参见E* A.J-约翰森CE. A, LJohnsorO的大作《亚当，斯 密前的先萊人物》（尸阳Adara汾⑴认）（纽约，1937年版）、马 克斯*比尔（MaxBeer)的《从13世紀到世纪的英国旱期经济学发 Srittsh Kcottontics From Xlllth tn the    of XVUIth

C沈加a>(伦教，1938年版）和查里斯科尔（Charles W. Cole>的 《科尔伯特前的法国重商主义》（Frenc/t MercaTjWi.U 纽约，1931 年版 h

C 2 3原文为inquins彳c，可能为inquisition。---译者

的程度上取决于时人的看法及对种种问题的反咪。漕河占有突 出地位并一直是惟一向北京运输的干线，主要原因是什么？在 漕河上运输的物品数量及品种如何？如何管理漕河？决定这一 系列问题的，并不是自然环境，而是国家，是思想观念。这表明， 历史既是人类思想实践的结果，也是人类辛勤劳动的结果。古 代作者可以牺牲自由意志为代价，强调目的性〔1〕，或者强调生 产力对人类意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当我们从真7F-的 事实中看到的只是所有这些因素同时存在于人类历史中t它们 混合发生作用的方式，使我们难以把它们相互区别开来，更不用 说区分它们各自重要性的大小。

〔J〕原文为 pedetiiinaticm，可能为 destinatid--译者

C. 2 )辱、文为 conciousne&s，应为 c〇nftci〇usnesf?0--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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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tt田：舶擓*C柃引AI足江齄厂杰>)

繆》的样飕逯.》#约鑛礮有丨S美尺•遠會来天工开_，中所 浼夂f教水丨2獯尺《 f馨«<參见旅文霉72 I[迕雌〔1〕^ |»是，<汝今 柏丧氟臧>6«W媢*S7 t潸II地fliU.t着停珀«位于欢京剛致納香珂 »•值有•遠两艚奢矜％科蝎_尺度等礞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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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图图i:明代行省和特别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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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图中的英文和相应的译文: LIAOTUNG    辽东（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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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到南阳，漕河沿线的地名依次是：北京、通州、张家濟1河西务、北 河、静海，青县、兴济、河间、沧州、东光、德州、故城、武城、临请、工河、东昌、东 阿、张秋、东平、南旺湖、济宁、南阳、昭阳湖，

从鹵阳< N AN YANG)到淸江浦（CH’INGCHIANGPTJ),濤河分左右两 条，右边的地名依次是邳县.宿迁，左边依次是沛县、徐州、吕梁洪、皂河集* 从淮安（HUATAN^ij松江CSUNGCH1ANG)，其间的地名依次是宝应、 髙邮1高邮湖、扬州、仪舆、瓜洲、白塔河（PAITAHO)、镇江、常州、无锡、苏州a 其他：黄河（14叫年前）、济南（TSINAN);淮河，凤RKFENY八NC>、洪译 湖（HUNGTZE L);长江，芜湖（WUHU)、南京（NANKINGh

《明实录》中所记载的输送到京师的漕粮

年份

1416

1417

1418

1419

1420

1421 U22 1423 M24

1425

1426

1427

1428

1429

1430

1431

1432

1433

1434 1135



	
输送漕粮数（石）


	
年份


	
输送漕粮数（石)




	
2,813,462


	
1436


	
4,500,000




	
5,088,544


	
1437


	
4,500,000




	
4,646,530


	
1438


	
4,500,000




	
2,079,700


	
1439


	
4,200,000




	
607,328


	
1440


	
4,500,000




	
3,543,194


	
1441


	
4,200,000




	
3,251,723


	
1442


	
1,500,000




	
2,^73,583


	
1443


	
4,500,000




	
2%573,583


	
1444


	
4,465,000




	
2,309,150


	
1445


	
4,645,000




	
^,399,997


	
丄446


	
4,300,000




	
3,683,436


	
1447


	
4,300,000




	
5,488,800


	
1448


	
4.000,000




	
3,858,824


	
1449


	
4,305,000




	
5,453,710


	
1450


	
4,035,000




	
5,488,800


	
1451


	
4,235,000




	
6,742,854


	
1452


	
4,235,000




	
5,530,181


	
1453


	
4.255,000




	
5,213,330


	
1454


	
4,255,000




	
4,500,000


	
1455


	
4,384,000










	
年份


	
输送漕粮数（石）




	
1456


	
4,437,000




	
1457


	
4,350,000




	
1458


	
4,350,000




	
1459


	
4,350,000




	
1460


	
4,350,000




	
1461


	
4,350,000




	
1462


	
4,350,000




	
1463


	
4,000,000




	
1464


	
3,350,000




	
1465


	
3,350,000




	
1466


	
3,350,000




	
1467


	
3,350,000




	
1468


	
3,350,000




	
1469


	
3,350,000




	
1470


	
3,700,000




	
1471


	
3,350,000




	
1472


	
3,700,000




	
1473


	
3,700,000




	
1474


	
3,700,000




	
1475


	
3,700,000




	
1476


	
3,700.000




	
1477


	
3,700,000




	
1478


	
3,700,000








	
年份


	
输送漕粮数（石)




	
M79


	
3,700,000




	
1480


	
3,700,000




	
1481


	
3,700,000




	
1482


	
3,700,000




	
1483


	
3,700,000




	
14g4


	
3,700,000




	
1485


	
3,700,000




	
1486


	
S,700,000




	
1487


	
4,000,000




	
1488


	
4,000,000




	
1489


	
4,000,000




	
1490


	
4,000,000




	
1491


	
4,000,000




	
1492


	
4,000,000




	
1493


	
4,000,000




	
1494


	
4,000,000




	
1495


	
4,000,000




	
1496


	
4,000,000




	
1497


	
4,000,000




	
1498


	
4,000,000




	
1499


	
4,000,000




	
1500


	
4,000,000




	
1501


	
4,000,000








	
年份


	
输送漕粮数（石）


	
年份


	
输送漕粮数（石)




	
1502


	
4,000,000


	
*黃*


	





	
1503


	
4,000,000


	
1542


	
2,614,115




	
1504


	
4 ,000,000


	



	





	
1505


	
4,000,000


	
1552


	
2/332,837




	
1506


	
4,000,000


	
y *於


	





	
1507


	
4,000,000


	
1562


	
2,632,610




	
1508


	
4,000,000


	
耷*关


	





	
1509


	
4,000,000


	
1567


	
3,f>22,982




	
1510


	
4,000,000


	
1568


	
4,000,000




	
15J]


	
4，000，_


	
1569


	
4,000,000




	
1512


	
4.000,0(30


	
1570


	
2,768,980




	
1513


	
4,000,000


	
1571


	
3,707,265




	
1514


	
4,000,000


	
天并关


	





	
1515


	
4,000,000


	
1577


	
3,122,265




	
1516


	
4,000,000


	
* *长


	





	
1517


	
4,000.000


	
1602


	
1,38] t50()




	
1518


	
4,000,000


	
* * ^


	





	
1519


	
4,000,000


	
1S20


	
2,⑶，:HI




	
1520


	
4,000,000


	
1621


	
2,474,723




	
*关沃


	



	
1522


	
2,688,928




	
1522

it A£_


	
3,560,000


	
1623


	
2,688,928




	
1532


	
1,900,000


	
7V 7

1625


	
t 7T

2,998,240







* * * :原资料中未列数据

三、《大明会典》中所记载的几省和 南直隶几府州的漕粮份额


	
酋或府


	
规定运输


	
附加运输


	
总数（石）




	



	
数额（石）


	
数额（石）


	





	
浙江


	
600,000


	
30,000


	
630,000




	
江西


	
400,000


	
170,000


	
370,000




	
山东


	
280,000


	
95f600


	
375,600




	
河南


	
270,000


	
1 10,000


	
380,000




	
湖广


	
250,000


	
0


	
250,000




	
南皇隶


	
(1，500,000)


	
(294,400)


	
(1,794,400)




	
应天府


	
100,000


	
28,000


	
128,000




	
苏州府


	
655,000


	
42.000


	
697,000




	
松江府


	
203,000


	
29,950


	
232,9^0




	
常州府


	
175,000


	
0


	
175,000




	
镇江府


	
80,000


	
22,000


	
102,000




	
太甲-府


	
17,000


	
0


	
17,000




	
宁国府


	
30,000


	
0


	
30,000




	
池州府


	
25,000


	
0


	
25,0⑻




	
安庆府


	
60,000


	
0


	
60,000




	
凤阳府


	
30,000


	
30,300


	
60,000




	
淮安府


	
25,000


	
79,000


	
10.1，咖




	
扬州府


	
60,000


	
37,000


	
97,000








	
省或府


	
规定运输


	
附加运输


	
总数（石）




	



	
数额（石）


	
数额<石>


	





	
庐州府


	
10,000


	
0


	
10,000




	
徐州府


	
30,000


	
18,000


	
48,000




	
广德州


	
0


	



	
8,000


	
8,000




	
总计


	
3,300,000


	
70,000


	
4,000,000




	



	
四、


	
几个内河河港的税收份额


	





	
河港


	



	
15卯年


	
1621 年


	
16如年*




	
北新关


	



	



	



	





	
(在杭州附近）


	
40,000


	
60,000


	
80,000




	
浒墅关


	



	



	



	





	
(在苏州附近）


	
45,000


	
67,500


	
57,000




	
九江


	



	
25,000


	
37,500


	
57,000




	
淮安


	



	
22,000


	
29,600


	
仏600




	
扬州


	



	
13,000


	
15,600


	
25,600




	
临清


	



	
83,R00


	
63,800


	
63,800




	
河西务


	



	
46,000


	
32,000


	
32,000




	
崇文门


	



	



	



	





	
(北京）


	



	
68,929


	
6&,929


	
88,929




	
总数


	



	
342,729


	
374,929


	
479,929







资料来源：《春明梦余录》，卷35页42;《续文献通考》，页 2937.关于更多情况，可参见第197页注释〔1〕6

文献目录注释

一、极为有益的文献索引

沃尔夫冈*弗朗克（Wolfgang Franke)向我们提供了两种 覆盖汉文文献的资料索引工具，即《有关重要的明王朝历史汉文 文学资料的初步说明cm    户〇广-

tant Chinese Literary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the Minf( Dy^ 及附录。前者载于《专题研究论文系列选辑》，:1948年A 辑第 2 号（Srw山a    A，No* 2.，1948)，

后者载于《系列研究》，9. 1:33—41(1950>[S川AaSehra，9, 1: 33—41. (1950)]。西方汉学家还用德语编辑出版了标题类似的 文献索引，B卩《关于15世纪和16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文献》 (Der gegenxvartige Stand der Forschung zur Gechichte Chinas

近来，山根幸夫用汉文和曰文

也编辑了性质相同的文献，载于《清水博士追悼纪念明代史论 丛》(东京，1962年版h它收录了 672个书目和论文标题，都是 20世纪出版或发表的。有关明£朝时期刊刻的资料，“〖以#考 美围国会图书馆所存罕见汉文书口的说明》（A    训

Catalog o f Hare Chinese Books in the. Library <}j (\mgre$s )(^

盛顿.1%7年版）。

二、明王朝和政府机构组织的历史纲要

虽然《明实录)〉一直是主要的资料来源，但M数童巨大，乂没 有索引，使用起来不方便，因而一般学生都不去用它。此外，《明 实录》最后一部分是在清王朝统治时期编撰的，非常草率，水平 不如先前编撰的其他部分。《明史》的排列虽然有条理，伹是存 在许多不足。有时，同一个事件在间…种著作的叙述不同。各 章之间所写的名称不间，日期也不相同。有关政府机关组织的 章节明显省略了许多重要内容，描述的方式也非常混乱，因而在 阅渎时应该参考其他资料。

有两部著作对研究明王朝统治时期的历史具有标题性的指 导作用.其中之一是龙文彬的《明会要》，它的概括千净利落^ 另一部是谷应泰所写的《明史纪事本末》，它对一些主题进行了 更全面的叙述。

孟森的《明代史>(台北，】扣7年版）竭力在组织紧密的一部 书中叙述明代时期发生的所有重大政治事件。它以较少的文字 提供了较多的信息资料.

申国大陆最近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明王朝历史的书籍，其中 包栝李光璧的《明朝史略》（武汉，1957年版）和李海的《明清史》 (北京年版

爱德温• a里肖尔和费正清合著的《东亚大传统K波士 顿，I960年版），对明代时期发生的-些事件，特别是对明代后 期的社会和经济方面情况作了有趣的探讨。

贺凯研究明代政府机构的两项成果可以互相补充。《明王 朝的政府组织》（载《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卷21期〗、期页1一 66，1958年）叙述了明政府所有门类、部院和司级机构，叙述时 插人组织图。另一部著作《明朝时的传统中国》（图森，年 版）则探讨了明政府的组织方式、官场做法和惯例。贺凯还写了 一部著作探讨明代御史的行为，即《儒学与申国的监察制度K载 戴维德* S.尼维森与亚瑟_ F.赖特所编《发展中的儒学>)，斯坦 福，年版

在明代时期刊刻的著作中，能够描述中央政府基本情况的 著作是孙承泽的《舂明梦余录K这是一部有用的著作，因为它 不仅描述了各神政府机构，还收录了许多文献档案以说明这些 机构的职能和行政中存在的问题。

向明代皇帝提交的奏折是研究明政府运作的好资料。有许 多不同的集子可以利用。最早的集子是《皇明名臣经济录》，刊 刻于16世纪中期&《昭代典册》、《皇明经济文集》和《昭代经济 言》随后出版，后者还包括明王朝建立前的资料。《明臣奏议》是 清王朝皇帝乾隆编辑的.除此之外，关于万历帝的资料可从两 部不同的集子中找到，一部是《万历疏抄》，另一部是《神庙留中 奏疏类要》.关于崇祯帝的资料，收录在《崇桢存实疏抄》中。有 关明朝各个大臣所写的东西，有些存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存 罕见汉文书目文献档中，其中就有于谦、张居正、严嵩、毕自严和 许多其他大臣的作品。有关情况，可以参见《美国国会图书馆所 存罕见汉文书目的说明》。

虽然明代许多作者的回忆录、通信和个人作品都得以保存 下来了，但是很难从研究兴趣的角度全部加以分类u下列清申， 只不过是包含了对学习明史的学者来说应该了解的一般资料， 或者对那些目前正从事某项特别研究的学者具有价值。

唐顺之的《荆川文集》提出了许多发生于16世纪后半期的 行政问题&大约在同一时期归有光所写的记述，对长江下游作 了许多生动的描述。他关于日本海盗的报告，是非常可信的， 他的所有记述，收集在《震川先生集》和《震川先生别集》中.于 1577年参加科举考试并及第的余继登，留下了一部著作《典故 纪闻》。正如书名所指，这是一部收集典故纪闻的集子.作者参 加《明实录》的编辑，他的怍品反映了他自己是如何广泛收集材 料的，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杂抄》对南京的官僚体制作了描 述。王世贞的3部作品《弇州史料》、《凤洲杂编》和《弇山堂别 集》所包含的种类，对于研究和学习明史的学者来说，既是具体 的，又是必不可少的，玉世贞还对锦衣卫（the Silk Robed Guard)作了简略的叙述，取名《锦衣志I他另外还有一部较小 的著作，名叫《觚不觚录h描述的是官僚生活。吴宝箴所写的 《内阁志》，对于研究明政府的学者来说很有用.至于研究明王 朝统治后期的财政金融制度，毕自严的《留计疏草》、鹿善继的 《认真草》以及该两人的下属官员所写的集子《解纲录》，是非常 有用的参考资料，后两部著作以较长的篇幅叙述了有关金花银 的情况6

二、经济和社会背景

看来，还必须要谈一下有关覆盖明代整个时期的经济或杜 会的通史的著作。李剑农所写的《宋元明经济史稿》虽然覆盖了 明代整个时期，但只是挑选几个题目进行讨论。近年来，中国大 陆出版了几部关于明代晚期和清代早期的专题著作和研讨会文 集。虽然迎合政治教义的总趋势限制了研究，但是不能仅仅因 为这一显而易见的缺点而忽视每一部著作的优点，这些著作包 括李光璧编辑的《明清史论丛》（武汉，1957年版〕、中国人民大 学编辑的《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K上海，1957年版）、《中国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K2卷本，北京，〗957年版）以及傅衣 凌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1957年版）、《明清时代商 人及商业资本》（北京，1956年版）和《明清农村经济》（北京， 1961年版众

韦庆远撰写的《明代黄册制度》（北京，年版），对于研 究整体上的明代社会结构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梁方仲撰写的 《明代粮长制度》（上海，1957年版）在探讨基层税收情况的同 时，也反映了农业社会的情况。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集子《明末 农民起义史料K北京，1952年版）和李文治的专著《晚明民变》 (上海，1948年版）虽然集中探讨农民造反，但仍然提供了许多 r解明代社会情况的线索。佐伯有一编辑的主要处理苏州纺织 工人起义的《明末织工暴动史料类辑》，也是如此。

看起来，口木学者擠长于探讨明代时期的贸舄和工业化，并 就这些问题在口本杂志i：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有代表性的 如下：

西鸠定生（Nishijima Satlao)在《东洋学报》（了bjy叹卷 31期2(194^年10月）t_发表的《支那初期棉业节场的考察》 (Shi?i£i Shoki Engyo Shijo mj bCusatsu)和在《电学杂 l^)HShi-卷57期4(1948年）上发表的《关于明木棉的普及 问题》（MzWu?>n    加了似如），都对棉花

和棉布生产、纺织情况作了探讨。宫崎市定（MiyasakHchUada) 在《东方学》（丁    卷2(195】年8月）上发表的大作《明清

时代苏州轻工业的发展》（加纟忙汾h Jidai no Sosku Keikogyo no f/a/k/O,探讨了苏州地区的轻工业发展情况。滕井宏（Fujii Hiroshi)在《史学杂志〉>卷54期60 943年）匕发表的大作《明代 盐商之考察KMh山n    加探讨了盐商问題。

佐久间重男（Sakunai Shigeo)撰写的大作《明代景德镇窑业之考 察}(1\/^72^以 Keitokuchrn [Tigyo rto Jchikosats’u)，收录在《清水 博士追悼纪念明代史论丛》（S/izwniw    Zo Khew

东京，1962年）上，讨论的则是景德镇的瓷器

工业发展.

在明代舀时的资料中，各府州的地方志常常为社会研究提 供了许多线索。这些地方志所包含的一些资料，在《古今图书集 成》和顾炎武所编辑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都能找到。顾炎武

自己的著作《日知录》和《亭林诗文集》，包含了许多有关明代社 会和经济环境的资料。

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焦竑的《国朝献征录》和宋应星的 《天工开物》，对16世纪和17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作了许多有 趣的描述，可以参考。

四、大运河及其地理情况资料

迄今为止，有关对大运河，特别是对淮河和长江之间的大运 河河段及航图进行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D.盖达（D. Gan-dar)牧师的大作《运河帝国》（Le    )(上海，1894

年版

岑仲勉的大作<〈黄河变迁史》（北京，1947年版），是一部专 门研究黄河的大部头著作^史念海的大作《中国的运河K重庚， 1944年版），探讨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运河情况，重点在于 研究运河的地理情况。全汉昇的大作《唐宋帝国与运河》（上海， 1946年版），不断地坚持努力探讨运河环境与政府运作效能之 间有何相互关系。宋希尚的大作《中国河川志》2卷本（台北， 1945年版），叙述了中国主要江河和人工河流的背景情况；关于 大运柯部分，在该书第一卷。朱懊编辑的《中国运河史料选集》 (北京，1962年版），是一部收录关于处理运河体系地理情况历 史文献的资料集6

沈怡君撰写的《黄河年表》（南京，1935年版>，以编年史的 方法，描述了黄河情况。威廉•查普曼（Wilhn Chapman)写了

一篇论文，收录在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编写的《论大 运河航运的改进》（A    ⑽Me Jmpro況州⑼Z

NfiT^an_〇K)(伦敦，1762年版）中威廉•查普曼主要是持否定 的态度，其批评虽然并无事实根据，但他探讨了大运河的情况。 伯纳德■福雷斯特•得•博利得（Beinard Forest de Bolidor )所 写的《水力建筑》化crwre    )(巴黎，1735年

版），也简略地叙述了大运河的情况，

在明代当时的著作中，漕运总督王琼所写的《漕河图志》（美 国国会图书馆缩微胶卷第534号，根据1496年刻本复制），是一 部杰出的著作。它不但叙述了地理情况，而且叙述了漕河的行 政体系和其他有关问题。

傅泽洪的著作《行水金鉴》，虽然出版于1725年，但是包含 了许多有价值的关于漕河水道地形特征的资料。看来，傅泽洪 是在个人经历和观察的基础上撰写此书的D他探讨的情况非常 具体，详细到每一个特定的水门需要多少木板才能降低急流流 速的程度。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还向世人提供了水门的真正 图画。

麟庆的著作《黄运河口古今图说》，刊刻于1832年。在该书 航图和注释中，包含了一些有关漕河水道的资料a这部地图集 是在黄河于1855年改道前刊刻的，因而对于研究明王朝时期的 有关情况具有可用价值。

地方志的编者通常清楚地认识到有关水利治理资料的重要 性。他们以极其浓厚的兴趣记载了有关水渠的情况。《天下郡 国利病书》就收录了许多有关漕河水道的记述。《古今图书集 成》也收录了一些漕河航图。《大明一统志》也是一部有用的参 考资料^

五、漕河的行政管理及相关制度

《大明会典》、《明实录》和《续文献通考》是必备的手边资料。 《明史》的有关章节虽然有用，何是必须谨慎地使用.王在晋的 《通漕类编》（美国国会图书馆缩微胶卷第535号）也是一部被广 泛地引用的资料，

周之龙的《漕河一舰》（美国国会图书馆缩微胶卷第582 号），收集了作者本人大约在1609年负责清江浦工部司时所写 的或处理的官文。

由席书所写、朱家相扩充的《漕船志》，是一部描述清江浦船 坞情况的史书。李昭祥所写的《龙江船厂志》，也是一部类似的 史书，叙述的是南京船坞的历史情况。

《明律解附例》和《嘉隆新例》收编了 16世纪晚期的刑事法 典和皇家规定。前者还特别提到了如何裁处毁坏水渠沟渠罪、 盗用属于漕运体系的货栈和仓库罪等等的有关规定.

何士晋编辑的《工部厂库须知》以较长篇幅列举了北京的宫 廷供应品。该书最后一部分收录的资料，反映了 17世纪早期明 廷在各省各府州通过供应渠道征收了哪些物品，随后通过漕河 运输到北京的。

正如正文中已经指出，明代当时的资料非常缺乏对税收情 况的记载。现代的一位学者即佐久间重男在《史学杂志》卷65 期1和卷65期2U956年2月）上发表的高论《明代商税征收与 财政之间的关系》r⑽〇 fc^^n，弥补了一些空白。不过，这仅是一个大概。

吴缉华的大作《明代海运及运河的研究》（台北，〗邮1年版） 虽然同本文研究一样涉及的也是漕运问题，但是作者研究此问 题的方法与本人的不同，他的叙述方法也完全不同于我的。该 书的长处在于大M引用了古典文献材料。

星斌夫（Hpshi Ayao)在其大作《明代漕运研究 Sorm⑽fCmfe抑）（东京，1963年版）中收录了过去25年里他关 于明代漕粮问题的研究成果.该书探讨了漕运体系所具有的许 多优点，也讨论了渤海湾沿岸的粮运问题。

清水泰次(Shimizu Ta&)也写了 -篇讨论漕运的文章《明代 的漕运MMhc/wio &训），发表在《史学杂志》卷39期3(]犯7 年）上。

本书仅供个人学习之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如对本书有兴趣，请购买正版书籍。任何对本书籍的修改、加工、传播自负法律后果。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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